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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葡萄园运动”中的同伴简·艾丽丝




导言

小约翰·威特（John Witte Jr.）

我们有义务借助一切可获得的法律手段为人们的灵魂战斗，而不是让他们灭亡。（我们必须）对罗马公教势力与各新教团体所从事的持续、强烈地劝诱改宗活动……对各宗派（包括那些极权主义性质的宗派）的增多的活动作出回应……因为主要正是我们自己的兄弟姐妹成为了这些宗派的受害者。

——牧首阿列克西二世（Patriarch Aleksii Ⅱ），1996年12月26日
[1]



一场争夺灵魂的新战争在俄国爆发了，这是一场要挽回俄国人民传统的灵性与道德灵魂的战争，一场要保持对俄国东正教会忠诚的战争。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这是一场神学
 战争，因为俄国东正教会的莫斯科牧首教廷寻求将自身重建为俄国人民的精神领袖，因为来自俄国与国外的互相竞争的各宗教团体开始活跃地相互诽谤与妖魔化。在俄国，先前数十年的普世精神正让路于宗教分裂与竞争的全新形式。从另一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一场法律
 战争，因为地方与国家立法机构通过了法令以严格限制许多俄罗斯信教个人与民族的权利。在保护一切人的宗教自由与平等的光鲜的宪法外衣之下，俄国正在发展一种公然偏爱一些宗派而压制另一些宗派的新的法律文化。

本卷书分析俄国的这场争夺灵魂的新战争——它的宗教根源与维度，它的法律模式与措施，它的持久挑战与希望。斯摩棱斯克与加里宁格勒的基里尔大主教（Metropolitan Kirill of Smolensk and Kaliningrad），莫斯科牧首教廷的位列阿列克西二世之后的领导人物，提供了一份有力的宣言以阐明俄国东正教对福音与文化的关系，以及俄国的教会与国家的关系的典范理解；菲利普·沃尔特斯（Philip Walters）与菲鲁兹·卡齐姆扎德（Firuz Kazemzadeh）则将这些观点置于长时段历史视野中加以考察。詹姆士·比林顿（James Billington）与迈克尔·布尔多（Michael Bourdeaux）叙述了东正教徒与其他宗教团体在苏维埃国家的转变及俄国宗教大觉醒中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谢尔盖·菲拉托夫（Sergei Filatov）、米哈伊尔·库拉科夫（Mikhail Kulakov）、亚历山大（Alexsandr Shchipkov）、尤里·塔巴克（Yuriy Tabak）与柳德米拉·沃龙佐娃（Lyudmila Vorontsova）作为圈内人叙述了俄国有代表性的宗教团体与运动，以及在历史上和当代它们之间的竞争。哈罗德·伯尔曼（Harold Berman）、杰里米·冈恩（Jeremy Gunn）、劳伦·霍默（Lauren Homer）与劳伦斯（Lawrence Uzzell）提供了第一手的叙述，讲述了近来关于宗教的州与国家法律的阴谋，以及它们对基本的宪法权利与人权的公然违犯。马克·埃利奥特（Mark Elliott）与安妮塔（Anita Deyneka）叙述了西方传教士在俄国的兴起。唐娜·阿茨特（Donna Arzt）叙述了快速增长的俄国穆斯林所处的困境。在结论性部分中，Deyneka与Uzzell提供了关于在外国传教团体和俄国当地宗教与政治领袖之间的更多审慎与相互理解的指导方针。

这个导言提供了关于从这些篇章呈现的一些重要主题的简短纵览。第一部分概述俄国从十年前给予对一切人的宗教自由的政体到今日只给予俄国东正教会完整宗教权利的政体的显著转变。第二部分探讨俄国东正教与西方基督教之间的一些“本体论差异”，这些差异就是这场争夺灵魂的新战争和任何试图努力缓解这场战争的核心问题。

从开放到灵魂战争

开放与大觉醒

十年前，俄国奉行对一切人的宗教自由。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开放与改革的革命性理念打破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无神论的桎梏，唤醒了俄国各种传统信仰。20世纪80年代后期是各宗教复兴的时期，不仅包括俄国东正教，而且包括传统的基督复临派、亚美尼亚使徒传统派、浸信会、佛教、格鲁吉亚东正教、希腊大公教、犹太教、路德宗、罗马大公教、什叶派与逊尼派穆斯林、乌克兰自治东正教以及其他宗教团体。
[2]

 许多宗教团体曾被共产党的清洗与报复赶至地下，又通过四代信徒无数的牺牲与殉教而存活。
[3]

 对那些宗教团体，尤其是自从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以来遭受了巨大的神职人员、财产、文献与艺术损失的东正教会，戈尔巴乔夫发起了雄心勃勃的恢复运动。
[4]

 这些团体反过来向脆弱的开放与改革
 运动（glasnost and perestroika）提供道德与物质支持。
[5]

 外国宗教团体，尤其是来自欧洲与北美的新教徒与大公教徒，为了与他们的共同信仰者重新会合，提供慈善救济以及传播信仰，开始办理护照以进入俄国。
[6]

 反过来，俄国犹太人、基督徒与穆斯林也能办理护照以拜访在耶路撒冷、罗马、麦加与其他地方的圣地。
[7]



这些有利于宗教的政策很快被转化为确定的法律条款。1990年10月1日，戈尔巴乔夫为苏联签署了一项全面的新法律“良心自由和宗教社团法”（On Freedom of Conscience and On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8]

 。1990年10月25日，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通过了它自己的法律“崇拜自由”（Freedom of Worship），这一法律重复与加强了苏联法律的许多条款，并在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后保存下来。
[9]

 苏联与俄罗斯的法律都宣布了对全体公民的良心自由与实践自由的广泛保证，都包括了对宗教歧视、诬蔑、虐待与强迫的强力禁止。
[10]

 俄罗斯法律坚持“崇拜自由是俄罗斯公民不可剥夺的权利，被俄罗斯的宪法与国际合约所保证”并包括“选择与坚持宗教信仰以及自由地改变它们的权利”
[11]

 。

1990年的法律不仅保证个人的而且保证正当登记的团体的宗教自由。苏联法律载明，“一切宗教与宗派须在法律面前平等”。“对一种宗教或宗派的相比于其他宗教或宗派的任何形式的特权或限制都须被禁止。”
[12]

 1990年的法律都坚持国家与宗教组织须尽可能地分离。宗教团体不可资助、干涉或作为职员服务于国家选举、世俗公众教育或其他政治事务。反过来，国家不可资助、控制、干涉宗教团体的崇拜、秩序、节庆、训练、教育或慈善等活动，也不得对这些活动征税。俄罗斯法律将与俄国外的共同信仰者的“国际交流与直接联络”的权利“建立与保持”在“不可剥夺的崇拜自由的权利”中。
[13]

 它还包括了“传播信仰的权利”，被定义为“直接地或通过大众传媒、以传教、体恤与慈善活动、宗教指导与教育的方式，在社会中传播信仰”的权利。
[14]



这些对宗教自由的法令保证被1993年的俄国宪法所确定。宪法第14条规定：“1. 俄罗斯联邦须为一世俗国家。任何宗教皆不可被设为国家主办或强制的宗教。2. 宗教组织须与国家分离，须在法律面前平等。”第19条规定“一切人须在法律面前及法庭上平等”，并进一步规定“国家须保证权利与自由的平等，而不论一个人对宗教或信仰的态度”。第28条规定：“须保证每个人良心自由、宗教崇拜自由的权利，包括如下权利：单独或与其他人一起宣称信仰或不信仰任何宗教，自由选择、拥有与传播宗教的或其他的信仰，以及遵照它们而行动。”俄国曾具体化了一些最先进的涉及宗教自由、改宗与改教的国际人权规范。
[15]



这些强力的法律保证帮助开创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所自豪地宣告的俄国“宗教自由的黄金时代”
[16]

 。本土的东正教、大公教与新教的各教堂、神学院、学校与慈善机构开始被恢复或重建，有时还得到当地政治领导的物资支持。穆斯林清真寺、佛寺与犹太会堂，和它们的一些学校、慈善机构与出版社一起，也开始得以恢复。
[17]

 特别是俄国东正教会的宗教文学、艺术品、圣像画、蜡烛、法衣与其他崇拜用的物资被大批进口，后来就在当地被生产。
[18]

 一大批长期蛰伏的俄国万物有灵论团体、女神宗教、个人崇拜与秘教团体开始复兴，尤其是在主要城市之外。更惊人的是几个奇异的、组织良好的本土宗教的迅速增长，例如白衣兄弟会（the Great White Brotherhood）、圣母中心（the Center of the Mother of God）与末约教会（the Church of the Last Testament）。
[19]



俄国的宗教觉醒不仅来自国内，而且来自国外。紧跟1986年切尔诺贝利灾难及随后的恶性事故、地震与干旱的灾害之后，外国宗教团体就已开始稀稀落落地进入俄国以提供慈善救济与长期关怀。
[20]

 1990年的法律通过后，这些外国宗教团体大量地来到俄国。它们之中，从西方来的有福音派、五旬节派、主流新教徒、罗马大公教徒、摩门教徒、文鲜明统一教徒、基督教科学派信徒以及其他人
[21]

 ；从中东来的有什叶派、逊尼派与苏菲派穆斯林以及一些巴哈伊教徒
[22]

 ；从东方来的有韩国的长老宗与卫斯理宗信徒，印度次大陆的印度教教徒、印度教克利须那派信徒（Hare Krishnas）、拉斯特法里教徒（Rastafarians）与佛教徒，日本的奥姆真理教、钦莫伊大师（Shri Chinmoy）协会、勒里希运动（the Rerikh Movement）及其他宗教团体的成员。这些宗教团体中的许多成员在街上，挨家挨户地或者通过布道、发小册子和书本宣传它们的信仰与活动。其他团体组织游行、营会、展台广告与大众传媒，或租借露天运动场、剧院与公共大厅来举办宗教节庆。许多团体也开始创办学校、医院、慈善组织、青年社团、老年之家与其他社会服务。
[23]



少数所能获取的可靠的人口统计研究表明：虽然这些外国宗教团体取得了进展，但较之于俄国东正教会与其他当地俄国团体显得相当有限。马克·埃利奥特与Deyneka的文章表明，1997年，在人口2.8亿多的前苏联地区，新教传教力量只有5606人，他们分散在561个团体中，并且踯躅不定。
[24]

 确实，如Shchipkov所说，俄国新教教会，包括本土的与外来的，在数量上增长了一倍多，从1993年登记的团体总数为1002个到1996年的2280个。
[25]

 但俄国本土的东正教会与大公教会经历了几乎相同的增长，并且它们的绝对数量使新教教会相形见绌——从1993年登记的团体总数4815个到1996年的7666个。实际上，1996年俄国穆斯林团体登记的更多（2494个），相当于所有新教团体加在一起的数量（2280个）。
[26]



同段时期新兴宗教团体在俄国的增长给人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但它们的绝对数量仍然很小。统一教会在俄国的困境是个典型的例子。根据谢尔盖·菲拉托夫所言，统一教会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已开始通过使用旅游与商业护照的途径秘密进入苏联，它属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活跃地在俄国劝诱改宗的第一批外国团体。在1990年文鲜明牧师与戈尔巴乔夫总统会面后，统一教会发起了积极进取的运动，包括会议、研讨会、分发课本、学习旅行及类似活动，尤其以政治领导、高校与初等学校的学生与教师为对象。“好几万”名俄国人参加了这些活动，并且到1994年，有两千多个国立学校使用了统一教会免费提供的“道德课本”。虽有如此大的努力与开支，但是1994年俄国的统一教会在其顶峰时仅仅吸收了5000名正式成员；到1997年年末，这场运动声称其成员少于3000名，并且数目还在下降中。
[27]

 实际上，三个最大的在俄国被称为“极权主义宗教”的——文鲜明统一教、印度教克利须那派与耶和华见证会——1996年在全俄总共有248个登记的团体。
[28]



风暴的征兆

无论它们真正的数量与增长速度如何，这些外国宗教团体嘈杂的到来最终在俄国引起了相当大的憎恶。俄国新教与大公教团体开始憎恶来自西方与韩国的一些共同信仰者的语言上的欠缺和用金钱开道的做法。
[29]

 俄国大公教徒与新教徒也憎恶对他们的教义、礼仪与教会革新的不切实际的批判——这些对他们而言是以严酷隔绝方式推行并长达数十年的。对于在君士坦丁堡与罗马争夺对他们的管辖权的苦涩政治斗争中遭受了野蛮虐待的希腊大公教徒来说，这种憎恶是加倍强烈的。
[30]

 对于被“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ni）的伊朗弥赛亚主义与阿富汗穆斯林游击队的煽动与宣传”所鼓动的一些穆斯林团体的政治化，俄国穆斯林领袖与政府官员的担忧渐增。在什叶派、逊尼派与苏菲派团体的各自内部与彼此之间，许多冲突也在意见相左的经学院校之间爆发；这种张力有时被俄国穆斯林人口中强烈的民族、种族与语言差异所加剧。
[31]



然而，来自俄国东正教会的莫斯科牧首教廷表达了最强烈的担忧。对于在俄国的宗教思想新市场中争夺灵魂的外国传教士从宗教与经济方面的“大量涌入”，莫斯科牧首阿列克西二世在1991年就已对此表达了不安。
[32]

 起初，牧首教廷的憎恶集中于独立传教士。这些人是文化上与语言上不称职的传教士，倾向于“一种无拘无束的长途漫游者的教牧方式”，这种方式导致“打了就跑的福音传道，造成对于新信徒培训的忽视以及对于应重视的与现存教会的伙伴关系的疏忽”
[33]

 。同时，莫斯科牧首教廷的官员特别批评了“极权主义宗教”，控诉这些团体使用“非法的物质诱惑”赢取新皈依者，然后使它们的皈依者转而反对“他们的俄国家庭、信仰与文化”
[34]

 。

到了1993年，莫斯科牧首教廷的憎恶更广泛地指向所有的，特别是来自西方的，“组织良好、资金充足”的传教团体。除了宗教上的独立者与极权主义宗教，不受欢迎的“外来的劝诱改宗的信仰”现在还包括形形色色的罗马大公教徒、主流新教徒与西方福音派。
[35]

 牧首教廷的成员常常将这些团体等同看待，并发表了三条对它们的指控：第一，所有这些外来劝诱改宗的团体迫使贫穷的、人手不足的俄国东正教会进入了争夺灵魂的不公平竞争——不仅包括俄国街道上迷失的灵魂，而且包括俄国教会里获救的灵魂。
[36]

 第二，许多西方劝诱改宗的团体看来倾向于破坏俄国人民的灵魂——通过将他们淹没于西方物质主义、个人主义与多元主义的毒潮，而俄国不愿意，也不可能愿意接受这些。
[37]

 第三，这些外来劝诱改宗的团体中有许多对俄国人民与社会秩序是有危害的——通过破坏家庭；鼓励公民的不顺服；勒索财产与金钱；使用迷幻剂与心灵操控；犯下殴打、强奸与其他罪行来对付不顺从的成员；甚至将引诱杀人、自杀与叛乱来作为信仰的行动。
[38]



这些反对外来劝诱改宗的团体的指控可在莫斯科牧首教廷于1993年后的一段时期中发表的数十份声明里看到。
[39]

 1993年，基里尔大主教抱怨正在利用后苏维埃俄国的精神真空的传教士的不光彩行为。
[40]

 在本书中他所著的一章里，详细阐述了他的批评：

传教工作的自由一经允许，甚至当它开始从长期的疾病中恢复，还虚弱地站立时，一场反对俄国教会的战争就开始了。大群的传教士涌进来，相信前苏联地区是一片辽阔的传教地域。他们行事，仿佛当地教会不存在，仿佛福音从未被传扬。他们甚至没有努力熟悉俄国文化遗产或学习俄语就开始传教。在多数情况下，他们的意图不是宣扬基督与福音，而是使信徒勉强地离开传统教会，加入他们自己的团体。也许这些传教士真诚地相信他们正面对非基督教的或无神论共产主义的人民，而未想到我们的文化是被基督教塑造的，我们的基督教，通过殉教者与在迫害面前仍坚称信仰者的流血，通过坚称信仰的主教、神学家与平信徒们的勇气依然存在。

国外的传教士携带美元而来，以所谓的人道主义援助与送他们到国外学习或休息的许诺收买人民。我们期望基督徒同道在我们自己的传教服务中支持与帮助我们。然而，实际上，他们开始与我们的教会开战……所有这些导致了在先前数十年中发展起来的普世教会关系几乎完全破裂。它无视人民的精神与文化传统而冒犯了他们的民族与宗教感情，占压倒性多数的人们拒绝接受这种行为。实际上，倘若缺乏宗教教育，人们会倾向于对我们正说到的好斗的传教士与属于他们自己的信仰或信条的普通人不做区分。对于今天的许多俄国人，“非东正教徒”意味着那些来破坏人民精神团结与东正教信仰的人，通过貌似合理的手段或违反规则试图使人们勉强离开教会的精神殖民者。
[41]



牧首阿列克西二世抱怨西方传教士在俄国东正教会自身内部培育的自由主义的腐蚀性价值：

东正教意识到现在正被极端自由主义侵蚀；对于教会，极端自由主义能导致悲剧后果：宗派分立、教会内的不和、对东正教信仰的腐蚀以及根本的毁坏。我们必须通过我们对信仰的坚持、对传统的信仰、关于基督之爱的活生生的东正教宗教经验，以及对每一位个体信徒与作为一个整体的俄国的关爱，抵御这一毁坏性的过程。
[42]



在莫斯科开会的主教议会甚至更尖刻地指控外来传教士：

我们表达对如下情况的担忧：新教的假传教士在俄国持续的劝诱改宗活动，以及有组织的伪基督教的与伪宗教的宗派、新的异教团体、秘教教徒与魔鬼崇拜者在独联体与波罗的海各国的增长。议会对这些伪宗教组织的追随者与保护者发动的反东正教运动深感不安。议会成员们号召整个教会通过宗教教育与护教学，通过教育东正教徒与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来对抗这种错谬的传教活动与宗派主义。我们承认每个人享有的良心与宗教自由的权利应被尊重，但这些极权主义宗派的领袖实际上剥夺了他们追随者的这些权利，并对他们行为的批评抱敌对态度。那些试图反对他们的人遭受宗派领袖与他们高地位的保护者的残酷迫害，包括威胁、心理压迫、网罗罪证、诽谤与反复搜查他们的财产。
[43]



这些并非虚言。莫斯科牧首教廷的官员数次要求对俄国境内的外来传教活动进行（甚至历时一代人之久的）限制。
[44]

 这将容许本土的教会从它们的共产主义困境中恢复，并使它们能够公平竞争。
[45]

 来自俄国与国外的东正教神学家在不同的关于传教的普世教会会议上越来越急迫地推动这一议案。
[46]

 未与这些官方情绪保持一致的东正教神职人员面临强力的惩戒——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免除圣职与开除教籍。
[47]



当那种的外交性的对普世教会的请求失败时，莫斯科牧首教廷转向寻求国家法律的保护。早在1993年，莫斯科牧首教廷就已与不同的民族主义团体合作，敦促俄国杜马修改1990年的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法律。
[48]

 被提议的修正案将特别的保护、政府拨款与权利给予“那样一些宗教组织：它们的活动维持与发展了俄罗斯联邦人民的历史传统与风俗、民族与文化原创力、艺术与其他文化遗产——亦即俄罗斯联邦的传统信仰”。被提议的法律明确规定外国宗教团体“在俄罗斯联邦没有传播宗教的权利”。它还制定了一系列烦琐的登记与财产新规则来威慑与阻碍已就位的外来传教团体。在本土与国外的宗教与政治团体的巨大压力下，俄国杜马未在1993年通过这项被提议的法律，也未通过1995年被提议的基于同一议案的变体。
[49]



尽管起初俄国杜马没做什么来缓解俄国的劝诱改宗问题，但许多地方立法机构这样做了。劳伦·霍默与Uzzell写道，从1993年到1997年，“俄国的89个地方政府中超过三分之一采取法律或行政命令来缩减外来宗教组织与宗教少数派，甚至重要的宗教组织的权利。”
[50]

 这些往往在俄国东正教神职人员的强劲安排下通过的地方法律，强加了各种登记与审核的要求，作为非东正教徒（尤其非俄国公民的非东正教徒）进行任何宗教活动的条件。这些地方法律监控、限制与歧视非东正教信徒与团体的宗教言论、出版物与组织。它们限制非东正教信徒对公共论坛与传媒的使用，限制他们拥有社团财产、修建宗教建筑或获准建立与维持宗教学校、慈善机构与其他服务机构的能力。
[51]

 许多路德宗、大公教、五旬节派、犹太教与基督重临派团体在这些法律下惨遭迫害。
[52]



并非所有的地方政府都是如此压制性的，也并非所有的地方官员都是在压制中如此合作的。数十个地方立法机构对宗教上的外来者维持了更开放的政策。偶尔，强硬的地方官员与支持者还阻碍了强制施行反劝诱改宗的立法的努力。例如，1997年早期，圣彼得堡的行政长官两次否决了市议会发布的严厉的反劝诱改宗的法律。
[53]

 此外，在1997年3月5日发布的一起著名的案例中，乌德默尔特（Udmurt）共和国最高法院将一项乌德默尔特宗教登记法律作为违宪的法律而取消，这是俄国第一起成功的对这些反劝诱改宗的法律的司法重审案例。这项对几个俄国五旬节派团体的传教活动加以阻碍与罚款的乌德默尔特法律，被发现违反了1993年俄国宪法与乌德默尔特共和国宪法的许多宗教自由条款，以及俄国在普遍的国际人权法下承担的义务。
[54]

 这些孤立的地方案例令人抱有这样的希望：一个联邦制的政府系统可能为宗教自由提供一些保护，而无论在莫斯科发生了什么。

1997年关于良心自由与宗教结社的法律

俄国“宗教自由的黄金时代”的希望在1997年9月26日被终止，这一天俄国总统鲍里斯·叶利钦签署了一项新法律《良心自由与宗教结社法》
[55]

 。这项在莫斯科牧首教廷与俄国各种民族主义团体四年的公开倡导与四个月的密谋之后通过的新法律，对宗教设立了苏维埃风格的严格的国家登记与限制系统。1997年法律取代了1990年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法律。它优先于一切地方上关于宗教的与它相反的法律。
[56]

 1998年春发布的新的管理条例确保了1997年法律的迅速实行。
[57]

 这些条例也加重了它的一些条款的严厉性，例如，将一笔“五十倍于俄罗斯联邦法律确定的最低月工资”的新的登记费强加于所有外来宗教组织。
[58]



1997年法律有效地在俄国设立了三个等级的宗教：（1）获得完全的法律保护和各种国家援助的俄国东正教会及其成员；（2）获得完全的法律保护但较少的国家援助的各种“传统的”基督徒、穆斯林、犹太教徒以及佛教团体与个人；（3）仅获得敬拜自由与良心自由的形式上保证的所有其他宗教团体与个人。

宗教团体的三等级划分在1997年法律的导言中被隐约显示。导言称“认识到东正教对俄国历史，对俄国精神与文化的创立与发展的特殊贡献”。此外，它“尊重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犹太教，以及其他构成俄国各民族历史遗产不可分离的一部分的宗教与信仰”。对于其余的，导言只说它“认为在涉及良心自由与信仰自由问题时，促进相互理解、宽容与尊重的达成是重要的”。

在1997年法律宣布的关于宗教结社的18项条款与作为其扩充的1998年条例中，三等级划分得到了详细阐述。1997年法律将宗教结社定义为“俄罗斯联邦公民与其他永久、合法居住于此的人的自愿结社，以共同信仰为目的而形成，拥有与此目的相应的特征：一套信条、敬拜侍奉的履行、宗教仪式与典礼；宗教教导与对其信徒的宗教教养”
[59]

 。

宗教结社（association）被区分为：（1）获得一大批保护与援助的宗教组织（organizations）；（2）仅获得最低限度的保护的宗教团体（groups）。宗教组织又被划分为：（a）受优待的中央集权的组织（显然指俄国东正教会）；（b）较少受优待的地方性的组织（主要指其他“传统的”俄国宗教）。

宗教组织获得“法人资格”——作为合法组织而存在的基本权利，许多其他权利随之而来。“宗教组织能拥有建筑、土地，为了生产、社交、慈善、教育及其他目的的实物，有宗教意义的物品、财务工具以及它们的活动（包括历史的与文化的纪念）所必需的其他所有物。”宗教组织能通过购买或奉献获得所有物，并能将其用于多种用途——敬拜、朝圣、医院、公墓、儿童之家、慈善、文化教育机构、神学院与“商业经营”。拥有那些所有物通常免除国家征税；那些用于崇拜的所有物免于“债权人诉讼”。
[60]



宗教组织还被确保了各种肯定性权利。它们有权利举办慈善活动，包括在国家医院与“感化地”举行礼拜与其他宗教仪式。“宗教组织有权利生产、获得、输出与分发宗教著作、印刷品与声像材料以及其他有宗教意义的物品。宗教组织有专有权来设立企业以生产礼拜著作与用于宗教仪式的物品。”宗教组织有权利建立和保持与国外共同信仰者的联系，并有“专有权邀请外国公民，为了宣教目的，进行包括在上述组织里的布道与宗教活动”。
[61]



宗教组织还被授权享有来自国家的某些直接援助。它们“有权为了它们自己的需要免费使用国家的、市镇的、社会的与其他的组织所提供的土地、建筑与所有物”。并且，国家“要在具有历史与文化纪念意义的建筑与实物的修复、维持与保护方面，并在宗教组织创立的教育机构的常规教育科目的授课方面，向宗教组织提供财政、物质与其他援助”。
[62]



宗教组织享有的全套权利与援助并不自动到来。只有正当登记的宗教结社被列为“宗教组织”，并被授权享有这些权利与援助。正是在这里，1997年法律造成了它的最大不公。也正是在这里，这项法律实际上建立了迈克尔·布尔多所称为的“另一个宗教事务委员会”（共产主义时期监察与操控对教会的迫害的被憎恶的机构的名称）
[63]

 。

这项法律在“地方性的”与“中央集权的”登记团体之间作了区分。地方性的宗教组织必须由“十个或十个以上至少18岁的永久居住于一个地方或一个城镇或乡村定居点的参与者”组成。中央集权的宗教组织必须由“不少于三个地方性的宗教组织依照其章程”组成。一旦一个宗教组织被视为“中央集权的”，例如等级制的俄国东正教会，其后产生的每个新的地方单位都被自动登记为宗教组织。然而，如果一个宗教组织只是“地方性的”，例如许多新教的、摩门教的、犹太教的与其他地方教会自治模式的宗教社团，那么每个新的地方单位必须分别登记。
[64]



只有“在俄国合法地活动了不少于50年的中央集权的宗教组织”可以在其名称中使用“俄国”这一词语。
[65]

 实际上，俄国东正教会是唯一具有资格的团体。俄国的其他传统宗教，例如穆斯林、犹太人与佛教徒，在1917年后与1905年前是“非法的”。虽然它们在1905年至1917年之间短暂地是“合法的”，但它们不是“中央集权的”。东正教会使用词语“俄国”的权利不仅仅是荣誉性的，实际上这也是唯一获得被许诺的对于“具有历史与文化纪念意义的建筑与实物的修复、维持与保护”的政府资助的宗教组织。
[66]



在俄国“已存在不少于15年”的中央集权的或地方性的宗教社团，必须只登记一次来被划分为“宗教组织”（Religious organizations）。
[67]

 一旦被登记，它们随后自动被授权享有前文所列举的全面的权利与援助——除了仅保留给俄国东正教会的直接援助。实际上，这个“15年”条款只覆盖了一些“传统”俄国团体：穆斯林、犹太人与一些基督徒。正如Uzzell所解释的：

这些条款是歧视性的，它们有利于那些15年前在苏维埃国家治下合法登记的宗教组织，而不利于那些较晚近创建的或在苏维埃年代只是不合法或半合法存在的组织。因此，例如，有利的那类包括许多浸信会教会——那些在前开放时期愿意作出为得到官方登记所必需的妥协的组织……但15年前罗马大公教徒在整个俄罗斯联邦只有两个合法登记并运作的教区。

俄国的其他160个罗马大公教区，莫斯科与新西伯利亚的主教教区行政机构，圣彼得堡的大公教神学院，数十个耶稣会修会、出版社、慈善机构，与其他附属于罗马的团体“如今被降至二流地位”
[68]

 。

俄国所有未满足“50年”或“15年”登记条款的宗教社团都处于这种“二流地位”。1997年法律将所有这些都归类为“新”宗教，而无视它们的真实年岁。“新”宗教被要求每年向地方与/或中央政府登记。登记过程麻烦，充满耽延与任意，并且费用昂贵。申请地方性宗教组织地位的社团必须提交申请表，所有成员的姓名、地址与出生日期的名单，它们的会议记录与宗教章程（必须包括关于它们的组织及其经费、活动、目的的详细声明与“其他关于它们活动特点的信息”）。申请者还必须缴纳“50倍于俄罗斯联邦法律所规定的最低月工资”的费用。“新”宗教社团一旦正当登记即被归类为“宗教组织”，享有所有附随的权利与援助，但仅持续一年。一年后，社团必须重新登记。
[69]



基于许多规定的理由，登记可被否认，或者已登记的组织可被解散。1997年法律宣布的一些理由是足够合理的——“由于它们的创建者的决定”；因为组织“创建武装单位”或“在经常与恶劣地违反宪法准则……或联邦法律的情况下”。
[70]

 但否认登记或解散宗教组织的更含糊和更宽泛的理由被偷偷塞入了执行这项法律的新条例。这些包括：“如果宗教组织的创建者是法律上无资格的”；如果“被建立的组织不被承认为宗教性的”以及“基于法律规定的在同类情况下的司法规则”。
[71]



那些不能或由于宗教或政治原因不愿登记的宗教社团被归类为宗教团体（Religious Groups）。宗教团体“有权履行崇拜仪式、宗教仪式与典礼，以及宗教教导和对其追随者的宗教培育”
[72]

 。但仅限于此。宗教团体受制于许多明显的约束与法律上的无资格。那样的团体没有法人资格，无权拥有集体财产，不享有国家对宗教的物质援助。它们的神职人员与成员不被给予对军事参与的良心拒绝特权。它们不能创建或拥有学校、神学院或其他教育机构，也不能在当地的公立学校传播它们的信仰。它们不可在俄国就地拥有“外国宗教组织的代表机构”。它们不可在医院、康复中心、儿童之家、老年人或残疾人之家或监狱履行宗教典礼或仪式，或提供崇拜仪式。它们不可生产、获取、输出、输入或分发宗教著作、录像与其他有宗教意义的物品，也不可建立当地机构来生产这些东西。它们也不可邀请外国公民到俄国布道或开展宗教活动。
[73]



这个关于宗教结社的法律违背了1997年法律的其他部分所宣布的对个人与集体宗教自由的保证。例如，1997年法律的导言确定“每个人的良心自由与信仰自由的权利，以及在法律面前平等的权利，而无论他对宗教的态度与他的信仰”。第2条第3项清晰地规定“不可以任何一种方式解释本法律中的任何内容，以致减少或限制个人与公民良心自由与信仰自由的权利”。第4条规定了对于所有人的自由免遭基于宗教原因的歧视、虐待、强迫或其他剥夺的常见保证。它进一步向所有人保证“单独或与其他人一起宣称信仰或不信仰任何宗教的权利，选择、改变、拥有或传播宗教或其他信仰，以及遵照它们而行动的自由”。1997年法律保证“俄罗斯联邦是一世俗国家。任何宗教皆不可被设为国家支持的或强制的宗教。宗教结社与国家分离，在法律面前平等”。在详述这一保证时，1997年法律重复了1990年法律关于教会与国家分离的许多条款。
[74]

 即使最有技巧的诡辩也不能解释在这些对所有人的宗教自由的保证与关于宗教结社的歧视性条例之间的显然易见的矛盾。

1997年法律不仅明目张胆地自我矛盾，而且违反了许多最基本的人权保证。正如杰里米·冈恩所表明的，1997年法律必须尊重1993年俄国宪法的人权准则、1966年《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1950年《欧洲人权公约》，所有这些都对俄国有正式约束力。1997年法律公然地且不加辩解地违背这些准则。它违犯在公民与非公民之间的平等权，以及对基于宗教的歧视的禁止。它践踏了思想、宗教与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的基本权利。
[75]



当俄国政治与宗教领袖精心制定1997年法律时，他们并非看不到它的不公。俄国的许多宗教团体与人权支持者正式抗议这项法案的先前草案——浸信会协会、五旬节派协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苏维埃犹太人议会协会、罗马大公教会、俄国东正教自由教会、俄国东正教海外教会、老派信徒会（the Old Believers）。教皇约翰·保罗二世送了一封私人信件给叶利钦总统，抗议这项法案。数个西欧国家首脑与欧洲理事会向叶利钦总统和其内阁成员以及俄国杜马成员表达了严厉的反对意见。克林顿总统与卡特总统和美国国会的160名参议员与众议员一道也这样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权组织与宗教自由专家倾泻出对草案详尽的且具摧毁性的批评洪流，许多批评到了俄国杜马成员之手。
[76]



实际上，对1997年法律最好的概括性批评是由鲍里斯·叶利钦总统自己在他对这项法律的一份7月草案的否决中提供的——它所有最遭反对的条款保留在他签署的9月草案中。
[77]

 在1997年7月23日的一封很长的否决信里，叶利钦写道，这项法律“违背了俄罗斯联邦宪法结构的基础与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准则”。这项法律“将俄罗斯联邦定性为世俗国家，但……它引入了宗教组织登记与重新登记的歧视性规则”。这项法律声明它对宗教自由与平等原则的坚持，但它的许多条款“蓄意旨在限制俄罗斯联邦公民的权利”。“更严重地被侵害的是外国公民与无公民身份的人的权利，因为他们无权集体宣告与传播信仰，而只能单独地满足他们的宗教需要。”再者，叶利钦写道，“当宗教结社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原则缺失时，联邦法律中就存在一则严重违宪的条款。”“外国宗教组织只可在俄国组织之下被代理”的要求不正当地致使外国团体“直接依赖于俄国宗教组织的态度”。它也使俄国宗教团体成为有效的“国家权力的代理”——违反了“宗教结社与国家分离的原则”。叶利钦特别不悦于“地方行政单位”能作出“关于中央集权的宗教组织的存在”的决定——他怒吼“俄罗斯联邦总统已频繁表达”，“特别是通过两次拒绝签署那样一项法律”，表达他对那样的“违宪阴谋”的鄙视。

叶利钦总统还反对将俄国东正教会“作为全俄历史、精神与文化遗产的一个必要部分”而给予其特权的“违宪性的不平等”，致使其他宗教团体的地位依赖于人为设定的十五年登记期同样是“不可容许的”。叶利钦认为，允许国家为宗教教育而“给予宗教组织财政、物质与其他援助”是违宪的、不公正的。在引述了这项法律中几个其他的前后不一与违宪条款后，叶利钦这样结束他的否决信：

为了确保俄罗斯联邦在不仅欧洲而且全世界的一体化进程中的完全参与，根据俄罗斯联邦人口的多种信仰的性质，在法律面前宗教宣告、选择与传播宗教信仰的自由以及宗教结社的平等领域里，确保对人与公民的权利与自由的保障问题具有异常重大的意义。为避免对传统俄国信仰的国际孤立，防止国内基于宗教的冲突，避免对俄罗斯联邦迫害信仰的指控，使这项联邦法律符合俄罗斯联邦宪法、国际法律准则与俄罗斯联邦的其他法律，以及去除这项法律的内在矛盾，我提议有必要作重大的修改。

那样的重大修改没有发生，叶利钦否决的7月草案中的每一侵犯性的条款都保留在经他签署成为法律的9月草案里。正如叶利钦预言的，“传统俄国信仰”，特别是俄国东正教会，经受了相当大的“国际孤立”。甚至更糟的是，俄国现在面临严重的“基于宗教的冲突”与许多“对俄罗斯联邦迫害信仰的指控”。

如科尔·达勒姆与劳伦·霍默所表明的，现今最大的希望看来不在于外国政府继续虚张声势的外交言辞或强加经济制裁，而在于温和地培养一种更审慎的法学。
[78]

 一旦达到它们给予俄国宗教一些暂时缓解的目的，载于卷册上的宗教结社法律也就无须落实。再者，俄国宪法与地方宪法为司法审查与废弃1997年法律和相应的地方法律中较可憎与无益的部分提供了充足的手段。考虑到高级政治人物未能阻止1997年法律通过，学术、宗教与人权团体现在必须带头发现与培育当地的基础与资源来缓和，或许最终颠覆1997年法律。

本体论差异

俄国从开放转变至灵魂战争——从开放地拥抱每个人的宗教权利至紧紧地限制除俄国东正教会的人之外的每个人的权利。现今在俄国，俄国东正教会是自由的，并受到国家关照。其他本土的俄国基督徒、穆斯林、犹太人与佛教徒大体上是自由的，但不受国家关照。外国宗教，特别是来自西方的，既不自由也不受欢迎。这样的宗教区分不是秘密地或在对俄国的人权义务无知的情况下施行的。俄国领导将他们保护主义的意图流露给全世界看到，并如此精细地设计他们的宗教歧视，以致不会有任何宗教信徒或团体不清楚其地位。

在当前争夺灵魂的战争中，关键问题不仅是对各州不公平的宗教竞争、危险的宗教阴谋或不遵守规范的宗教政策的暂时担忧。如果这就是全部的关键问题，必定可精心策划出一种外交手段来解决。交战各方确实可能更容易地赞同一个为期十年、十五年或二十年的针对外国传教势力进入俄国的缓冲期，在此期间，比如说，开展宗教间对话和教育；监控那些较为好斗和比较危险的团体；开展对影响俄国宗教社团的签证和进口管制政策的多边谈判；积极推动支持陷入围困的俄国宗教的计划；等等。

但俄国这场争夺灵魂的战争还有更深的根源。东正教君士坦丁堡宗牧首巴多罗买在他1997年秋的美国演讲旅行期间反复暗示了这些根源。为回应美国教会对于和东正教会的更多合作，与在它们之间给予人权价值更大的尊重的建议，牧首回答：“东正教基督徒并非生活于理论的与概念的谈话之中，而是生活于被心灵中的恩典所证实的实质与经验的生活方式与现实之中。”
[79]

 “东正教会不是一个博物馆教会……它是一个虽保持着最初的古老传统却非常理解每一新时代的信息的活生生的教会，它知道如何使自己适应人类历史每一时期的情况。”
[80]

 数百年以来，东正教会在神学、体制与法律上的调整不同于西方基督教。“我们之间在这些问题上的分歧继续增大”，牧首说，“可预见我们的路线将我们所带至的终点的确不同。”但我们差异的核心是“某种更深层、更本质的东西。我们生存的方式已变得在本体论上不同（ontologically different
 ）”。
[81]



牧首解释说，西方基督教生存于“启蒙运动的影响”之下。东正基督教则不然。启蒙运动给信仰提供了太少的空间，却给了自由太多的空间。“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文明的精神根基已被侵蚀与破坏。有智识的、善意的人们真诚相信科学的奇迹能替代信仰的神迹。但这些伟大的心智错失了一个生死攸关的真理——信仰不是一件可穿可脱的衣服，它是人类精神不可或缺的一种本质。”
[82]

 牧首宣称：“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可以从东正教会学习一些东西。”首要的是这样一个教训：“矛盾的是，没有自由，信仰也能持存，但没有信仰，自由就不能持存。”
[83]

 必须在自由与信仰之间达成一种平衡，正如被移植而来的西方的正教教会（Orthodox Churches）只是近来才开始意识到的。“对于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完全的宗教自由盛行，各种宗教的信徒并肩生活——的正教徒，他们经常看到各种生活方式，并处于被其中的某些所诱骗的危险中，而没有省察他们的方式是否符合的正教信仰。许多老派与新派正教徒正愈发严重地偏离正确的正教生活。”
[84]



在东正教与非东正教、东方与西方之间的本体论差异：这些是俄国当前争夺灵魂战争的深刻的、常常难以处理的根源。俄罗斯人民、俄罗斯教会与俄罗斯国家根本不同于它们的西方对应者——在传统与经验上，在人类学与心理学上，在世界观与异象（visions）中。这些根本差异在过去一些年中导致了在东方与西方、东正教基督徒与西方基督徒之间的严重的相互误解。它们警告着那些策划应对当前争夺灵魂的战争的法律、政治或外交解决的任何简单企图。

改教、传教与劝诱改宗

这些在东正教与西方基督教之间的本体论差异，在对传播福音与劝诱改宗的对立的理解上是很明显的。纳坦·勒纳（Natan Lerner）明智地表述了这一问题：“对于一个团体属于传播福音的神圣职责而被另一团体视为不正当的劝诱改宗。一些团体将一种特定的行为视为言论自由与教导或宣传宗教或信仰的自由的正常运用；其他团体则将同样行为视为非法侵入它们团体的私密、冲击它们团体的特性与侵犯它们的良心自由。”
[85]

 勒纳以“人权”词语仔细解析的这一观点问题也必须以神学词语解析。

特别是西方的福音派与俄国东正教有根本不同的传教神学。一些传教学的差异反映了神学重点上的更一般性的差别。俄国东正教倾向于强调圣坛胜过讲台，圣礼胜过布道，信仰的神秘胜过关于信仰的理性辩论，神职人员的圣礼职责胜过平信徒奉献性（devotional）的工作。
[86]

 西方福音派通常颠倒了这些优先次序，有时还指控东正教拜偶像、内向性、侵犯信徒与上帝的个人关系。
[87]

 即便没有那样的指控与对他们所采取的不利行为，有时正是非东正教信仰这些理性的、说教的与灵活的性质，吸引了改宗者皈依新教、大公教、基督复临派与其他信仰。
[88]



基于传教性质与目的的冲突的神学，加剧了这些神学重点的差异。福音派认为，为了得救，每个人必须向基督做一次个人的、自觉的奉献（commitment）来获得重生和改变。任何尚未重生或曾经重生但现在过着有名无实的基督徒生活的人都是传福音的合理对象，而无论这人是否已受洗。去影响那人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宣告福音、理性地证明其真理性与个人地例证其效验。世界上任何未向福音开放的地区都是合理的“传教田地”，而不论这地区是否已有另一基督教会。在这种对传教的定义下，俄国及其人民是福音派见证的最佳对象。
[89]



俄国东正教会也相信为了得救，每个人必须进入与基督的个人关系。但进入那样的关系更多的是通过出生而非重生，通过规律的圣礼生活而非一次性的皈依。一个人出生于教会，他也就已开始了“圣化”（theosis）——变得“合上帝喜悦”并最终进入与他的永恒联合的过程。通过婴儿洗礼，后来通过弥撒、圣餐、圣像与其他的教会仪式，一个人慢慢进入这种神圣联合的过程，达到更完满地实现。
[90]

 宣讲福音当然是帮助圣化过程的一种合理方法，对于影响那些不是出生于俄国东正教会的人尤其有效。但是，对于俄国东正教，约珥·尼科尔斯（Joel Nichols）写道：“传教的目的主要不是传递道德与智识上的信念与真理，而是将人纳入存在于上帝与教会里的联合过程。”
[91]



这种神学将俄国东正教会导向一种相当不同的对于传福音的正当地方与对象的理解。俄国领土不是福音派可自由收割的开放的“传教田地”。相反地，许多俄国领土与人口在俄国东正教会的“精神保护”之下。任何已在俄国东正教会受洗的人不再是传福音的合理对象，而不论那人是否只过着一种有名无实的基督徒生活。实际上，一些东正教徒认为，任何出生于俄国领土的人首先只能由俄国东正教会向其传福音；只有在他或她主动地摒弃了东正教会后，才成为其他宗派传福音的对象。

正是这一神学根源致使牧首教廷反复抱怨“许多新教教会、传教组织与个体传教士在我们教会的历史领土上进行劝诱改宗活动”
[92]

 。牧首教廷不仅在抱怨传福音的不正当手段——一些团体使用的贿赂、勒索、强迫、物质引诱；另一些团体使用的浮华狂欢、广告和媒体轰炸；而且在抱怨传教士不正当的存在——他们来不是帮助东正教会传教，而是在东正教会的领地上抢夺东正教会的灵魂。“关于这一点，牧首引述圣保罗给罗马人的信，这位使徒在信里说：‘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罗马书》15：20）……莫斯科牧首欢迎俄国基督徒对来自其他国家的其他宗派的友好访问，但反对它们劝诱俄国基督徒改宗。”
[93]



仅仅依靠人权准则最终将无助于解决在俄国东正教与西方基督教之间这种根本的神学差异。“因试图限制传教活动的侵略，我们常被指控侵害良心自由权利与束缚个人权利”，牧首阿列克西解释说，“但自由并不意味着普遍的许可。使我们得到自由的基督的真理（《约翰福音》8：32），也使我们担负尊敬与保护他人自由的更大责任。然而，外国传教士将来自我们所陌生的宗教与文化环境的观点与原则侵犯性地强加给我们，这实际上是对我们宗教与公民权利的侵犯。”
[94]

 正如西方福音派想要自由地运用其传教学，俄国东正教会也必须自由地这样做。当双方的权利被完全运用时，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

哈罗德·伯尔曼、詹姆士·比林顿、迈克尔·布尔多、安妮塔（Anita Deyneka）与劳伦斯（Lawrence Uzzell）因此都呼吁正确地对待争夺灵魂的战争，除人权方式的解决之外，还需要神学的解决。各宗教间的对话、教育与合作听来像陈腐的救治措施，但却是必要的第一步。
[95]

 审慎自律的传教指导方针也是必要的措施：了解与尊重俄国历史、文化和语言；避免福音的西方化和政治的第一修正案化（First Amendmentization，指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确立了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原则。——校者注）；诚实与尊重地处理神学和仪式的差异；尊重与支持一切民族的宗教权利；行胜于言；用言语和行为宣扬福音。
[96]

 这样的措施将慢慢使目前的对抗者克服相互误解而达成更多相互理解与多样性中的求同存异。

特别是西方的基督徒可从对东正教的崇拜中学习很多东西——仪式的强烈感情、圣像的悲怆、沉静的心灵的力量、灵魂寻求上帝与天使的朝圣之路。西方基督教会也可从东正教会生活学习很多东西——有特色的平衡，在等级制与会众制（congregationalism）之间通过神父自治达成，在统一的崇拜与仪式自由之间通过使用地方性仪式达成，在社会与个人之间通过以教区和家乡为中心的三位一体的社群主义（communalism）达成。
[97]



反过来，东正教基督徒也可向他们的西方教友学习很多东西——对个人的道德责任、工作与天职的强调；日常的奉献（devotion）、有规律的告解与个人的灵性成长的重要性；布道学、护教学与辩论的教养；对基督教传统的延续性与坚持固有的可塑性。正如雅罗斯拉夫·帕利坎（Jaroslav Pelikan）提醒我们的那样：“传统是死者的活信仰，传统主义是生者的死信仰。”——一句对于个人的与群体的基督教同样适用的格言。
[98]



解决关于传教与改宗的更深冲突的最终神学指导，必须是一种在传教大使命（the Great Commission）与金科玉律（the Golden Rule）之间的更小心谨慎的平衡。
[99]

 基督呼召他的跟随者去传教：“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马太福音》28：19—20）。但基督也呼召他的跟随者要克制与尊重：“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马太福音》7：12）。如果当前争夺灵魂的战争中的双方都努力以更好的平衡来持守这些原则，那么他们的教条主义可能会变缓和，他们的冲突可能会平息。

教会、国家与民族

一种更深的相关本体论差异反映在俄国东正教会对国家的态度上。俄国东正教会没有类似于西方教会与国家的二元建构——没有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与人之城之间的划分，没有中世纪大公教关于两种权力或两把剑的教义，没有新教对于两个王国或领域的理解，没有美国对于在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分离之墙的理解。
[100]

 在俄国东正教会里——正如在植根于古代拜占庭帝国的东正教世界的许多部分里——教会与国家被视为一个用血与土结合在一起的，有机的宗教与政治社团的整体。
[101]

 纵观俄国历史，总有一种“在俄国人民、民族与俄国东正基督教之间的紧密联系”
[102]

 ；与此同时，总有一种“教会与国家的共生现象”
[103]

 。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在他的1998年圣诞节前夕问候里记述了这一信仰：

一千多年以来，通过维系俄国大地上的精神与道德价值，俄国东正教会履行着它的神圣使命……教会是我们国家与人民的历史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无私的行为理所当然地赢得了国家的感激与尊敬。
[104]



这种教会、国家与民族的有机统一使俄国东正教神职人员在俄国人民中拥有独一无二的精神与道德声音，并享有俄国国家的权力与特权。它让东正教神职人员在严重危机的时期——例如拿破仑战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领导俄国。它让东正教神职人员通过其学校与修道院以其著作与布道教导俄国。它也让东正教神职人员用其仪式、圣像、祈祷与音乐的力量和深情来滋养俄国。
[105]



但这种有机统一亦使俄国东正教会屈从于国家对其体制与财产的严重控制和对其宗教职能与预言（prophecy）的严重束缚。特别是在17世纪与18世纪之交的彼得大帝统治期间和之后，教会实际上降为“国家的臂膀，教导对政府的服从，颂扬专制，充当俄国人民的精神警察”。“东正教、专制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三项式被沙皇（也同样被牧首）热切拥抱，变成了至少直到1905年的俄国官方意识形态的中心要素。”
[106]



作为对其屈从与服务的回报，俄国东正教神职人员可求助于国家以对抗宗教上的外人与竞争。关于这点，17世纪与18世纪之交的莫斯科牧首约阿希姆提供了一个给人深刻印象的、预见性的例证。例如，在1690年的一份遗嘱中，牧首恳求共存的两位沙皇伊凡与彼得“不要让他们辖地内的任何东正教基督徒接受与异端者和持不同信仰者——罗马大公教徒、路德宗信徒、加尔文宗信徒、不信神的鞑靼人——的任何亲密友好关系”。他进一步敦促两位沙皇通过一项法令：“外来信仰的人来到这片虔敬土地上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宣扬他们的宗教，不可在任何谈话中藐视我们的信仰，亦不可引入源自其异端的外来风俗以诱惑基督徒。”
[107]

 “这是莫斯科教会在十七世纪末的立场”，菲鲁兹·卡齐姆扎德作出结论，“本质上，这也是它所保持的。”
[108]



的确，自从彼得与约阿希姆的年代以来，俄国有时尝试西方的自由主义与宗教自由思想，但结果只是国家粉碎了这些试验。例如，19世纪晚期，在西方受教育或受启蒙运动著作影响的俄国精英开始迫切要求各种各样的文化、政治与法律改革。这场自由主义骚动的产物之一是沙皇在1905年革命后很快签署的《俄国宽容法》（the Russian Law on Tolerance
 ）。1905年法律将崇拜、拥有财产、建教堂与学校、依照其信仰教育孩子的新权利给予拒绝莫斯科牧首教廷权威的老派信徒以及来自俄国境内外的基督教各宗派。1905年法律也给予人们离开俄国东正教会的权利，即便他们在其中出生并受洗礼。
[109]

 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粉碎了这个试验。最终共产党禁止了除俄国东正教会之外的一切教会，以及除东正教崇拜仪式之外的一切宗教活动。再一次地，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戈尔巴乔夫民主革命的令人振奋的时期，苏联与俄国于1990年通过了理想主义的对一切人的宗教自由的法令。1997年法律粉碎了这个试验，俄国东正教会再次获益。

我们很容易地将现在的发展视为这出俄国教会国家关系戏剧里不可避免的下一幕。七个世纪以来，俄国沙皇统治与保护着东正教会——有时仁慈有时不善；对其他宗教常常限制，间或宽容。在接下来的七十多年里，共产党统治着东正教会——虽然更严苛，但遵循了同样的模式。最近七年里，一个“立宪政府”统治着东正教会——再次遵循同样的模式，但现在是以加快的步调。俄国国家总是给予东正教会特权，有时还保护它，作为对教会的支持与忠诚的回报。俄国国家总是限制并有时粉碎非东正教信仰，作为对教会的需要与请求的响应。这样看来，1997年法律的颁布并不令人惊奇。
[110]



我们也可以将现在的发展视为奋力要出现在俄国的新政治与法律秩序生产的剧痛。哈罗德·伯尔曼提醒我们，伟大的法律革命在安定下来之前总要经历激进与后退的阶段。
[111]

 1990年法律反映这场革命的激进阶段；1997年法律反映后退阶段。两阶段都是更伟大的革命性的俄国寻求新理想——实际上是新本体论——的自我反省的部分。

人们常说俄国没有经历启蒙运动，这是造成它与西方根本差异的一个原因。但事实是俄国与西方从同一场启蒙运动汲取了不同教训，而现在俄国正努力将这些理想都整合起来。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从启蒙运动汲取了一个教训，即极权主义法西斯的教训，1987年戈尔巴乔夫革命从同一场启蒙运动汲取了第二个教训，即“极权主义民主”
[112]

 的教训。两条路线在俄国都行不通。最终，俄国将在这些极端之间的某处安定下来，或者将用它的集体天才创造一种对教会、国家与民族的全新理解。一项新的宗教自由法律将在这一过程中随之而来，安定于1990年法律与1997年法律的极端之间的某处，或被铸造为一个全新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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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宗教视角


俄国东正教会与外来基督教——过去的遗产
[1]



菲利普·沃尔特斯（Philip Walters）

在1988年，以憔悴的但又是胜利的面目出现于当代宗教自由环境的俄国东正教会是一个奇怪的受造者。在七十年的无神论的苏维埃统治中，它为数百万卑微的信徒保持了来往于天堂道路的畅通。它的神职人员在应对反宗教的策略、虚谎与暴力方面变得富于技巧——去适应它们或者抵抗它们。但是，1988年的教会在许多方面保持为正如它在1917年的样子；而1917年的教会在许多方面正如它在1721年的样子，那时彼得大帝使它成为国家的一个部门。
[2]

 在本文中，我将在涉及今天的俄国东正教会对外来教会及它们的传教活动的态度方面，考察这一连续性的性质及所牵涉之事务。

19世纪末的俄国东正教会既享有广泛的特权又遭到严格的限制，这些都是它作为帝国国教的法律地位的后果。它在经济上得到政府支持，被法律保护以对抗其宗教竞争者；唯有它有权力劝人改宗。直到1905年，东正教教徒的叛教属于被惩罚的违法行为。世俗政权欢迎教会的帮助以对抗非东正教宗派的影响。教会运作着一套遍布帝国的有效的教区小学系统。然而，对教会的限制是多方面的。它背负着一个无效的官僚系统。从“黑衣”神职人员或称修道院神职人员的阶级中被任命的主教们因太频繁地迁调而不能成为其管辖区的有效领导；与“黑衣”相对的“白衣”神职人员或称结婚神职人员，亦即教区司铎，也因此缺乏与他们的主教的联系。司铎们也背负着经济上的贫困与大量的世俗行政职责。反教权主义遍布于社会，尤其是知识阶层；无神论与实证主义在没有受到19世纪90年代后期得势的马克思主义冲击之前的数十年间都属知识阶层的特征。在对制度化宗教的深深憎恶方面，列宁是19世纪俄国知识阶层的典型一员。在乡村里，司铎是被嘲笑的对象，并常常被鄙视，因为他们对国家的职责包括，当涉及国家安全机构感兴趣的事情时违反忏悔室的保密原则；而主教则被谩骂为在富裕的腐化中宴乐狂欢的遥远的大人物。与此同时，东正教传统浸透于农民生活的每一方面；仪式与宗教节日使它尚可忍受；东正教被镶嵌于民间文化中；尽管神职人员存在过失、官僚机构冷酷无情、警察充满邪恶，农民知道“小父亲”，亦即沙皇，总将他的东正教人民的福祉放在心上。同时，遍布俄国都有男性的与女性的、死去的与活着的圣人，在人们附近带来安慰与智慧的建议。
[3]



因此，俄国东正教会同时既被保护又被危害。这一局面在很大部分上是彼得大帝（1682—1725年）推行的政策的结果。他是俄国历史上伟大的“西化者”之一。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彼得冷酷无情地将俄国开放、接受西方的变革之风的决心正是导致俄国东正教会伤残无能的重要原因。

1589年，俄国东正教会的首脑接受了“牧首”（Patriarch）的头衔。沙皇与牧首理论上是平等的，是一个基督教王国的联合首脑。天平在牧首尼康（Nikon，1652—1658年）在位时倾斜了，他改革教会的目的包括了牧首而非沙皇应在国家施行领导权威的新奇议案。正是彼得的父亲，沙皇阿列克谢·罗曼诺夫（Aleksei Romanov），承受了尼康的抱负的攻势。作为独裁者，为了这种插曲不再发生，彼得下定决心使教会服从于国家。在牧首艾德里安（Adrian）于1700年逝世后，彼得使这一职位空缺了二十一年，直至以他的“教会条例”完全废除了它。

作为彼得西化政策的一部分，他将俄国东正教会的领导权交给来自乌克兰的神职人员，这些人已很熟悉西方传统并受罗马大公教会与新教教会发展的影响。基辅基督教原本从乌克兰传至俄国，在彼得之前的三百多年中，乌克兰处于立陶宛的控制之下。1386年，立陶宛与波兰王朝结为联邦；条件之一是立陶宛大公Jogaila须改信罗马公教，罗马公教须成为这个新国家的官方宗教。生活于立陶宛与乌克兰的俄国东正教徒起初未受到改变他们的宗教的压力，但这种情况在1569年后改变了，那时波兰与立陶宛在卢布林达成了较之前更为紧密的联合。在反宗教改革的时局下，罗马公教以新的活力被推行。东正教徒，尤其在白俄罗斯与乌克兰，被劝诱去接受与罗马的联合。1596年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联合协议（Union of Brest-Litovsk）在波兰—立陶宛联邦产生了东仪罗马大公教会（Uniate Church）。那些拒绝接受联合的东正教徒被宣布为不法分子，并被禁止拥有他们的主教、司铎与教会。在苦难年代（1598—1613年），当波兰军队深入到莫斯科时，他们的困境看来是没有希望的，然而，东乌克兰的哥萨克解除了他们的痛苦。不久，基辅的神学院成为了抵抗罗马公教的中心。

基辅神学院知道仅仅以神职为目的来训练学生已显不足；他们不得不在智识上装备他们以应对与东仪罗马公教信徒的斗争。这一任务在1633年获选的基辅大主教彼得·莫吉拉（Peter Mogila，1596—1647年）的领导下得到处理。曾在巴黎索邦神学院受教育的莫吉拉意识到，那些只懂古代教会斯拉夫语与希腊语的人不能阅读当代文献。因此，他规定拉丁语为神学院的授课语言，并将西方著作列于课程中。这一向西方罗马公教文化敞开的举措产生了更有学识的神职人员。但这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对传统东正教实践与教义的一些更改。

俄国与波兰之间的战争持续到1667年，在最后的妥协和约中，乌克兰被瓜分，包括基辅与其神学院的东部落于俄国的控制之下。一群在精细复杂的西方论争方面受过训练并熟悉西方课本的学者因此被并入俄国教会。
[4]



彼得大帝从基辅召唤神职人员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来起草新的教会条例。普罗科波维奇在路德宗传统方面有些训练。作为教会首脑，牧首被一个新的会议团体神圣大会（the Holy Synod）所取代。它模仿新教的会议团体，由一位被沙皇任命的平信徒作为首席代理人来主持。起初，代理人的作用是向大会传达沙皇的意愿，并确保大会的决定不违背国家的法律。然而，到19世纪末，他成为了教会的实际统治者。

彼得大帝造成的俄国东正教会结构的“西化”也许被期待会导致在东正教与西方基督教之间增多的接触以及二者间渐进的相互滋养。但实情并非如此，因为两个原因：首先，如上提到的，新的教会管理结构意味着它变成了一个现代专制政体的附属部分。这个政体模仿法国启蒙运动与普鲁士军国主义，却与全盛期时（15世纪与16世纪）的莫斯科公国（Muscovy）——在其中，牧首与皇帝享有互补而平等的地位——没有多少共同之处。其次，在这种受国家奴役的客观情况下，那些怀疑与敌对于西方基督教方式的传统在教会内成为了主导力量。

为了辨识那些传统的来源，我们需要进一步回顾俄国东正教会的历史。1240年，来自东方的蒙古入侵者摧毁了基辅。在蒙古征服之前，基辅罗斯（Kievan Rus）构成了基督教世界的东北边缘；政治与社会上作为欧洲的一部分，它深刻地卷入了对欧洲早期中世纪基督教历史的塑造。然而，接下来的150年里，所有俄国土地实际上都在蒙古控制之下，名义上的蒙古统治更是持续至15世纪晚期。当西欧正经历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时，俄国土地却与欧洲其余部分隔离了。它们接受了作为一个亚洲帝国的西部边缘的被迫的新身份；俄国诸侯不得不行至中亚向他们的统治者进贡。在这一时期的末尾，俄国在莫斯科——位于基辅东北偏北方向，距离四百英里——的领导下作为一个独立国家重新出现。1472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1462—1505年）娶了Zoe Palaiolog（in a Palailogina），她是拜占庭末代皇帝的侄女。他继续使用“沙皇”（或“恺撒”）的头衔，并采纳了拜占庭的双头鹰标志。1453年，君士坦丁堡沦陷于土耳其人之手；在莫斯科，这被认为表明了上帝对希腊人的不悦。在莫斯科，人们鼓吹如下的信条：上帝现在需要拣选另一个国家来实现其旨意，莫斯科与其统治者是拜占庭遗产的自然继承者。“莫斯科第三罗马”的教义在修道院院长菲洛费（Filofei）于1510年写给沙皇瓦西里三世（1505—1533年）的信中被阐述。菲洛费认为，罗马教会已沦陷于异端，君士坦丁堡教会已沦陷于异教徒，然而，莫斯科教会将像太阳一样照亮整个世界，并且将永远长存：两个罗马沦陷了，现在第三个存在着；绝不会有第四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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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帝”伊凡四世（1533—1584年）的统治期间发生的情况有：亨利与罗马的破裂，英国教会的诞生，玛丽的反宗教改革，英国国教在伊丽莎白统治的前半时期的发展。在俄国没有宗教改革；16世纪后半叶的莫斯科公国被外国来访者比作一个巨大的宗教家庭，在其中教会法如同国家法律那样约束所有公民。关于莫斯科人应如何管理他的生活与家庭，修士西尔维斯特（Silvestr）1556年出版的著作《家庭管理》给了详细的教导：主题是仪式主义、形式主义、虔敬与家长制。

在17世纪的进程中，“崇高的莫斯科公国”被破坏了，俄国人重返欧洲。被三个特殊危机时期所促进的这一过程是重复的创痛性的：苦难年代（1598—1613年）；大分裂（1653—1667年）；彼得大帝的统治（1682—1725年）。苦难年代是一段漫长的政治混乱时期，其间莫斯科公国遭受支持不同的觊觎王位者的外国军队入侵。这些外国人主要是波兰人，是罗马公教徒。莫斯科公国错过了参与更富创造性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时期，现在突然被卷入从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伴随着反宗教改革的破坏性欧洲宗教冲突。旧的怀疑——视罗马公教徒为世俗的与掠夺性的——被强烈肯定。大分裂包括了向西方重新开放之后的东正教会是否应该以及应该如何被改革的争论。大分裂导致了“老派信徒”（the Old Believers）的诞生以及教会躯体中一道仍未愈合的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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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在精神上与制度上都削弱了教会，致使它无力对抗彼得大帝的侵犯性政策。

18世纪是俄国东正教会被严重危害的时期。教会大会屈从于宫廷政治的一切兴衰变迁。总是由修士担任的主教被大会控制。对他们的任命通常缺乏对教会利益的顾及，他们从一个主教管辖区被迁调至另一个，他们的被升职或降职基于政治的而非灵性的原因。与此同时，教区神职人员是已婚人士，在他们家里，司铎的工作往往变成世袭的；他们完全依赖于远方的主教的决定，主教常常是他们所不认识的，然而却任命与罢免他们。在新的法规下，教区居民在任命他们自己的司铎方面不再有任何发言权，然而，维持教区司铎与其助手的费用仍像过去那样是教区的责任。这经常导致摩擦与不满，并播下了后来普遍的反教权主义的种子。凯瑟琳大帝（1762—1776年），一个通过婚姻成为女皇的德国人，受洗时是路德宗信徒，改信了东正教，但信奉伏尔泰的理性主义。她将她在俄国的角色视为一个开明的仁慈的独裁者。对于她，东正教会充满了使一个落后民族停留于无知中的迷信。她任命的代理人反映了她的观点。

然而，东正教被活跃地利用于对俄国政治目的的追求。在18世纪，俄国加强了它与欧洲其他地区东正教信徒的代表团体的接触，并最终在东正教被威胁的地区充当了自封的东正教保护者的角色。当然，俄国教会不仅在人数上比所有其他东正教会的总和大得多，而且，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所有其他东正教徒或在奥斯曼帝国境内，或被分割于众多小国家时，它是一个被世俗政权认识到的精神武器。在结束1768—1774年的俄土战争的条约中，俄国人宣称土耳其政府让予他们对奥斯曼帝国境内所有东正教基督徒的普遍保护权。

凯瑟琳大帝统治期间，俄罗斯帝国的西部边境进一步扩张。对波兰的三次瓜分（1772年、1793年与1795年）随同带来大批乌克兰与白俄罗斯东正教教徒，以及犹太人、波兰罗马公教徒、东仪罗马公教徒居住的地域。帝国的政治、社会与宗教结构变得更复杂。在瓜分后的40年中，俄国政府镇压了新获得的区域内的东仪罗马公教教区。1839年，俄罗斯帝国的所有东仪罗马公教徒被并入俄国东正教会。接下来的一个半世纪中，在俄罗斯帝国政府和随后的苏维埃政府治下，东仪罗马公教是非法的和官方上不存在的。

在反对拿破仑的战争（1812—1814年）中，俄国经历了一段民族复兴的时期。沙皇亚历山大一世（1801—1825年）被德国虔敬主义与神秘主义吸引，并在其统治的早期有自由化倾向。他对非东正教的新事物持开放态度：1814年，俄国圣经协会按照新教模式成立，有很大的政治改革希望。然而，亚历山大不久就退回去了，因为遍布欧洲都在释放一种想要推翻不合法政权的力量。当1821年希腊人反抗土耳其统治，奥斯曼政府回应以处死总牧首时，俄国人只是从君士坦丁堡撤回了他们的大使。

在亚历山大的继承者尼古拉一世（1825—1855年）治下，钟摆决然从启蒙与变革摆回到秩序与反动。尼古拉一世想要关闭俄国向西方打开的窗口。作为国家的一个部门，俄国东正教会没有余地来反对这一政策。然而，西方观念之流现在已不可被遏制，这股潮流只是转移到了与国家和教会的官方生活无关联的边缘渠道。从现在起，哲学、历史与文学取代日益一致于既定现状的政治与宗教而成为俄国文化发展的手段。

在这段制度衰败的时期，教会却继续养育着具有伟大灵性的人物。Zadonsky的圣吉洪（St. Tikhon，1724—1783年）过着简朴的修士生活，服务于所有需要帮助与建议的人，并写作关于虔诚的著作。他被尊崇为圣人，并于1861年被封圣。最受人热爱的俄国圣人之一是Sarov的圣谢拉菲姆（St. Serafim，1759—1832年），一名献身于作为医治者与预言者而服务他人的苦修士。派西·韦利奇科夫斯基（Paisi Velichkovsky）从他在摩尔多瓦（Moldavia）的修道院将关于苦行与默祷的希腊文经典翻译为俄文，并帮助复兴了到18世纪时在东方世界许多地区已堕落腐败的东正教修道院传统。他的门徒将他的复兴的苦行传统带到俄国，并建立修道院团体。靠近图拉（Tula）的Optina Pustyn修道院在19世纪作为这样的一个地方而变得著名：在这里，寻求真正的基督教教诲与实践的西化知识分子能遇到保持着真正的东正教教父传统的修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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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东正教会从一开始就是个传教的教会。然而，地理与历史决定了这一传教努力被指向北方与东方：离开欧洲；进入部落民族居住的未知之地；进入自然地成为扩张的俄国的一部分区域。因此，它未冲击西方基督教世界。拉多涅日的圣谢尔盖（St. Sergi of Radonezh，1314—1392年）于1337年在莫斯科附近在成为“谢尔盖耶夫居住地”（Sergiyev Posad）的地方建立圣三一修道院，在共产主义时期，它被称为Zagorsk。随后的一个世纪，谢尔盖的继承者在基督教历史上最显著的传教运动之一中建立了约150个新的修道院。到1397年，随着白湖（the White Lake）的圣西里尔（St. Cyril）修道院的建立，修道院社团推进至莫斯科以北300英里，到1436年，随着白海（the White Sea）的索洛韦茨基（Solovetsky）修道院——迄今仍是世界上最北的修道院——的建立，他们又向北推进了三百英里。（共产主义时期，在近乎被摧毁之前，它变成最早与最臭名昭著的政治监狱之一；如今，它在重建之中，一个修道院社团正重新生活在那里。）

19世纪中叶是俄国东正教会传教活动复兴的时期。传教士去过西伯利亚、阿拉斯加（1867年之前是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伏尔加河与乌拉尔山脉地区的穆斯林部落，甚至到过日本。致力于传教工作44年的约安·韦尼阿米诺夫（Ioann Veniaminov）神父于1868年成为莫斯科的大主教。他建立了东正教传教协会，协会持续其活动直至1917年革命。1899年俄国教会在帝国境内有20个传教团，还有5个境外传教团在阿拉斯加、朝鲜、中国、日本和波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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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俄国东正教会在制度上依赖于一个专制国家，到19世纪时，它已发展了具有极大独特性与丰富性的仪式与灵性生活。但总的说来，它与西方基督教的遭遇或是否定性的（像在苦难年代时那样），或是短命的：它们潜在发展的可能因政治原因而枯萎（像亚历山大一世治下的俄国圣经协会的情况，它仅存在了数年就被关闭）。东正教会内总是有对西方传统感兴趣的神职人员与神学家——例如，德国神学与哲学对19世纪俄国东正教神学发展有重大影响——但政治重心的力量日益将一个教会机构拉回至民族主义的，最终是沙文主义、分离主义的倾向。同时，公共领域的“西方”观念或关联于专制国家的机构制度，或相反地，关联于在实证主义蔓延中，最后，在马克思主义蔓延中达到顶点的世俗革命思想。

从19世纪初起，俄国知识分子内的小圈子致力于源自他们所相信的真正俄国东正教教义的社会与政治观念的发展。中心性的是“大公性”（sobornost）概念。他们认为它将“共同体”（community）定义为“在自由的统一体（unity）中的个别化的多样性”，并代表了俄国东正教对于源自西方启蒙运动个人主义的不当社会模式的替代物。这些“斯拉夫派”（相对于“西化派”而言）包括伊凡·基列耶夫斯基（Ivan Kireyevsky，1806—1856年）与彼得·基列耶夫斯基（1808—1856年）兄弟，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Konstantin Aksakov，1816—1860年）与伊凡·阿克萨科夫（1823—1886年）兄弟，以及阿列克谢·霍米亚科夫（Aleksei Khomyakov，1804—18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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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将自由化的、为西方所激励的改革引入俄国的希望在1825年后开始消退时，帝国政府采取了一套与斯拉夫派的方案有一些外在相似性的方案，但它是为了巩固专制而被设计的。它在1832年被乌瓦罗夫（Uvarov）伯爵概括为“东正教，专制与民族性”。它引导了最后两位俄国沙皇与康斯坦丁·波别多诺斯采夫（Konstantin Pobedonostsev）的政策，后者是神圣大会从1880年至1905年的代理人，一个铁杆保守者。这样，创造性的基督教思想被世俗政权所拘禁，被篡改为现状的支柱。

同时，俄国知识分子中的基督教化少数派继续投身于激化的政治争论。他们最重要的成果是1909年的论文集《路标》（Vekhi
 ）。中心信息是紧急呼吁俄国知识分子忏悔；如果要阻止俄国走向多数派的自我主义所造成的自我毁灭，需要精神的重新定向。这一新奇的信息显然触到了神经：《路标》激起了激烈的论争。然而，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无效的。同一批作者中的一些人在1918年出版的文集《从深处》（Iz glubiny
 ）中走到一起，文集发出哀叹：如今一切都已经太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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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局势下，一场运动发展起来，为的是改革教会，将它从国家的窒息缠绕中释放出来，把它装备成为能够应对当代挑战的机构。这场运动的支持者不仅有部分知识分子，而且有主教、普通神职人员和平信徒。为了恢复教会的合乎正统的自治，改革者计划召开“全国会议”（Pomestny sobor）——传统上的最高教会机构。教会内有对于历史上在东方与西方发展出来的不同教会—国家关系模式的严肃讨论。政治自由化（1905—1906年）中的一幕简短插曲是宗教方面的让步，包括1905年4月17日的法令，它给予非东正教宗派宗教自由。这一发展意味着东正教会改革如今已很急迫；它需要制度机构上的独立以便平等地加入其他新近合法化的宗派。

然而，再一次的反抗（1906—1917年）导致改革者希望的破灭；直到1917年“二月革命”之后，教会才能在莫斯科召开全国大会，并选举了自1721年以来的第一位牧首——吉洪（Tikhon）。大会继续其改革审议直至9月，但是到那时，布尔什维克已在莫斯科了。它的众多决定中，教会唯一能付诸实施的是恢复牧首制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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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当宗教宽容成为沙皇官方的政策时，西方的，尤其美国的传教士开始以俄国大地为目标。那时候的经验所显示的许多特征是20世纪90年代的典型，考察过20世纪早期这一传教努力的人应该不会对作为现在这本书部分主题的最近发展感到惊奇。1908年一位卫斯理宗传教士热情地报告：“希腊东正教会已失去了它对人们的掌握”，他解释说：“俄国希腊教会不讲道。这是一个由男性歌唱、仪式与形象崇拜构成的宗教。就像被异教化的基督教的其他分支，她将石头提供给那些渴望生命粮食的人。”西方传教士的努力经常与将西方的民主与资本主义引入俄国的目标关联，他们期待这些努力将在经济上有所回报。传教被以商业词汇来构想：期望“对我们付出的丰厚回报”，传教士普遍相信（用其中一位的话说）“从商业的观点看，这事不会失败”。难怪俄国东正教会经历了严重的迷惑与惊惶，并在俄国最近的政治反动时期奋力保卫自己。1911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很有代表性，里面有幅漫画将竞争的信仰描绘为企图从基督的羊群中偷窃羔羊的魔鬼代理，并将基督复临派与浸信会视为这些信仰中最危险与最具侵犯性的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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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来，苏联共产党以史无前例的力度持续着对宗教的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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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国东正教会自然是第一个目标。神父与主教们被审判；教会的财产与所有物被宣告可任由拿取。“20世纪俄国宗教复兴”中的大多数领导人物，那些与Vekhi和Iz glubing
 有关联的人，被放逐。他们被迫在西方结果实。谢尔盖·布尔加科夫（Sergei Bulgakov，1871—1944年）、谢苗·弗兰克（Semen Frank，1877—1950年）、尼古拉·洛斯基（Nikolai Lossky，1903—1958年）与尼古拉·别尔加耶夫（Nikolai Berdyayev，1874—1948年）等人是苏维埃时期俄国东正教哲学与神学在西方发展的中心人物；特别是别尔加耶夫对存在主义哲学家以及非东正教传统的基督教神学家有重大影响。巴黎的圣谢尔盖（St. Serge）研究所等中心促进了这种相遇；圣奥尔本（St. Alban）与圣塞尔吉乌斯（St. Sergius）团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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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普世教会协会在将来的关键数十年中滋养了东正教会与西方教会的关系。

然而，俄国东正教与西方的相遇决然不会继续包括苏联境内的莫斯科牧首教廷与教会；到20世纪20年代末，它一直为生存而斗争。1925年吉洪牧首死后，这一职位再次被废止。1929年的宗教结社法意味着从那时起，唯一的法律允许的宗教活动是在登记的建筑里为了崇拜而聚会；很快，对于大多数信徒甚至行使这一权利也变得实际上不可能。野蛮、漫长的迫害贯穿于20世纪30年代。到1939年，东正教会作为一个机构实际上不复存在：在苏维埃控制下的地域，从1919年至1939年，革命前的大约46000个教堂中仅有不超过数百个保持开放；神职人员和平信徒在劳动集中营里；仅有4个主教还有自由。

教会的境况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戏剧性地发生了改变。1939年，希特勒与斯大林对波兰的瓜分使开放教会的数目增长了百分之四十。斯大林第一次利用教会，并允许它在被吞并的地区组织教会生活。1941年，在进一步的戏剧性发展中，希特勒违反纳粹—苏维埃协定，入侵苏联。谢尔盖大主教（Metropolitan Sergi）先于斯大林作出回应，号召信徒保卫祖国。同时，在那些现在在纳粹控制下的苏联地区教会生活显著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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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9月，斯大林将谢尔盖大主教召至克里姆林宫；四天后，他被选为空缺了十八年的牧首。然后，政府成立了一个直接与教会高层打交道的委员会，这一举动等于实际上承认了教会是一个机构。新政策在战后继续。教会被重新开放，神职人员与主教的数目增长，神学院与修道院又开始运作，教会被允许出版一份期刊。然而，1929年法律未被改变，新的自由没有获得法律的确认。

战争期间斯大林意识到，教会能在动员公众支持保卫祖国方面为国家提供积极帮助。并且，很快就可清楚地看到，它将在促进苏维埃国家的战后政治日程方面继续提供帮助。在1945年与1948年之间，苏维埃政府鼓励教会将其权威延伸至现在沦于苏维埃政治控制之下的东欧国家的东正教会。当西乌克兰再次被并入苏联，那里的希腊大公教会于1946年被禁止，并被宣布并入俄国东正教会。

在建设苏维埃国家和全世界的外交关系，以及在国外传播有利于苏维埃的形象方面，那些被国家与教会视为足够可靠而能官方地代表教会的人很快提供了有价值的服务。1948年后，教会代表常在国际会议中促进苏维埃的和平观念。1961年，俄国东正教会成为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the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的成员；若无苏维埃政府的同意，它不可能这样做。

从1961年至1991年，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相信它正在培育东正教与新教之间的真正的普世教会联合会。来自第一与第三世界的新教教会代表（后者的数目在继续增长）在联合会里占了大多数。一些东正教领袖对主要信仰之间的联合着实有兴趣；但即便这些人的倾向也是寻求与那些表面上看来最类似于东正教的教会联合会：英格兰教会与罗马大公教会（它不是联合会成员）。俄国东正教会—罗马大公教会关系中的突出人物是列宁格勒的尼科迪姆（Nikodim）大主教，1988年他在梵蒂冈死于教皇约翰·包罗二世面前。然而，就联合会而言，现在很清楚，居于少数派的东正教代表基本上不理解与不安于出现在联合会会议上的各式各样的、时常异乎寻常的新教宗派，并且对他们所关注的问题不感兴趣，东正教会倾向于将那些视为本质上世俗的、与真正的灵性无关的问题。东正教代表出席联合会是出于复杂的政治原因。苏联政府想要他们在那里以展示苏联有宗教自由并在合适的地方促进苏维埃的利益；莫斯科牧首教廷想要他们在那里以保障在国际舞台上的小小立足点，作为对国内一直存在的镇压可能性的防范。同时，为了设备与物质援助，东正教代表对他们所依靠的新教东道主维持着热情的友善态度，心里却更加确认这些所谓的基督教宗派实际上是异端。
[16]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俄国东正教代表在联合会上的任务之一是否认苏联存在任何对宗教自由的限制。正当俄国东正教会加入联合会时，尼基塔·赫鲁晓夫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始料未及的新的反宗教运动。运动从1959年持续至1964年，导致两万个合法运作的教堂中的三分之二被关闭。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仍然开放的教堂总数约7000个，到了80年代后期也一直维持着这个数量；到90年代末，原教堂总数仍然未被恢复。

经历了赫鲁晓夫迫害年代的痛苦之后是勃列日涅夫和其继任者治下的“停滞年代”。对于去教堂的普通民众，这意味着如果他们将自己限于在登记的建筑里参加礼拜仪式，不试图从基督教观点评论或干预政治或社会事务，他们将保有平安。正如在18世纪与19世纪，主教们基于政治的而非灵性的原因被任命和迁调；他们远离教区神职人员；不得已和国家安全部门发生紧密关系。教会被准许有有限的机构性存在，它能够在少量的神学教育机构培训一些神职人员，出版数量有限的官方期刊与日历，生产印数很少的《圣经》。除了参加仪式之外，普通信徒得不到灵性滋养；在一个官方意识形态继续系统地占据公共空间的社会，主日学校、讨论组、慈善活动、教区通讯都被禁止。

一般而言，共产主义国家处于孤立中的教会不能系统地获悉全世界的发展，包括其他国家的教会发展；例如，它们甚至不知道像第二次梵蒂冈会议那样重大事件的细节。俄国东正教会尤为如此，既因为它对西方基督教的一贯怀疑，也因为苏维埃政权的特别严苛。这种孤立被下述事实强化：苏联基督徒怀疑地看待许多明显的进步观念，这些观念由于苏联政府的利用而被玷污。不仅像和平与民主这样的词，就连像普世教会运动
 那样纯粹的教会概念也变得可疑，该运动被视为政治原因推动的过程，教会被迫经历这一过程，作为被准许继续运作的代价。在今天的俄语口语里，普世教会运动
 （ecumenism）这个词常被错误地发音为“非共产主义”（e-communism）或“经济主义”（economism）
[17]

 。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掌权，很快开放与改革成为家喻户晓的词汇。戈尔巴乔夫自己相信苏维埃体制能被改革，但需要“一切善意的公民”——很快就包括了宗教信徒——的积极合作。教会方面在庆祝基辅接受基督教一千年的1988年千年庆典上，有节制地表现了凯旋论（triumphalism）；在随后的两年里，宗教自由再次成为现实。
[18]



虽然欢迎新的自由，但是教会作为一个机构却被20世纪80年代末的事件所强烈震动。自从“二战”以来，俄国东正教会所固有的国家二等仆人的地位突然被摧毁。例如，1989年苏维埃政府突然重新在法律上认可乌克兰大公教会；很快，西乌克兰数百万名义上的东正教徒表明了他们的真正忠诚。甚至可以认为，新出现的乌克兰大公教会在关于乌克兰是否应脱离苏联的公民投票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而乌克兰脱离又转而导致了苏联解体。自从苏联解体后，乌克兰大公教会成为独立的乌克兰的主要宗派之一，它的复兴是莫斯科牧首教廷与梵蒂冈关系突然急速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东正教怀疑大公教计划从事在俄国领土上的系统的传教工作。

1990年苏联和俄罗斯联邦都通过了新的关于良心自由的法律，最终替代了斯大林严苛的1929年法律。在数十年的迫害后，所有宗派发现自己在法律上属于世界上最自由的人群：自由地重新开放教会、修道院与神学院；自由出版；自由从事传教、社会工作与政治活动。然而，国家迫害很快被一系列不同问题所替代。

这些问题中的许多问题是19世纪晚期的俄国东正教会生活所固有的，只是暂时被冻结了，现在重新出现；教会不得不在独特的情况下挺过苏维埃时期，而这些情况又与上述问题恶性循环。其他问题作为极权主义经历的结果是苏维埃时期所特有的。快速向后共产主义转变使得所有这些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在原苏联国家里，西方经历了数十年的发展被强行在仅仅数年内完成。

教会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在“进步派”与“保守派”之间发展的内部分裂。当一些神职人员与平信徒努力保持向西方的开放和普世教会对话（既然这是数十年来第一次真正可能的），并努力促进灵性更新和对社会甚至对政治事务的参与时，有人大声疾呼支持沙文主义计划并强调返回教会需要的传统教导与秩序。在后共产主义时期俄国东正教会在重建教会活动方面最为成功的领域可能是神学教育，然而甚至就这数十个新的神学院与研究院也倾向于划分为“进步派”与“保守派”。
[19]



这种分裂也发生在统治阶层内部，因此教会发现自己在当今重要问题上不能用一个声音说话。在统治阶层内保守派无疑占了优势，并且这一优势还在增强。这一趋势被今日俄国东正教会内无处不在的权威主义所恶化。这部分原因是沙皇时期的遗留问题，但也可能在更大程度上是苏维埃时期的遗留问题。俄国东正教会实际上是今日唯一尚存于俄国的苏维埃的国家机构，因为其领导阶层从苏维埃时代以来大体保持不变。按教规，东正教会的最高权威是主教、神父与平信徒聚在一起的全国议会，但尚无迹象表明现在的教会领导阶层计划召开议会，因此许多关键问题不太可能被提交给整个教会成员的代表来公开讨论。

进步派的俄国东正教神父韦尼阿明·诺维克（Veniamin Novik）写道：“如果不得不用一个词描述俄国的灵性状况，这个词会是‘分裂’。”
[20]

 正如我们已看到的，分裂是教会在17世纪对新出现的来自现代世界挑战的反应。在今天的俄国东正教会，分裂看来不是在愈合，而是在加剧。

分裂倾向被苏维埃遗留问题的特别方面所恶化。紧随共产主义结束后，俄国东正教会内（通常也是全东欧的教会内）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如何在如今被怨恨与不信任分开的两个团体之间取得和解：一边是和世俗政府“妥协”或“合作”的，另一边是“抵制”并因而被迫害或歧视的。并且，进一步的考虑使问题变得更复杂。情况很快清楚起来，对于每个抵制共产主义体制的宗教信徒，需要问一个基本问题：他或她如此做是因为那个体制是极权主义的或是因为它是无神论的？属于前种情况的个人在现今的后共产主义时期很可能在促进民主化、多元主义和对一切人的良心自由的阵营里找到。相反，属于后种情况的个人在后共产主义时期倾向于是“真理”的捍卫者、保守派、优越论者（triumphalist）、对灵性领域革新的不宽容者。在共产主义时期，Gleb Yakunin神父（俄国东正教会的一位神父）与Ioann主教（后来成为圣彼得堡大主教）是世俗政府的“肉中刺”。Gleb神父继续其民主政治活动直到今日，并因他所带来的“麻烦”而被免除圣职；相反，从1991年直至他1995年去世，Ioann大主教公然反对针对俄国的“犹太阴谋”，并呼吁立法以反对“伪基督教的”西方非东正教宗派在他视为教规所规定的属于俄国东正教会的领土上的活动。因此，那些在共产主义时期属于同一阵营的人们之间出现了日益深化的分裂。
[21]



使情况进一步恶化的一个因素是后极权主义心理。它包含着矛盾的要素：一方面，它包含着期待来自强有力的领袖而非来自个人主动性的解决办法的倾向，以及将自我戏剧化为不可控环境的无力受害者的倾向（“习得的无助”）。另一方面，个人可能将他或她自己视为一切事物的尺度，表现出寻求最高纲领主义的（maximalist）解决办法并将妥协看作可疑与可耻的倾向——“如果你不同意我，你不仅错了，而且你是恶棍”，以及将个人观点等同于绝对真理的倾向。在那些面对教会努力带给他们的信息的人中，后极权主义心理中的矛盾要素倾向于两极化。有些人极度怀疑用一套新的强制性真理代替旧的强制性真理的任何努力，无论它在内容上可能多么不同，而有些人将基督教信息作为要像旧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那样不加疑问地进行坚持的一套新的真理而热切拥抱。许多热情的东正教新皈依者过去是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的活跃成员。这些新信徒常常在最排外最孤立主义的（isolationist）教会成员之中。共产主义时期，在他们心里被培育的信念是：他们被敌人所包围，需要不断地警惕与揭发敌人。他们把这些信念整批地带进他们的新信仰。

在抵抗共产主义时，东欧的教会实际所做的不同于它们认为它们在做的事。帕特里克·米歇尔（Patrick Michel）写道：“在用它自己的整体观念对抗官方系统努力强加的整体观念时，无论它是否意识到，教会实际上在捍卫相对性的东西。”——多元化与民主的环境。“每件事看来都表明这将是远比苏维埃系统造成的挑战更难以应对的挑战。”
[22]



教会在多元化社会的角色应当是什么？后共产主义国家的教会面临的这一基本问题也是西方的教会所面临的。然而，像其他挑战那样，这一问题在后共产主义世界以特别尖锐的形式提出，因为向多元化的转变是如此突兀与激进。

尤尔根·莫尔特曼（Jurgen Moltmann）认为，在多元化社会中基督徒没有权利代表所有公民说话，然而所有公民有权利倾听基督徒不得不说的话。那些遵循这一立场的人倾向于相信基督徒能回应道德多元的状况，唯一有意义的方式是接受该种状况并积极参与辩论。波兰神学家约瑟夫·蒂施纳（Jozef Tischner）神父持一种相当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在与共产主义对抗后的基督教现在可能不得不进入与自由主义的对抗。所以，对于有些人，教会的首要挑战是它现在是否能迎接与其他同伴平等进入辩论场的机会；而对于有些人，教会的首要挑战是明确地反对“多元化”所带来的明显糟糕的后果，例如在新自由市场经济背景中恶化的无限制的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
[23]



基里尔大主教确信俄国东正教会应在它自己的“教规所规定的领土”上自由地向传统东正教信徒重新宣讲福音。
[24]

 然而，这里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后共产主义时期的俄国东正教会未能迎接挑战，即有效牧养它自己名义上的“羊群”。可以证明，正是这一失败，如同非东正教宗派积极进取的“劝诱改宗”活动一样，东正教对“偷羊”的谴责听来颇感刺耳。

实际上，像后共产主义国家的所有教会一样，俄国东正教会面临将自身重建为恰当地发挥功能的社会有机体的挑战。共产主义时期，它在“牧养”上被严格限制，基础结构被拆毁；教区生活不再存在。虽然教会很富有，但除了有特权的高层进行国际旅行，它无处可花钱。它严重缺乏被西方的宗派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装备、印刷品与各种物质资源；但这种缺乏并不造成什么后果，因为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被允许使用它们。后共产主义时期，向社会上宣教的机会突然变得几乎无限大。后共产主义国家的所有教会都遭受了缺乏资源与经验之苦；对于一个像俄国东正教会那样有大规模的教规所规定的主权要求的教会，潜在与现实之间的裂口相应地非常宽广。

后共产主义国家的教会的一个根本问题是找到一种语言，用来与它们名义上的“羊群”，尤其是与那些从未接触过教会的人交流。这个问题对于俄国东正教会尤为尖锐。共产主义及其无神论教育体系和世俗化言论在俄国统治了70年，而不是在东欧的40年，亦即两代人而非一代人的时间，并且，圣礼的举行是用古教会斯拉夫语而非现代俄语。教会内的激烈争论围绕着圣礼的形式与语言的现代化，为便于新信徒接受，“进步派的”神父可预期来自高层的惩戒性的严厉报复。向社会活跃地传教的整个问题被以下事实复杂化：无知的不仅仅是普通人，即便是神职人员的神学教育与牧养训练也大体上不足或完全没有。

关于圣礼的争论之激烈反映了这一事实：对于东正教会，实际上处于其灵性核心的是圣礼。东正教传统是这样的：在活着与死去的信徒（后者在圣像中在场）团体中举行的永恒圣礼的美好中，超越之域被传递给信徒，他们反过来参与了创造的变容（transfiguration）过程——包括上帝与人类的合作过程。遍历沙皇与苏维埃时期，俄国东正教会优先注重的总是圣礼的保持。索尔仁尼琴（Solzhenitsyn）感人地写道，教堂的穹顶像火焰从卑微的俄国大地上升起。的确，在苏维埃时期，教堂是严酷灰暗环境中的美与爱的岛屿，人们成群涌入。正如肯特·希尔（Kent Hill）所说的，因为苏维埃的过去，所以俄国人远比西方人更多地意识到这一点：如果那些有政治权力者开始严肃地努力将非超越性观点置于系统的运作中，那将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这是为何东欧与中欧的基督徒确实地被他们视为放肆的东西所震惊的原因之一；西方一些教会的自由化倾向导致了这些东西。他们常把这些东西视为西方世俗化的症状；世俗化在后共产主义时期如此创伤性地被展现给他们，其精神与道德后果看来可怕地相似于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后果。

1954年逝世的法国耶稣会士菲利普·德里吉斯（Philippe de Regis）期待传教工作有可能在俄国重新开始的时刻。他坚决反对所有要为罗马大公教着手“征服”俄国的人。他的话是标准的先知性的：

当俄国开放时，对我们将有个大诱惑：冲进这片广阔的传教田地，仿佛它是要被开垦的处女地。我们将因使这些人“皈依”的愿望而燃烧，这将激起来自东正教圈子的强烈敌意性反应。神职人员将感到他们自己被威胁，开始留心“披着羊皮的狼”；所以，在本应被带入合一而非相互敌对的基督教世界的两半之间将产生裂隙。唯有一条路将达到合一：在人们的教育与灵性培养的任务中，与俄国东正教会的公平博爱的合作。
[25]



唯一不必忍受共产主义的主要东正教会是希腊东正教会。后共产主义国家的东正教会很快开始表现出对希腊宗教法律地位与在20世纪发展的希腊教会—国家关系模式的兴趣。一个持久的问题是希腊东正教会是否有对“真理”的垄断权。这个教会有抵制和圣礼或圣经有关的改变的历史。1975年的新希腊宪法允许“被承认的”非东正教宗派的传教活动，因此朝着承认宗教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了，但东正教仍被认作“占优势的”宗教。直至共产主义终结，希腊东正教会在东正教世界中属于独一无二的类别，但现在后共产主义国家的其他东正教会可能有兴趣获得相似的地位。1997年俄国通过的新的关于宗教的立法以后可能被视为在朝向将东正教重建为俄国人民的“国家”信仰的道路上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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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正教与俄国转型

詹姆士·H. 比林顿（James H. Billington）

20世纪晚期最重要的一个政治事件很可能是共产主义几乎瞬间的内部崩溃、苏维埃帝国的坍塌和冷战在20世纪最后十年之初的突然终结。共产主义的颠覆被描写为主要是西方价值与观念侵入的结果。但它几乎在同等程度上是由半被遗忘的深邃的东正教文化精神根基的恢复所造成的。

在颠覆取代所有对上帝信仰的这一政治系统的活动中，基督教在世界上首次被系统地进行设计，并扮演了中心角色。特别是名为“团结”的工人阶级运动，就扎根于传统大公教文化，把一种列宁主义体系不能对其作出反应的挑战引入了最大的苏维埃卫星国——波兰。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伟大的《历史研究》表明当它们遇上在本质上无法应对的挑战时，所有帝国体系都将崩溃。
[1]

 波兰自下而上的运动是甚至连戒严令也不能镇压的某种东西，其宗教支柱提供了一种不服从于通常的政治控制技术的正当性。在世界上第一个大规模将权力的运用与宗教的破坏系统地联结起来的崩溃中，东欧迟疑地，常常只是潜意识地，开始重新发现一种基督教词汇表。这一基督教的重获证明像早期的迫害一样遍布世界，起了重要作用的有波兰的大公教会、东德的新教教会和俄国的东正教会。

基督教与1991年8月政变

如果不是1991年8月莫斯科48小时的惊人事件，苏联共产主义不会崩溃解体，而我有幸亲身见证了这一切。
[2]

 没有什么会比以下事情看来更不可能：躲藏在世界上最辽阔与悠久的帝国心脏里一栋建筑内的仅仅150名武装人员就能压倒当代最大的武装力量。第三天黎明，一群围绕着俄罗斯白宫混杂的抵抗者，几乎每一个人都用这个词来描述他们意想不到的胜利：奇迹（Chudo）！48小时前大规模开进莫斯科的坦克现在覆盖着鲜花，即时电视纪录片以半被遗忘的古代俄国编年史的《旧约》语言报道，庆祝俄国新获得的自由，在这一编年史中胜利几乎总是神迹的结果。

与此同时，西方评论者笨拙地解释着他们先前视为不可能的事件，称之为革命。但现代革命通常是暴力的，在战斗上是世俗性的，由从事政治的知识分子领导并以乌托邦理想为目的。相反，俄国与东欧产生了捷克总统温塞斯拉斯·哈维尔称为“天鹅绒革命”的东西——基本上非暴力的、非被领导性的、反乌托邦的方式建立他们简单地称为“正常社会”的东西为目的，深刻地带有基督教理念的色彩。

对于在他们称为苏维埃统治的巴比伦之囚的时期中维持俄国东正教存活的少量剩余义人，1991年8月，在变容节纪念基督在他伯山上门徒面前改变形貌的那天，仿佛是神意，政变开始了。在东正教关于圣像绘画的神学理论中，在此次宴席上，着重突出多件白色外套叠穿的基督长袍形象，只是用来描述对人类生活的神圣的降临。当支持政变的坦克隆隆地开进附近的红场时，莫斯科牧首恰好正在克里姆林宫圣母升天大教堂内在此圣像前举行早晨圣礼。许多人直接从教堂礼拜去帮助保卫被大众称为白宫的俄罗斯政府大厦，那里正自发形成的抵抗中心，白色本身就像是起了激励人心的作用。莫斯科，中世纪传说的“白石”筑成的基督教堡垒，突然有了正当性的新中心：一栋白色的建筑，被穿着白色衬衫的人群围绕着的是白发的叶利钦。出现在人群中的第一个和最持久的新图案是圣乔治屠龙的画：一幅在俄国圣像中以白马颜色为主体的画像。

在东方基督教艺术中，像在佛教艺术中一样，神圣人物的手与面容传达灵性信息。在俄国圣像中，这些通常是身体中露出肌肤未被金属包装覆盖的唯一部分。面容与手根本不同的两幅肖像澄清了斗争的本质（即便是在第一天的所有混乱和假消息中）：一方面是被广泛复制的登上坦克的叶利钦的图像，自信的微笑，举起的拳头；另一方面是电视播映的在记者招待会上政变集团唯一的领导根纳季·亚纳耶夫（Genady Yanaev），颤抖的手，转动的眼睛。

在如此一个长久以来言无可信的社会，画面似乎提供了更可靠的路标。保卫者们向白宫聚集，不是回应任何人清楚明白说出的请求或计划，而是回应勾起回忆的电视播映的来自近期事件的画面，有如立陶宛人形成人墙来保卫他们的政府大楼。

在这飘摇不定的时刻，俄国人似乎不仅复制了来自他们的圣像神学的引导性画面，而且重拾他们伟大文学所蕴涵着的道德良心。极权主义统治最败坏人心的地方是它对个人道德责任的完全解除。苏维埃咒语总是：“这不取决于我。”——这是每个官僚都使用的合理化解释，在苏维埃国家被发挥到了极致。俄国人长久地靠避免在专断体系里担负职责来过活，现在突然被迫为他们自己作出决断。当结果仍然不确定时，他们不得不决定：是否及如何表白；是否去白宫；对于士兵，是否同意或服从命令。在路障两边的俄国人都同样不仅发现了自由，而且找回了责任感——所有自由都有的孪生弟兄。

在1991年8月的那三天，意想不到的四组人在不大可能恢复自由与责任的状况下发挥了关键作用。第一组人是几乎不间断地劝慰、施洗、唱圣歌、行临时圣餐礼的十名左右年轻的神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重建俄国圣经协会的亚历山大·鲍里索夫（Alexander Borisov）神父把两千本圣经分发给原本要进攻的年轻人，把另外两千本给了白宫保卫者。这样的行为模糊了敌对团体间的区分，并表明可能存在双方都可集合于其旗下的更重要的东西。

第二组人是恰好正在莫斯科参加空前的同胞大会（Congress of Compatriots）的为数众多的西伯利亚人，大会在企图政变的当天召开，大会目的是把俄国侨民及深远内陆的俄国人带到一起重新发现他们的共同遗产。许多人来自西伯利亚，叶利钦起先的政治基地，长久以来有很多集中营的地方。当围绕白宫的西伯利亚人在漫长的局势平衡期间向我描述他们的生活时，我发现他们大都是那些已死于集中营的人的子女。他们回来，身上带着那些遭受苦难但绝不屈服者的特别气质，要求归还他们的遗产。

第三组人是在阿富汗打过仗的老兵，那场苏维埃帝国主义可怕的、致命的灾难性冒险的受害者。在对峙双边的老兵都决心避免另一场无意义的流血。尤为重要的是战斗英雄亚历山大（Alexander Lebed）与亚历山大·鲁茨科伊（Alexander Rutskoi）所起的作用，后者是叶利钦的副总统。鲁茨科伊后来与叶利钦在下一轮大选中竞选，Lebed本来也可能参加竞选。但Lebed的部队是第一批转向抵抗方的部队之一；在政变前一天，鲁茨科伊与现任牧首一起在献给“我们的顿河圣母”的莫斯科修道院参加始终如一地抵制苏维埃当局的伟大前牧首吉洪遗体的葬礼。14世纪蒙古人撤离顿河被归功于庇护众生的圣母，她的形象被牧首在其调解祈祷中重新唤起，这个祈祷在企图政变的第二天午夜刚过后从白宫传出，当时每个人都预期政变集团要猛攻白宫了。

混杂的抵抗如何能胜过占优势的力量？一个长期以来道德上麻木的、历史上奴性的、总体上惯于冷嘲热讽的民族如何能突然如此戏剧性地觉醒起来？这些问题的答案甚至比这场危机的结果更惊人。因为至少对于虔诚的东正教徒来说，人们能在尘世中的任何时刻觉醒；缘于一个女人在天上时刻保佑平安。

对于东方基督徒，圣母的升天总是代表着终极的安全策略。她曾是君士坦丁堡的保护者；在“第二罗马”陷落后，著名圣像“弗拉基米尔（Vladimir）的圣母”从君士坦丁堡经基辅和弗拉基米尔来到莫斯科，并被认为拯救“第三罗马”脱离了东方与西方入侵者的破坏。

在8月政变首次的，也是唯一的一次流血事件刚发生后，牧首通过祈祷强烈谴责了兄弟相残，祈祷采取了在圣母升天节前的禁食期间为了圣母护佑的祈祷形式。那夜在莫斯科所做的祈祷也许比自从共产主义革命以来任何其他时候都多。紧随圣母升天节禁食期间的祈祷之后，是在圣母升天大教堂纪念死去的三个年轻人的礼拜。数日后，在圣母升天节当天，同一圣母升天大教堂内的另一场典礼开启了后共产主义的第一次国会会议，从而开启了俄国脆弱的民主实验。

促成8月奇迹的第四组人是所有人中看来最难以置信的——老年妇女。在第二夜之初，当戒严令和宵禁令被宣布时，我碰巧遇到一群老年妇女，一群与政治无涉的图书管理员。她们都自发地加入路障旁的年轻人群体和正在责备坦克里的士兵的其他老年妇女中。这些年轻的士兵没有接到他们军队上级的明确命令，现在又得到了来自敌对的权威者——他们的母亲——的道德命令。在坦克里的平头士兵与路障旁他们的梳马尾辫的堂表兄弟之间原本可能升级为血腥暴力的对峙，却被那些“教堂里的老年妇女”阻止，而长久以来西方观察者和苏维埃宣传者都视她们为宗教在苏联临近死亡的表征，而轻慢地打发她们。此时此地她们使潜在的攻击者感到羞耻，同时供给抵抗者食物；当稍有些沙文主义的阿富汗老兵因为战斗即将开始，坚持要求她们离开时，她们拒绝了。也许那些圣母像并没有理会这些祷告者，在圣母的天国才有确定的护佑的奇迹。

东正教徒倾向于相信我们生活在圣礼性的时间中。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的《日瓦格医生》将共产主义革命视为复活节前一周的冬暮的重演。
[3]

 共产主义在夏季的颠覆正是发生在基督变容节和圣母升天节之间的九天中。

多少有些意外地被杀害的三位年轻的白宫保护者的送葬游行，既像是庆祝合一又像是庆祝多元的活动。东正教的“永恒记忆”之声与悼念受害者中的一名犹太人的犹太教祈祷之音混合在一起。讲话的人反复地说关于无辜受难的拯救价值的犹太—基督教主题。三个年轻人无意中被比作俄国最早的两位圣徒：鲍里斯与格列布，俄国最早信仰基督教的领袖的两位年轻之子，为避免他们的人民的分裂在很年轻时自愿接受死亡。

当鲍里斯·叶利钦从白宫出现，径直走向三位年轻人的父母，说：“赦免我，你们的总统，我未能保卫和挽救你们的儿子”时，这次穿过莫斯科的游行达到高潮。“赦免我”是俄国人在吃圣餐前对紧邻他的人（无论何人）常说的话，也是另一个鲍里斯，鲍里斯·戈多诺夫（Boris Godunov）沙皇，在最伟大的俄国戏剧的末尾台词中向所有俄国人民说的话。权力在道德上被重新正当化。在当权者未曾接受过对任何事物的责任的一个社会里，当某人承担起责任时，人们更不必责备他。
[4]



当然，旧约反复提醒我们，上帝奇迹般地拯救人类脱离恶并不确保人类后来对善的持守。自从那些令人振奋的8月的日子之后，俄国人在很多方面正螺旋式降入经济动荡、犯罪与腐败——似乎陷在两个世界最坏的泥淖中：之前的极权主义体系的威权主义传统和新自由的无序与放任。

但俄国实际上经历了在其之前的美国革命的意义上的革命——从暂时的暴政转回到较正常的先前的状况。问题在于遍及东欧的先于共产主义而存在的正常状况不同于生活在共同的英国法律之下的13个自治殖民地的状况，而是处于法西斯主义类型的民族主义与脆弱的民主实验之间的斗争世态。通过将俄国人与其他苏维埃民族从表面上去民族化的苏联释放出来，1991年8月的事件为复苏遍及东欧的民族威权主义与多元民主之间的斗争铺平了道路。看起来民主正在波兰、捷克共和国与匈牙利获胜，而威权主义的民族主义看来在前南斯拉夫获胜，并在前苏联壮大。

在困难时期东正教的承诺

俄国人现今正经历他们称为的“困难时期”，此时，一种合法性的形式被拒绝了，但还没有什么新的形式被充分接受。
[5]

 在这样一个时刻，俄国基督教，尤其是俄国东正教，具有特别的权威，因它挺过了苏维埃体系下企图消灭它的危机，并提供了一种之前衰落的信仰：它有俄国人称为的“新殉教者”，也许是现代数目最多的为了他们的信仰而被迫害或杀害的基督徒。

当苏联解体时，俄国东正教会有一个非凡的复兴。教堂、修道院、神学院与教区的数目呈几何级数地增长。俄国与乌克兰是20世纪皈依基督教人数最多的地方之一。至少在有形层面的意义上，东正教在俄国与乌克兰很有生命力，很健康勃发，并在很多方面填补了由于共产主义崩溃而留下的意识形态空缺。美国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百分之三十的二十五岁以下的俄国人从无神论皈依了基督教。仅在莫斯科，运行的教堂数目在1988年与1993年之间从五十个上升至二百五十个。

不幸的是，像任何根据形势设立的国家机构一样，俄国东正教会反映了它所在社会的世俗冲突，并在它自身的威权主义派与改革派之间被分裂。俄国教会如何解决这一内部冲突，对于解决更广大社会对后共产主义正当性的探寻，可能具有决定性。改革派和威权主义派同样在神学上倾向保守（例如，几乎全体一致地反对授予女性圣职），忠诚于精致复杂的本质不变的圣礼，并视之为拯救的关键：当教导，实际上，甚至讲道都不被允许时，圣礼是使信仰能够存活的无价珍宝。

然而，教会内的威权主义的民族主义者想要使俄国东正教在苏维埃末期获得的适度特权地位的基础上，重新成为完全建制性的国家教会，以自上而下的社会规训为特征。对于他们，俄国成了一系列西方物质主义观念——沙皇时期的自由主义、苏维埃年代的马克思主义、现在的市场经济——的牺牲品的殉教国家。有些是仅仅想要恢复主教体制的正派虔诚的人。但很多人喜欢一种几乎纳粹类型的民族的东正教：它要重新征服前苏联的大部分，对外宣扬种族优越（尤其反对穆斯林），对内清除“不洁者”（主要指犹太人），限制外来宗派（五旬节派、福音派、第七日基督复临派、摩门教及其他教派）的进入。威权主义者认为尊崇新近挖掘出来的过去圣徒的遗体和用庄严的但并不被理解的教会斯拉夫语来保持圣礼极其重要。

相反地，教会里与之竞争的通常是较年轻的改革派，他们想要更新东正教内在的道德和完全消除苏维埃的遗留物。他们认为过去教会高层与苏维埃压迫的通敌合作表明更加需要的不是一场对教会领导的选择性清洗，而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教会的某种全体忏悔。他们致力于独立于政府的基于教区的俄国社会的更新，以白话《圣经》为中心的复兴的基督教教化和被译为现代俄语的圣礼将有助于这场社会更新。如今，在他们的历史上第一次有众多的俄国人可以阅读《圣经》。

牧首阿列克西二世曾是一名杰出的教区神父，他空前地大量视察正在全俄增多的、以自下而上以发展基督教为责任的草根教区。对于改革派，一个典范是来自苏维埃时代的最近的伟大“新殉教者”亚历山大（Alexander Men）神父。他被威权主义者放逐到莫斯科远郊一个卑微无名的教区，在那里，在他于1990年9月的一个星期天早晨被人用斧头谋杀前，他成为了他那个时代最受尊敬的基督教教师。另一个典范是济农（Zinon）神父，一个圣徒般的37岁的修士，他复兴了作为一种有规矩的圣像绘画的宗教艺术。他写道，俄国东正教正处于十字路口，它或者将再次成为国家宗教，或者以如下方式影响公民社会：包括祈祷、努力工作与基督教教化的新生活，以此更新地方社区，人权与财产权都将在社区中受到尊重。对于俄国的民主，他的看法不仅是相和谐一致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越来越多有思想的俄国人开始相信，在他们目前受损的经济与心理状况下，他们将不能在一个像大洲那么大的国家成功地建立民主，除非他们用信仰的改变力量来重建他们的人民的道德根基。
[6]



在这方面，和在其他方面一样，俄国实际上正在欧洲的东部边疆重新进行两个世纪前美国在欧洲的西部边疆开启的实验。一个虔诚的圣公会教徒，乔治·华盛顿，在1783年战争结束时给各州的通函中说，“如果没有对心灵的仁爱、谦卑与平和的谦卑效仿，这些是我们蒙福的宗教的神圣创造者的品质……”美国“不会成为一个幸福的国家”
[7]

 。13年后当他卸去总统任职时，他在致全国的告别辞中警告，我们脆弱而平衡地管理一片广大区域的系统依赖于一个道德的民族而存活，没有宗教信仰则不能维持道德。
[8]



俄国的一些基督徒彻底离开东正教会，皈依大公教、五旬节派，或更普遍地是皈依新教基要派。但东正教会（和军队一起）仍是在全俄拥有广泛支持的唯有的两个机构之一。虽然应保护西方使俄国人皈依其他宗派的努力，反对目前限制性的排外措施，但积极进取的劝诱改宗有进一步冒犯一个在心理上已被伤害的民族的危险。为了抵抗通过破坏性的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来恢复自尊的诱惑，大多数俄国人需要恢复他们自己积极正面的精神遗产。

东正教作为一个与国家紧密联系的建制教会的传统后面，在其内部有一个内在的深邃的灵性传统，很少为西方所了解，并可能意想不到地关乎俄国的未来。在我看来，东正教传统的四个特征对于俄国今天建设性的民主改革以及更广大的基督教世界中相互坦诚的对话具有不寻常的潜力。
[9]



第一，东正教的基本信仰被视为最初七次普世教会会议的完美产物。结果是，东正教徒总是感到他们基本上能避免言辞上的神学争论，这种争论在西方开始于属于中世纪后期的12世纪，并在16世纪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期间激烈起来。因此，俄国东正教是欢乐的表达；这种欢乐是因为通过基督复活的眼睛看世界，分享伴随“正确的赞美”（东正教的字面意义）而来的欢乐，最重要的是，努力美化而不是分析崇拜的行动与信仰的对象。在基督教的第二个千年，东方基督教世界没有像西方基督教世界那样发展出很多修辞上的神学。正如改信东正教的卡利斯托斯·韦尔（Kallistos Ware）主教所说，“西方基督徒在过去八个世纪中行进于观念的循环里，而东正教站在这个循环之外——现在西方这么多人渴望恢复的更古老的教父传统中。”在神学现代主义与适应当代潮流的努力几乎总是导致信仰削弱与信徒减少的这样一个时代，东正教不跟随中世纪后期言辞争论和现代世界的努力，作为基督教信仰的一致性的新起点，可能有新鲜的吸引力。

第二，对于东正教世界的生活，圣礼总是处于绝对中心位置，在世界中证明其字面意义“共同工作”的正当性。在某些中心性的节日里，信徒团体在圣礼中集合到一起；这些节日之所以成为中心实际上是因为东正教被苏维埃时代长期的束缚和间歇性的正面攻击所强化。苏维埃管制只允许礼仪性崇拜，并努力禁止一切更明晰的信仰教导，甚至禁止阅读《圣经》，它希望基督教因变成只是一种戏剧性人造物品而消亡。正相反，由于没有与教会接触的其他途径，投入于圣礼的虔敬的程度变得更深。于是，在俄国总是被特别重视的东正教圣礼成为维系基督教团体的归属感的无价珍宝。

很多西方教会更欣赏东正教强烈以圣礼为中心的生活，很多西方教会已经向早期的更纯粹的圣礼仪式回归。圣礼提供了充满出场入场、熏香的烟与队列行进的，常被个人插入的为自己祈祷声所打断的戏剧性结构。如果圣礼将要在基督教会更宏大的未来像在过去那样起中心作用，那么没有比东正教会完全参与的多媒体戏剧场面更华丽与富有感染力的了。

第三，更广阔的东正教传统也提供了一种政治去中心化的模式。除了在拜占庭帝国的早期，东正教世界没有被某个全面的帝国结构或一致的地方语言所统一，从一开始的希腊语、叙利亚语与格鲁吉亚语，以及很快之后的教会斯拉夫语都成为了圣礼语言，远远早于西方基督教世界容许地方语言进行圣礼的时间。东正教提供了一种独立的或自治的民族教会的模式，这些教会中有很多将这种模式视为在特伦托罗马大公教的威权主义的中央集权制与新教自足的独立之间的中间立场。

在东方基督教里，教会会议与大会的权威至少与牧首权威原则一样的强大；接受自治和偶尔地与其他以圣礼为基础的东方教会（例如亚美尼亚教会与科普特教会）来往的倾向，表明了地方自治与保守的教义和圣礼的一种有趣结合。这种联系确保了甚至超越政治与语言界线的更深的文化合一。这种对传统方式与不以教会会议规则为中心的方式的结合，比只把东正教视为拜占庭的等级制的政治工具的看法，更富有民主因素。

第四，也许最重要的一点是，东正教神学的核心是纯洁的信仰，我只能说，神在人生中的始终存在。东正教徒有一种历史的而非理性的神学，相信他们生活在末世，此时重要的是赞颂与美化而非清晰地论说或争论。东正教产生了基督教全部历史上最强烈的朝向内心的神秘神学形式之一。被称为东正教静修主义（Hesychasm）的运动认为，通过反复的强烈的内心祈祷生活，人甚至可能被改变而进入与上帝一定程度的合一境界。这一运动慢慢地在阿索斯山（Mount Athos）的伟大修道院联合体中获得发展。当君士坦丁堡、塞尔维亚与保加利亚这些政治中心都在穆斯林土耳其人面前崩溃时，在东正教徒心理上阿索斯山代替它们而成为东正教的真正首都。14世纪与15世纪当俄国成为东正教世界的新政治中心时，静修主义激发了修道院生活在俄国的激增。

在始于第4世纪与第5世纪的埃及与巴勒斯坦的修道院生活的发展过程中，东正教世界偶然发现了为其神职人员划分等级秩序的折中方案，似乎还没有人为西方基督教世界发现这一折中。所谓的白袍神职人员或教区神职人员应该是结婚的，大概是为了提供与普通家庭生活合一的一种模式及感觉。与此同时，掌管教会较高层领域的财产、金钱与任命的主教们必须来自修道神职人员或所谓的黑袍神职人员——或许是再次认识到只有那些无家庭束缚的人才能真正对事情作出公正的决定。

正如第一批修道士逃离到埃及灼热的沙漠里一样，强烈地专注于静默与心灵不间断的有节律的祈祷的人们将自身带到森林与北方冰冻荒原里，也就是他们所谓的荒芜前哨（pustyni）。但是，这场修道士的逃离所导致的远非寂静主义（quietism），而是清扫、拓殖与教化迄今尚未开拓的欧洲东北边疆与投入亚洲西伯利亚的充满旺盛活力的生活。这有些像马克斯·韦伯的著名悖论：加尔文主义非凡意义上的预定拣选使他们并不愿意按照命运的安排躺卧在他们所受的恩典上，而是致力于狂热的事业。东正教静修主义的独特信仰——人能被他们所谓的上帝的“能量”而非上帝的“本质”所充满——导致了人的能量的巨大释放，使拓殖的修道士能成就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业。相关的例子是三个来自俄国北部的修道士，他们因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穿越西伯利亚和教育阿拉斯加土著的非凡工作都被封为圣徒。他们中的一位在阿留申群岛的一个岛屿上实际上独自生活了数十年，当被问及是否感到孤独时，他回答：“在这里经常有天使、天使长和天上众圣徒的陪伴，我怎么会孤独呢？”正如伟大的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曾写道，毕竟，所有地方与永恒的距离都是相等的。无论苔原与针叶林的外在环境如何严酷，达及上帝的垂直阶梯总在那里，激励着东正教徒作出伟大的成就。称呼英雄的一个俄语词（和常用于称呼圣徒的词是同一个）是podvizhnik，它的字面意思是迁移者。只有当人获得来自个人的孤独、静默与自洁的内心平安时，他才能获得成为像俄国史诗中的英雄和圣传中的圣徒那样的真正的podvizhnik的力量。

俄国东正教在今日基督教中的角色

前现代的俄国东正教会本质上的持存与复兴，很可能对于后现代的西方教会也有一些重要的启示。一个实际上仍扎根于教父时代的教会可能在基督教的第三个千年要扮演特别的角色。

俄国教会事实上是否能在基督教的第三个千年，它的第二个千年，扮演那样一个角色当然是个开放的问题。俄国教会是否能打破它屈从于国家的漫长传统，自共产主义崩溃后，俄国人民几乎毫无例外地将自己模糊地重新定位为基督徒，是否能够获得他们对东正教的强烈认同，这些尚不清楚。但对于我们的目的，重要的不是预知未来——那是属于上帝的；也不是论断它——那是对人的诱惑。与那些为信仰受难与牺牲较少的西方基督徒相比，那些在东方因为信仰而受难更深的基督徒，他们的意义是什么？对于基督徒，更深地理解这一点是尤其重要的。

首先，美化而非分析弥撒举行的仪式性的灵性价值。对于俄国人，圣礼总是完全的多媒体戏剧，其中没有观众，只有从来不旁观的参与者。在我们时代猖獗蔓延的消费主义与物质主义中，全世界在视听训练中兴起的一代正在茫然地寻求精神意义。基督拯救的牺牲所体现的出于罪恶的美，为我们所有跌跌撞撞的精神努力提供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复活，让生活重新以此为中心意义，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事情吗？

东正教徒像第一个斯拉夫教皇（指约翰·保罗二世。——校者注）一样，也坚定地相信曾给予上帝生命的圣母的宽容的庇护，相信她是天国的女王和守护者。对于东正教徒，意义来自对这些神秘之事的感触而非分析，来自使认识行为成为整体的圣洁生命而非使其分析的学究气。东正教徒不仅相信圣礼的特别庄严，而且相信在一个词语与辩论泛滥的世界它是潜在的最有效的传福音工具的教化力量。

其次，东正教（尤其他的俄国形式）的第二个贡献是它的团体观念。俄国的民族圣像是安德鲁·卢布耶夫（Andrei Rublev）的圣三一圣像，它表现三位天使对撒拉与亚伯拉罕的探访，上帝给予以色列民族的开端是经过特别拣选的。卢布耶夫遵循教父时期的模式，通过解释一件《旧约》事件来预示一项神秘的基督教教义。它用三位天使所勾勒出的三个环和彼此相互凝视的三位天使的三种颜色来象征一位上帝那里的三个位格，存在于上帝里的完满、完美的共同体。这是共同体的理想模式，它使俄国人能在小团体中想方设法地挺过各种各样的高度威权主义，并保持心智健全和圣洁。

在小团体中保持有人情味的亲密关系和密切的相互依赖的俄国传统，当然是非人性的庞大的官僚体制与遥远的权力机构的对立物。为了弥补官僚体制与天气产生的寒冷，俄国人在朋友小圈子和家中拥有不寻常的温暖，家庭通常以祖母（babushka）为核心，她教养孩子，使家庭安稳，而孩子的父母忙于工作。只有在小圈子中，人们才感到可以诚实坦率地谈论许多最重要的但公共文化不会容忍的话题，这种状况贯穿大部分俄国历史。

自从共产主义崩溃以及传统上支撑教育、医疗之类的地方服务的许多宏观体系解体后，地方团体与教区迅速发展，并为某些级别的医疗保健与教育承担起新的责任。这扩展了教区的概念以及教区体系自身（它从未在俄国强大过，俄国完全在罗马帝国之外，俄罗斯帝国未继承东西罗马帝国都存在的主教教区结构），因为教区并非总被很好地整合进入团体，由于神父直至1917年只是由政府官员来任命，而缺乏他们现在通常具有的与他们的教区之间的有机联系。

也许只有在高度中央集权的极权主义国家生活过的人才能完全体会到在面对面的团体层面上当场做事有多好。在俄国与乌克兰，在目前的中央结构解体期间，教区的发展可以为此而提供机会：在地方上重新发现与恢复先前中央化时被要求承担的责任，并在此过程中将较小团体的概念扩展到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所说的那种较大的协同努力的团体。

再次，俄国教会有深邃的、灵性上独一无二的东西与基督教世界的其余教会分享，这关乎殉教的黑暗主题，一个似乎已被现代西方人性清除出基督教意识的领域。的确，尤其在苏维埃统治的最后四分之一世纪，直接受难相对较少，而对国家的屈从或许过多。许多人相信，无论如何，为了教会的生存，妥协是必需的，但有的人相信即便20世纪20年代末的妥协，即所谓的塞尔吉乌斯（Sergius）让步，也是过多地妥协了。但是至少那时可以以完全压迫性的统治为妥协的借口，而较晚近的教会与国家的合作则更深地腐蚀了教会。但这一事实在某些方面遮蔽了下述事实：20世纪，比起任何其他基督教团体，俄国可能总体上因信仰被处死的教区神父与信徒更多。

殉教传统在东正教比在西方基督教通常起着更重要的作用；在俄国，主要在地方层次上，英雄的却又不广为人知的殉教者们的许多故事现在正在被慢慢收集。或许只有那些在一个像那样决心铲除宗教的忠于无神论的国家生活的人，才能明白宗教在普通生活中有着多么深邃与重要的意义。在现代西方，丧失为信仰而牺牲——也就是，因其终极拯救价值而殉教——的观念，过于被视为理所当然了，但今日虔诚的东正教徒对这一理念的熟悉程度正如西方基督徒对它的陌生程度。非洲、拉美与世界其他地方也有它们20世纪的殉教者，但苏维埃时期在地方层次上对神父与信徒系统的、凶残的、常常虐待狂般的杀害与羞辱是一个还须被讲述的故事。我预测，当它更充分地被记录下来（正如现在正在俄国迅速发生的那样），并被各地的信徒从灵性上得以消化，它将很快使在较高层次上与国家权力合作的故事黯然失色，而后者迄今为止是外界关注的主要焦点。俄国的情况只是20世纪其他东方基督教会遭受的大殉教的一部分：土耳其人治下的乌克兰大公教会和东正教会、希腊东正教会与亚美尼亚教会，穆斯林极端主义者治下的埃及科普特教会，以及一种特别怪异的共产主义类型的统治下的埃塞俄比亚教会。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即重新发现退隐与祈祷的内在生活，作为世上有意义行动的先决条件。这是14世纪和15世纪东正教静修主义的悖论性结果，退隐于乡下和回归内心的生活在当时释放出拓殖了大片俄国疆域的能量。这一传统在19世纪得以复兴；俄国历史上或许最伟大的三位散文作家——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是卓越的东正教静修主义的Optina Pustyn修道院的常客，在那里，长老担任平信徒与新修道士的灵性导师与顾问。今日俄国修道院生活的修炼通常遵循这一传统。

内在灵性的传统具有漫长的历史，可回溯至15世纪的跨伏尔加河（Trans-Volga）长老或无所拥有者（non-possessors），他们寻求专注于内在的灵性发展而非外在的教会数量的增长。这一传统总体上被俄国社会所尊崇，并被在经历了今天放纵的自由和早先苏维埃压迫之后进入修道生活的许多年轻人所追寻。

如果俄国教会能重新发现内在生活及其所能释放的神圣能量，在双向的学习过程中可能产生普世教会运动的新基础。西方可以学到某些组织技巧和分享社会服务传统，而东方可以用教父们很大程度上尚未被充分开发的精神宝藏来丰富西方对灵性复兴的寻求。回归本源可能帮助我们超越一些分裂西方基督教各支的宗派与教义分歧。人们希望东正教会，尤其是俄国东正教会，留在像世界基督教教会联合会这样的普世教会社团中，即便有强大的力量催促它撤离并使用关于宗教的新法律来扑灭近来正在俄国发展的其他基督教宗派。但与此同时，人们希望东正教会不只是在陈词滥调的最基本共同点层面与其他宗派交流。我们希望他们将分享这些年来吸引了我们这么多西方人的与深邃内在灵性有关的某些特质。并且，在那一层面上，莫斯科牧首与第一个斯拉夫教皇之间还要进行一场会面，教皇对共同得救观念的着迷已使他成为东正教会的心灵同伴。

结论

共产主义在东欧和苏联奇迹般的崩溃代表着：一个尚未完结的故事对一种投入实践又令人惊骇地完结的理论的胜利，革新派在那个最伟大的故事里面正寻求着新的指引：《圣经》所记载的古代以色列人如何将寻求公义的理念引入一个诸侯逐鹿的世界。

帮助开启俄国人希望的新篇章的西伯利亚人有一个传说：那头野蛮残暴的熊原先只是个普通人，但当邻居拒绝给予他简单的面包和盐以表达人之常情的待客方式时，他在羞辱中退回森林……后来出人意料地以改变的模样返回来报仇。

此时，俄国人应使我们满怀希望而非恐惧——源于一种像基督教世界任何信仰一样不息地以复活节为中心的信仰希望，在漫长的梦魇尽头的新希望，在这场梦魇里，可能有5000万人在最近80年中死于非自然原因，一半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一半是在国内压迫下。

1991年8月当坦克离开莫斯科时，路障旁的一位老妇人对我说：“我们在所有的那些岁月里保持着信仰与爱；现在，我们有了希望。”这是玛丽亚妈妈，一位在纳粹死亡集中营里以自己替换了一位年轻的犹太母亲的俄国侨民，爱与信仰给予她们以及我们希望；在苏维埃死亡集中营里被普通妇女们复兴的希望，当她们被告知只可以在齐腰深的渐渐冰冻的湖水中进行复活节礼拜时，她们高唱“基督复活了，真的复活了”，并继续进行礼拜。这是当没有尸体还留在墓中时，那一群妇女所发现的希望。如路加所讲述的，她们“又惊又怕，将脸伏地”，然后一个声音带来了出人意料的喜悦，那声音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路加福音》第24章。——校者注）

在那段经文的圣礼斯拉夫语版本中，表达“活”的词是zhivago（日瓦戈），一个对基督教希望的信仰声明的伟大标题——写于20世纪50年代末苏联正在发动最后一场为了扑灭宗教的系统的大战役时。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的作者）的小说以混合了基督复活意象与伏尔加河（俄国的“母亲河”，通达它内心深处的基督教的动脉）上的船的意象的诗性历史视野结尾：

你们看，岁月的流逝宛若谜咒，

它能在任何时候点燃沿路。

在它令人生畏的威名下，

我，一个自愿的牺牲者，下到我的坟墓。

进入我的坟墓，我在第三日复活。

像铺展在河上的一艘艘船，

朝着我，为着审判，像一队旅行的篷车，

诸世纪脱离黑暗向前流逝。




[1]
 此篇论文中的一些部分原先于1997年9月30日作为在美国大公教大学作的第24次Thomas Verner Moore讲座“现今东正教在基督教中的角色”而发表，在该讲座的共同主办者和版权持有者St. Anselm修道院的允许下在这里再次发表。


[2]
 完整叙述参看比林顿，Russia Transformed：Breakthrough to Hope
 （New York，1992年），概要参看“Russia's Fever Break”，Wilson Quarterly
 （1991年秋季版），第58—65页。


[3]
 参看Boris Pasternak，Doctor Zhivago
 （New York，1958年），第509页及以下。


[4]
 进一步论述请参看比林顿，前揭Russia Transformed
 ，第122—138页。


[5]
 进一步论述请参看比林顿，前揭Russia Transformed
 ，第145—161页。


[6]
 进一步的论述请参看比林顿，“The Case for Orthodoxy”，The New Republic
 （1994年5月30日），第24—27页。


[7]
 George Washington，“Circular to State”（1783年6月6日），载Saxe Cummins编Basic Writings of George Washington
 （New York，1948年），第488—498页。


[8]
 “Farewell Address”（1796年9月19日），George Washington，“Circular to State”（1783年6月6日），载Saxe Cummins编Basic Writings of George Washington
 （New York，1948年），第627—644页。


[9]
 参看比林顿，“The Case for Orthodoxy”，更完整地请参看比林顿，The Icon and the Axe
 （New York，1966年）。


福音与文化

斯摩棱斯克和加里宁格勒教区基里尔大主教

（Metropolitan Kirill of Smolensk and Kaliningrad）

我向此届“被一个希望召唤——多元文化中的福音”主题的世界传教与福音传播会议的所有参加者致以问候。
[1]



在基督教第二个千年的最后一届世界传教会议选择“一个希望”作为会议主题具有深刻象征意义。我们处于两个世纪之交，总结正在结束的世纪，带着担忧与希望，期待将要到来的世纪。我们在焦虑中期待，因为我们不得不看到今天人类面临如此多未解决的问题，数百万人活在如此无望的精神与物质困境中。世界一方面面临着一个侵略性的全球化的单一文化，它企图将自己强加于世界的每个角落，支配与同化其他文化与民族的特性；另一方面面临着民族主义沸腾、族群主义化和人类大家庭的解体。然而，在当代的无望和绝望中，作为基督徒，我们怀着希望生活在对基督再次君临并最终战胜邪恶力量的终结的期待中。由于这个原因，在福音的光照和角度下——如它通过多元文化来表达并在多元文化中付诸实践那样——谈论基督徒被召向的这“一个希望”是很重要的。

两千年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吩咐他的门徒和所有后继世代的基督徒们：“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马太福音》28：19—20）今天这一传教使命完成了吗？这个会议是我们评估20世纪末的传教处境并期望21世纪复兴传教的机会。

这次会议主题的第二方面——“多元文化中的福音”——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主要是关于20世纪各基督教会强烈地感受到的对话需要。基督教传教应与非基督教传统对话至何种程度？福音宣告如何能与不同文化相互作用？何谓福音的文化适应（enculturation）？究竟何谓文化？它对于教会传教是否是不相容和危险的？它是应被根本改变的完全外在的现实，还是在教会传教士的声音变弱的地方文化自身能成为福音的载体？

教会在今日世界上的传教使命

在与你们分享我关于这些问题的想法之前，我想就今天人类发现自身所处的境况说几句。漫长的数十年以来，世界被分为相互对抗的两片区域。冷战期间，每天有十亿美元被花费于军备，被积累起来的军火库大到足以多次彻底摧毁世界。西方许多人相信一旦“苏维埃威胁”终结，恶自身将从地球表面消亡，一个普遍繁荣、和平、和谐的时代将会来临。他们以为停止军备竞赛将会解决一切问题。

然后，“铁幕”恰在我们眼前崩坍了，“苏维埃威胁”连同在军备上花费十亿美元的需要消亡了。那么，发生了什么呢？人们变得更幸福了吗？渴望已久的和平到来了吗？不，没有！相反地，我们惊恐地看到欧洲陷入的混乱和在前南斯拉夫、车臣、前苏联各共和国发动的兄弟相残的战争。

军事与政治危机伴随着经济崩溃，结果所有地区都发现自身低于贫困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前苏联人民对过去社会主义怀旧之情渐增，这就不奇怪了。他们可能曾过着被剥夺了许多公民权和自由的悲惨生活，但他们的确曾有过面包、头上的房顶和一定的社会保障，而如今许多人在挨饿。犯罪活动以灾难性的速度在增长。面对如此突然和强大地降临在他们身上的恶，许多人感到无力和缺乏保护感。

并且，严峻的政治与经济问题影响到了世界上的许多地区。南北之间的差距，如贫富之间的鸿沟一样，继续增大。亚洲、非洲与拉美的婴儿死亡率居高不下。数百万人感染艾滋病病毒。至今四十多年以来，人类一直在为改善世界上的军事、政治与经济状况而努力，但悖谬的是，状况没有得到改善。

西方文明的超级消费者这一全社会性质的理想导致了全球性破坏。基督教会深深关注大灾难级别的环境污染，化学废料造成的水和空气污染，森林砍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耗竭，以及对动植物的榨取，所有这些都造成了具有不可预测的全球气候变化的后果。那么，是什么引发了目前人类文明的危机？我深信这一危机主要是由全球性的人格危机引发的。今日人类生存更多的是依赖人类个体的精神和道德状况，而非军事—政治改变、经济力量、推翻极权主义政体的努力或现存社会体系的改善。福音书里启示给我们的耶稣基督主要不是社会革新者，而是人类心灵的伟大革新者。因此，他没有号召同时代人推翻罗马统治，消除奴隶制，重新分配物质资源，而是讲述每一个体与全人类的心灵转变和道德重生。我完全不想说基督教会应与社会不公妥协或拒绝为公民权和自由而努力，但我想强调人类心灵和道德重生对于教会应是优先的，如果教会想要忠实于基督福音的精神。

因此，传教作为对基督教的精神和伦理遗产的见证，成为了教会的首要任务。50年以来，世界基督教教会联合会讨论诸如消除“二战”后果、免于社会压迫、裁军、消除种族和性别歧视等具体问题。我们必须承认，对于基督徒，处理这些问题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它们是整个人类群体共同关注的。但这些不正是某些更深刻的精神和伦理性原因的后果吗？澄清这些原因而非专注于其后果的时刻不是已经到来了吗？致力于人类个体，回到福音信息的时刻不是也已经到了吗？——“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马太福音》3：2，4：17）。基督教道德的精髓蕴涵在施洗约翰和基督的这句话里。

我们生活在一个人类个体遭受着严重的道德败坏的时代。在人类的词汇中似乎已丧失了个人在上帝面前的罪与责任的概念。“如果没有上帝，那么任何事情都是被允许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一个角色说道。我们看来已到达了道德纵容的顶点。在俄国，正像在西方很多国家一样，大众媒体卷入了对欲望、放荡和暴力的可能达到的最广泛的宣传。酗酒和毒瘾成为了整个时代的慢性疾病。如果不是教会，谁来喊出反对这场道德败坏的声音？

传教与普世教会运动目前的危机主要是由这一事实导致的结果：它丧失了这种个人维度。或许教会拯救个人的共同努力能够解决传教与对话之间的旧矛盾。我坚信现在只有道德可以拯救人类文明。因此，各教会应合力赢得和转变人类的心灵，并共同见证基督教道德理想。唯此，我们的传教才会成功；唯此，我们的声音才会是强大的和先知性的；唯此，世界才会倾听我们的声音。

文化作为基督福音的载体

让我们转到我们会议主题的第二部分：福音和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

自从本世纪中叶，尤其是梵蒂冈第二次会议后，在各基督教会里越来越多地听到这种声音：为了传教成功，基督徒应使用当地文化以便基督教可被处于特定时间地方中的人理解。根据1973年曼谷世界传教会议，“文化塑造是对基督声音作出回应的人类声音”。从这一陈述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各地的基督教应呈现当地文化的各个方面。

一些思想原则上支持关于基督教传教与当地文化之间相互作用的普世教会运动参与者，从一开始就警告神学调和论的危险，并对其表现作出强烈反应。

当代将文化适应等同于调和论的偶发倾向看来植根于对文化的神学理解。无疑，“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约翰福音》3：8），这是说圣灵能说不同文化的语言。福音的信息总是在某种文化框架中得以体现，并总是被传达给在某种文化框架中的人们。因此，文化能成为福音的载体——当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并在他们自己的文化模式内向人们宣讲福音时，他们将能更好地理解福音，并把握新的和更深的灵性意义。然而，为了达到那一层次，文化在与福音的际遇中需要被深刻地改变与圣化。虽然圣灵运行和存在于所有文化中，但并非这些文化的所有方面都必然是它的声音。

基督教对一种特定文化的接受或不接受应基于某种标准。对于东正教会，它是守护《圣经》的道成肉身奥秘以反对“相异福音”侵入的普世教会的活传统。如果我们拒绝这一保护或忽视这一标准，我们难道不会变得易被“其他诸神”“天空灵性的恶势力”影响吗？（《以弗所书》6：12）这些势力潜伏于我们当今世界的许多文化中，已准备好醒来并进入普世教会领域。

我将尝试从一种稍微不同的视野提供一种福音与文化之间相互作用的异象，而不进入关于文化适应的极端实践的争论。

忆及1975年我对古老的白湖的圣西里尔（St. Cyril）修道院的拜访。在苏维埃时期，它变成了博物馆，得到国家良好的维护，以吸引游客。然而，在它的墙内没有一个灵魂，既没有祈祷，也没有圣餐、布道。我参加了参观修道院教堂的小组。导游介绍了建筑和圣像。显然，她甚至没想到布道的基督教。相反，她试图使小组相信，教堂庄严宏伟的产生不是因为基督教，而是独立于基督教存在。她认为，基督教不容许建筑师和画家充分表达自己。但不论情愿还是不情愿，说到建筑和圣像时，她说到福音，和圣像、建筑自身一起呈现为对基督的见证——那一见证比所谓的科学无神论的陈词滥调有力得多！

20世纪70年代，共产党显然不再担心宗教在俄国的复兴，因为它在将近七十年中被系统地根除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圣职人员的大屠杀实际上是对教会的摧毁。1917年革命前约有300位主教，到1939年，只剩下3位教区主教。大多数神父被处死，大多数教堂被毁坏。仅在1937年，就有约8000座教堂被关闭，到1939年年底，全俄只有100座教堂留下。在斯大林统治最后几年中的短暂缓和后，伴随关于民主的一篇宏大演讲，一场新迫害在20世纪60年代赫鲁晓夫治下降临于残余教会。就是在那时，这个国家的共产党首脑向人民承诺，20年后最后一位剩下的神父将会在博物馆被展出。

然而，在1988年，当庆祝俄国受洗千年时，基督教不再受限于教堂，走上街道与广场。庆典将知识界和教会联合起来，并显明基督教信仰仍活在人们当中。这一切使世俗政府惊恐和不知所措，他们在震惊中不能理解这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已做了一切可能的事来消灭基督教，他们使三代人在漫画式讽刺教会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下长大。现在人们突然发现基督教信仰仍非常有生命力。

想起我和俄国小镇维亚济玛（Vyazma）的镇长有过交谈，我请他把小镇运动场交给我们用于千年庆典，他问：“如果你们不能聚集甚至达到1000名信徒，你们为什么想要运动场呢？”但当4万人参加庆祝游行时，许多人灵性重生，包括镇长自己。

为了几乎彻底根除家庭中的传统宗教教育，七十年来被强加于三代人的国家无神论为何遭受那样一个粉碎性失败？的确，社会过程，包括施压政府的国际过程，在这一切中起了重要作用。然而，关键因素存在于别处。

一种独特的情况在俄国发展。在教会自身的声音难以被听到的时候，福音的传扬不是通过神父、传教士或教会印刷品，而是通过成为了福音信息载体的文化。这并不奇怪，因为俄国文化是在基督教影响下形成的。亲基督教文化通过教会及其世界观和道德训诲吸收了福音的灵性力量，并在教会遭受迫害时把它还回人民。基督教世界观、教会智慧和被引用的《圣经》文句存活于人民的意识中，保存在诗歌、箴言和谚语里，即便人们完全忘了它们来自何处。

我已给你们讲了参观白湖的圣西里尔修道院的例子，它导致了基督教的传扬。下面是另一个例子，苏维埃政权不能阻止人们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即便在学校里不让学习他。这位伟大的作家是一个有深刻宗教性的人，他的作品浸透了基督教思想。《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佐西马长老的训诲主要借自早期教父的著作，尤其来自叙利亚的圣以撒——七世纪的一位基督教神秘主义者。因此，当神圣教父们的作品不允许出版，叙利亚的圣以撒的著作不可能获得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被广泛阅读和推崇。

因此，浸透了基督教内涵并被其改变的俄国文化证明比摧毁宗教的一切努力更有力。这是我们对文化适应理论和实践的回答。这不是如下意义上的基督教文化适应：它不得不根据不同文化的标准和期待改变其内涵和信息；相反，这是文化在与此福音遭遇时的改变和圣化过程中，福音对文化的肯定。不可为了权宜的目的使用文化，文化应成为基督的信息的载体。

然而，那些促进的不是精神成长而是激情、本能和人格腐蚀的文化和艺术形式代表一种反文化；反文化不可能是教会的同盟。反叛和平、和谐、生命和上帝的暴烈激情所产生的不仅是反文化，而且是与基督敌对。在当今使人们陷入激情的黑暗深渊的一些文化形式里被感受到的不正是恶魔的存在吗？不正是“天空灵性的恶势力”影响吗（《以弗所书》6：12）？当今教会的传教是为了人类而“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灵性的恶势力”争战（《以弗所书》6：12）。帮助人们脱离反文化和敌对基督的缠绕，把他们带回上帝面前——这是我们今天面临的紧急任务。

传教与劝诱改宗

我还想要谈谈由于东欧国家已发生并继续发生的变化而变得格外尖锐的另一个问题，这就是劝诱改宗的问题。在我看来，它属于会议主题的框架并必须在此框架内处理。它不仅是纯粹神学的或教会关系的问题。它根本上是文化和意识形态冲突的表现，因为新来者试图既把他们自己的受文化影响的基督教形式强加于其他基督徒，又拯救他们脱离共产主义的过去。在我的思考中，我将再次从离我最近的背景出发，亦即昨天和今天的俄国现状。

在苏维埃统治下生存的最后30年，尽管有对宗教自由的严厉限制，但俄国东正教会还是保持了和其他宗派基督徒的活跃的联系。普世教会联系首先在苏联自身内发展，不同宗派的基督徒在苏联平等相待和平相处。面对共同的敌人使我们的东正教徒、大公教徒和新教徒联合起来，这是在极权主义政体下幸存的唯一道路。普世教会联系也在国际层次上得到巩固。在20世纪60年代与80年代期间的苏维埃政府害怕教会对人民的影响和广泛的普世教会活动，然而，当他们意识到俄国教会在那些会议上的缺席只会有助于加强西方关于苏联宗教压迫的传闻时，他们开始允许我们出国参加普世教会会议。

我们教会智慧的成就之一是我们设法确保政府允许我们参加世界基督教教会联合会（WCC）。无神论国家领导们不能不意识到如果俄国东正教会参加世界基督教教会联合会，它在世界上的作用和影响只会增加，但他们愿意冒这个险。他们也允许有来自其他国家基督徒参加的教会在苏联举办和平会议。这一切有助于世界了解俄国教会的状况，即便当被问及真实状况时，它的代表被迫保持沉默。当赫尔辛基议程（the Helsinki process）引起世界对苏联宗教和教会境况的公共关注时，它成为了国际基督教组织议程上越来越常见的项目。俄国东正教会的国际活动和它与基督教世界的合作是促成加强教会权威并间接促成无神论体系崩溃的因素。

国际基督教团结是未能摧毁苏联教会的重要原因。在我们最困难的时期，教会为了生存的斗争得到了其他基督徒的支持。我们深深感激那些和我们休戚与共、不让无神论政权压垮教会的基督徒，我们感谢那些冒险将《圣经》册子和其他宗教书籍送进或带进我们国家的基督徒，这些书随后被私自刊印（samizdat）——强大的地下网络——重印。为那些漫长而艰难的岁月里始终感受到的支持，我们感谢其他宗派的基督徒和普世教会运动。

我们期待随着宗教自由的到来，这些关系还将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他基督徒会在困难并不减少的新的境况下继续支持我们，此时俄国东正教会突然发现自己站在一扇门前，它向着最广阔的宗教自由和传教工作的巨大天地敞开着。我们真诚希望我们在这项任务中得到支持。

然而，我们的希望没有实现。传教工作自由一经许可，反对俄国教会的战争就开始了，甚至当它正开始从漫长的病痛中恢复，根基尚未牢固之时。数量众多的传教士群体涌入，相信前苏联地区是一片辽阔的传教地域。他们积极行事，仿佛当地教会不存在，仿佛福音从未被传扬过。他们甚至没有努力熟悉俄国文化遗产或学习俄语，就开始传教。在多数情况下，他们的意图不是宣扬基督与福音，而是使信徒勉强地离开传统教会，加入他们自己的团体。也许这些传教士真诚相信他们正面对非基督教的或无神论共产主义的人民，而未想到我们的文化是被基督教塑造的，我们的基督教继续存活着，是通过殉教者和在迫害面前仍坚称信仰者的血，通过坚称信仰的主教、神学家与平信徒们的勇气。

国外的传教士携带美元而来，以所谓的人道主义援助和送他们到国外学习或休息的许诺收买人民。我们期望我们的基督徒同道在我们自己的传教服务中支持与帮助我们。然而，实际上，他们开始与我们的教会开战……所有这些导致了在先前数十年中发展起来的普世教会关系的几乎完全破裂。占压倒性多数的人们拒绝接受这种行为，它无视人民的精神与文化传统而冒犯了他们的民族与宗教情感。实际上，倘若缺乏宗教教育，人们会倾向于对我们正说到的好斗的传教士和其他信仰或宗派的普通人不做区分。对于今天的许多俄国人，“非东正教徒”意味着那些来破坏人民精神团结与东正教信仰的人，通过貌似合理的手段和违反规则企图使人们勉强离开教会的精神殖民者。

正发生于俄国和前“东方集团”其他国家的状况可描绘为20世纪晚期的一场普世教会灾难，因为它抵消了最近40年以来在普世教会领域令人难以置信的努力。与此同时，在我们地域上的那些卷入劝诱改宗的人之中，不仅有异端教派，甚至还有我们的普世教会运动同伴，包括一些世界基督教教会联合会成员教会。

我想极为清楚地声明：普世教会运动与劝诱改宗是不相容的。传教与精神奴役、基督的训诫与对人们良知的暴力、传扬福音与行贿也是不相容的。

一般而言，任何竞争性的或并行的传教都是对教会合一与各基督教会间的兄弟关系的威胁。我们悲伤地看到这些来自国外的狂热的传教士以我们的损失为代价来构建他们自己的教会体系，从而完全没有为普世教会团结作见证。与此同时，不仅东正教会被伤害，而且朝向基督教合一的普世教会运动的巨大努力也正化为乌有。可以说，致力于对共同的普世教会的努力如今已被毫无约束的“来自西方的攻击”阻碍了。甚至更令人惊骇的是，当基督教被世人看到竞争、敌意和相互攻击在不同的基督教团体之间盛行时，基督教见证的可信性正在世俗世界上衰落。

劝诱改宗不是对传教使命的错误理解所产生的狭隘的宗教活动，而是被另一种文化侵略的事实，即便这种文化是基督教的，它也仅仅是依照它自己的规则惯例而发展，并有它自己的历史和传统。这种侵略依照殖民时代的旧传教模式，它不仅想要向人们——并且还是已认信基督教一千多年的人们——揭示基督，还想要以西方模式重塑这些基督徒的文化。

很清楚，在彼此的宗教传统和文化不被尊重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共同为基督作见证的。我们号召WCC以极其严肃的立场来处理劝诱改宗的问题，帮助避免如此痛苦和难以愈合的新分裂。那样的分裂在基督教共同体内是不被允许的，尤其在世界共同体迅速世俗化及其文化全球化的时代，这种全球化是通过全球通讯、计算机网络、电讯和共同市场而建立的。如果各教会不作出特别的努力以福音的力量来改变这个共同体，它们将面临把自己边缘化并成为它们自己国家里的异数的危险。当技术社会变得越来越致力于寻求精神需要的道路时，这种情况就更有可能发生。不幸的是，它找到的道路倾向并不是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信仰，而是一方面是诸如心理分析、社会心理学和性学的领域，另一方面是有意想要取代基督教的“新宗教运动”和异端教派。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基督徒，我们应首先找到力量来巩固我们自己的能量和资源，然后把和解的话语传播给世界。

在俄国和前苏联的其他共和国传教的发展情况看来已成为僵局，但还是有出路，这在于将传教建立在早期基督教教会学的基本原则即当地教会原则之上，这一原则规定某地的教会应在上帝面前对它的人民负完全责任。如果在任何地方人们都不应忽视当地教会，那么这一原则不仅可适用于俄国的情况，而且总体上可适用于世界上的基督教传教。忽视当地教会意味着把整块打破成碎片，撕裂基督无缝的袍子。在每个地方，来自国外的传教努力都应成为本地教会的支持和帮助。这一原则应体现在21世纪传教工作的基础中。实际上，甚至在外国传教士建立基督教会的地方，长此以往它也就成为了那个地方和文化的一部分。每个随身备有《圣经》出发去照亮启蒙人们的传教士都应记住，到20世纪末，实际上每个地方都有本地的基督教会。传教团体以这些教会的损失为代价而采取的独立行动表达了重画世界地图的企图，无论在哪里开展照亮启蒙行动，总是有紧张、孤独和苦涩。

神圣的殉教者、迦太基的西普里安（Cyprian）对他的那个时代的教会分裂曾写道：“谁如此不虔敬、背信弃义，被斗争的激情所腐蚀，他相信他甚至可以或敢于打破上帝的一体、主的袍子、基督的教会？”在我们的时代，可以向那些人——以其行为损害当地教会，使信徒不情愿地离开教会，从而将自己逐出世界基督教共同体的人——提出这个问题。圣西普里安清楚地申明这些人是教会和基督信仰的敌人：“因沉湎于争斗而分裂教会、毁坏信仰、破坏和平、根除爱、败坏合一的人会尊重什么样的合一，会珍惜或思考什么样的爱？……实际上，他武装起自己来抵挡教会，阻止神圣的建筑；他是圣所的敌人，是煽动反对基督的祭品的人，是信仰和虔诚的背叛者；他是叛教者。”

这些在3世纪说的话与今天仍有关联。在20世纪末，我们可以说，宗派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继续在破坏教会合一的工作，这种工作不是基督教传教，而是精神殖民主义。因此，我们的紧急任务是铲除殖民主义的习惯性行为，发展对传教的新态度——或者更确切地说，恢复使徒和早期教会对传教的理解，传教不是奴役或贿赂人们，而是解放人们，把他们带入基督真理的光明中。20世纪是殖民主义体系大崩溃和各民族、国家、地区从外国统治和外来文化的奴役下解放的时代。也应在教会和传教领域克服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对于南半球的许多民族，基督教化首先意味着欧洲化和对他们传统文化的破坏，欧洲人相信那些民族文化是低级的、异教的。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以上描述的关于国家和全球背景的现实，向各教会、世界基督教共同体和整个人类文明提出了重大挑战。我们可以看到，在世界上和所谓的文化领域中活动的恶魔般的罪恶因素如何导致了个人道德危机，后者又转而导致全球的文明危机。如果我们拯救个人，我们将拯救文化、文明和我们的共同未来。

今天我们见证了启示录预言成谶、人类人格的腐坏、对基本道德规范的断然拒绝，恶势力的胜利可能导致人类的精神死亡。然而，在人类共同体中，保留着阻止和限制那恶势力胜利的因素（《帖撒罗尼迦后书》2：7）。这些是通过被福音改变的基督教化的文化而传达的善因素。我们可以在世界各地看到这种善的果实，包括俄国，在那里，由于上帝的恩典，数千座教堂和数百所修道院已被恢复，数百万人重获他们的基督教化的文化，使其成为他们生活的形式和内容。

为了回应这一现实，整个世界基督教共同体需要以一种更开阔更大胆的方式认识其传教使命。我们应辨识改变我们周围世界始终抱持着使命职责的那些使徒。约十五年前，我的一位俄国主教兄弟被召到一位主管无神论工作的地方官面前，地方官对他说：“你为什么召集孩子们开圣诞树聚会？这不是你的职责。你应该满足宗教需要。”（显然地方官的意思是为领退休金的人举行崇拜仪式）主教的回答是：“我的宗教需要是改变世界。”我们的传教工作也是同样的道理，即便从人们的眼光看，我们没有机会；正如从人们的眼光看，基督的使徒也没有机会。但他们的传教成功了，并改变了世界，因基督使徒与人们一同行走，人们联合起来而不是走向分离，于是奇迹发生了，人们在哪里行动合一，哪里就有基督和他们一道行动。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我们的传教是“一个希望”的传教，是为了拯救，为了改变人类和每个独特之人的灵性，为了人们心中的上帝之国的传教。如果我们不退却地跟随着基督的脚步，如果我们在共同为世界作见证中彼此联合，相互支持而不是竞争，那么主将会支持我们，给我们新的力量，将新的灵性融入世界基督教传教之中。只有以这一方式，我们才能在那些离开教会的、信仰冷淡的、尚在寻求中的人心中恢复基督的灵性，只有以这一方式，我们才能认识到基督作为存在意义上的强健文明，步入新千年。




[1]
 “被一个希望召唤——多元文化中的福音”讲话原文，在世界基督教教会联合会世界传教与福音传播会议上提交（1996年11月，萨尔瓦多，巴西港市，巴西），并收录在世界基督教教会联合会出版的会议报告中。在作者与世界基督教教会联合会（日内瓦）的许可下重印。


1917年后俄国宗教间关系

亚历山大（Aleksandr Shchipkov）

本文研究从1917年至今，俄国宗派间关系的一般发展，并简要概述社会学和统计学数据、宗教团体的构成、它们的地理拓展和分布、宗教间接触的性质。

本文将进一步试图辨识出潜在的宗教冲突和可能的对劝诱改宗的控诉的地区。在宗教间关系的领域，没有简单的情况。问题将总是存在，要说明它们的复杂性甚或“危险”的程度，只能通过与相邻地区或另一段历史时期存在的甚至更复杂的问题相比较。

社会学

如果不使用社会学研究，将无法讨论上世纪的宗教间关系，因此，我们将考察我们前辈研究苏维埃俄国宗教问题的遗产。或许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将找到一些关于20世纪俄国宗教信仰变迁发展的真实信息。

在革命前的俄国，社会中的宗教信仰程度只是通过统计学收集来评估，其目的更多的是从形式上的法律角度判断回答者对某一宗派的信奉，而非弄清实际的信仰和它们间的相互关系。1917年后，共产党成为宗教社学会分析的发起者，首位倡导者是成立于1925年的战斗无神论者联盟（the Union of Militant Atheists）。排除个人文集，关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宗教生活的信息，其唯一正式来源是发表于无神论期刊的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宣传部的报告，这些期刊具有像《无神论者》（Bezbozhnik
 ）和《反宗教》（Antireligioznik
 ）那样能够激起感情的名称。这一公然的意识形态立场实际上使研究者成为了宗教间关系的参与者。1929年，在一家莫斯科工厂进行了一项社会学调查：1200份问卷中，有800份未返回；工人们不想谈论他们的信仰。在那些返回的问卷中，约有10%的人自称为信徒。尽管结果明显缺乏清晰性，社会学家仍报告这座城市中90%的工人脱离了“宗教的鸦片”。这与现实情况并无关联。

因而，“红色社会学”的特殊性质必须被考虑在内。必须纠正关于宗教组织数量、成员数量、宗教建筑数量、布道活动范围、神职人员数量、信仰印刷品的统计学数据和材料分析。1937年，进行了一项人口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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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斯大林的命令，关于宗教信仰的问题被包括在人口普查表中，但500万人拒绝回答这些问题。然而，在一项国家调查中，50%的回答者公然声明他们有宗教信仰，而且这是在“无神论五年计划”、对神职人员系统的灭绝政策之后，大规模压迫的高潮之时。苏维埃俄国信徒的质量和信仰忠诚可以讨论，但认为比起欧洲或美国，普遍的世俗化过程更深地影响了俄国的那些人错了。苏维埃经历“歪曲”了宗教教诲的过程，但没有根除宗教虔诚本身。

苏维埃宗教社会学的特征不仅包括战斗性，还包括研究的偶然性。20世纪四五十年代和德国的战争与对教会的国家政策的宽大化，导致了无神论宣传和相关的研究项目的减少。1954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它的著名决议案“关于无神论宣传中的不足和改善措施”。1960年，第二十二届共产党代表大会通过了赫鲁晓夫时代至1980年的共产主义建设规划，1980年后将不再有条件滋生那些应被摒弃的宗教偏见。无神论宣传和社会学研究获得新生和官方的国家支持。与20世纪20年代相比，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的意识形态要求改变了：要求社会主义社会里克服对宗教需要的“科学”依据。虽然那样的要求干扰了学术客观性，但现在至少有可能产生真实的统计学数据，尤其在区域性研究中，其中的意识形态控制不是那么严厉。

20世纪70年代，随着赫尔辛基协议的签署和短期温和解冻的意识形态，研究者勇于发现大众宗教信仰的新特征，报告了某些地区宗教信仰人数的稳定化甚至增长、宗教信徒平均年龄的显著降低和他们教育水平的相对提高。虽然据官方所说，80年代俄国整体的宗教信徒比例约为10%，但社会学家发现，在一些省份这一比例要高出很多：高尔基州为21%；马里（Mari）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为24%；鞑靼自治共和国为40%；车臣—印古什（Ingushetiya）自治共和国为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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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上，穆斯林地区总是表现出更高程度的宗教信仰（悖谬性在于，包括当地说俄语的人口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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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地区调查表明坚信的无神论者数量大约占20%至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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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摆不定者和中立者（换句话说，具有模糊的非教义性宗教意识的潜在宗教信徒）的数量合计约为苏维埃俄国人口的50%。这些数据并非广为人知，而是长期埋没于地方研究者的论文中。但一旦将这些数据考虑在内，改革带来的自由化之后宗教信仰的人数激增就不足为怪了。请看全俄民意研究中心收集的俄国人口宗教信仰的统计学数据：1988年，18.6%；1991年，39%；1993年，43%；1995年，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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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改革时期宗教信仰人数的急遽跳跃表明，隐匿的（或无定形的）宗教信仰存在于先前的苏维埃时期中。当研究目前的外来传教活动时，这点应被考虑在内。传教士错误地相信他们来到一个无神论国家，从而不能理解为何他们在这个国家的宗教活动被视为劝诱改宗。俄国人口中东正教徒所占份额的减少并不意味着宗教信仰的普遍衰落。

苏维埃的宗教研究很不足，因为它们的主要目的是测量宗教信仰一般能够达到什么程度，并解释人口中不同的社会和团体对宗教的态度。几乎没有进行任何关于实际的宗教信仰的调查，唯一的比较分析是研究“民族信仰团体”出现和“亚民族信仰团体”（例如，老派信徒和“受洗”的鞑靼人）形成的学者所进行的一些民族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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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这些研究重要关注的是民族和民族间问题，宗教问题只是第二关注点。

虽然宗教社会学现在正呈现一副文明的面孔，但说“意识形态导向”现象已在俄国完全消失却是错误的。社会学家仍不时追寻意识形态的需要，迎合统治阶层的倾向。例如，1995年圣彼得堡州大学的一组研究者宣称，根据他们的研究结果，圣彼得堡94.8%的宗教信徒是东正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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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考虑到社会普遍的世俗化、新纪元宗教的增长、生活在圣彼得堡的传统上信奉“民族”信仰（例如路德宗、伊斯兰教等）的大量少数民族（芬兰人、德国人、鞑靼人等），那么这个94.8%的数字必定是过高了，与实际并不相称，为配合时下流行的政治论调而被夸大了。

当代宗教社会学倾向于研究俄国宗教信仰激增的原因——无论它是俄国允许千年庆典公开举行的结果，或是当前潮流和时尚的结果，或是其他次要因素的结果。它声称：（1）宗教成为反对已崩溃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精神象征（据称那些被调查者常常宣称有宗教信仰以强调他们对以前价值的拒斥和他们新的道德选择，然而本质上为非信徒）；（2）社会关系的重建和经济危机引起了普遍的不确定感和无保障感（说明越来越多地需要宗教作为庇护所）。

这些解释都受旧的宗教研究无神论学派的影响，并不符合现实。宗教并非在改革的几年间突然出现，而是一直是苏维埃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唯一精神解毒剂。第二个论题也经不起检验，关于社会普遍危机产生了对宗教需要的声称是对最初解释的回顾：对上帝的宗教信仰就像人在风暴面前表现他的害怕需要得到庇护一样。

总之，很清楚，尽管有无神论的教育课程，但是许许多多生活在苏维埃俄国的人（不少于50%）保持了不同形式的宗教信仰，并且，更重要的是，把它们传给了下一代。因而，当代宗教社会学的学术问题不是解释宗教“爆炸”的现象，而是沿着信仰的谱系澄清人们的宗教信仰，理解俄国公民的信仰是什么，确定各宗教运动的兴趣交叉的地区。

地理分布

如今宗教信仰和民族特性之间的关联越来越少，因此很难界定某种信仰的地理边界。对宗教和民族性的字面联想会导致错误。因而绝大多数参考书和百科词典表明，除了俄罗斯人之外，有大批的芬兰—乌戈尔语系（Finno-Ugric）和突厥语系民族信仰东正教——卡累利阿人（Karelians）、Vepsy（在俄罗斯西比部的芬兰—乌戈尔语系少数民族，是卡累利阿人的一个分支——校者注）、科米人（Komi）、乌德穆尔特人（Udmurts）、马里人（Mari）、莫尔多瓦人（Mordovians）、楚瓦什人（Chuvash）、哈卡斯人（Khakass）、Shory、艾温克人（Evenks）、雅库特人（Yakut）、楚克其人（Chukchi）、Alsuti、Yukagirs、曼西人（Mansi）、罕特人（Khants）、伊尔库茨克（Irkutsk）州的西布里亚特人（Buryats）、一部分卡尔梅克人（Kalmyks）和一些鞑靼人（Kryasheny）。此外，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摩尔达维亚人（Moldavians）、保加利亚人、加告兹人（Gagauz）和生活在俄国领土上的希腊人也信仰东正教。以上所列民族只占俄国各民族的五分之一。这些民族和其他的一些民族信仰东正教，但不是所有人都信。因而现今一些马里人崇拜他们自己古老的异教诸神，一些人持异教/东正教双重信仰，而数量大约相当的另一些人则笃定信仰东正教或路德宗（由芬兰传教士引入）。

例如，在雅库特自治共和国（东西伯利亚）有两个主要团体：东正教和萨满教。卡累利阿人几乎都信奉路德宗，但他们最近的邻居，民族起源上有亲缘关系的Vepsy，是东正教徒。绝大多数东正教徒是俄罗斯人，但在真东正教会（the Truth Orthodox Church），超过50%的信徒属于其他少数民族。选择一种“反国家”信仰或许和自从沙皇时代就已存在的传统上少数民族反国家的感情有关。苏维埃时期，地下教会（the Catacomb Church，即真东正教会）存在于楚瓦什自治共和国、莫尔多瓦自治共和国、Nizhigorodchina、贝加尔湖地区和阿尔泰山地区。真东正教会教区现在集中于卡希拉（Kashira）、莫斯科、圣彼得堡、库尔斯克（Kursk）。在1997年限制性的法律颁布之前，此教会有朝向合法化和将其影响力伸展到主要城市中心的倾向。

虽然（从民族上来说）俄罗斯人占了40%，俄国中部的多数大公教徒是德国人和波兰人，然而在一些像伊尔库茨克那样的西伯利亚地区，大公教会教区成员几乎完全由俄罗斯人构成。目前，从前的波兰大公教堂正在恢复，重建的教区正围绕着它们。如果这一趋势继续发展，到21世纪开端，俄罗斯联邦的每个主要城市将至少有一座被恢复的或新的大公教堂。现今大公教徒主要集中于伏尔加河地区［萨拉托夫（Saratov）地区］，那里是（从民族上来说）德国人的聚居地。在俄国西部［加里宁格勒、斯摩棱斯克和布良斯克（Bryansk）地区］和西西伯利亚［新西伯利亚、鄂木斯克（Omsk）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Krasnoyarsk）地区］，有波兰人的聚居地。

大公教明显地俄罗斯化了，而路德宗在科米人、莫尔多瓦的乌德穆尔特人和马里—埃尔（Mari El）自治共和国的人民这些芬兰—乌戈尔语系民族中，更是显著突出。他们先前和路德宗没有接触，但很容易地接受了它，因为它是西芬兰—乌戈尔语系各民族的信仰。路德宗信徒集中于俄国西北的列宁格勒州、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莫斯科和下诺夫哥罗德（Nizhni Novgorod）。路德宗也在伏尔加河德国人定居的地方发展：Povolzhe、鄂木斯克、托木斯克（Tomsk）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二战”期间德国人被放逐到这些地方。

界定信奉伊斯兰教或佛教的地区则比较容易。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Bashkiria）、车里雅宾斯克（Chelyabinsk）州、奥伦堡（Orenburg）州、鞑靼自治共和国、Nizhigorodchina、伏尔加河下游和高加索山脉各自治共和国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聚居的地区，这些民族包括鞑靼人、巴什基尔人、卡巴尔德人（Kabardins）、切尔克斯人（Cherkess）、阿迪吉人（Adygei）、阿巴扎尔人（Abazars）、巴尔卡尔人（Balkars）、卡拉柴人（Karachai）、阿瓦尔人（Avars）、印古什人（Ingush）和车臣人（Chechens）。

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图瓦自治共和国（Tuva）传统上是佛教地区，但佛教的影响远远伸展到了这些共和国的边界之外，在俄国获得很大发展。“俄罗斯”佛教的最大中心是圣彼得堡和乌里扬诺夫斯克（Ulyanovsk）。

武断地重划民族边界和被迫移民的民族团体、社会团体和信仰团体对俄国目前的宗教景观有直接影响。斯大林对各民族的重新安置在20世经20年代末以对富农的清洗开始。仅在托木斯克州，从1929年至1931年间，就有10万名富农被流放，他们是东正教最坚贞的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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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而俄国中部东正教徒的比例相应下降。被斯大林放逐的人数在“二战”期间激增。西伯利亚迁居地接收路德宗信徒（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芬兰人、卡累利阿人、伏尔加河德国人），大公教徒（立陶宛人、西白俄罗斯人、伏尔加河德国人、波兰人），穆斯林［巴尔卡尔人、克里米亚鞑靼人、车臣人、梅斯赫特（Meskhetian）突厥人］。佛教徒的大迁居和“二战”末朝鲜人的放逐以及1943年卡尔梅克人大批地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有关。苏维埃期间，数千万人被流放，这影响了俄国的“宗教地理学”。

通过在20世纪中叶扩张边界，俄国也“获得了”乌克兰东仪大公教徒、摩尔达维亚东正教徒、西白俄罗斯大公教徒、耶和华见证会团体，后者的人数到1939年已开始在这些地区增长。流放根据宗教的以及民族的谱系进行。耶和华见证会、浸信会、基督重临派、五旬节派都被流放了。这些团体曾在西伯利亚继续存在和发展。生活在哈卡斯自治共和国并在20世纪70年代为了离开苏联的出境签证而斗争的切尔诺戈尔斯克（Chernogorsk）五旬节派是从乌克兰被放逐的移民后代。其他影响了宗教区域轮廓形状的因素包括由于工业化的移民，战争期间重工业从东乌拉尔的大撤离，20世纪40年代末为了远东发展的强制性挑选，50年代和60年代初的移民项目，卡玛斯（KamAz，汽车制造厂）、贝加尔湖—阿穆尔河（Amur，即黑龙江）铁路和其他加速工程计划的建设。

对俄国目前宗教趋势的概观可揭示许多宗教变更。俄国从普斯科夫（Pskov）到萨玛拉（Samara）、从阿尔汉格尔斯克（Arkhangelsk）到克拉斯诺达尔（Krasnodar）的欧洲部分可被认为是东正教的堡垒。芬兰—乌戈尔语系路德宗在北边（卡累利阿共和国、科米共和国、列宁格勒州）与东正教接壤，沿着卡马河（Kama）和伏尔加河伸展，穿过乌德穆尔特自治共和国、马里—埃尔自治共和国、莫尔多瓦自治共和国，在那里和伏尔加河下游（萨拉托夫、伏尔加格勒）的德国路德宗人连接。在东正教地区的南边是里海低地，这是卡尔梅克佛教徒和北高加索山脉地区伊斯兰教的地盘。两条有清晰界定的地域性的“子午线”将这片中心地带从亚洲分离。这些是伏尔加河下游的各自治共和国——乌德穆尔特、马里—埃尔、楚瓦什、莫尔多瓦，在那里，基督教正被活跃复兴的民族异教所取代。在这些自治共和国的东边是穆斯林占优势的鞑靼自治共和国和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乌拉尔山脉及其巨大的工业体系，例如彼尔姆（Perm）、叶卡捷琳堡（Yekaterinburg）、Kurgass、车里雅宾斯克、奥伦堡，沿着与第六十子午线一致的南北向轴线伸展。最近的社会学调查表明，乌拉尔山脉地区比俄国其他地方更易受世俗化的影响，并产生了它自己独特的精神传统，这种传统容易适应新纪元异教，比较不接受传统的正规宗教。
[9]

 乌拉尔山脉地区有许多当地自产的异端教派。因而，基督教的中心地区和基督教的西伯利亚被两片地带分开：伊斯兰—异教地带和“世俗化”地带。

罕特人、曼西人、涅涅茨人（Nenets）、艾温克人和其他居住在西部和中部西伯利亚的北方地区的民族保持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双重信仰，既崇拜基督教上帝也崇拜他们祖先的神衹。考虑到他们人口所占比例之低，他们几乎对西伯利亚的宗教生活没有影响。在东方，在较发达的雅库特自治共和国，存在复杂的正在进行中的宗教发展过程。雅库特人东正教徒和萨满教徒之间争夺影响力的竞争正变得激烈。沿着西部、中部和东部西伯利亚以及远东和太平洋海滨的南边界，可以找到乌拉尔山脉以东最浓郁的宗教生活。阿尔泰山脉和哈卡斯人的萨满教以及图瓦人和布里亚特人的佛教代表着非基督教的宗教活动。20世纪90年代初对俄罗斯人的大屠杀所引起的一系列复杂的民族问题导致了俄罗斯人从图瓦自治共和国的大迁离。1996年在整个图瓦只有三个东正教教区。在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民族的和宗教的关系则较为和谐。

今天，西伯利亚的基督教生活发展有两个主要的影响因素：上面提到的移民和活跃的传教工作。莫斯科东正教在这里的影响明显比在俄国欧洲部分微弱。老派信徒的教区遍及西伯利亚，向莫斯科教廷提出了重大挑战。还有俄国海外东正教会（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Abroad），它在西伯利亚人中比在俄国中部居民中更有吸引力。传教活动将大公教教区带进了几乎每一个主要的城镇。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伊尔库茨克、哈巴罗夫斯克（Khabarovsk）有主要的大公教中心，它们吸引的主要是受过教育的人。

新教教会在西伯利亚甚至更受欢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德国人所引入的路德宗在鄂木斯克和克麦罗沃（Kemerova）周围发展。因为长期隔离，路德宗的这一分支保持着虔信派（Pietist）传统，它的礼仪在崇拜的仪式和传统方面接近浸信会。在传统的新教宗派之中，浸信会、第七日基督重临派和五旬节派较有影响。新的卡里斯玛型（charismatic）教会也较成功，它们不仅为西伯利亚还为蒙古和中国训练传教士。

统计学数据

统计学信息在苏维埃时期不仅保密，还常常为了“证明”宗教偏见的消亡而遭扭曲。尽管它们不完整和不足，但我们现在可获得的数据能帮助我们形成关于从1917年到1997年宗教的变迁发展的一般印象。

革命以前，俄罗斯帝国的信徒中有65%是东正教徒，10%是各团体的老派信徒，8%是大公教徒，4.5%是各宗派的新教信徒，6%是穆斯林，4%是犹太人。1990年秋，俄罗斯共和国通过了一部关于良心自由的自由法。根据1991年1月公布的数据，苏联公民的宗教归属总体如下：22%是东正教徒，0.8%是老派信徒，5.5%是大公教徒，3%是新教徒，18.5%是穆斯林，0.2%是犹太人。
[10]

 犹太人和老派信徒的比例在苏维埃时期的剧减很突出，这是这些团体的封闭性的结果，它们不传教。以上的数据是整个苏联的，如果只看俄罗斯共和国的数据，穆斯林的比例会相应下降，1917年以前俄国所没有的其他各种信仰（例如卡里斯玛型新教、哈里克里希纳教、新纪元宗教、秘教）也登上了舞台。

东正教会是第一个遭受压迫的。1917年有77000座教堂；到1926年，降至27000座，1938年只有几百座教堂仍然开放。根据内务人民委员会1926—1928年公布的数据，大公教教区的数量也减少了13%。同一时期见证了老派信徒、穆斯林和新教信徒数量的重大增长，分别是13%、33%和22%。
[11]

 至少有两样情况可解释这种增长。首先，布尔什维克宣布的“宗教自由”给予那些在革命前权利受限制的信仰。因而，如果它们向苏维埃政权表达忠诚浸信会、福音派、路德宗和其他宗派有短期的机会布道和扩展它们的活动。其次，如1930年苏联科学院反宗教部的全苏联代表大会所注意到的，“拒斥正规东正教，返回我们祖先的信仰”的过程正在发生。老派信徒、新教信徒和其他宗派不再需要隐藏他们的宗教倾向。然而，到19世纪30年代中期，所有宗教活动都被降至最低限度，到1939年，在整个苏联，所有宗派行使职能的宗教团体仅有14000个。
[12]



“二战”期间，情况发生了逆转。（被占领区的）德国人和（自由区的）斯大林开始开放教堂，尤其东正教堂。穆斯林、浸信会和福音派也获得了控制的放松。1945年发生了一件不太可能的事：马里人获允举行一场全体的异教祈祷仪式来“庆祝对德国的胜利”，有数万信徒参加，并持续了一个多星期。这强调了如下事实：当今伏尔加河异教以宗教继承为基础。
[13]



从1943年到1949年，登记的团体总数从16000个增至20459个。东正教教区数量从10243个增至14329个。然后，教区开始逐渐被关闭。到1953年，斯大林关闭了1183个宗教团体，包括820个东正教教区。到1964年，赫鲁晓夫关闭了6479个团体，包括5550个东正教教区。勃列日涅夫起初继续这一关闭宗教团体的政策，但在1970年改变了方向。东正教教区数量继续减少，但其他信仰登记团体的数量开始增加。这一政策在安德罗波夫（Andropov）、契尔年科（Chernenko）和戈尔巴乔夫治下持续，直至1987年：从1970年至1987年，525个东正教教区被关闭，809个其他信仰的宗教团体获得登记。
[14]

 这一出乎意料的现象证明了共产党对东正教尤其负面的态度。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意识形态部门准备在1988年千年庆典的同时发动一场浩大的反宗教运动。在新教信徒和穆斯林之中也有增多的活动。浸信会内的改良派不妥协的斗争迫使政府作出让步，例如登记新的教会和把建筑转交给它们。因此在列宁格勒，甚至在改革之前，浸信会获得废弃的东正教堂来恢复并作为他们崇拜的地方来使用。
[15]

 相反，俄国东正教会的顺从和愿意支持共产党的政策没有收获到任何好处：东正教教区继续被关闭。1990年，对良心自由权利的承认及其被写进宗教结社法使所有宗教在法律面前平等，甚至成为对活跃的传教工作的刺激。


表1　俄罗斯联邦宗教团体国家登记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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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长率的计算是将1996年的数字除以1993年的数字。

让我们研究从1993年至1996年一些宗教组织的发展（见表1）。在54个登记的宗教组织中，选择了26个从文化和政治的观点来看最活跃和重要的。表中的数据说明了自由化期间宗教团体的发展，我们可以以此解释它们，而不必顾及意识形态对这些统计学数据的操纵。统一教和摩门教的高强度活动立即引起注意。摩门教在奥伦堡周边开始他们的传教活动，在那里，他们建立了一个巨大的教会。当地的东正教和大公教居民都极其怀疑摩门教，将他们视为危险的对手。耶和华见证会在人数上有重大增长，他们最大的团体在圣彼得堡。目前，大众媒体正开展一场联合运动来反对他们，反映了潜意识的民意。考虑到今日俄国美国事物为流行时尚——可能正在衰退，或许是这些信仰的“美国性”吸引了俄国人。

在新教宗派之中的增长产生了一种富含信息的景象。韩国长老会将他们的教会数量增长了4倍，而卡里斯玛型教会增长了2.62倍。传统的俄国新教团体，例如浸信会、福音派、五旬节派，都经历了稳定的增长。斯大林强迫所有福音派加入中央集权的全苏联福音派基督教—浸信会协会，但一些人在20世纪60年代和改革期间脱离了；这些团体现在也经历了增长。今天在这两个支派之间存在特别的矛盾和紧张，并进一步被如下事实复杂化：每个支派都有自己的不接受国家的“自发”倾向。上面的表未包括所有浸信会和福音派团体，它们的数量有一打或更多。

虽然第七日基督重临派和路德宗的增长率很高，但它们的增长从20世纪90年代初慢了下来。大公教教区增长了2.5倍。

主流和小派系的东正教会增长比大公教会和新教教会缓慢。真东正教会的增长快于其他派系（2.36倍），但以此为名的团体是向国家登记的，它们不一定和真正的地下教会教区有直接联系，后者仍反对进入和“敌基督”（国家）的任何法律协定。

尽管存在移居外国的影响，犹太教仍有很大增长，佛教也是如此。伊斯兰团体数量的减少可以这一事实解释：在车臣战争期间，未收集关于团体数量的信息。

共同兴趣地区

关于劝诱改宗，俄国的情况极其复杂：继续背负无神论宣传后果遗留下的负担的一代人仍活着；无数的民族仇恨和分裂没有减少；争夺政治权力的激烈斗争正在俄国进行；在这种背景下，新宗教在出现，老宗教在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对于每个信徒和教会，劝人改宗的欲望是很自然的，因为展示自己的神的真实性的热烈愿望是完全出于自然。目前，宗教组织间的冲突主要不是因为劝诱改宗的直接企图，而是因为面对宗教运动新的不习惯的发展时的方向迷失和缺乏理解。恰是俄国宗教景象正在改变这一事实使教会内产生了不舒适感，在宗教团体间激起了争执，有时甚至是冲突。

例如，俄国东正教分裂为三个分支，在一个宗派内激起了一系列的内部冲突。俄国海外教会的98个教区和真东正教会的26个（只算登记的）教区主要不是从大公教或新教教会，而是从莫斯科教廷的俄国东正教会吸引潜在成员。正如发生在苏兹达尔（Suzdal）的那样，常常有整个教区（包括教区成员、教堂建筑和礼仪器具）转移它们的忠诚。

由于从前不为人所知的教派的出现——包括统一教、巴哈伊信仰、基督教科学派、哈里克里希纳运动、摩门信仰、维萨里昂（Vissarion）崇拜、密宗、耶和华见证会、琐罗亚斯德教、新异教——在俄国人中激起了从惊奇到排外的一系列情绪。其他在1917年前不久首次出现在俄国的运动——包括新使徒运动、救世军、贵格会（the Quakers）及其他——也被视为新现象，这并不完全正确。

俄国新教运动也有众多矛盾和冲突，其中许多可回溯至苏维埃期间对各势力的结构和意识形态的重组。改良派从全苏联福音派基督教—浸信会协会的分离仍在不断地导致后果，这一分离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初，被宗教事务理事会的活动促成。在美国，将会籍从一个新教宗派转至另一宗派是经常发生的；老教会采用较现代的崇拜形式亦是如此。西方传教士将一些这样的事情带进俄国，而传统的俄国福音派和浸信会将这视为劝诱改宗。整个俄国新教运动转而面临来自俄国东正教会的劝诱改宗的指控，有时是来自穆斯林，因为在鞑靼人和巴什基尔人之中增长的皈依新教的人数使他们不安。让我们分析下面的统计学数据表（见表2）。


表2　1995年东正教和新教社团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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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罗斯联邦的88个地区中，这个表显示了14个新教教会数量超过东正教的地区。在这些地方，可以预期不久的将来这两个基督教团体之间的冲突可能升级。俄国欧洲部分只有加里宁格勒作为例子，它是旧时的普鲁士城市哥尼斯堡（Konigsberg），“二战”后被并入俄国。然而，西伯利亚的宗教生活正逐渐越发地新教化。因而，俄国整体的宗教发展或许将朝西伯利亚方向发展。在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新教教会的数量（21个）也超过了佛教社团的数量（11个），这可能意味着这里是另一个潜在冲突的地区。



当考虑东正教—新教的紧张关系时，我们也应该注意最近在西西伯利亚南部地区和哈卡斯自治共和国的紧张局势，在那里，荣耀教会（the Church of the Glorification）领导的卡里斯玛型运动极其活跃。在哈卡斯自治共和国，这场卡里斯玛型运动的权威不仅在人民之中而且在国家机构内扩展。莫斯科教廷通过1995年在哈卡斯自治共和国建立一个单独的主教管区而作出回应。



在俄国中部，最激烈的冲突看来是在莫斯科教廷和第七日基督重临派之间。最严重的冲突不是在图拉（Tula）——俄国基督重临派的中心，而是在下诺夫哥罗德，州长鲍里斯·涅姆佐夫（Boris Nemtsov）的姐妹在那里，成为了一个有影响的基督重临派电视布道家。



也有新教发动反东正教战争的情况。因而，20世纪90年代初在圣彼得堡，属于全苏联福音派基督教—浸信会协会的一组年轻的浸信会信徒被长老们革出教会；长老们声称他们和东正教信徒有太多接触。结果是，最近几年中有一股圣彼得堡浸信会信徒转到东正教会的潮流。



对1995年较为“天主教的”地区的描述也显示了在西伯利亚的高度集中（见表3）。
 
[16]




表3　1995年的大公教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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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教在两个首府和传统的大公教/德国人定居地区（加里宁格勒、伏尔加格勒）的增长受历史因素影响，因此不太可能引起严重冲突。亚美尼亚大公教（罗斯托夫）同样如此。然而，尽管新教巨大增长，但在西伯利亚的同样增长可能导致东正教—大公教的紧张。阿尔泰地区尤为如此，在那里，12个宗教社团中有4个属于乌克兰人迁居地的前希腊—大公教被流放者。

俄国从未反映出大公教和新教历史上的不和，因为两个宗派都有同样的“面对东正教”的问题。但有时这两个宗派之间存在争执，最近是关于教会财产的问题。例如，在皮亚季戈尔斯克（Pyatigorsk），新使徒教会的一位美国传教士取得了使用大公教变容教堂的长期租约，而根据总统法令，它本应被转交给大公教社团。
[17]



复杂的情况在加里宁格勒发展，在那里，一些东正教堂变成了大公教和新教的崇拜地方。那里78%的人口是俄罗斯人，但大公教的发展前景很可观，因为：（1）正在发展与德国的文化和宗教联系；（2）它接近大公教的波兰和立陶宛；（3）俄国的德国人向这一地区移民。
[18]



正如并非所有的俄罗斯人都是东正教徒，俄国的大公教倾向于向俄国化改变，这不仅仅是劝诱改宗的结果。大公教的俄国化使努力和莫斯科教廷维持良好关系的罗马教廷的领导层既高兴又惊恐。但俄国一些大公教印刷和电子媒体的行为或许是令人激怒的。这些大公教媒体积极支持俄国东正教会的改革派，接近于东正教的“路德化”，反对传统主义派，并宣扬东正教—大公教普世教会主义的混合。他们如此行事，仿佛因10世纪的大分裂产生的教义、历史和文化问题不复存在。那样不明智的行为在东正教会圈子内激起了反大公教情绪，许多东正教徒将之理解为对其内部事务的干涉。因而，在莫斯科1997年1月的主教管区会议上，东正教神职人员保守派要求牧首免除和俄国土地上的大公教媒体合作的任何东正教神父的圣职。

在考虑俄国大公教的民族概貌时，我们应注意到传统上信仰大公教的波兰人衰败的信仰。和伏尔加河的德国人不同，波兰族人没有离开俄国的大移民。相反，大流散中的波兰人被吸收进东正教或无神论。据雅库特小镇阿尔丹河镇（Aldan）的教区神父所说，在800户波兰家庭中，无一户参加礼拜，而至1997年，12%的教区成员由雅库特人构成。

在结束这个简要的概览时，我们应谈谈俄国伊斯兰教。舆论将伊斯兰教视为大型的政治化的宗教组织，结构化的意识形态的庞大整体，由于其民族排外性而不畏惧外来竞争。现实并非如此。俄国伊斯兰教被无休止的冲突与矛盾所折磨，并被分为数个伊斯兰教法庭（鞑靼自治共和国、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伏尔加河下游、高加索山脉）。虽然有信仰的穆斯林很少皈依基督教，但伊斯兰精神领袖常常公然抗议各新教传教团的劝诱改宗活动。这可能是因为在鞑靼自治共和国和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很多鞑靼人和巴什基尔人加入了新使徒教会或许多卡里斯玛型运动之一。1994年，中央报刊说14000名喀山鞑靼人皈依了基督教。
[19]

 虽然这些数据可能被夸大了，但有必要注意它们对于未来的意义，因为俄国伊斯兰教和俄国东正教之间的关系从来都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在鞑靼自治共和国的受洗者（kryasheny）中也引起了紧张，这些是在伊凡雷帝时代成为基督徒并保持基督教信仰至今的鞑靼人。今天在喀山有5个用鞑靼语举行圣礼的东正教受洗者教区。在他们存在的5个世纪中，受洗者成为了独特的民族—信仰社团。虽然这些教区的存在并不表明鞑靼人大规模地皈依东正教，但正是它们的存在惹恼了穆斯林鞑靼人。当鞑靼人（主要是妇女）皈依东正教时，她们加入俄罗斯人的而非受洗者的教区。然而，多数放弃其传统信仰的名义上的穆斯林倾向于加入东方和印度信仰的新宗教运动，尤其是巴哈伊信仰。

关于劝诱改宗的主题，我们同时也必须注意到克里希纳意识运动和基督教科学派在1996年几乎同时所做的公告。他们主动宣告完全弃绝劝诱改宗，为了缓和主流穆斯林和基督宗教的反异端教派宣言的影响。

从这些观察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在后苏维埃俄国，宗教思想的巨大转变和作为其结果的各宗教运动、派别和教会之间关系的变化正在发生。第二，目前和未来可能的宗教间冲突的主要原因是整个民族的宗教和意识形态信念的大衰败，而非某些宗教团体个别的“劝诱改宗”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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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大公教：遗物或现实？

谢尔盖·菲拉托夫（Sergei Filatov）

柳德米拉·沃龙佐娃（Lyudmila Vorontsova）

几乎消失了五十年之后，大公教再一次出现于俄国土地上。尽管我们社会的宗教多样性和我们多数同时代人的宗教折中主义，但是没有其他宗教派别激起如此强烈的情感和常常露骨的敌意。这种倾向在所谓的爱国主义报刊中找到其最生动和怪诞的表达，这些报刊经常发觉威胁东正教存在——实际上是俄国自身的存在——的大公教阴谋迹象。当然，俄国人可以选择不关注这些通常被极端民族主义阵营所延续的神话，只要他们仅代表人口中的微小比例。但这不仅仅是一个民族主义的问题。莫斯科牧首教廷的高级神职人员在公开发言中常谈及“大公教扩张主义的危险”和大公教的“劝诱改宗”，表达对一位大公教主教在莫斯科存在的愤慨。众所周知，自从1990年后，牧首阿列克西二世拒绝与教皇会面。俄国东正教主教们和很大比例的神职人员具有一种反大公教的憎恶症，他们甚至几乎不愿承认大公教在俄国的存在。无论我们可能如何批判这种态度，当代主教团十足强硬地要求仔细的考察和解释。

并且，这种反大公教情绪确定无疑地通过国家权威来体现，尤其在地区层次上（主要在俄国中部）。侵犯大公教徒权利的企图很频繁且多样化。例如，身为外国公民的大公教神父，特别是斯摩棱斯克的Ptolomeusz Kuczmik和阿斯特拉罕（Astrakhan）的克日什托夫（Krzysztof Niemejski），在护照延期问题上常常遭遇困难。结果是，数年以来，他们感到他们处于被驱逐的边缘。在亚历山大·鲁茨科伊（Aleksandr Rutskoi）当前的管辖下，库尔斯克（Kursk）当地的神父约瑟夫（Iosif Gunchag）被告知，他是不受欢迎的人，在这座城市里不应再出现。库尔斯克管理部门甚至正进一步拒绝考虑将当地大公教堂归还给大公教社团的问题。
[1]

 1997年，阿尔泰省的地方行政首脑否决了1993年将一座革命前的教堂建筑物归还给大公教社团的决议，其理由是如下事实：“此大公教社团很小，没有什么发展前景。”
[2]

 各地的大公教徒都面临关于归还教堂建筑物的问题：数年以来，他们为了获得归还在莫斯科（圣彼得教堂和圣保罗教堂）、斯摩棱斯克、喀山、萨拉托夫、下诺夫哥罗德、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库尔斯克、别尔哥罗德（Belgorod）和许多其他城市的革命前的教堂而斗争。教堂建筑物之外的另一问题是向大公教社团勒索金钱的无耻的完全不正当的习惯性行为。这种行为或许可回溯至俄国政府的某些传统和原始本能——近来以其最古老的形式复苏了。

俄国历史上的东正教—大公教关系

反大公教的不宽容不能简单地参照对其他信仰的信徒普遍的不宽容来解释。如今俄国有穆斯林、佛教徒甚至新教徒，后者遭遇了困难，主要因为他们的传教活动。即便大公教的传教活动存在于俄国，它的影响也非常有限。而且，被多数有影响的大公教组织所共有的梵蒂冈的官方立场是对劝诱改宗的真诚弃绝。对俄国大公教的当代不宽容必须在俄国精神与政治文化的综合背景下，通过理解皈依大公教对于俄罗斯人的历史意义来考察。

在早先，俄国向希腊和罗马传教士都开放。在10世纪末采纳某一种信仰不是根据其教义，因为西方与东方基督教的神学差异在古罗斯头脑简单的人民的理解力之外。新信仰的被接受是依靠其文化传统及其仪式的魅力。吸引人的主要不是这种信仰的教导，而是其仪式的魅力和“美”；实际上，在俄罗斯人对大公教的态度中，文化成分常是决定性因素。

但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民族意识建构在对“西方”的反对之上，而“西方”这一多层概念常被解释为大公教自身。俄罗斯“精神性”、国家性和文化都被视为“教皇制度”的对立物。虽然在技术进步、时尚和艺术领域的某些欧洲革新方面受欢迎，但神学革新未能容易地跨过这一宗教分裂，从而保持着俄罗斯的精神优越感。“正确的信仰”反对“错误的信仰”，亦即大公教。

反大公教情绪难解难分地不仅和宗教信仰，而且和民族意识、爱国主义与对一种独特政治体系的信仰绑在一起。从13世纪起，当亚历山大·涅夫斯基（Alexander Nevsky）公爵英雄般地在楚德湖（Chudskoye）战胜大公教徒并英明地屈服于鞑靼—蒙古人时，一种反大公教的国家意识形态开始发展；这种意识形态说真正的爱国者知道最持久或最危险的敌人是西方。在东正教和专制政府之间的这种意识形态联系很快产生了互惠的效果：不仅最高统治者成为唯一真正信仰的保护者，而且东正教自身圣化，强化了上帝赋予专制者的权威，专制者同样身处西方腐蚀性的拉丁语影响的危险之中。在给安德烈·库尔布斯基（Andrei Kurbsky）的一封信中，伊凡雷帝揭示了俄国反大公教憎恶症的本质。在解释他对大公教徒的憎恨时，这位俄国专制者写道：“他们的统治者不统治，他们遵循他们的臣民的指示。相反，俄国统治者不遵循他们贵族反复无常的念头，他们是至高权力者。”据伊凡雷帝所说，在其中“统治者不统治”的国家体系只能存在于人民“不敬神”的地方。
[3]

 因而，著名的“东正教、专制和民族性”的三位一体具有古老的根源。它反映了几个世纪以来被构造的民族特性的公式，这一特性不仅反西方，而且在其根源上反大公教。在虔诚的俄国人民心中，任何被察觉的来自梵蒂冈的威胁代表着一种不仅对他们信仰的纯正性而且对专制本身的存在危害。

现代的一个有趣的反例加强了反大公教情绪和忠于国家体系之间不可分离的联系。在20世纪20年代初，吉洪牧首和许多其他杰出的东正教主教（由于对梵蒂冈的亲善，他们原先不为人所知）对大公教徒表达了感兴趣和同情的态度，并对普世教会联系持开放态度。那时，俄国东正教会处于全面的宗教压迫之下，对它过去所认识的那种专制政体形式也难以理解。
[4]



在现代之初，出现了类似亲大公教的态度，并总是正好与现代化加速和专制减弱的时期同时。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的情况就是如此，当时彼得大帝开创行政和文化改革，标志着和宗教孤立主义的重大破裂；第一批大公教堂很快出现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和阿斯特拉罕。此后，由波兰人、德国人和其他西欧人组成的大公教社团在数年间形成，直到在俄罗斯帝国所有主要城镇都有大公教教区。教区成员包括公务员、军官、商人和工匠。俄罗斯人友善对待这些大公教徒就仿佛他们之间不存在宗教差异。这是19世纪初的情况，当时年轻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改革及其让俄国向西欧更开放的愿望带来了一段史无前例的尽管昙花一现的宗教自由化时期（包括亲大公教倾向的新增长）。俄罗斯向大公教的第一批皈依（几乎仅包括上层阶级的成员）就发生在这一时期。后来，由于政府压迫性的政策，几乎所有皈依者都被迫迁居外国。

俄国现代化的下一阶段发生在20世纪初，并标志着大公教在俄国命运的明确转变。俄族人的大公教教区首次开始出现。至1907年，俄罗斯东仪大公教会的官方机构正在形成。俄罗斯大公教会合法存在的这一短暂时期，其特征是俄国东正教会和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的敌意反应，甚至更盛行的是波兰神职人员负面情绪紊乱的反应，他们惯于将俄国大公教视为他们的民族教会；对于他们，俄族人教区成员的出现是件丢脸的事。
[5]



目前，以戈尔巴乔夫改革开始的改革时期给俄国带来了新挑战。从官方无神论年代到“宗教复兴”的过渡给俄国大公教会独一无二的机会。由于几个世纪的根深蒂固的传统，官方无神论对大公教会的征税更多。俄国大公教会及其成员在苏维埃时期遭受系统的严酷压迫。在1917年和1991年之间，没有一个新的大公教教区在政府登记。大公教的高层在1937年的清洗中被消灭。实际上，俄国大公教似乎永远消失了。在数十年中，俄国大公教会的生存仅仅依靠被苏维埃政府严厉控制的两个教区；那时，波兰、德国和立陶宛大公教徒行至波兰或立陶宛去参加礼拜。

然而，甚至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俄国大公教就已出人意料地重新出现了。在20世纪70年代，亲大公教情绪弥漫于俄国东正教神职人员，直到最高层。东正教大主教尼科基姆［Nikodim，俗姓罗托夫（Rotov）］，作为列宁格勒主教管区的首脑，是对大公教的兴趣在列宁格勒重新燃起的原因。他的影响在东正教会圈子内激起了亲大公教情绪，并开创了一场基督教合一运动。马可·斯米尔诺夫（Mark Smirnov）神父和阿姆夫罗西·格里布科夫（Amvrosi Gribkov）神父在这场运动中扮演了特殊角色，运动最终导致了列宁格勒的第一批大公教皈依。在莫斯科，亚历山大（Aleksandr Men）神父的学生和追随者建立了弗拉基米尔·尼基福罗夫（Vladimir Nikiforov）大公教社团，它在1983年被克格勃摧毁。

在这段时期中，“独立的”神父们领导的地下大公教社团的新一代涌现出来。许多自发的个人皈依促进了大公教的复兴。这些个人被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法国非法进入这个国家的神父们施洗并接纳入教会。
[6]

 有许多那样的自发的个人皈依大公教的情况发生，甚至在后苏维埃时期仍然如此。

纳塔利娅（Nataliya Komdurova）和阿列克谢（Alexsei Kikshaev）的故事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作为个人精神追求的一部分，纳贝列日尼—切尔尼（Naberezhniye Chelny）市的年轻俄罗斯知识分子纳塔利娅达到了对大公教的真理性的信仰高度。随着她的皈依，她将一大群原先无大公教根基的俄罗斯人和鞑靼人吸引到了她新寻得的信仰中来。现在，她在本市建立了一个很大的可持续发展的大公教社团。阿列克谢，一个来自埃利斯塔（Elista）的卡尔梅克人，是一位业余神学家。通过对宗教著作的研究和关于上帝的沉思，他相信了大公教信仰的真理性。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初，他从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迁至利沃夫（L'vov），到一个拉丁礼仪的教会，并走近神父要求受洗。在询问了阿列克谢后，教区神父的结论是他还没有充分准备好受洗。于是给了他一些著作，建议他再做些研究并进一步考虑受洗的问题。一年之后，这个年轻的卡尔梅克人通过测试并受洗。这个新皈依者在埃利斯塔发起了一场活跃的运动，号召他的同胞接受真正的信仰。很多卡尔梅克知识分子加入了大公教，成为他充满激情的布道的结果。阿列克谢聚集起少数遗留的老年信大公教的波兰人和德国人形成一个社团。他也数次和塔德乌什（Tadeusz Kondrusiewicz）大主教会面，大主教同意派一位神父到埃利斯塔；他还和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总统伊柳姆日诺夫（K. Ilyumzhinov）会面，总统承诺支持其社团。阿列克谢最后成为一名修道士，迁居国外，加入了一所法国修道院，但他在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留下了三个兴旺的大公教社团。这些皈依大公教的个体成员，具有当代俄国社会知识分子特征，可以在19世纪皈依大公教的贵族成员的经验中找到其思想根源，这些贵族如恰达耶夫（P. Chaadayev）、沃尔孔斯卡娅（Z. Volkonskaya
 ）、M. Lyurin和佩乔林（V. Pechorin）。这些19世纪的皈依者相信，必须克服脱离西方国家的俄国宗教孤立主义。在俄国大公教徒眼里，与罗马教会的联合也是融入欧洲基督教文化。许多人将西方视为构成“文化、宗教和习俗的三重整体”的文明理想模式。
[7]

 这些19世纪的知识精英也由于他们对俄国的负面评价而转向大公教。恰达耶夫最生动地表达了这一点，他写道，俄罗斯帝国的特征是“义务、正义、法律和秩序观念长久而普遍地缺乏”
[8]

 。他将俄国落后（相比于较发达的西欧国家）的问题归咎于如下事实：俄国从“被所有民族蔑视的”拜占庭接受了基督教，他认为，当寻求在地上建立上帝之国的理想时，它将导向绝境。本质上，当代俄国大公教徒沿同一路径而行，试图解决和他们19世纪的贵族先辈同样的哲学困境。

今日俄国大公教

1991年，随着戈尔巴乔夫改革，大公教高层在俄国重建。全国被分为两个主教管区：一个欧洲管区，中心在莫斯科，以来自白俄罗斯的波兰人塔德乌什（Tadeusz Kondrusiewicz）为首脑；一个东部管区，中心在新西伯利亚，以德国人约瑟夫·维尔特（Josef Werth）为首脑。这标志着所有在革命前存在的大公教教区逐渐复兴的开始。

目前梵蒂冈的官方立场是，俄国大公教的复兴应沿着在所有“民族性的”大公教徒群体（波兰人、德国人、立陶宛人和拉脱维亚人）之中严格的民族界线。然而，在俄罗斯人和非俄罗斯人之间的许多文化障碍已消失了；多数波兰人、德国人、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通婚，并俄化到许多人忘了他们母语的程度。通常，用这些“民族性的”大公教徒的语言举行的圣礼对他们来说简直不可理解。因而，在许多教区，在俄罗斯人和波兰人或德国人之间的划分线越来越难以确定。

革命前波兰人和俄罗斯人之间的敌对今天通常消失了。在一些城镇（包括叶卡捷琳堡、伊尔库茨克、奥伦堡和阿斯特拉罕），波兰神父在整个社区享有强大威信和深受尊敬，吸引了数百名俄罗斯新皈依者。伊尔库茨克大公教会的教区神父，救世主会士（the Salvatorian）伊格纳齐·帕夫卢斯（Ignacy Pawlus），是一位卓越的有些非典型的大公教神职人员代表。1900年出于对俄国和俄国文化的深深热爱，他从克拉科夫（Krakow）来到伊尔库茨克。据他所说，“俄国仍能成为世界的心脏，正如德国现在是世界的神经中枢。”伊格纳齐神父在伊尔库茨克加入俄国国籍，举行例行弥撒来为俄国复兴祈祷。当市政府要求他推动接受西方人道主义援助时，他断然拒绝，说：“对于像俄国那样的一个伟大国家，乞求施舍是可耻的。”因此，伊尔库茨克教区承担自己的慈善工作经费。伊格纳齐神父描述支配其牧养的社会学基本规则：“共产主义不给人们良知，这发生在俄国和波兰。如果在我有生之年，只要在几百人身上，我能唤醒良知的声音，这将是我给俄国和俄国国家的礼物。”通过他的牧养，伊格纳齐神父获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威信——如此巨大，以致我们听到一个憎恨西方和罗马大公教的死硬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说：“我不会去谈论伊格纳齐神父；他是一位好神父。”

然而，民族冲突并不完全是过去的事。可以察觉的是，存留在俄罗斯神父和平信徒之中对于波兰和波兰—白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一些不满，甚至Kondrusiewicz大主教有时也成为被批评的目标。这些冲突最常见的原因是俄国波兰人的态度和新来的波兰神父把新教区变成排他的波兰宗教和文化中心，这一企图被人察觉。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波兰大公教圈子里，有公开表达民族主义和反俄观点的人。莫斯科多明我会社团的院长安杰伊·别利亚特（Andrzej Belyat）因持同样的观点而声名狼藉。他说：“从童年起，我就想杀共产主义者和俄罗斯人。而且在我居于他们之中后，我得出结论，他们甚至比我原先以为的更差。”

民族主义紧张并非俄国大公教会的唯一问题。由于社会文化差异，困难也开始出现在教会高层和平信徒之间。Kondrusiewicz和他身边的同僚——主要是波兰人——他们原先来自白俄罗斯的农民和工人家庭，在苏联解体前不久他们搬到俄国并获得了俄国国籍。这些人在苏维埃时期勇敢地宣告他们的信仰，并在一定程度上都遭受了迫害。但找到和莫斯科与圣彼得堡知识分子的一种共同语言可能比奋起反抗克格勃更难，在众多从波兰来到俄国的神父和修道士中，Kondrusiewicz倾向于喜欢那些有相同的教育水平和相似背景的人；对于他而言，和他们交往较为容易。然而，对于受过教育的俄罗斯平信徒，和他们交往要困难得多。例如，在俄国中部城市图拉，年轻的俄罗斯大公教激进主义分子实际上脱离了教区。他们声称：“我们接受大公教信仰，不接受波兰国籍。如果不给波兰神父护照，或许这将是好事；那样，就没有了他们飞扬跋扈的态度，俄罗斯大公教可以安静地积聚力量，接下来的十年左右，我们可以只需同时去国外接受我们需要的灵性滋养。”幸好，这一立场只是教会内一种倾向的极端、非典型表现。

围绕俄国大公教复兴的另一问题是东方礼仪的问题。这个被认为仅属于历史的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突然复苏。对于在俄国东正教传统中长大而又不愿被莫斯科牧首教廷管辖的大公教徒，这个问题有直接的关切。恢复分离的俄罗斯大公教会的愿望有时源于对波兰民族主义者的反应，但通常的讨论以俄罗斯东仪大公教会的复兴为中心，此教会实际上在1946年从苏联版图上被清除。这场希腊大公教运动的实际领导和辩护者是伊凡·卢潘金（Ivan Lupandin）。
[9]



目前，在莫斯科、图拉、卡卢加（Kaluga）、沃洛格达（Vologda）和其他城镇，主要在俄国欧洲部分，有半合法的未制度化的俄罗斯东仪大公教团体。Nezavisimaya gazeta
 的宗教增刊在1997年6月发表了一封信，出人意料地发动了这场希腊大公教运动。来自希腊大公教运动的一位成员亚历山大·别廖兹金（Aleksandr Beryozkin）的这封信宣告“与东正教重新合一的兄弟会”的形成。它进一步向读者保证，俄罗斯大公教徒将克服所有障碍并最终重建他们的“地方教会”。

这已不是秘密，很多人（主要来自能获得关于大公教的客观信息的有信仰的知识分子）不仅相信教会合一比对人的考虑更重要，因为这是基督的意愿；而且他们遵照他们的良知而行动，亦即，成为大公教徒。在各省没有很多大公教堂，不可能每个人都旅行100公里去上教堂。从教会的观点看，一种荒诞的情况出现了：被否认存在任何权利的地方教会一直存在着（尚未被废止的佛罗伦萨会议法案承认俄罗斯大公教会为地方教会）。或许可以说，在一段时期的混乱之后，平信徒们自己意识到他们是一个与真正的罗马合一的人数十分众多的教会的一部分。人们几乎自发地联合起来，有时是非正式的，有时是通过相互给予好感，有时是作为真正的“没有神父的教区”。“与东正教重新合一的兄弟会”最近创建，其目标是：为这个重新合一的教会争取获得拥有自己牧者权利的承认；为要求罗马重建主教管区的请愿收集签名。我们希望那样的行动不被解释为“来自梵蒂冈的侵略”，因为问题是关乎教会“自下的”重新合一。
[10]



这些俄罗斯东仪大公教团体与西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希腊大公教徒保持着紧密联系，他们之间在宗教的习俗和灵性方面有亲缘关系。在俄国以及白俄罗斯，格罗德诺（Grodno）的大公教东仪神父维克托·丹尼洛夫（Viktor Danilov）正逐渐被认为是希腊大公教理想的领军代表。

莫斯科牧首教廷断然反对在俄国建立东仪教会，这一立场与梵蒂冈共有。但东仪教区已经存在，并在人数和力量上继续增长。并且，重建东仪大公教的运动在俄罗斯哲学和宗教思想中有漫长的根深蒂固的传统。

早在19世纪初就有人试图找到俄国东正教和罗马大公教这两种教会——文化传统的和解。只是在20世纪初，当伟大的俄罗斯哲学家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Vladimir Soloviev）推进希腊大公教思想时，这些思想才获得了广泛的推行。索洛维约夫的著作有助于消除当时的文化和宗教孤立主义；它促进了对西方教会灵性价值的广泛认识，且又没有损害东正教思想。索洛维约夫和他的同时代俄罗斯哲学家表达的亲大公教和普世教会思想为1907年俄罗斯东仪大公教会的建立铺平了道路。众所周知，阿列克谢·泽尔恰尼诺夫（Aleksei Zerchaninov）神父和利奥尼德·费奥多罗夫（Leonid Fyodorov）神父是希腊大公教会的实际创建者。在认信大公教的真理性之前，阿列克谢·泽尔恰尼诺夫是一位纯朴的乡村神父。也被吸引到大公教的利奥尼德·费奥多罗夫在他的第三学年离开圣彼得堡神学院去罗马，从那以后，他将其一生献给了希腊大公教理想。他在1917年5月成为俄罗斯大公教会大主教管区（the Exarchate of the Russian Catholic Church）的首脑。

因而，自从革命之前，两种仪式及两种灵性和智识传统共存于俄国大公教。
[11]

 在20世纪初，在波兰和德国大公教社团通常遵循拉丁仪式，而多数俄罗斯大公教徒遵循东方仪式。利奥尼德·费奥多罗夫对东方礼仪的需要是这样描述的：

有必要在教会的普遍理念和它的形式之间作出区分。基督之灵，纯粹的大公教之灵不一定要求一种特定形式，而是可能在不同方向发展。在我看来，我们模仿每一种拉丁事物以及对拉丁礼仪的评价高于东方礼仪的倾向，仅仅是因为东方奴性和我们的与骄傲相反的——谦卑——这是对俄罗斯自我舍弃的表现。
[12]



因而，希腊大公教传统成为俄国自身固有矛盾的例子：一方面，有和普世教会合一的愿望；另一方面，有令人不快的俄国生活现实和保持俄国自己的宗教与民族传统的愿望。

对于所有俄国大公教徒，无论他们遵循东方的或拉丁的礼仪，文化成分都非常重要。当外国神父从西方来时，他们不仅带来普遍的大公教信仰，而且带来他们自己民族的宗教生活传统和大公教民俗，并试图（有时是无意识地）将这些东西灌输在俄国土地上。许多波兰神父有意识地这样做，并认为他们实际上是在复兴波兰教区。但波兰文化不是通过教会输入的唯一文化。下诺夫哥罗德和弗拉基米尔的教区被意大利文化影响；在车里雅宾斯克、乌法（Ufa）和马克思城，可以发现德国文化的影响；在萨玛拉、弗拉季高加索（Vladikavkaz）和纳尔奇克（Nal'chik），爱尔兰文化存在着；在沃罗涅什（Voronezh）和雅库茨克（Yakutsk），斯洛伐克文化很明显；在喀山，阿根廷文化的影响起主导作用；在海参崴，美国神父迈伦·埃芬（Miron Effing）甚至将美国感恩节加入教会日程表，如今感恩节是被远东的大公教徒热烈庆祝的节目。

可以理解，拉丁礼仪的俄罗斯大公教徒反对所有这些“外来事物”。在1996—1997年期间，开始在大公教报刊里和大公教平信徒激进主义分子的不同会议上讨论使大公教俄化、将其植根于俄国精神和文化传统的需要的问题。各种提议出现了，包括对1054年教会分裂后被封圣的东正教圣徒给予荣誉，将东正教仪式的元素引入拉丁仪式，拒斥明显源自波兰文化传统的那些仪式惯例。
[13]

 使大公教俄化的需要产生自俄罗斯大公教知识分子之中，如今它在俄国耶稣会首脑奥佩拉（Stanislaw Opiela）这里找到了热心的支持者。例如，奥佩拉断言来到俄国的外国神父必须学习俄国东正教灵性和俄国文化，作为他们对俄国的“文化适应”的一部分。
[14]



在共产主义时期几乎被完全摧毁之后，俄国大公教在最近八年的改革中收获颇多。根据大公教官方统计数据，俄国约有50万大公教徒。
[15]

 这一数量加上梵蒂冈对教会未来增长的预估，指向另外的300万人，对于他们，皈依大公教将代表着归回他们祖辈的信仰。
[16]

 当然，无人能确定实际上将有多少人归回大公教信仰，或将有多少俄罗斯人（和鞑靼人、雅库特人以及其他人）在大公教会找到上帝。仅仅七年以前，还无人预见到亚美尼亚人将在俄国大公教中扮演那样重要的一个角色。但近年来，属于大公教传统的数百个亚美尼亚家庭从高加索山脉地区迁至俄国。至1997年年底，在克拉斯诺达尔、索契（Sochi）、顿河畔罗斯托夫和南方其他一些城镇的大公教社团中，亚美尼亚人构成了教区成员的多数。

1997年，俄国约有250个登记的大公教教区。在这些教区中，只有25个在革命前属于它们运作的教堂；5个建起了新的教堂建筑，多数在公寓或租来的住房里做礼拜。地区差异在大公教教区的发展中起了关键作用。在俄国中部，东正教最根深蒂固的地方，大公教徒在建立他们的教会中经历了很大困难，他们遭遇了来自国家政府和舆论的强大反对。在东部地区，例如伏尔加河下游、乌拉尔山脉和西伯利亚，大公教正轻松自然地发展。一些城镇如伊尔库茨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奥伦堡的舆论乐意接受大公教，把它作为与俄国东正教并列的正当可选项。

现今（除了四个在苏维埃时期被秘密按立的俄国人）所有神职人员都是外国人，主要是波兰人。在圣彼得堡和新西伯利亚的两个运作中的神学院将在1999年按立第一批俄国神父。但在1997年5月，瓦基姆（Vadim Shaikevich），一个土生土长的莫斯科人，波兰血统的俄国人，被公开按立。Shaikevich是莫斯科州立大学哲学系和弗罗茨瓦夫（Wroclaw）神学院的毕业生。
[17]



土生土长的俄国人在大公教神职人员中人数稀少明显限制了教会的活动。即便如此，一些大公教力量例如用来自多明我会社团的基金出版的《真理和生命》（Istina i Zhizn
 ）杂志和“福音”（Blagovest
 ）广播台的影响，在临近大公教社团的范围之外，远远地就能感受到。在几个省级城镇里，大公教会的文化、教育和慈善项目在吸引公众关注教会地区层次的活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加入当代俄国大公教的人数增长不能根据教会的传教活动来解释，因为它是可忽略的。更合理地说，增长的存在是因为在俄国社会的某部分群体有自然的、自发的被吸引到大公教的倾向。看看大公教教区的社会概貌就能明白这点：多数教区成员是年轻人，主要是学生和知识分子。也就是说，教区成员来自社会最活跃和最敏感的部分，他们能更敏锐地感受到时代的危机。教区成员（主要是艺术家、教师和学者）之中普遍高层次的教育使得大公教比例如浸信会更大的影响和吸引力。通常，大公教徒受过良好教育，在见解上倾向西方；对于他们中的许多人，文化和自由的观念主要和大公教会有关联。

莫斯科牧首教廷的敌意活动和梵蒂冈与莫斯科牧首教廷之间的紧张影响了俄国大公教的自然发展和增长。虽然一些俄国东正教神职人员，包括一些主教，对大公教会持宽容或赞许态度，但他们处于明显的少数派并对政策没有影响力。有影响力的神职人员，包括牧首和教会外交部主席基里尔大主教经常控诉大公教徒劝诱改宗、扩张主义和精神侵略。俄国大公教徒的任何收获都被视为东正教的损失。牧首在回应大公教对1997年良心自由法律的歧视性抗议时，实际上否认了大公教权利存在的正当性：“在今天的俄国，你们在哪里看到过大公教徒的历史性存在？在革命前，在俄罗斯帝国，大公教徒主要生活在波兰，但你们不能声称现代俄国有一个大公教传统。即便这里有大公教徒，在莫斯科他们也往往属于外国外交团体。”
[18]

 大公教徒正在被强迫将主教管区中心从莫斯科迁至圣彼得堡，他们正被要求将来不要建立新的主教管区。俄国东正教会主教团的代表通过他们的讲话表示，他们将罗马大公教会在俄国的生活的任何正常化都视为不可接受的。他们露骨的愿望完全就是俄国大公教的消失。

在腔调上是民族主义而非保守主义的一些教会出版物表达了对大公教持久的憎恨。例如，《东正教莫斯科》（Pravoslavnaya Moskva
 ）报纸一贯反对接受由佩列亚斯拉夫尔—扎列斯基（Pereyaslavl Zalessky）管理的一个大公教组织“为了上帝和兄弟们”（Pro Deo et Fratribus）的慈善工作。这个组织在Gagarinka村建了一个戒毒康复中心。这个中心雇用最好的医生，根据最近的医学研究来组织，帮助治疗来自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年轻人的毒瘾，通过使他们在一长段时期内远离“危险”环境、教他们工作技能和帮助他们恢复健康。Pro Deo et Fratribus还在Gagarinka开始了一个项目来帮助精神或身体残障的孩子。作者们亲眼看到10到13岁的孩子们在大公教修道士的帮助下学习第一次握住小勺。然而，Pravoslavnaya Moskva
 报纸说，在神圣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公的神圣祖国上如此“腐蚀未成年人”，侮辱了俄罗斯人民的宗教感情。这份报纸进一步声称大公教慈善工作者是吸血鬼，那些为他们在Pro Deo et Fratribus活动的朋友辩护的当地居民在背叛他们的祖国。

目前，大公教教区的几乎所有复兴都在1917年之前它们存在的地方（有几个例外，主要在西伯利亚，许多波兰人和德国人被布尔什维克流放到那里）。梵蒂冈努力保持和改善它与莫斯科牧首教廷的关系，通过执行局限于以复兴革命前的所谓的民族性教区为目标的那样一种政策。不幸的是，此政策行不通，因为不可能在俄罗斯人、波兰人和德国人之间作出区分，而且没有任何大公教神父能阻止一个俄罗斯人，即便是已在东正教会受洗的人，成为大公教徒。
[19]

 并且，梵蒂冈通过自愿将其活动限制于“民族性教区”的复兴而保持与莫斯科牧首教廷良好关系的努力被视为缺乏真诚这一点可以理解，因为各处的大公教会都满是俄罗斯人。一种标准模式概括了大公教教区的创建：一群年老的俄国波兰人或德国人要求主教管区派一位神父来，然后，4到6年后，这个所谓的“民族性教区”的多数教区成员是年轻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加之目前鼓动“民族性教区”的情况正在俄罗斯大公教徒之中引起情绪紊乱的反应，并在大公教会自身内部激起分裂倾向。例如，一些团体和西方的列斐伏尔（Lefebvre）运动建立了联系，甚至还有创建地下东正教“拉丁礼仪”教区的企图。

大公教教区为建立和东正教会密切的普世教会联系所做的任何努力通常仅仅是和某一主教管区的两三个较开明神父建立了友好的关系。保守的东正教多数派通常的回应是控告这些心胸开阔的神父有异端和分裂倾向，控告大公教徒企图暗中腐蚀他们的教会。相反地，以在这两种传统之间架设桥梁为目标的政策可能减少“在上层的”冲突，但会导致更多的在较低层的紧张和冲突。但要将最高层的关系可被描述为兄弟情谊恐怕还为时太早。如果俄国大公教完全消失，莫斯科牧首教廷似乎会最高兴，但这不是一种现实的可能性。即便梵蒂冈召回它所有的神父，某种形式的无组织规范的或许独立于任何权威而运作的俄国大公教将继续存在。

尽管高层的立场如此，但在东正教徒之中视东正教和大公教之间无差别的倾向趋于加强。当然，这并不是完全新鲜的事，因为就连果戈理也说他没看到在这两个教会之间的任何差异；对于他而言，它们仍是一个教会，这使得从东正教皈依大公教无意义。
[20]

 相似的观点在平信徒和神职人员中相当普遍。最近的以下两个事例产生了巨大的公众效应，因为那些牵涉其中的人遭到了牧首教廷的惩罚。著名圣像画家，神父—修道士济农（Zinon）被停职，因他在一场大公教礼拜中吃了圣餐
[21]

 ；在奥布宁斯克（Obninsk），当地的教长，修道院长罗斯季斯拉夫（Rostislav）因相似的过错被撤职并被送到吉洪诺夫（Tikhonov）修道院去修正他的道路
[22]

 。然而，不仅是开明派对“姐妹教会”怀有兄弟情谊，而且经常阅读保守派东正教知识分子的非官方喉舌Tat'ianin'den
 报的人，会发现它不仅表明对于当代大公教“现代主义”和“革新主义”的持续批评，而且暗含对于和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前的大公教的共同精神遗产与两者联合的强调。

由于难以评价俄国大公教与俄国东正教何者更自由化，导致了问题的进一步复杂化。一位地方上的大公教神父在和作者们会见时给了这一相当出人意料的评价：

大公教徒，甚至自由化的大公教徒，在日常生活中通常比东正教徒传统得多。他们更定期地去教会，更经常地祈祷，更频繁地领圣餐，更严格地遵循教会关于性道德和家庭生活的教导，等等。东正教徒宣扬保守主义主要是做样子；在他们的行为和生活方式中，东正教徒要现代和“革新主义”得多。

总之，多数当代俄罗斯大公教徒接受大公教信仰，将之视为既非和他们祖辈的信仰决裂亦非对它的回归。更确切地说，成为大公教徒是发现基督和基督教，参与创造新的文化的和宗教的生活方式。对于这些从苏维埃无神论转向大公教的新皈依者，恰达耶夫和佩乔林痛苦的怀疑和精神探索是不可理解的。在这一后苏维埃混乱时期，当国家意识形态崩溃时，这些皈依者不仅在与基督同在，而且在基督教和西方文明的更广阔背景中，看到了他们的未来和他们国家的未来。虽然他们认识到俄国将不会变成大公教国家，然而，恰恰通过他们的存在，他们向俄国东正教提出了精神和智识挑战。这一挑战将来或许会迫使“统治教会”放弃对西方的普遍反对。

当代俄罗斯大公教徒选择大公教信仰许多是由于和他们19世纪的先辈同样的原因：当代俄国的生活令人不满，经济混乱，政治违宪，文化空虚。俄国大公教的皈依者也拒斥俄国东正教——由于它和共产主义的联系而名誉败坏，具有威权主义、道德破产、民族主义和反智主义特征。

不过，新的俄罗斯大公教徒通常认为俄国和西方之间没有尖锐直接的敌对。他们没有继承恰达耶夫将俄国视为可能变成或不变成某物的负面性非实体的观点。大公教徒正在摒弃着伴随俄罗斯灵魂的老难题和矛盾。对于今天的新的俄罗斯大公教皈依者，古老的“俄国或世界”“民主或教会”“西方或东方”“基督或宗教大法官”“红或白”的二分完全是不恰当的。这些大公教徒普遍共有和多数“匿名的”不属于任何教会的“就是基督徒”的俄罗斯信徒同样的基本哲学见解。从这一观点来看，当代俄国大公教有一个过去、现在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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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诱改宗和俄国的穆斯林共同体——历史遗留或种族—民族威胁？
[1]



唐娜·E. 阿茨特（Donna E. Arzt）

对俄国宗教和宗教冲突的任何研究都必须把伊斯兰教作为特例来对待。一个原因是，伊斯兰教关于社团、劝诱改宗和信仰之间关系的观念是独特的，不能轻易地被基督教的、犹太教的或欧洲人权的模式吸纳。另一个原因是，苏维埃帝国的大多数穆斯林是生活在与他们自己信仰相称的共和国或自治区的非斯拉夫民族，最初这些共和国或自治区划界是为了使他们与土耳其和伊朗的影响隔绝。因此，在后苏维埃时期他们和非穆斯林的关系既是宗教教义问题，也是民族性、地缘政治和民族主义问题。

在伊斯兰思想和历史中，劝诱改宗的观念和实践紧密相关于umma
 ——穆斯林信徒共同体，传统上是一个政治的以及精神的整体——的生存与特性。今天，后苏维埃俄国的各穆斯林共同体既面临共产主义遗留的世俗主义平等化，又面临一种经常表现为政治甚至种族主义现象的宗教间紧张。这构成了为何对于俄国穆斯林共同体而言，劝诱改宗的问题必须既作为宗教自由问题又作为民族主义问题来处理的另一个原因。

在极大程度上，俄国穆斯林不是西方支持的福音运动的近期目标——就此而言，他们在历史上也没有作很大努力来使斯拉夫人口离开基督教而皈依伊斯兰教。然而，他们总是“俄化”运动的对象，并且目前在俄国的独联体内，面对西方和在更大的伊斯兰世界中的地缘政治战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车臣的冲突既代表着欧亚大陆政治化的伊斯兰主义的可能来临，又同样代表着一直脆弱的后苏维埃联邦制的可能破裂。因而，俄国穆斯林共同体不能脱离俄国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而只从内部或独立地进行研究。

本文的研究将首先介绍一些相关的法律、历史和人口统计学背景。这一背景性的内容之后是一系列对俄国社会和政体内的伊斯兰教和东正教关系增长的政治化作横截面性考察，集中于1979年后尤其是1991年后的时期。

伊斯兰法律中的劝诱改宗

尽管《圣经》的地位低于《古兰经》，伊斯兰教接受犹太教和基督教《圣经》当作启示之书，但它不采纳他们对术语劝诱改宗（proselyte
 ）的用法——作为“某片土地上的外来居民”或离开他的宗教团体皈依另一宗教的人。
[2]

 意义更正面的术语传福音的（evangelical
 ）同样有基督教的根源，而传教的（missionary
 ）被穆斯林关联于西方殖民主义和“东方学”思想。改变信仰（Conversion
 ）也唤起十字军东征的意象。
[3]



阿拉伯语词tabligh
 可粗译为“劝诱改宗”，而alDa'wa
 是“呼召去布道”。但这些词通常比jihad
 少用得多；当译为“圣战”时，jihad
 自身常被非穆斯林误解。实际上，它更准确的翻译是去“奋斗”或“牺牲”的义务。奋斗可以是个人的和内部的，反对阻碍人行善的欲望和诱惑，也可以是团体的和外部的，要求跟邪恶战斗和在不信者之中传播安拉的事业。大多数伊斯兰教学者认为牵涉武装战斗的jihad
 形式是防御性的，限制于抵抗外来侵略，因而只是短暂的。
[4]

 因为伊斯兰教不分隔世俗的和精神的生活领域，jihad
 可以有政治组织的性质：“穆斯林面临的使命首先是革新个人的心灵和头脑，然后以此为基础革新社会，最终，善的社会将建立有美德的国家。”穆斯林兄弟会的埃及创建者哈桑·班纳（Hassan al-Banna）如此说。
[5]



然而，jihad
 及意思为“迁移”的衍生词hijirat
 在历史上一起充当伊斯兰统治疆域扩张的战斗口号。“迁移在伊斯兰信仰及其成功的发展和传播中是一个持续的和重复发生的特征。迁移的目的是保护信徒免遭进一步的迫害，削弱‘不信者’的社会，使他们参加新的伊斯兰共同体的创建。”
[6]

 一些伊斯兰法学家认为穆斯林待在dar al-Islam
 亦即他们自己的国家之外的唯一合法原因是da'wa
 ，即劝诱改宗。
[7]

 并且，死在战场上被认为是为安拉作见证的最高形式，一个人将因此在死后进入天堂。
[8]



虽然穆斯林有义务在非穆斯林（“不信者”）中传播伊斯兰教，但伊斯兰法律禁止生活在穆斯林统治之下的非穆斯林在穆斯林中传播他们的信仰和阻碍他们中的一员皈依伊斯兰教。这进一步强化了潜在的敌对。相反地，对于穆斯林，屈服于外来统治是宗教罪行；实际的皈依另一宗教传统上是死罪。
[9]

 然而，“承认非穆斯林遵循他们的信仰并同时与穆斯林和谐共处和密切合作的生活权利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卓越成就之一。”
[10]

 伊斯兰法律将受保护地位（dhimma
 ）给予其他神教如基督教、犹太教和琐罗亚斯德教团体。信奉他们的宗教自由，包括免遭改变信仰的压迫的自由，是有受保护地位者（dhimmis
 ）的传统特权之一。
[11]



在20世纪大多数时候，只有一部分苏联穆斯林人口可被归为坚持传统伊斯兰信仰的一类。因此，jihad
 的义务在与这个国家其他人口的关系中不是一个持久的因素，至少在像俄国那样穆斯林不是多数的加盟共和国中是这样。当一种增长的苏维埃穆斯林身份感被这个国家之外的伊朗、阿富汗和其他地方的伊斯兰主义运动唤醒时，这种情况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改变。然而，劝诱改宗是神秘主义社团苏菲兄弟会的一项传统职能，在达吉斯坦（Daghestan）和中亚，它在共产主义时期继续存在，更早先，它在使非洲人、巴尔干人、突厥人和俄罗斯帝国的各高加索民族皈依伊斯兰教中起了重要作用。
[12]



苏维埃和后苏维埃俄国的穆斯林

地理分布

虽然在前苏联各地都能找到穆斯林，但俄罗斯联邦内的各主要穆斯林团体很容易在地理上被辨识。20世纪40年代初，斯大林政府将苏联各穆斯林共同体划分为四个“精神理事会”，虽然它们以充当莫斯科的控制机构为目的，但也反映了20世纪穆斯林人口的四个主要地理和政治团体。头两个地区——相应于中亚和哈萨克斯坦精神理事会与包括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共和国的外高加索穆斯林精神理事会——因为它们在后苏维埃俄罗斯联邦现今的疆界之外
[13]

 ，本文不予研究。第三个是俄国欧洲部分和西伯利亚穆斯林的精神理事会，它们中的大多数居住在沿伏尔加河中游的森林草原地带的前鞑靼、巴什基尔、楚瓦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第四个是北高加索和达吉斯坦的精神理事会，位于黑海和里海之间，包括旧时的车臣—印古什、达吉斯坦、卡巴尔德—巴尔卡尔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以及阿迪吉自治共和国和卡拉柴—切尔克斯、北奥塞梯自治省。
[14]



虽然伏尔加河穆斯林居住在俄国之中的被非穆斯林地区包围的孤立领土上，但北高加索“各山地民族”，尤其是达吉斯坦人，毗邻现今独立的什叶派穆斯林国家阿塞拜疆而居。这个国家自身毗邻伊朗，从而使北高加索成为俄国和中东之间潜在的边疆。北高加索各共同体历史上自然地保持着和巴格达、开罗和大马士革这些穆斯林中心的更密切联系，而伏尔加河穆斯林传统上和基督徒有更密切的联系。不像主要遵循逊尼派法学的哈纳菲（Hanafi）仪式的前苏联其他穆斯林共同体，达吉斯坦穆斯林是Shafe'i仪式的逊尼派，他们的各共同体仍深受苏菲神秘主义运动影响。
[15]



苏维埃时期

伊斯兰教在苏维埃统治下起初遭受的迫害比东正教或犹太教少，然而，共产党对伊斯兰教的保护是短暂的。在列宁1917年12月“致俄国和东方穆斯林劳动者的信”中，第一位苏维埃领导宣布从那时起，“你们的信仰和习俗，你们的民族和文化制度……是自由的和不可攻击的。”
[16]

 然而，正如其他宗教的命运一样，苏维埃官方政策将苏维埃伊斯兰教划分为官方和非官方两部分。前者在共产党控制的宗教事务委员会的赞助下，虚假地给出穆斯林支持共产主义政权的表象。然而，这个官方部分的活动或许仅构成这个国家不到百分之一的伊斯兰活动。
[17]

 在这方面，布尔什维克误解了他们的穆斯林臣民，因为作为宗教的伊斯兰缺乏其他神教形式的教士等级和广泛的机构。相反，它在能经受共产主义之轭而存活的非官方部分中兴旺。

俄国革命在高加索山脉地区尤其血腥和持久。直到1936年，布尔什维克才彻底镇压始于1920年的达吉斯坦—车臣反抗，这是一场进行游击战的纳克什班迪（Naqshbandi）兄弟会的山地人广泛发起的运动。然后，伊斯兰教法庭被废除，宗教社团（waqf
 ）财产被国有化，苏菲领袖们被处死或清洗，即便苏菲教义在一些平等主义方面与共产主义相似。
[18]

 苏联连同中亚和外高加索各共和国一起处罚某些伊斯兰习俗，例如买新娘，视之为“牵涉当地残余习俗的犯罪”
[19]

 。然而，在1920年被设置为自治共和国的鞑靼斯坦，尽管那里的宗教学校（medressehs
 ）在革命后被永久关闭，但被摧毁的清真寺比在高加索地区少。

斯大林首次清洗的受害者之一是米尔赛义德·苏丹·加里耶夫（Mirsaid Sultan Galiev），最著名的穆斯林共产党员，他反对共产党将非俄罗斯民族保留在一种“殖民地状态”的民族政策。在对他的公审后，数千名高阶穆斯林神职人员和知识分子在诸如“苏丹—加里耶夫分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泛突厥主义者”“泛伊斯兰主义者”和通常的“反共分子、间谍和叛徒”的罪行指控下被灭绝。
[20]



到1937年，在二十年的共产主义无神论宣传后
[21]

 ，大约百分之十五的苏联成年穆斯林自称为不是信仰者，而在那些保持信仰的人中，伊斯兰文盲人数在增长
[22]

 。在斯大林时期，“‘精英’伊斯兰教遭受了严重破坏：传统宗教—哲学思想在失去其读者后，发展被破坏；现代主义分支被根除；穆斯林教育和《古兰经》知识被严格当地化；那些被官方允许举行宗教仪式的人的圈子被大大缩小。”
[23]

 相反，“大众伊斯兰教”得以巩固。结果，“信仰的博爱感和伊斯兰基本教导的知识衰败了，而仪式和当地迷信不仅幸存而且成为民族性的主要独特标志。”
[24]



尽管对穆斯林强制教俄语，并且那些教本土的突厥语、伊朗语和高加索语的学校被关闭，但是对各穆斯林共同体的俄罗斯渗透相对缓慢且肤浅。（相反地，生活在各穆斯林共和国的俄罗斯人不被要求学习当地语言；只有极少数的人曾学习过。）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末，用阿拉伯文书写的语言被强制转成拉丁字母；斯大林此后很快又命令它们必须用西里尔字母来书写。因此，虽然苏维埃穆斯林常拒绝学习俄语，但他们越来越被隔绝于他们自己的文化遗产和苏联之外的其他伊斯兰世界。
[25]



1944年，一场新的反抗在车臣爆发后，实际上全部车臣和印古什人口，连同这个地区较少的卡拉柴人、巴尔卡尔人、阿瓦尔人、穆斯林奥塞梯人、切尔克斯人共同体一起——人口总数在42.5万人到80万人之间——因被伪称为“叛国和通敌”，他们被强制驱逐到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
[26]

 虽然“二战”提供了军事必要性的借口，但驱逐更多的是起惩罚作用。同时，数万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被迁移过来，为了使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将来的恢复变得不可能，也为了创造更“忠诚”和“可靠”的邻近土耳其的边境。
[27]



对高加索苏菲兄弟会的系统迫害在赫鲁晓夫时期得以延续，其成员遭受破坏经济、恐怖主义和武装叛乱的犯罪指控。尽管有逮捕命令和禁止卖火车票给他们的禁令，但被驱逐的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开始了未经许可的返乡。“车臣人和印古什人警觉于赫鲁晓夫在第二十届共产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未提到他们的被驱逐，于是派了个代表团去莫斯科。”
[28]

 当他们开始恢复祖先的墓地并重新埋葬从中亚运回的尸体时，政府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永久性地返回了高加索。因此，随着克里姆林宫洗清他们集体叛国罪名的政令的颁布，1957年他们被官方允许返回。
[29]



直到1979年，苏维埃官方宣传仍鼓吹如下思想：在伊斯兰教和苏联各突厥民族中的种族—民族主义之间的任何一种联系都是虚幻的，只是海市蜃楼。1979年的两个世界性事件——伊朗的伊斯兰军事革命和苏维埃入侵阿富汗——在苏联穆斯林共同体内充当了催化剂，加深了苏维埃官员们对于“动荡的伊斯兰世界对他们自己所严厉控制的穆斯林民族的潜在颠覆性影响”的忧惧。
[30]

 主要在中亚的本土的原教旨主义运动受到了阿富汗穆斯林游击队与士气越来越低落的红军成功作战的影响，还受到遍及中东不断增长的对破除社会主义幻想的情绪影响。苏菲派增多了他们在高加索的地下活动，分发伊斯兰书籍，组织宗教典礼，甚至运作秘密伊斯兰教法庭。据称，20世纪80年代属于苏菲团体的北高加索人数量约为6万，实际上和1917年一样多。
[31]



总之，尽管3万多个清真寺被苏维埃全面破坏，1.4万多所伊斯兰宗教学校被关闭，数十年中大约4.5万名穆斯林神职人员被迫害致死
[32]

 ，但传统穆斯林文化很大程度上能历经苏维埃统治而存活下来，伊斯兰教的实践不像基督教，它不要求正式的神职人员和正式的宗教建筑，由于伊斯兰教固有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所以它继续是“对于大多数苏维埃穆斯林而言的一种社会化的关键习俗制度。因此，尽管苏维埃无神论运动摧毁了穆斯林精英、清真寺、宗教学校和圣徒之墓，由于未能理解穆斯林特性的民族—宗教双重性，却未能根除伊斯兰教自身”
[33]

 。既然从未真正被消灭，因而随着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到来，苏维埃伊斯兰教能轻易地迎来一场复兴。

戈尔巴乔夫时期

当1985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登上共产党领袖位置时，他继承了这样一个国家：阿亚图拉·霍梅尼（什叶派宗教领袖）的伊朗弥赛亚主义和阿富汗穆斯林游击队的鼓动与宣传，以及其他外部穆斯林影响，正加剧国内穆斯林政治骚动，该骚动甚至在1979年前就已开始。
[34]

 他的前任，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尤其是后者，以为苏维埃民族问题已“成功、永远和不可改变地”被解决了。
[35]

 在他的政治局里没有一个穆斯林顾问，没有一个人有在穆斯林地区工作的个人经验，戈尔巴乔夫继续其先辈的政策：将伊斯兰教活动限制于一小批官方许可的机构，用党报刊物猛烈攻击伊斯兰宗教复兴的一切表现。

1986年11月，戈尔巴乔夫向共产党负责人员作了一场强硬路线的讲话，号召“坚决无条件地与宗教表现作斗争”和加强无神论宣传。他也批评个人性参加宗教仪式的当地党员“迎合过时的观点”。有意味的是，这场讲话的地点在塔什干（Tashkent），因此它自然被解释为对伊斯兰教的攻击。
[36]



据称，同年的一个秘密的政治局决议宣布伊斯兰教是对苏维埃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阻碍，而克格勃（KGB）头子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Vladimir Kryuchkov）则在最高苏维埃公然说伊斯兰教“是非常危险的，由于其狂热和在选择方式与手段时的无所不为”
[37]

 。甚至晚至1988年，还有宣扬伊斯兰教的穆斯林被开除出共产党和共青团，而不被政府批准的毛拉（伊斯兰学者、神职人员、阿訇）则遭受官方压迫。戈尔巴乔夫的《开放报》继续谴责来自伊朗和中东其他地方的伊斯兰无线电广播，而官方宣传仍推动无神论和苏维埃世俗庆典来取代伊斯兰的活动。在1988年，三十多名穆斯林持不同政见者据称因宗教指控被监管，而军队在1991年被用来对抗达吉斯坦的原教旨主义穆斯林示威。
[38]

 整个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最暴烈的武力使用发生于1990年的“黑色一月”，当时苏维埃军队镇压了沿阿塞拜疆邻伊朗边境的大规模反抗。这明显不同于他对东欧范围内反抗的反应。因此，高加索的穆斯林神职人员首脑谴责戈尔巴乔夫用对伊斯兰教的惧怕作为借口来批准那里的残忍武力。
[39]



克里姆林宫的人口统计学家也因中亚迅速的人口增长而变得不安，特别是考虑到这一地区增多的民族主义骚动。当戈尔巴乔夫的行政部门命令“剩余劳动力”从中亚迁移至苏联工人短缺的各地时，克里姆林宫的目的可能包括将穆斯林同化，而不仅是经济生产率。
[40]

 并且，克里姆林宫认识到这个国家几乎百分之九十的能源和矿物资源位于外高加索、哈萨克斯坦和跨乌拉尔地区，这可能激发了戈尔巴乔夫的地缘政治运动：推动俄国既作为“共同的欧洲家园”的一员，又同时作为一种桥梁通向亚洲—太平洋地区，被设想为的俄国“影响力的自然范围”
[41]

 。

直到1989年，在伏尔加河和乌拉尔山脉地区接受伊斯兰教1100周年时，戈尔巴乔夫政权才开始认识到允许出版新版《古兰经》和祈祷书以及仪式性地给新清真寺奠基和重开那些长期被关闭的清真寺，是一种权宜之策；后者有时是为了应对穆斯林用武力夺回和重开清真寺所带来的威胁。
[42]

 只要这些宗教组织同意在1990年宗教自由法之下登记。宗教团体有时被允许进口《古兰经》，尽管个人可能发现它们在边境被没收。
[43]



当代社会学—人口统计学状况

在今天的俄罗斯联邦，估计的1200万到2000万穆斯林构成了全部1.6亿人口的约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二。
[44]

 这使俄国和沙特阿拉伯、叙利亚、马来西亚和伊朗同列于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之中，仅在埃及和印度尼西亚之后。俄国东正教基督徒倾向于不将自己定位为东正教徒，除非他们是坚定不移、全力贡献的信徒，而苏维埃犹太人，直到最近数十年，仍主要是被同化的对象；与他们相对照，俄国穆斯林通常会自称是穆斯林，而不管他或她在遵循伊斯兰诫命和实践上如何懈怠。
[45]

 今天，俄国穆斯林宗教认同和实践看来正迅速增长，尤其与俄国东正教实践相比。统计学数据证实了这股潮流——从1990年至1993年，登记的穆斯林社团呈几何级数地从382个增加到2600个；自1990年起，建立了40个穆斯林精神理事会；从1991年至1996年年初，穆斯林集会从870个增至2349个，增加了两倍，而在此期间，俄国东正教集会的数量只增加了一倍。
[46]

 根据最近的一个基于莫斯科的研究，“穆斯林去清真寺的频率是东正教信徒去教堂的两倍，他们祈祷次数更多，他们更勤勉地遵循宗教仪式和规定。”（然而，多达百分之九十的俄国穆斯林可能不熟悉《古兰经》，并违反诸如戒酒的伊斯兰基本规范。
[47]

 ）和俄国其他宗教团体一样，穆斯林青年与他们的父母辈相比，有更遵循伊斯兰教的倾向。他们之中有很多人渴望满足他们对于穆斯林神职人员的需要，因而20世纪90年代初新的培训机构能在莫斯科和喀山开办。

除了皈依伊斯兰教的俄族人和乌克兰人之外，今天生活于俄罗斯联邦的穆斯林由二十多个不同的民族团体构成，包括突厥民族、高加索民族以及较少的伊朗民族。
[48]

 最大的团体是鞑靼人、巴什基尔人、哈萨克人（都是突厥民族）和车臣人、阿瓦尔人、卡巴尔德人（都是高加索民族）。今天不到百分之三十的奥塞梯人（伊朗民族）是穆斯林，虽然在1914年前多达一半是穆斯林。
[49]

 在苏维埃大部分历史中，直到现在，这些团体比起其他苏维埃民族，有较高的自然增长率和通常规模更大的家庭。富产石油的鞑靼人—巴什基尔人聚居地城市化的过程迅速进行，这一地区传统上比北高加索受俄罗斯文化影响更多，定居的俄族人也更多。实际上，北高加索地区现在比过去数十年中更农村化。
[50]




表1　俄罗斯联邦的穆斯林（根据人口超过100000人的民族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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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00人数的估计基于402000人数的全部奥塞梯人口，大多数奥塞梯人是东正教徒。

**另外的人口少于100000人数的穆斯林民族团体是诺盖鞑靼人（Nogay Tatars）、塔巴萨兰人（Tabassarans）、阿古尔人（Aguly）、鲁图尔人（Rutuls）、查胡尔人（Tsakhurs），都在达吉斯坦。

全联邦范围的运动

现在俄国穆斯林在全国范围内新建立许多独立的政治组织，或许是最引人注目的，也是潜在的最重要的发展。它们是自俄国穆斯林协会建立之后的第一批；在它被布尔什维克取缔之前，该协会在革命前的所有四个杜马中有一部分席位。在苏维埃时期，穆斯林神职人员的各官方组织被特务机关渗透，它们遭到监控和操纵，和其他的命运一样
[51]

 ；直到戈尔巴乔夫的开放政策之前，独立的组织都被禁止。

在苏联解体前，伊斯兰复兴党宣称在中亚、高加索、伏尔加河沿岸和乌拉尔有1万到3万名党员。创建于1990年的复兴党的活动在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被取缔，虽然其领导层声称它不是分裂主义团体并拒绝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手段。其领导层声明：“我们没有在考虑创建一个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只想保护国家任命的官方伊玛目（伊斯兰宗教领袖）和毛拉不能保护的苏联穆斯林少数民族利益。”
[52]

 他们还专门地谈到劝诱改宗的问题，复兴党顾问班子的成员瓦利艾哈迈德·萨杜尔（Valiakhmed Sadur）在《消息报》的访谈中说：

我们想要伊斯兰教在它被赶出来的地区重新振作，并将它的福音传播到那些完全不知道它或者曲解它的地区。我们的另一目标是为了保护真正的信徒免遭迫害，免受关乎我们信仰的蓄意谎言和源于对伊斯兰教缺乏了解的歪曲的迷惑。
[53]



更为近期的1995年，其名称取自革命前的杜马党派的俄国穆斯林协会，有来自63个俄罗斯联邦成员国的100多名代表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一届代表大会。虽然它自称是一次社会活动而不是一个政治党派活动，但它的目标是使写满候选人的名单获得每个国会选区的席位。目前，26个穆斯林代表——他们中的大多数属于“俄国是我们的家园”党——仅构成杜马的百分之三，与全国范围的四倍或更多倍于此百分比的穆斯林人口并不相称。
[54]

 像伊斯兰复兴党一样，该协会也不得不与反复传播的谣言抗争：它得到来自中东国家的“石油美元的支持”
[55]

 。

俄国穆斯林协会还强调它是一个纯粹的世俗性组织。该协会的使命声明宣告：

我们想要强调我们组织的世俗性质。我们认为穆斯林共同体在历史上形成了多民族的文明形式，但同时又是俄国领土上一个单一的信仰、历史和文化共同体……穆斯林正满怀希望地期待着俄国的未来，期待着一个重生的强大的俄国将有力地保护它所有公民和民族的利益。
[56]



然而，鉴于伊斯兰教中政治的和精神的内在统一，该组织如何能被视为世俗性的组织尚不清楚。的确，基于联邦宗教自由法禁止宗教组织参与选举的规定，因而莫斯科和喀山领导地位的穆斯林神职人员已远离该协会。
[57]

 甚至在该协会赢得法庭裁决后中央选举委员会以同样的解释两次拒绝将该协会登记为政治党派。
[58]



或许更重要的是俄国东正教统治阶层的反对。尽管基督教民主党派——它们中有些据称有教会支持——在后苏维埃俄国选举政治中可优先参与
[59]

 ，但牧首阿列克西二世正式号召穆斯林神职人员戒绝参与该协会。他的讲话并不准确：

在压倒性多数的人口信奉东正教或因历史和文化根源与这一信仰关联的俄国，第一次有一个以伊斯兰教为象征的庞大组织进入了政治角逐。将宗教因素引入政治角逐中会不可避免地促使东正教共同体采取措施来回应，这会将对抗牵扯到东正教徒—穆斯林关系，并导致社会的新分裂。
[60]



该协会的人随后与牧首会面，是为了让他确信协会是一个纯粹的世俗性组织，“没有必要担心宗教因素会被政治目的所利用或害怕可能的‘在东正教徒—穆斯林关系中的对抗’”
[61]

 。该协会呼吁在俄国穆斯林地区增加政府投资，在俄国所有中学学习阿拉伯语，设立青年穆斯林到国外学习的奖学金，资助麦加朝圣旅行的公共基金。
[62]

 它也提倡促进一个强大的俄罗斯联邦国家继续对车臣冲突的和平解决。据它的一位联合主席阿布德尔—瓦赫德·尼亚佐夫（Abdul-Vakhed Niyazov）说：“这是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组织支持和政府的建设性合作。我们强烈反对伊斯兰共同体常被指控成所谓的破坏性角色。”
[63]

 他也表达了如下希望：俄国将承认自身是“一个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已共存了数世纪的国家”，从而在其外交政策上将更多的关注转向国际穆斯林共同体，并采取更平衡的方式来调停诸如波斯尼亚的危机，在那里，俄国明显支持塞尔维亚人。尼亚佐夫认为车臣冲突至少有撼醒俄国穆斯林共同体并使它更有政治意识的正面效果。
[64]



也许，当前活跃的那一部分俄国穆斯林，他们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形成了一个类似俄国穆斯林名称的第三种政治组织。它也采取了一种国家主义（statist）立场。据其主席伏尔加河地区的伊玛目Mukaddas Bibarsov所说：

毫无疑问，我们倡导一个统一的俄国。对于俄国穆斯林，苏联的解体是一个巨大的悲剧……很多的外国穆斯林领袖现在正要求我们不要做助长俄国进一步分裂的任何事情。俄国必须保持为西方的文化抗衡者。如果车臣脱离俄国，一种连锁反应可能发生。
[65]



其他新组织包括俄罗斯联邦伊斯兰法学者协会和诸如鞑靼斯坦穆斯林的地区性团体，据杜马代表Ramazan Abdulatipov所说，这些团体以及不可避免的为协调这些团体所需要的联盟组织，其目的不是反对任何其他宗教共同体，而是“进行信仰之间的对话”，并教育俄国公众了解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文化“巨大的道德、精神和法律潜能”
[66]

 。在非穆斯林中的劝诱改宗并非是这些团体的明确目标。

穆斯林在首都

从1989年起，莫斯科的穆斯林数量在增长，从25万人增至约100万人，其中80万人在莫斯科市，其余在莫斯科州。他们中大多数人是鞑靼人，这个城市里仅次于俄族人的第二大民族。早在15世纪，应凯瑟琳大帝之邀，鞑靼人开始在莫斯科定居。
[67]

 尽管有着这段相对漫长的历史，但反穆斯林情绪在莫斯科人中很高涨。例如，1993年秋，全俄民意研究中心的记录达到百分之六十的人有“反有色人种”的情绪，1995年一项民意调查中同样比例的人“完全赞成”旨在把非俄罗斯人赶出首都的官方城市政策。其他研究给出了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三十四的“不信任有色人种”的人的比例结果。俄罗斯人一直将高加索人列为他们最不喜欢的人。所有莫斯科公寓出租广告中约四分之一规定拒绝高加索人申请。
[68]



“反有色人种”的名称不是印刷错误，虽然来自高加索和俄国南部其他部分的民族——往往是穆斯林——就是高加索人，但他们因种族因素被俄族人视为“异类”。偏见不只限于公众成员，“人权观察”组织报告，警察、内务部特警部队（其缩写“OMON”为人所熟悉和令人害怕）和道路巡警因民族性动机而进行的攻击最经常的受害者是来自高加索山脉（包括基督徒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以及穆斯林车臣人、阿塞拜疆人和库尔德人）、中东、中亚、远东和非洲的人们。“在肤色和滥用职权之间看来也大致关联：一个人肤色越深或越少斯拉夫特征，受到执法者的对待就越恶劣。”
[69]



在1993年关于“管理难民居留”、打击犯罪和实施居留要求体系的一系列城市和联邦法令下，车臣人尤其易于被赶拢并常被驱逐。有意味的是，在1993年的两年之前，这个居留要求体系被苏联宪法监督委员会裁定为违反了国际和宪法迁移自由权。
[70]

 莫斯科市长Yuri Luzhkov，鲍里斯·叶利钦的亲密盟友说，只有当车臣官员和俄国签署和平协议结束那里的战争时，他才会考虑撤销他要求车臣人作为“外国人”登记的政令并承认他们是“俄国人”。1996年7月，在莫斯科发生一个月内的第三次爆炸后，在找到凶手或嫌疑人前，Luzhkov宣布“必须将全部流散的车臣人驱逐出莫斯科！”
[71]



车臣战争并不是为执行这些政策的唯一理由。叶利钦于1993年10月初在强硬路线派的国会造反期间宣布紧急状态时，莫斯科政府加强了对车臣人和其他深肤色民族的清除，为此，他们驱逐了据说4000到9000人，拘留了其他民族6.7万人，并促使1万多人逃离这个城市。
[72]

 既然在政变企图和车臣战争或所谓的“车臣犯罪潮”之间没有明显联系，那么前者就是被用来使反对后者的需要合理化。与此类似的是主要来自独联体国家对穆斯林的“清除”，发生在预备1997年9月的莫斯科850周年诞辰庆典时。
[73]



俄国和伊斯兰教

关乎伊斯兰教的俄国政治领导

鉴于叶利钦在车臣开展全面战争的决定，他的执政与伊斯兰教问题的关系比戈尔巴乔夫时期更加微妙和复杂。当俄国军队部署在格罗兹尼（Grozny）时，叶利钦在1994年12月的电视讲话中试图将车臣的造反及其民族—宗教问题描绘为对有组织的毒品和武器走私、伪造和其他非法活动的掩饰。他解释道：“通过欺骗，通过玩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宗教感情，通过金钱和威胁，这些车臣武装分子能使部分当地人口卷入武装斗争。”
[74]

 然而，联系许多俄族人的流行等式“黑手党—高加索人—穆斯林”是“一条链上的环”
[75]

 ，电视观众能听出他们的总统把这场战争辩护为从败坏的伊斯兰教收回俄国领土的圣战——或十字军东征。

在向北高加索山脉民族呼吁时，叶利钦强调：“俄国不是穆斯林的敌人。”他接着说：“生活在俄国领土上的任何民族都有权保持其自然特性和自己的传统。”
[76]

 1996年9月，中东学者、时任俄国外务部长的Yevgeny Primkov重申，这种“俄国不反对作为一种宗教的伊斯兰”的态度。然而，普里马科夫区分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历史发展（例如以前对伊斯兰教的迫害）的自然回应”，“我们必须学会尊重和认真对待”的现象——和伊斯兰极端主义，他将其联系于民族不和与世俗斗争，俄国可以正当地树立与其隔离的屏障。
[77]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像戈尔巴乔夫一样，在其行政部门中没有一个穆斯林的叶利钦将车臣人描述为“生活在俄国领土上的民族”，而不是俄罗斯联邦的成员或甚至不是公民。虽然不像Alexander Lebed在1996年6月俄国总统竞选期间关于“肮脏的外国派系”的放肆言论那样公然地坚持排外主义
[78]

 ，但是，叶利钦更微妙的言论，与俄军以车臣平民为目标的文件证明相联系
[79]

 ，不太可能避开俄国其他穆斯林共同体和中亚邻国的理解。

俄国国会上议院的代言人和鞑靼斯坦国家议会主席Vasily Likhachev在最近关于车臣的杜马听证会上，谴责“某些政治力量打‘伊斯兰牌’和破坏东正教徒和穆斯林关系的企图”
[80]

 。至少有一位西方分析家警告，如果叶利钦继续培育这场战争强化俄国反对伊斯兰的斗争的印象，“他将发现俄罗斯联邦内的喀山、乌法（Ufa）和其他穆斯林中心的领导们不太有兴趣和他谈话，而更愿倾听那些认为这些自治共和国需要真正独立的人。”
[81]



尽管存在叶利钦的车臣政策和他对俄国穆斯林人口摇摆不定的态度，1991年建立的伊斯兰文化中心和1995年建立的俄国穆斯林协会却在1996年总统大选上支持他，而非自称“穆斯林共产主义者”的Aman Tuleyev。（另一个穆斯林团体“Nur”支持改革者Yavlinsky）这两个团体给叶利钦写了一封联名信，信中说：

复仇力量正活跃地寻求权力，他们不掩饰要不惜任何代价逆转改革和建立强硬路线的共产主义专制的意图，在这样的时刻，俄国穆斯林正变得越来越确信你就是与民主力量联盟并保护这个国家脱离迫近的极权主义的一位人选。
[82]



我们不清楚这些组织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穆斯林的民意，或他们对叶利钦的态度是否保持坚定，纵然他签署了1997年宗教自由法。

俄国东正教会和伊斯兰教

虽然1993年的俄国宪法规定“俄罗斯联邦须为一个世俗国家。任何宗教皆不可被设为国家主管或强制的宗教”
[83]

 ，但存在诸多证据表明俄国东正教会正取代共产党成为俄国社会和国家内的垄断力量。东正教的复兴不能不引起这个国家的穆斯林的注意，莫斯科伊斯兰文化中心的Sheikh Ravil Gainutdin批评这个国家独独把他称为持久的“沙皇帝国意识形态”的东正教信仰当作“特权宗教，亦即国家宗教”的政策
[84]

 。其他俄国穆斯林抱怨这个国家的武装力量现在为基督徒士兵但不为穆斯林士兵提供宗教服务，现在军舰官方性地通过基督教洗礼命名，政府支持重建大教堂和将圣诞节作为国家节日来庆祝将东正教变成了国家宗教，却没有相似的对伊斯兰纪念的赞助。
[85]



请谨记教会自身并不作为单一的声音说话，最近关于伊斯兰教的俄国东正教态度和言论可以分为三大类：无视伊斯兰教在俄国历史和文化中的角色；断定在伊斯兰教和东正教之间存在内在敌对的矛盾；向各穆斯林共同体伸手，视之为对抗西方渗透性影响的盟友。虽然后者声势似乎在上升，但据观察者看来，“东正教会仍极其难以与俄国现在是个多元社会这一事实妥协”，也许实际上它一直如此。鉴于“东正教会在革命前的角色”，共产主义崩溃后“甚至不存在一种要复活的对其他宗派敏感的潜在传统”。
[86]



基里尔大主教认为俄国一直是俄罗斯东正教国家，教会在历史中对俄国文化和国家性的形成作出了最大贡献，没有什么能将基督教核心从俄国文化中移去；这些观点不过是陈词滥调。
[87]

 这样的评论能惹恼在欧亚大陆上的历史早于东正教的这个国家的1200万到2000万穆斯林，而当在东正教—伊斯兰教关系的特殊背景下说出时，无疑是很刺激人的。例如，在最近关于莫斯科一个伊斯兰文化中心的建设的争论中，附近的天使长米迦勒教堂的Georgy神父如此解释他对建设该中心的反对原因：

莫斯科一直是并将继续是东正教的圣城。它一直作为最古老的首都，作为由白鹿（white stag）建成的金色圆顶之城而为人所知。但他们想要使我们成为“无遗产的小人物”（nobodies with no heriage）。我们向上帝祈求结果是一切安好。但莫斯科仍然是第三罗马，不是第二麦加。
[88]



虽然教会官员没有不加区分地将穆斯林归入同样危险性的外国劝诱改宗者类别，后者据说用“有毒诱饵”的手段将信徒从东正教夺走
[89]

 ，但其他人散布关于即将到来的全球宗教战火的不祥警告，其中伊斯兰教和东正教（前者有时被认为“站到了梵蒂冈一边”，像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同盟所清楚证明的那样）“将或者相互远离或者在彼此毁灭的骚乱中混合”
[90]

 。俄国东正教牧首自己认为，谴责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和信大公教的克罗地亚人导致了前南斯拉夫非军事区武装斗争的升级，但显然不谴责信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是恰当的；这可能表明了那种启示录似的异象不只是草根的呼吁。
[91]

 其他不祥之感包括如下评论：最近在俄国东正教会和梵蒂冈之间的冲突将“便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穆斯林世界建立影响”
[92]

 。

然而，目前关于这两种信仰之间共同关联的意识似乎胜过了敌对的观点。因为大多数俄族穆斯林区别于斯拉夫人，所以伊斯兰教不会对教会造成竞争性威胁。因而，它愿意支持1997年良心自由法，该法律承认伊斯兰教以及佛教和犹太教是俄国有历史影响的信仰。
[93]

 或许，根据任何东正教信徒是在婴儿期间受洗的教会观点
[94]

 ，这一认可不会引起危险，因为俄国穆斯林也是从出生起就是穆斯林；所以两者不存在真正的重叠。因此，阿列克西牧首和伊斯兰大学者（Sheikul Islam）Talgat Taju Din能共同声明他们对被准军事的塔利班运动强制拘留在阿富汗的7个俄罗斯人的关注，据传塔利班试图使他们皈依伊斯兰教。“我们呼吁塔利班领导人不要干涉我们同胞的良心自由和世界观选择”，两位领袖在联合声明中如此说。
[95]



俄国东正教会也向更广阔的穆斯林世界伸手。在莫斯科牧首教廷和伊朗伊斯兰议会首脑的一次接触中，双方表示东正教和伊斯兰教是“两国人民的道德、爱国主义和精神根基复兴的基础……两国的年轻人都需要保护，远离现代社会里猖獗肆虐的残忍、暴力和道德败坏宣传”
[96]

 。东正教和伊斯兰教都将自己视为反对世俗以及精神方面的负面性西方影响的保卫者。虽然这两种宗教之间的神学相似性超出了本文研究范围，但伊斯兰教对叛教的态度——传统上是死罪——似乎重现在对一个美国新教组织分发《圣经》和人道主义援助的反应中“改变你们的信仰是背叛”，据莫斯科以北80公里的Semkhoz村的弗拉基米尔神父所说。
[97]



或许是1996年年末阿列克西牧首在中亚的成功旅行使他确信这两种宗教的相容性。“我们所有人，东正教基督徒和穆斯林，都从70年的精神囚禁中走出，面临一个共同的命运和关于精神原则复兴的同样问题。”
[98]

 虽然1993年被莫斯科牧首教廷认可的新生的“欧亚大陆东正教徒—穆斯林”运动可能无法达到它复活苏联的真正目标
[99]

 ，但其反西方主题可以提供一种附属的但更加超越的目标：追求这片大陆上的这两种主要信仰之间的持久同盟。

俄国、欧亚大陆和跨国伊斯兰教

俄国对国内穆斯林人口的政策和它在南欧与中东的地缘政治战略在数世纪以来是相互依赖的，在苏维埃时期很早之前、期间和之后都是如此。
[100]

 这是必然的，鉴于这个国家大多数穆斯林共同体历史上沿着其南边分布，从而充当了对抗曾是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帝国地区的堡垒。对外高加索尤其与车臣和达吉斯坦相邻地区的控制，“给了莫斯科一个在中东的立足点，以此施展对土耳其、伊朗及其以南的一些地点的影响和压力”
[101]

 。虽然俄国对伊斯兰国家和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全面外交政策超出了本文研究范围，但与劝诱改宗和jihad
 的观念有关的几点观察是需要的。这些观察既关乎莫斯科称为“近邦”的地区，即现在是独立国家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也关乎“远邦”的地区，即世界其余部分。

随着苏联解体，“近邦”突然变成更大的伊斯兰世界地缘政治边框的一部分。叶利钦和他的顾问——特别是身为中东专家的总理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Yevgeny Primakov）——不得不注意到巴基斯坦、伊朗和土耳其新近的新伊斯兰（neo-Islamic）政府在外高加索，尤其是在什叶派的阿塞拜疆和中亚国家提供经济援助、贸易和投资的努力。伊朗在这一地区特别积极帮助开放新的清真寺。
[102]

 阿塞拜疆是戈尔巴乔夫时期种族—民族紧张局势首先爆发的地点；虽然淡化了脱离的意图，但阿塞拜疆人民阵线的发言人当时评论：

是的，我们的斗争包括jihad
 的元素：聚为一个完整的共同体，我们发誓会战斗到最后……依照我们的宗教，我们只依靠自己，虽然我们知道整个穆斯林世界、伊朗和土耳其站在我们后面。
[103]



中东蹑手蹑脚的行动甚至可能比“近邦”靠莫斯科更近，像来自伊朗、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甚至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对车臣造反者的支持或至少是所谓的支持所证明的那样。莫斯科抱怨从伊朗和巴基斯坦走私进来的武器，而等候被运到格罗兹尼的数百本《古兰经》和祈祷书在达吉斯坦机场被成堆地发现。
[104]

 在流血冲突的高峰时，沙特阿拉伯内阁议会表达“对俄国在车臣共和国的武装干涉的遗憾，并敦促伊斯兰世界国家和所有友好的爱好和平的国家帮助结束俄国对车臣的武装行动”
[105]

 。虽然这个声明本身没有控告俄国进行反伊斯兰的圣战，但它的发表在莫斯科引起很大惶恐，因为它来自穆斯林圣地麦加和麦地那的保卫者。

俄国通过在前南斯拉夫正在发生的冲突中站到信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一边，延续了凯瑟琳大帝建立的传统，她在1768年强迫土耳其苏丹承认俄国为奥斯曼帝国所有东正教基督徒的保护者。她的行动据说开启了“俄国正在扮演的作为巴尔干半岛上寻求自决权的受压迫民族（亦即东正教基督徒民族）的自然盟友和保护者的反穆斯林角色”
[106]

 。穆斯林不接受这一政策的延续，并批评莫斯科没有控制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的种族屠杀。此外，俄国继续认为它有义务保护生活在新近独立的外高加索和中亚国家的它从前的国民的利益。或许，将他们鉴定为民族上的俄罗斯人比鉴定为东正教基督徒更好。

与俄国有关的车臣与波斯尼亚冲突，在伊斯兰眼中被视为反穆斯林的事件，该类事件已不止一次。除车臣以外，莫斯科主要的军事行动是在塔吉克斯坦，在那里，自从1992年起，10万俄军在内战中支持共产党政府对抗激进的伊斯兰反对力量。加上俄国支持基督徒的亚美尼亚反对什叶派穆斯林的阿塞拜疆，站到基督徒的格鲁吉亚一边反对其分离主义的穆斯林聚居地阿伯卡茨（Abkhazia），以及莫斯科恢复和以色列（它的人口近年随着俄国犹太人的移入而膨胀）的外交关系，所以可以理解为何“俄国在伊斯兰眼里正越来越负面地被看待”。在俄国政治分析家Andrei Piontkowsky看来，“如果这种情况继续，想象俄国接替美国成为（全世界穆斯林的）头号敌人不是没有可能。”
[107]



俄国和美国对伊斯兰世界有共同的看法：两者都有一种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或更准确地说，是对战斗性的伊斯兰复兴主义的过度忧惧。在俄国媒体中，这些词汇，特别是前者的使用带有像在西方报刊里那样的病态恐惧意味。
[108]

 并且，莫斯科还在遭受“阿富汗综合症”创伤之后的压力，在那场战争中，巴基斯坦、伊朗、沙特阿拉伯和埃及支持的穆斯林游击队将阿富汗从苏维埃占领下解放出来，并留下如下讯息：“新的jihad
 不必止步于前苏联的边境。”来自战场的报告警告克里姆林宫，阿富汗造反者的一些领导打算把战斗带进苏维埃中亚。
[109]

 即便美国在那场冲突中支持伊斯兰战士，但可以看到西方暗中把为了“欧洲—大西洋文明”利益的“伊斯兰威胁”的“容器”角色委托给了俄国。毕竟，俄国更加邻近的位置增加了它对于被伊斯兰世界“包围”的惧怕。
[110]



最终，比起和西方，俄国和土耳其、伊朗、塔吉克斯坦及其他中亚与中东国家共有一种更重要的战略利益。这些利益包括防止可能威胁它们共同或个别的领土完整的国内和地区冲突、政治稳定、对石油资源的控制。无论它最终是把自己定义为欧洲的、亚洲的，还是欧亚的，俄国必须小心推动“跨文明合作”，即使它同时在谴责宗教和民族极端主义。
[111]



俄国法律下的伊斯兰教和劝诱改宗

在苏联解体之前，苏联任何团体的宗教劝诱改宗都被禁止和判罪，而“反宗教的劝诱改宗”则被鼓励并实际上是国家政策的一部分。因而，斯大林的1936年宪法和勃列日涅夫修订更新的1977年宪章都区分了限制于宣称相信宗教和履行仪式的“宗教崇拜自由”与实际的“进行无神论宣传”的自由。
[112]

 苏维埃刑事法规处罚“以宣扬宗教教义为幌子……积极参与”如下“团体的组织或管理”：其活动“关联于……诱使公民拒绝社会活动或履行公民义务”，包括怂恿违反关于宗教崇拜的法律并向“大众传播”。
[113]



“无神论教育”的组织者接受训练去反对被认为在家庭妇女中尤其盛行的信教，然而，1984年他们注意到“由于宗教弥漫日常生活的程度，伊斯兰教对无神论宣传者提出了特别问题”
[114]

 。

形式上，随着苏联关于良心和宗教结社自由的法律
[115]

 （“1990年法律”）的表决通过。这种状况在1990年10月改变了，它取代了从1929年以来反宗教的法律，在第3条中允许每个公民“表达和散播与他对宗教的态度有关的信念”
[116]

 。同一条款也禁止关于公民“对其宗教态度的决定”的“任何强制”
[117]

 。一部相似的俄国关于良心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在同一个月被表决通过
[118]

 ，后来在后苏维埃俄罗斯联邦生效并获得1993年俄国宪法中宣告的宗教自由保障的支持
[119]

 。然而，新的俄国宪法和法律像在苏维埃时期一样继续禁止煽动关乎宗教团体的不和与仇恨，要求教会和国家分离
[120]

 ，禁止宗教政党
[121]

 。

1990年法律关于宗教组织的活动规定，特别是关于“宗教工作职业化”的第14条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初本土和基于国外的宗教团体（包括穆斯林）的宗教活动复兴。然而，此后很快接着是立法的倒退，它作的诸多修订中包括修改第14条以禁止非公民、外国组织及其代表在俄国领土上的宗教活动，并要求所有本土宗教团体登记。俄国东正教会、官方任命的穆斯林精神领袖、众多民意、右翼民族主义者甚至共产党强烈支持的这些被改变的立法条款的初始版被杜马通过。然而，这项立法被叶利钦否决，后来他在1993年政变“流产”后解散了有关立法机构。
[122]



1997年7月，叶利钦否决了这项立法后来的修订版，理由是许多规定仍会“束缚宪法赋予的人和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使宗教不平等，不符合俄国的国际承诺”。并且，他说，签署它可能“引发这个国家的宗教冲突”
[123]

 。然而，在联邦层次制定法律以广泛限制“非传统的”“外国的”和居于少数的传教和其他活动正更加努力地进行着。这些努力在1997年10月1日生效的新立法中达到顶点，尽管该立法实质上相似于叶利钦在7月否决的版本，但他最终签署了这项法律。

1997年俄罗斯联邦关于良心自由和宗教结社的法律（1997年法律）把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佛教、犹太教并列于“第二等级”。伊斯兰教的地位低于特别受敬重的俄国东正教会，但高于不被认为是“俄国各民族历史遗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其他宗教和信仰。
[124]

 如果可以认为1997年法律代表了对来自“外界”的非本土信仰，特别是害怕那些在其扩张主义活动中更现代和（或）更狂热的信仰渗透，那么伊斯兰教有种模糊的状况。它代表的既是一种内部的又是一种外界的信仰；虽然它不比东正教更现代，但肯定更狂热。

如杰里米·冈恩在本书他所著的那篇文章里所详细说明的那样，1997年法律为宗教设立了复杂的一系列登记要求和法律地位，这些取决于宗教社团的地理分布、能够证明在俄国存在的时间长度和活动类型。它还包括模糊地规定，这些规定可被解释为“限制宗教社团将其信仰散播给非成员，尤其未成年人，或在它先前没有登记的地方建立新集会的自由”，使宗教社团“易受俄国中央和地方官僚的任意性和以权谋私的摆布”
[125]

 。它最声名狼藉的规定是第9条第1项，该条款区别对待在俄国领土上存在了至少15年的有政府机构确认的宗教组织与没有这样确认的组织。后者将不能出版报纸或分发宗教印刷品，邀请国外布道者，在医院、老年人之家、学校、孤儿院或监狱举行宗教仪式，建立教育机构，获得免税。它们的神职人员也不能免除军事服役。
[126]



15年的时间不是任意选择的。1982年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大多数宗教在地下运作以逃避共产党政府的骚扰和拘捕。虽然伊斯兰教在俄国的根源古老得多，但它的许多新的活动在1982年后才发展。例如，今天在俄国运作的1500个清真寺中，大约有1300个在1983年后才开放。
[127]

 这些清真寺并非全部都在俄国穆斯林教会管理委员会中央议会的管辖之下，这意味着它们不能因为它是之前登记的而免受新法规限制。其他独立的穆斯林组织也可能受影响；例如，直到1989年，穆斯林团体才首次被允许从事慈善工作。
[128]



虽然俄国穆斯林的官方领导据称赞同1997年法律，但它在多数穆斯林和共同体较为独立的声音之中远不受欢迎。俄国穆斯林教会管理委员会最高协调中心总裁Nafigulla Ashirov将新法律称为“一个巨大的邪恶”，强烈抗议它“践踏历史悠久的宗教组织的权利……不符合俄国和伊斯兰宗教的民主原则”。据Ashirov所说，这部法律是“对穆斯林宗教原则的直接侮辱”，因为，不像东正教，伊斯兰教不是等级制的。“当穆斯林社会仅仅接受全能的安拉的祝福时，它有权存在且不需要任何伊斯兰元老的祝福”，更不用提显然世俗的民主国家的官僚。
[129]



这一洞见说明了这部法律如何企图迫使像伊斯兰教这样的其他宗教进入一种以东正教为核心的框架。例如，1997年法律第8条将宗教组织区分为地方的和中央集权的形式，允许在俄国登记了50年及以上的中央集权组织（有三个及以上地方组织）在其名称中使用“俄国”一词。尽管自从斯大林在20世纪40年代初创建了中央集权的“精神理事会”，使这个国家的穆斯林被这样组织起来，但这一体系从未是固有的地方分权的伊斯兰教的必要构成部分。

这部法律可以被援引以反对穆斯林集会的特殊禁令包括禁止“伴有对个人的强制的行为”。这一禁令特别处理“强迫宗教社团成员和追随者或其他人将属于他们的财产让与宗教社团使用”的行为。
[130]

 伊斯兰教的五根“支柱”之一是zakat
 （施舍）以支持信仰和穷人，而“在一切事物中顺服一位真主是伊斯兰教的中心主题”
[131]

 。这部法律还规定因“宣扬战争，激起人们之间的社会、种族、民族或宗教纷争或仇恨，确实存在通过对生命、健康或财产的伤害威胁或通过使用强力或其他非法行为来阻止公民离开宗教社团”及其他行为而清除宗教组织、禁止它们的活动或拒绝重新登记。
[132]

 伊斯兰教传统上对叛教（被定义为包括皈依另一宗教）的禁止，及其更极端的表达——jihad
 ，易于与新法律的这些规定相冲突。
[133]



只需要看看最近发生的事情就能意识到关于可能运用这部法律来限制穆斯林的推测并非空穴来风。在莫斯科附近的Balashikha市，当地行政官员自从1996年年末拒绝给建造清真寺分配土地，理由是“对于俄国的这一地区，伊斯兰教不是传统性的宗教”
[134]

 。相似的解释可以被用在除了穆斯林构成多数的地方以外的任何地区。在这部宗教法通过后，其他宗教团体——若不是特别地域性的，那么对于俄国通常是“传统性的”——已经历了这类官方阻碍。鉴于车臣人和其他穆斯林高加索人先前在莫斯科在民间暴徒以及官方军警手里经历的折磨，可以预见新法律在首都内外将会激起进一步的种族紧张。

结论

只有在1990年苏维埃帝国崩溃的边缘，一位俄国学者才能在关于穆斯林社会的会议上如此概括苏联的情况：“20年前我们认为宗教信仰行将就木，如今我们正在收获这一忽视的成果。”
[135]

 勃列日涅夫一定会从他习惯性的迟钝中被惊醒，如果他在20世纪70年代意识到即将来临的在俄国穆斯林的文化、政治和宗教特性中的复兴。

伊斯兰教具有与抵抗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相关联的潜能，并在俄国历史上特别是反对文化上的少数派的激烈俄化运动期间有过如此关联。因此，虽然目前穆斯林—基督徒意识形态冲突，对比于东正教与基督教其他宗派的斗争，明显不是亮点，但在对俄国政府在诸如车臣和高加索其他部分乃至莫斯科的过分高压的激烈反应中前者有被点燃的危险。但这样的发展不是被注定的，除非多数人坚持拒绝承认一个人可以是“俄国人”而不必是斯拉夫人或东正教信徒，正如一个人可以是“英国人”而不必是白种盎格鲁—撒克逊英国国教徒。

这并不是要求接受英美或西方模式的药方。事实上，伊斯兰教和俄国东正教彼此之间，相比于二者中的任一个和个人主义的西方基督教形式之间，有更多共同之处。俄国是一个位于东西方之间的欧亚国家，伊斯兰是其社会结构土生土长的必要构成部分。或者，如俄国穆斯林理事会最高信息中心执行委员会主席Sheikh Nafibulla Ashirov所解释的那样：

安拉将我们创造为不同的部落，并将不同文化、不同相貌、不同形状的眼睛、不同服装赐予我们，这构成了世界的美丽。如果森林仅由白桦或云杉构成，在这样的森林里行走不会如此有趣……安拉创造的自然不可能被一律化，它抗拒这样的意图。人们也同样如此……我们的历史证明了这点。有人企图把所有人都变成有姓、名和教名的俄罗斯人，但这一企图失败了，因为这不符合自然。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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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东正教和犹太教之间的关系

尤里·塔巴克（Yuriy Tabak）

对俄国东正教与犹太教之间关系的任何讨论都要求对词语小心定义。数世纪以来，词语希伯来人（evrei
 ）与犹太人（iudei
 ）被互换使用，即便iudei
 有不同的意思。例如，世俗化的犹太人脱离了宗教社团，但没有失去他们的文化和民族特性；世俗化的犹太人不再遵循信仰，但承认传统犹太宗教价值的意义。在此意义上，在俄国习惯上指遵循犹太信仰的人的词语iudei
 意义太狭窄，而不能表示今日俄国东正教基督徒理解的较宽泛的犹太民族（evreistvo
 ）概念。并且，词语iudei
 在其历史和宗教背景中的意义复杂而矛盾。因此，更宽泛的词语evrei
 更合适，在这一章中，我所想的正是这个词。

犹太教在神圣传统（the Holy Tradition）中的地位

当代俄国东正教会对犹太人和犹太教的态度只有在历史背景下才能被恰当地理解。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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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人类文明早期始，犹太宗教影响就很大。《罗斯受洗史》中叙述了弗拉基米尔大公如何选择未来的一神教国家宗教来代替旧的异教信仰并将犹太教作为异教之一，这不是偶然的。虽然不知道《罗斯受洗史》的起源和历史可靠性
[3]

 ，但很清楚的是，基辅罗斯见证了基督徒和犹太人之间的激烈辩论，如《罗斯受洗史》中包含的“哲学家的言论”中的强烈反犹段落所证明的那样。

起初，主要为了护教，俄国东正教会有充分理由可以使用反犹修辞。但在基督教建立后，争论继续着，如在当时的手稿中看到的那样，例如第一位俄国大主教（Illarion）写的《关于律法和恩典的布道》、13世纪的Tolkovaya Paleia：Arkhivskiy Khronograf
 及其他著作。
[4]

 除争论性著作外，还有使犹太人皈依东正教的实际努力。《圣费奥多西（Feodosiy）传》中的众人皆知的故事提供了一个突出的例子：“这位圣徒责备犹太人，和他们辩论基督的事，称他们为背教者和罪人。”
[5]

 犹太人的经济繁荣不时招致对他们的更多敌意和憎恨。犹太人在古代俄国的状况就这样形成了，也反映了犹太人在西欧的境遇——在那里，相对平静和经济繁荣的时期与宗教压迫、“血腥诽谤”和大屠杀的时期相互交替。古代罗斯的第一次大屠杀发生在1113年，当时基辅的犹太人区被摧毁。

随着俄罗斯国家的进一步发展，犹太共同体实际上仍是民族上和宗教上的受迫害的少数。俄罗斯对俄国犹太人的社会和宗教迫害采取了与西方共同的形式：不准进入某些职业、强迫受洗和血腥的大屠杀。西欧城镇的众多犹太区可与沙皇俄国的犹太居住区相比。在欧洲，政府责备犹太人对大公教世界的阿比尔派和其他异端运动的影响，并使犹太人遭受残酷迫害。同样的，俄国15世纪的“犹太化”运动给犹太共同体带来了许多灾祸。
[6]



在欧洲和俄国，国家政策和官方惯例被一系列变化的意识形态、经济和社会因素所左右。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压迫犹太人程度的变化。通过众多贸易与经济纽带与犹太共同体关联的基督教共同体在平静期保持对犹太人相对中性的态度；个人间的友谊关系也并不罕见。
[7]

 但对犹太人的害怕和憎恨交织，这一中世纪基督教意识的特征从未完全消失：这些潜伏的情绪在维持现状的社会—经济必要性下酝酿。随着社会中任何新情况的出现，无论是社会、经济、宗教或政府领域中的，还是犹太教—基督教争论的内在发展中的，这些潜伏情绪都迅速达到沸点。然后，没有受保护的犹太共同体成为严酷的经济措施的对象、政治游戏中被牺牲掉的小卒子或底层宣泄自己不满情结的聚集点。
[8]



在欧洲反犹措施和俄国反犹措施之间的根本差异在于教会的角色。
[9]

 西方教会和犹太人有关的政策是不确定的。罗马大公教会历史包括许多对犹太人持宽容和仁慈态度的例子，包括教皇英诺森四世和格列高利十世，他们保护犹太人免遭暴政和最恶劣的反犹攻击。然而，也可以举出许多负面例子，其中，教会权威发动或乐意参与反犹立法和政策。西方教会有时甚至比间歇地保护犹太共同体的国家采取更积极的反犹立场。
[10]



相反地，要表明俄国东正教会在积极反犹中的共谋要困难得多。所有反犹决定都是国家管理机构遵照沙皇、国家委员会和政府部门的权威而作的。即使彼得治下的教会执行管理委员会（the Ecclesiastical Collegium under Peter）和后来的神圣议会（the Holy Synod）同意和批准反犹措施，但这些机构本质上是政府部门。在彼得大帝之前，教会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很难在地方和主教管区议会的决定中、牧首的教令里或其他地方找到官方反犹政策的任何明确陈述。虽然人们可以设想在实行反犹措施时教会权威影响了国家，但没有关键性的证据支持这样一种假设。
[11]

 无疑，俄国教会可以因它在议会时期（在18世纪初牧首教廷被废除之后）对国家的完全屈服而遭人诟病：因它无力表达一种独立的观点，没有通过保护受迫害者来展示对邻人的爱——如福音书的基本教诲所命令的那样。不像西方教会，俄国东正教会没有采取行动保护犹太人；但同样不像西方教会，它也没有发展反犹政策。

虽然教会官方的陈述大体上对犹太人保持沉默，但俄国东正教会的神职人员和神父个人确实表露了反犹态度。对犹太人最残酷的攻击可在东正教论辩中、俄国东正教会最杰出的神职人员和教会领导——从沃洛科拉姆斯克（Volokolamsk）的约瑟夫到喀琅施塔得（Kronstadt）的圣约翰——的布道和讲话里被找到。在19世纪末，大主教沃洛格达（Vologda）的尼康（Nikon）、司祭修士伊利奥多尔·特鲁法诺夫（Iliodor Trufanov）和大司祭约翰·沃斯托尔戈夫（Ioann Vostorgov）的反犹观点被广泛传播。因为教会的官方立场没有形成，这些个人只是反映普通人们对犹太人广泛持有的负面态度。

然而，相比而言，至少从19世纪下半叶起许多俄国东正教神职人员，包括地位高的领导，公开保护受迫害的犹太人。在俄国或许比在西方有更多教会领导和神学教授支持犹太人的社会权利，反驳关于犹太人进行大屠杀和仪式性献祭并组织“世界范围的阴谋”的指控。
[12]

 索洛维约夫、布尔加科夫、伊雷因（Ilyin）和其他卓越的俄国宗教哲学家在这场犹太人权利运动中扮演了积极角色。但基督教社团的无数言论和代表犹太人的激情呼吁都不能改变从中世纪就存在的俄国民众对犹太人的普遍憎恨。国家的和宗教的法律顺应与加强这些普遍的对犹太人的态度。

虽然欧洲的犹太人开始逐渐获得更广泛的宗教和社会权利，但在俄国，犹太人的境况在不断恶化。与西方相比，俄国的自由民主倾向太弱小而不能对抗弥漫公共生活所有层面的保守专制观点。
[13]



并且，俄国东正教关于犹太人的信仰是基于不变的宗教教诲——通过普世教会会议形成，并记载于被视为“来自上帝”的神圣传统中。这一“神圣传统”包括教会的全部历史经验——《圣经》、圣礼书和祈祷书；普世教会会议的教令；神圣教父们的著作；圣徒传；教会法规、圣像画、音乐和建筑。
[14]

 按其定义，神圣传统是“神圣的”；其宗教和文化的价值和适当性是无可置疑的。自教父时期开始的神圣传统是公然反犹的。在普世教会会议的决议和神圣教父们的著作中，犹太人被称为“上帝的谋杀者”和“被藐视的民族”。圣约翰·克里索斯托称犹太人是“污秽的”，犹太会堂是“恶魔们的庇护所”。几乎所有最受尊重的教父，包括最受尊重的教会激进主义者，从伊格纳季·布良恰尼科夫（Ignatiy Bryanchannikov）主教到喀琅施塔得的圣约翰，都重复对犹太人相似的情感。
[15]

 没有一个俄国东正教教父表示与《圣经》诫命一致的对犹太人真正的爱。世世代代的基督徒们在这种关于犹太人的“藐视的教诲”中受教。虽然西方教会发展出了对犹太人的新立场，但俄国东正教教诲仍固守中世纪观念。因此，最极端的俄国东正教反犹者能合乎逻辑地声称他们丑恶的反犹谩骂是基于“教会训诲”。鉴于这一历史，现代作者愤怒地谴责反犹者不是“真基督徒”看来是相当不恰当的
[16]

 ，因为，鉴于犹太教—基督教关系两千年的不幸历史，这样的宣称必定含蓄地将东正教会最受尊重的支柱包括在“假基督徒”的名单上。

一些观察者试图通过辨识基督教历史中反对反犹的那些正面倾向来定义“真基督徒”，特别寄希望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东正教传统。
[17]

 这些努力只是获得了部分成功，因为在谴责反犹和提倡宗教宽容时，大多数东正教神父将犹太问题的解决视为犹太人在最后审判日皈依基督教。他们将犹太人不愿接受基督教不仅归因于他们不配为基督徒，而且归因于犹太人灵性的“盲目”。犹太人往往不被视为兄弟姐妹，而被视为不得不去“爱”的敌人。尽管存在当代自由主义的东正教思想家和俄国宗教哲学家的看法，但这一不适当的立场被一大批西方学术研究证明不能成功根除基督教的反犹。
[18]



今日犹太教和俄国东正教

在知道总体上俄国东正教的历史紧张的同时，将目前的俄国东正教基督徒分为四个主要群体以进一步评价他们对犹太人和犹太教的态度是有帮助的。

第一，下级神职人员的一个相对小但活跃的部分是许多主要在东正教旗帜下运作的社会和政治运动的成员，修道士与平信徒激进主义者一道在此群体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些运动将反犹的和反西方（包括西方基督教）的意识形态结合起来，还常与反民主倾向相结合。这样的组织包括俄罗斯民族议会、俄罗斯民族协会、东正教兄弟协会等，它们的成员包括许多著名文化人物、作家、艺术家和电影人。Moskva
 和Molodaya gvardiya
 期刊，Zavtra、Russkiy vestnik
 和Russkaya gazeta
 报纸，以及来自意识形态家的数十本书表达了这些团体的观点。
[19]

 它们宣扬关于拯救俄国脱离“犹太阴谋”的各种思想——从检查未来的政府官员的民族和宗教背景到对犹太共同体的大驱逐。
[20]



第二，压倒性多数的乡村和城市教区的神父和经常去教堂的平信徒的特征是以尽心遵循东正教仪式和斋戒为中心的相对低水平的宗教教育和教会生活。犹太教—基督教争论和他们的日常生活无关，尽管一些人怀有一定程度的潜在的对犹太人的猜疑和恐惧，这种态度来自他们粗略的关于犹太人“将基督钉十字架”的神圣传统知识。
[21]

 虽然这种对犹太人的负面态度通常是消极的，但正在发生改变的社会和政治气候或来自第一个群体的煽动可能激起对犹太人的宗教侵犯的增长，像在俄国历史上不止一次发生过的那样。对于打消这个群体的反犹倾向，教育和民主化作为减少宗教不宽容的方式是特别重要的。

第三，阐释教会领导层和教会官方立场的主要作者和倡导者。教会高层领导在共产主义时期升至他们现在的职位，这无疑在他们的心态和运作教会政策的方式上留下了痕迹。因为教会对国家的财政和经济依赖，所以统治层必然在确定发展的大体立场之前衡量在国家权力机构中竞争的各意识形态的力量。教会领导层在坚持保守的传统与政治当权派的需要之间摇摆。与此同时，现代俄国基于“民族爱国主义”、民主改革主义或其他原则的任何重大社会—政治运动都必须努力定义东正教在现代社会中的角色和位置，如关于1997年良心自由法的冲突所表明的那样。
[22]

 当决定教会官方立场时，教会统治层还必须在众多其他因素中寻求平衡，包括竞争的社会—宗教利益、内部权力斗争和在西方教会圈里保持面子的需要。

俄国东正教会目前的意识形态立场反映俄国政治的同样倾向：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这两点成为教会生活每一领域的特征，包括圣礼改革、社会政策、普世教会运动以及反犹问题。一方面，莫斯科和全俄牧首阿列克西二世似乎在1991年对纽约拉比们的讲话中明确了俄国东正教会的立场。
[23]

 牧首称犹太人为“兄弟”，并强烈拒斥一切形式的反犹。然而，这一讲话引起了来自海外俄国东正教会（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Abroad）和莫斯科牧首教廷，尤其是修道院团体的强烈批评，并且它看来对于教会对犹太人的态度没有什么持久影响。另一方面，已故的圣彼得堡和拉多加湖（Ladoga）都主教约翰（Ioann Snychev）反犹的布道、文章和讲话在过去数年中广泛流传。
[24]

 莫斯科牧首教廷的回应限于不充分的声明：这些只是都主教的个人观点。莫斯科牧首教廷既没有对东正教作者出版的数十本公开反犹的书作出反应，也没有对发表在法西斯和新法西斯主义报刊上自称“属于东正教”的文章作出反应。在大教堂和东正教书报亭，有可能买到尼卢斯（S. Nielus）的著作《小中见大》（Velikoye v malom
 ），里面就有恶意反犹的《锡安的长老会纪要》。有时，甚至教会自己出版公开反犹的书籍。
[25]



统治层没有回应对反犹问题感到不安的少数神职人员和平信徒，也没有回应西方神学家在该问题上的呼吁。
[26]

 相反，除了约翰都主教及其追随者之外，俄国东正教统治层宁愿完全不去碰反犹问题，而一般性地呼吁宽容，因为他们希望避免来自教会保守派和民主派的批评。

第四，为了更新教会生活而奋斗的神父，他们提倡和其他基督教宗派成员的普世教会对话，并强烈谴责东正教的反犹。Logos
 和Strannitsy
 期刊，Russkaya mysl、Sevodnya
 和Nezavisimaya gazeta
 报纸反映了这个群体的观点，基于莫斯科的“智慧”（Sofia
 ）广播台的广播。一些平信徒，其中多数为莫斯科各教堂的教区成员，持有相同的观点。然而，这群神父和平信徒很少，并且这一立场的支持者经常被莫斯科神职人员中的保守派攻击。
[27]

 而且，俄国东正教立场的内在矛盾不允许这群东正教信徒提出有力的神学论证来支持其立场。
[28]



从俄国东正教会及其成员对犹太人的这些态度可以得出什么具体结论呢？对犹太人的中世纪形式的公开宗教迫害似乎不太可能——部分因为俄国有希望将继续遵循文明的民主的路线
[29]

 ；部分因为，俄国犹太共同体正可悲地慢慢变小。根据官方人口普查，1993年年末的俄国犹太人口估计不到40万人。
[30]

 大多数持守信仰的犹太人已移民国外，留下来的人之中压倒多数几乎完全已被同化和世俗化。民主化的继续推进和已从护照里除去声名狼藉的“第五段”（将犹太人指定为单独的国籍）很可能将加速这一同化过程。此外，许多犹太知识分子在最近数十年中皈依了基督教
[31]

 ，并且一系列复杂的社会学因素仍分开基督教和犹太教共同体，使得对话和相互理解的努力变得更加困难
[32]

 。

然而，大屠杀的微小可能性和犹太教—基督教关系中的客观困难都不应成为基督教宗教思想停滞的借口。因为只有通过重新评价基督教的中心问题——以色列的命运、基督教的犹太根源、作为基督教历史上最严重的罪的反犹行为——“中世纪世界观的危机”（用索洛维约夫的表达）才能被克服。只有那样，东正教—犹太教关系才能跟随西方基督徒的脚步，向前迈出决定性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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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ratkaya evreiskaya entsyklopedia
 中关于俄国东正教会的“Orthodoxy”词条（7：733—743）举了俄国迫害犹太人的众多例子，包括宗教迫害，但没有给出教会直接参与法律或政策制定的证据。虽然该文作者宣称教会在煽动政府从事反犹行动方面的积极角色（例如，伊凡雷帝在被击败的地区的政策）是“显而易见的”，没有给出事实来证明这一点。


[12]
 参看Pravoslavnaya tserkov I evreii：XIX-XX vv
 。俄国教会居高位者保护犹太人的言论的最重要的摘录可在V. N. Toporov的重要论文中找到，“Spor ili druzhba？”，ABQUINOX. Sbornik pamyati o. Aleksandra Mena
 （Moscow，1991年），第91—162页。


[13]
 参看Richard Pipes，Rossiya pri starom rezhime
 （Moscow，1993年）。


[14]
 大司祭Foma Khonko，Osnovy pravoslaviya
 （New York，1987年），第9页。


[15]
 参看T. Reinach，Textes d'auteurs grecs et romains relatifs au judaisme
 （Paris，1895年）（及后来的版本）；Israiil v proshlom，nastoyashchem I budushchem
 （Sergiev Posad，1915年）；Protoierei Ioann Sergiev（Kronstadtskiy），Nachalo I konets nashevo zemnovo mira
 （St. Petersburg，1904年）。


[16]
 参看M. Chaikovskiy、Z. A. Krakhmal'nikova在Russkaya ideia I evrei
 （Moscow，1994年）中的论文。


[17]
 参看Pravoslavnaya tserkov I evreii：XIX-XX vv
 。


[18]
 参看A. Roy Eckhardt，Elder and Younger Brothers
 （New York，1967年），及其中所引用的来源。


[19]
 一些自称为“东正教的”报刊（例如，Zemshchina、Tushino、Russkoye Voskreseniye
 ，及其他）几乎完全聚焦于犹太问题，并提倡最恶毒的反犹。由于煽动种族仇恨，它们周期性地在法庭上被审讯，但未受到实质性惩罚。


[20]
 “Poetomu my dolzhny gnat' IKH v sheiu”，Russkoye Voskreseniye
 ，4/12（1997年），第4页。


[21]
 参看Pravoslavnaya tserkov I evreii：XIX-XX vv
 ，它包括最先的以及，在我看来，唯一的比较东正教徒与无神论者对犹太人的态度的社会学研究（V. Bozenko，“Antisemitizm I pravoslaviye v sovremennoi Rossii”，第99—106页），发表于1992年。东正教徒与无神论者都根据年龄和教育来分类。作者得出结论：东正教徒中的反犹程度低于无神论者。然而，Bozenko未考虑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传统身份“俄罗斯人=东正教徒”的背景下，多数被调查者只是名义上的东正教徒。L. Byzov与S. Filatov更系统的方法产生了不同的结论。根据他们的研究，笃信的东正教徒在对犹太人和犹太教的态度上比非信徒有更多偏见。“Religiya i obschestvo sevodnya”，收于Religiya i Demokratiya
 ，第9—42页。


[22]
 参看“Materially parliamentskikh slushanii：Svoboda sovesti I prava cheloveka v Rossiiskoi Federatsii”，Analiticheskiy vypusk
 （Moscow，1995年），No. 13。


[23]
 参看“Speech by Patriarch Aleksii to the Rabbis of New York，13 November 1991”。TOO Pallada出版社于1992年以俄文发行。“Molim vasprislushaityes”，Russkaya pravoslavnaya tserkov v sovetskoye vremya
 ，第2期（Moscow，1995年），第335—338页。有传言说，一部分修道院团体甚至在圣礼仪式上停止用牧首的名字。


[24]
 都主教约翰的基本观点可见于他的书Samoderzhaviye dukha
 （St. Petersburg，1994年）。详细的评论见于I. Levinskaya，“Rannyy Gitler，Pozdniy Stalin，niezlobniy Ivan Grozniy I drugiye”，Bar'ier
 （St. Petersburg，1994年），第11—13页。


[25]
 例如，见Prince Zhevakhov的“自传”，“Spasso Preobrazhenskiy Staropigal'ny”修道院的出版部准备出版。


[26]
 参看Pravoslavnaya tserkov I evreii：XIX-XX vv
 ，第81页、第82页、第92页；Yu. Tabak，“Ochen aktual'no，no sovremenno secretno”，Megapolis-Express
 ，18/30（1990年8月），第13页。


[27]
 参看Russkaya mysl
 （1994年10月24日—30日），第8—9页。


[28]
 只有大司祭Vitali Borovoy试图为东正教会传统内的反犹之罪找到原因。见V. Borovoy，“Christian Orthodoxy in the Modern World”，收于“Orthodox Christians and Jews on Continuity and Renewal”，Immanuel
 ，26/27（Jerusalem，1994年）。


[29]
 无可否认，单一的悲剧性事件仍在发生，例如最近对犹太人墓地的亵渎和对莫斯科犹太会堂的纵火攻击，这些在将来可能不幸再次发生，表明反犹仍未灭绝。但这种恶意破坏行为目前更多的是种族主义或一般的小流氓行径的产物，而非宗教（基督教）反犹的有意识表现。


[30]
 Kratkaya Yevreiskaya Entsiklopediya
 （Jerusalem，1994年），第7卷，第402栏。无可否认，国外来源给出的俄国犹太人口统计数据通常高于俄国的统计数据，有时几乎是两倍（我感谢Donna Arzt教授提供这一信息）。


[31]
 见T. Ptushkina G. Yeremeyev，“U Kosmy I Damiana”，收于Pravoslavnaya tserkov I evreii：XIX-XX vv
 ，第118—123页；L. Vorontsova与S. Filatov，“Rossiiskiye evreii I Tserkov v zerkale sotsiologii”，收于同上，第130页、第133页。


[32]
 见Yu. Tabak，“The Difficulties and Perspectives of Jewish Christian Inter-religious Dialogue”，收于Dia-Logos. Religia i obshchestvo 1997
 （Moscow，1997年），第43—60页。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

米哈伊尔·M. 库拉科夫（Mikhail M. Kulakov）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在俄国的开始可回溯至1886年，它有一个信仰和实践体系，为172个国家的所有复临派信徒或多或少地共有。
[1]

 它所有的主要传教努力都由美国马里兰州银泉的总部协调和指导。作为在前苏联的西方起源的许多基督教团体之一，复临会近来在俄国成员激增：会员数约增加了两倍，从1990年的34146人增加到1994年年末的98963人。
[2]

 这一增长来自外国和当地传教者的一系列共同传教努力的结果。本文考察俄国复临会近来的一些重大发展，并特别关注在俄国的外国与本土复临会信徒之间的关系以及复临会对其他基督教会和普世教会运动的态度。

与其他基督教会和宗教组织的关系
[3]



没有几个复临会信徒知道复临会大会执行委员会在1926年通过的关于与其他宗教团体关系的重要官方声明。这一声明现在构成了“大会O 75工作政策”的一部分
[4]

 ，但奇怪的是其在这份文件的俄国版中消失了。下面是这一声明的一些摘录：

1. 我们承认那些在人前高举基督的旗帜是向世界传播福音的上帝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尊敬其他团体中致力于为基督赢得灵魂的基督徒。

2. 当各分支之间的工作让我们与其他基督教社团和宗教团体接触时，应在所有时候推崇基督之谦恭、坦诚和公平的灵。

3. 如果信仰的改变导致我们教会的成员感到与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仰和实践不再一致，我们承认该成员不仅有权利而且有责任根据信仰改变宗教归属，这并不可耻。我们期望其他宗教团体以同样的宗教自由精神回应。

……

6. 缘于它对福音使命的诫命的理解，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不能将其传教局限于有限的地理区域……将见证局限于特定地理区域的任何限制……成了对福音使命的剥夺。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也承认其他宗教团体有不受地理限制而活动的权利。
[5]



复临会对其他基督教会的典型态度主要由以下理解所决定：复临会是唯一真正的“剩余”教会（在《启示录》12：17中被说到），其他教会里所有有信心的上帝的孩子都被邀请来加入它。将其他教会组织（但不是那些机构内的个人）视为“堕落的”教会团体的态度部分基于在复临会先驱埃伦·怀特（Ellen G. White）的著作中找到的对《启示录》16：13—14的“三方联盟”的解释。
[6]

 在“为了教会的见证”中，她写道：

当新教伸手跨越鸿沟抓住罗马势力的手时，当她越过深渊与唯灵论握手时，当在这个三方联盟的影响下我们国家（美国）拒绝新教共和政府宪法的每一原则时……那么我们可以知道撒旦不可思议的工作的时候到了，末日近了。
[7]



然而，复临会在对此问题的思考上并非一致。有很多复临会牧师赞成一种更包容、复杂的对“剩余”的理解。他们强调怀特也表示我们的牧师应努力接近其他宗派的牧师并与他们一起参与各种传播福音的和学术的事业。

宗派间关系领域的一个积极、实际的发展是复临会跨欧亚分支的领导们近来所做的，在所有层次的俄国复临会组织建立公共关系和宗教自由部门的决定。1996年7月，在莫斯科为新选出的该部门的地方领导和来自其他宗派的宗教自由专家举办一个特别的教育性研讨班。
[8]

 在研讨班期间，表达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并发生的争论：（1）复临会信徒可以安全地使用俄国东正教传统内的一些作者和《圣经》阐释者的著作以启迪自己——例如，像洛普欣（A. P. Lopukhin）教授这样的俄国东正教神学家的阐释者；（2）俄国东正教会是一个由异教和迷信的混合构成的“堕落的”教会团体，在其教诲中找不到任何有益的东西。这两种不同观点粗略反映了可在俄国复临会信徒中普遍存在的对俄国东正教会的态度。欧亚分支的领导们目前正采取许多具体步骤来提高牧师们在宗派间关系领域的教育和竞争力水平。然而，复杂的现代宗教和社会政治的紧急情况要求立即的行动。实际上，还没有一本重要的处理教会间关系和宗教自由问题的复临会书籍或专著被译成俄文。

复临会和普世教会运动
[9]



复临会的代表仅作为观察员或顾问参加各种教会会议（无论是国家的、地区的，还是国际的）。复临会对世界基督教教会联合会（WCC）的态度在很多方面相似于许多保守的福音派团体的立场。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大会关于1985年6月他们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的世界会议的官方公开的研究文献中如此评论：

虽然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没有完全谴责普世教会运动及其主要组织表现形式即世界基督教教会联合会，但她对各方面和活动有批评意见。没有什么人想要否认普世教会运动有值得称赞的目标和一些积极的影响。它的伟大目标是可见的基督教合一。任何复临会信徒都不能反对基督自己为之祈祷的这一合一。普世教会运动以多对话和少谩骂促成了教会间更加友好的关系，并帮助去除无根据的偏见。通过其各组织和活动，普世教会运动提供关于各教会的更准确和最新的信息，呼吁宗教自由和人权，反对种族主义邪恶，引起对福音的社会经济含义的关注。在所有这些方面，意图是好的，一些结果是合乎人意的。然而，从总体来看，害处多过了益处。
[10]



这份文献提到的“害处”有：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WCC）忽视异端和背教问题；“缺乏对个人成圣和复兴的强调”；“普世教会运动的教义温柔陷阱将使各教会陷入宗派的死亡的危险”；不可接受的对《圣经》权威和《启示录》预言的理解；传福音的重点从个人皈依转到改变社会不公正体系；不可接受的对社会政治责任的理解；最近几年WCC在宗教自由上“有些暧昧”的立场。
[11]

 关于普世教会合作，这份文献说：

复临会应参与普世教会合作吗？在传扬真正的福音和满足哭喊的人们的需要范围内，复临会应当合作。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不想使成员归属混乱，拒绝可能掺水冲淡其独特见证的任何妥协性关系的倾向。然而，复临会愿成为“尽心尽责的合作者”。普世教会运动作为合作机构有可接受的方面；但作为各教会的有机合一的机构，它更令人可疑。
[12]



在宗教自由领域的合作

宗教自由领域代表了复临会总体上表现出宗派间高度合作的一个领域。1992年，国际宗教自由协会（IRLA）在复临会的发起与财政支持下在莫斯科成立。
[13]

 它在联合许多人关注俄国良心自由和教会与国家分离原则的努力方面扮演了重要、积极的角色。领军的俄国人权激进主义者，例如Gleb Yakunin和V. V. Borshchev，与宗教自由法律方面的专家，例如Yuri Rozenbaum和Anatoli Pchelintsev博士，参加了此协会。然而，俄国复临会现在的领导层认为确保国际宗教自由协会（IRLA）的俄国分部继续保持为一个有代表性、有影响的忠于其原初目标和适度手段的团体正变得越来越困难；并且，由于领导层近来的变化，它可能变成极端的人权激进主义者和宗教少数派的论坛。莫斯科牧首教廷已表示不准备与新宗教运动和那些不承认其权威的俄国东正教团体的代表同等地共享该协会的成员资格。复临会现在的领导们对国际宗教自由协会的活动对于俄国总体的基督教传教的意义有不同理解。那些谨慎地对要求更多的宗派间相互开放、社会参与和对话的呼吁作出反应的人，认为在社会中的承认和影响力将自然而然地与会员数量增长成比例地上升，因而坚持应为所有可获得的资金和人力资源开辟渠道以专门指引在传统意义上被理解的“赢得灵魂”的活动。

在俄国传教的独特问题

出版

作为戈尔巴乔夫改革和新的国家新闻出版自由法的首批成果之一，在图拉州Zaoksky的复临会“生命源泉”出版社于1992年成立。在其运作的前四年中，它生产了1400万本约70种书籍和册子。然而，除了少数例外，这些出版物中的大多数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出版社主任Roy Terretta清楚地知道当今在整个俄国普遍盛行的反西方的激烈反应和对俄国作者写作书籍的需求，其中，基督教思想和原则通过俄国人从年少就熟知的故事和传说中得到阐明——这是翻译过来的著作总缺少的东西，无论该译著有多好。
[14]

 Roy Terretta关注培养和发展当地作者的需要，但这个任务不容易。

俄国复临会和其他新教宗派已失去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给予它们有才能的年轻人在创造性写作和基督教报刊新闻方面的专业培训的机会。紧随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莫斯科国立大学新闻学系将这样一种机会赠与扩展至全国性的宗教组织，但只有俄国东正教会得到此机会并从中获益。

神学教育

1988年才建立的扎奥克斯基神学院正稳定地发展本科生和研究生水平的强化的教牧培训课程。
[15]

 近来在俄国开办的所有新教教育机构中，它大概是最大的和配备得最好的。当前，管理面临的最困难挑战之一是主要从西方输入的教育课程的背景化问题。背景化、对东正教的参考以及和它的对话，这些是无论如何都应该有的吗？在新教福音派到来之前，上帝的灵在俄国传播吗？如果是这样，到何种程度？虽然扎奥克斯基神学院少数教师开始了对东正教传统的认真研究，但问题还远未解决。西方新教教育机构写的课本通常没有参考东正教传统和基督教在东欧的历史。

基督教广播和教会间开放

建立于1991年的“希望之声”基督教广播台是首批在像“俄国广播电台”和“一号广播电台”这样的信号覆盖俄罗斯联邦几乎整个领土的国家频道里广播的电台之一。“希望之声”是极少数不限于狭窄的本派教义教导而专注于吸引听众关注基督教基本价值与提供对当前事件的基督教观点的宗派广播台之一。
[16]

 该电台的制作者经常邀请其他基督教宗派（包括俄国东正教会）的著名人物参与节目。这样的开放并不总是受到复临会圈子内那些更喜欢听关于复临会特有的一些教义教导的直接布道的人欢迎。然而，该电台在国家层面上享有的积极结果和权威使这些批评者没有充足理由强加来自内部的意识形态审查。该电台的信件表明许多东正教徒经常收听它的节目。电台制作者说他们的节目制作背后的哲学不是宣扬一个特定教会，而是在他们的听众中激励和滋养对真正的灵性生活的追求，并且，如与听众的进一步接触所揭示的那样，许多人不是在复临会中而是在各新教和东正教教会中找到了灵性的满足。

根据莫斯科国立大学新闻学系在1996年所作的研究，“希望之声”最大的听众群由那些“没有特定宗教倾向”的人构成。此研究因而断定该电台“可被视为俄国现代基督教无线电广播的领头者”
[17]

 。该电台的工作显然是在福音传媒的教会间开放、桥梁建设和文化敏感方面成功的俄国实验之一。

一种自然的融合模式

图拉的俄国基督教文法学校是一个好例子，它表明如何可能既高度致力于传播福音，又同样保持宗派间的开放和宽容。它通过现任校长Maria Grishutkina的热情和异象在1991年建立
[18]

 ，并发展为拥有约30位教师和150名学生的合法登记的机构，提供完全的中学教育课程。

Grishutkina夫人说，虽然教员们不属于一个宗派，但都共有该学校采纳的基于《圣经》的基督教教育哲学。只有百分之四十的教师是当地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成员，这在俄国和外国的复临会学校中都是相当非典型的。
[19]

 其余教师中有几个认为自己依据出生是俄国东正教徒。该学校正成功地探索许多创造性的方式来教导《圣经》中心主题而不特别强调复临会或俄国东正教特有的解释。相反，它强调的是创造一种导向基督教世界观的自然发展和独立思考能力的氛围。不到百分之十的学生是复临会的，这对于一所复临会学校也是不寻常的。学生几乎代表了俄国社会的每一部分：相当多的学生是来自富裕的“新俄国人”家庭。在图拉，该学校因其教学和道德的高标准而著称，并被一些人认为向Lev Makhno神父管理的俄国东正教文法学校提出了健康的竞争。一些人声称这所东正教文法学校的开办是为了抗衡复临会的首创之举；当Makhno神父提供给他们更高的工资时，许多起初被Grishutkina夫人雇用的非复临会教师迅速改变了阵营。

尽管有这样和其他挫折（不幸的是，有些是来自她自己的宗派内部），Grishutkina夫人确信建立一个排他主义的宗派堡垒（无论是复临会的还是俄国东正教的）对于播撒福音种子的任务是背道而驰的。

关于外国传教士的正面和负面
[20]



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数十年，苏联的复临会信徒试图重建与他们的中央领导（复临会大会）的官方联系并正式加入他们同宗派信徒的世界团体。只有到了1990年，这才变得可能，当时苏维埃分部（后来被重新命名为欧亚分部）被建立起来。在那时，只有苏维埃政府官员对大量外国人的存在及其可能的后果有所警觉。

复临会信徒急于与他们来自美国、欧洲和澳洲的兄弟姐妹在开放的福音传播中一起工作。资金可在西方筹集，计划可在华盛顿草拟，但当地俄国信徒的热情是传教全面成功的关键。在1994年上半年，独联体的复临会牧师举办了120场福音布道，给约6000人施洗，建立了40个新教会。同年，来自美国、欧洲和澳洲的国际传教士举办了35场布道，给约5000人施洗，建立了18个新教会。

1992年，大会的一些领导确信如果当地组织被西方人领导层管理，将能更容易地利用独联体的新机会；于是一场选举在年底发生了。新的西方人领导（主席、财务总管和几个部门的主管）带来了许多变化，包括一个更有效的行政和财务会计系统，还有现代电子通讯手段。新领导的非俄国出身倾向于被一些俄国复临会信徒视为民族紧张和增长的民族主义时期的稳定和团结因素。

在莫斯科建立了中央集权化的建筑部门，作为引导在独联体建新教堂的捐赠渠道，西方建筑专家和会计师在其中管理项目。这一中央集权化将外部资金带给许多新老教会，否则它们将无力建新教堂。约300个新教会对新建筑和受过培训的牧师的这种迫切需要仅是福音传播迅速成功所创造的“可喜困境”之一。

许多俄国当地的复临会信徒意识到他们从西方对管理和福音传播的参与中受益良多。西方人的存在有助于他们感到自己是散布在世界各地的信徒大家庭的一部分。通过有效的广告，外国传教士帮助当地教会使自身被社会各大阶层所知道，否则其影响范围将很有限。（例如很多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士加入了教会）来自自由世界的访问传教士的自信帮助当地信徒克服作为肆无忌惮的无神论宣传和对宗教信仰的数十年迫害的结果而形成的自卑感。

在1990—1994年期间，当地牧师能够参加外国传教士和国家高层官员之间在俄国中部和边远地区的会议。他们终于感到自己是值得尊重的、其需要是应被考虑的社会成员。

然而，负面的影响是，一些俄国教会领导现在认为随着西方传教士的进入，当地平信徒和牧师养成了一种“消费者”心态和一种依赖心理。他们迅速变得习惯于期待广告、会所租赁和工资的使用资金来自国外而非当地。虽然过去教会生活的大多数方面，包括建教堂和公共拓展，通过当地的主动性来进行，但此维度现在减少了。人们担心一些当地信徒失去了通过直接向上帝祈祷来解决问题的信心，代之以依赖他们更富裕的西方兄弟姐妹的帮助。

任何来到俄国的成熟老练的西方人都需要谦卑和感受力来认识当地人的看法和洞察。当地牧师缺乏国际接触和专业培训常被误认为缺乏智慧和实际经验。这自然冒犯了当地人，在本国和外国工作者之间产生了不必要的紧张和障碍。另一个不和因素是在俄国工作的外国传教士的生活标准和报酬。一些俄国牧师开玩笑说，相比于当地工作者贫寒的生活和微薄的工资，“西方传教士在莫斯科的生活不是在做牺牲而是在天堂”。

关于公共福音传播集会，俄国和外国的复临会信徒普遍认为像1993年Mark Finley在莫斯科奥林匹克运动馆的布道会那样大规模运动的时代已过去了。虽然公共福音传播集会在俄国一些地区仍吸引相当多的人，但起初的兴趣大体上已消退了。复临会领导们现在鼓励当地传教士举办小型聚会，短暂的、紧凑的、以洗礼为导向的聚会的一个弱点是，在这些集会结束时，没有为那些（由于智识、情感和社会原因）尚未准备受洗和未正式加入复临会的人提供帮助。许多有思想的、还存在疑问的个人参加了集会但不能决定受洗，他们因而经历了灵性的突降。这促使一些牧师考虑新的、对文化更敏感的福音传播形式，把焦点放在对话、个人友谊和自然的社交融合上，他们认为长期来看这种形式对公众灵性有更持久深远的影响。

新的外部障碍

虽然从1989—1993年俄国社会大体上处于剧烈的流动状态，人们对所有种类的宗教信仰表现出不寻常的开放和宽容，但随后数年发生了民族国家和宗教保守复原运动的结合。俄国各省的许多复临会牧师如今觉察到当政府官员处理宗教事务时，因允许在他们的地盘上进行福音传播拓展而使当地东正教神职人员和激进民族主义者不安，他们为此显得不太情愿。在许多地方，没有三四年前当地官员常给予外国传教士的开放和关照的痕迹，或许甚至可以说在俄国社会内活跃的主要力量实际上已接受了一个民族国家宗教的思想。俄国应该是世俗国家还是宗教国家的问题仍在争论——但主要是在专家和政治家的狭小圈子内。

然而，总的看来，东西方基督徒之间的直接遭遇似乎对双方都是健康的、有启发的。许多人感到神意正在教导东西方一些重要的功课。

复临会在俄国传教的更深层问题
[21]



由于许多复杂的历史因素——其中首要的是在前苏联缺乏宗教自由，复临会教会被迫在与社会其他部分隔离的情况下存在了数十年。国家经常性的迫害和对所有形式的持异议者的敌意氛围，完全不会导向在多数复临会教会成员中形成对更广阔的俄国社会及其文化的开放态度。

在1990—1994年期间，来自社会各领域的数千名新皈依者被外国和当地传教者充满激情活力的布道吸引，并加入了复临会教会。多数当地牧师缺乏和教会外的人交流的必要经验，他们第一次发现自己被淹没在那些要求高度精细的对待和专业牧养的照顾的人们的需求的海洋中。

不幸的是，由于两种几乎完全不同的思想倾向的冲突，令许多加入复临会教会的有进取心的新人经历了失望。复临会各教区的牧师的培养大体上是通过几本教义小册子，没有被引导到西方或俄国更广阔的灵性和文化遗产跟前。他们现在发现自己与来自他们原先完全接触不到的圈子的人们面对面，例如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对于一代代在狭小教会亚文化群里长大，通过同样的圣歌和书籍所养育的人们，理解从教会外走进基督教信仰的人们很困难。然而，他们也自觉地接受了福音的思想：有些人是在经典基督教作者的影响下，有些人是通过阅读东方教父和俄国基督教思想家的著作，还有些人是通过音乐作品，或最想不到的是，通过研究精密科学。他们所有人共有的是对所谓非宗派的（或宽广的）基督教的信仰。大多数人没有彻底研究过基督教历史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及现代各宗派的发展。上帝爱的思想、关于救赎的福音教诲激励他们，常拥有关于这些思想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可能和必定有什么社会意义的敏锐异象。

我们这些生来就是复临会信徒的许多人，不知道这样的非宗派的基督教意识是如何发展的，我们不理解这些对整体社会有强烈归属感并与其有很紧密联系的人。很多俄国复临会信徒有一种真实的担心：如果他们开始与周围文化互动，进入和它的开放对话，那么在他们自己和他们向其传递福音信息的人们心中，这将不可避免地腐蚀《圣经》权威，并冲淡对于他们是如此珍贵的具有宗教独特性的那种教诲。

然而，只有通过和这个飞速变化的社会中的人们的真诚对话，我们新教徒和东正教徒才能为了用现代人可理解的方式表达我们的基督教经验而获取新的语言和发展新的方式。只有在直接的互动中，我们才能看到每个个体特别的问题和需要，然后懂得如何满足那些需要和应用福音信息。

我们复临会信徒主要关注在多宗派的世界上保持我们的“差异性”和传扬复临会独特的教义。然而，我们以一种与人们日常生活没有接触的方式来做这些，从而发现我们自己所处的位置听不到我们灵性饥饿的教区成员求救的呼喊。他们首要的需求不是理论上熟悉我们教诲的独特性，而是获得对上帝、世界和人的基本基督教的理解。他们需要通过祈祷和共同崇拜获得依靠上帝、和上帝交流的基本经验。

复临会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期间拥有的卓越性、公共影响力和吸引力，看来与领导层恰当的风格有很大关系。国家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报道了复临会发展监狱牧养、孤儿院工作、Zaoksky神学院建设、出版社和第一个俄国基督教广播台的第一批步骤。这些报道都是教会向社会呈现一种热诚友好的领导层风格的结果——不是作为有一长列战略任务的又一个官僚机构，而是作为更大的共同体的一部分。

今天，俄国的一些复临会信徒不仅担忧新成员的大量丧失，而且担忧教会正丧失其公共形象。虽然复临会的内部管理在西方人的帮助下无疑有了巨大改善，但发展一个长期战略被证明是很困难的。从国外邀请来的新领导们（他们是值得尊敬的）为短期职务来到俄国——在俄国社会中没有根基，缺乏对俄国历史和文化更深的理解和重视，通常不精通当地语言。因而他们不能形成教会与教会期望对其施加持久灵性影响的社会之间深入的自然联系。

我们能完善我们组织的管理结构，用最新的技术和现代通讯手段配备它，然而，如果不诚实地承认除了复临会之外，上帝在俄国还有数千“未曾向巴力（汉语意译为‘主’）屈膝的”人，我们就会有消亡于俄国灵性复兴历史的边缘并体现别尔加耶夫在他的著作《创造性活动的意义》中恰切描述的那种宗派主义心性的危险。

然而，我们有一个强大的希望：在圣灵的影响下，我们关于基督教的社会服务的异象将获得必要的广度和深度。尽管存在所有这些不可避免的成长中的痛苦，尽管须在新俄国寻求一个位置，但我们的人对上帝话语的爱和信心将继续吸引数千新人来到复临会教会，他们在这里也将找到灵性需要的真正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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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苏维埃俄国的小教派和新兴宗教运动

谢尔盖·菲拉托夫（Sergei Filatov）

小教派和新兴宗教运动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在俄国引起了很多关注。
[1]

 最近几年中，几乎所有大众媒体都将大量版面投入“极权主义小教派”（尤其那些源于国外的）的有害活动的故事。在1996年俄罗斯联邦大选候选人竞选期间，几乎半数候选人承诺他们将采取措施反对极权主义小教派和外国传教士。俄国东正教会主教团和许多神职人员经常向新兴宗教运动和极权主义小教派宣战；这样一场斗争被视为教会的主要任务之一。为何俄国如此关注这个在西欧国家引起较少注意的主题？为何“极权主义小教派”成为今日最热烈的问题之一？一小段历史提供了必要的背景。

在苏维埃时期，政府严厉控制所有宗教活动，镇压宗教宣传，尤其是扼杀创建新宗教组织的任何企图。共产党在任何宗教活动的兴旺道路上设置了一个重大障碍：警察。因而，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初，俄国人的宗教意识是不同信仰不确定的折中的混合，包括东正教、东方宗教、神秘学（occultism）及其他宗教的一些因素。回顾过去，这并不使人感到奇怪。因为，在审查制度的情况下，并鉴于实际上教会传统的破坏和连贯有条理的宗教世界观的消失，简单的信仰——宗教意识形态“片段”——以自发、随机的方式蔓延。

在俄国，不像西方，“新兴宗教运动”的标签也被贴在许多形式的基督教（除了东正教以外）上；然而，在1988年后，社会的许多部分开始追随这样的运动。

但“新兴宗教运动”既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也在之后在俄国蔓延。在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神秘学、东方宗教、巫术的影响和对不明飞行物、喜马拉雅山雪人、灵魂转生的相信的增长。在改革之前，这些非正式宗教吸引的主要是青年和知识分子——社会中最倾向于反省和质疑他们信仰的部分。然而，近来的消息来源揭露不仅年轻人甚至最高苏维埃权威的代表们也对新兴宗教运动感兴趣，并在这段时间中雇用通灵师和占星家来提供服务。

值得注意的是，相信超自然力量、不明飞行物、灵魂转世、东方哲学和类似东西的人更多的是民主市场转型的支持者，而非东正教基督徒或无神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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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折中的非教义性的宗教意识与亲市场力量的增长平行发展，并进一步扩大。改革削弱了体制的意识形态僵硬化，触发了社会中普遍的思想上的不安，这个社会如今在后苏维埃政体下轻易地滑进了一场无规则的游戏。

外国传教团体

目前的这种意识形态真空和思想不安为小教派和所谓的极权主义小教派提供了沃土，这一事实被最有影响最富裕的国际小教派的领导们注意到了。在改革初年，最显著、最迅速增长的小教派是来自国外的，尤其是统一教会（文鲜明教会）、亲穆仪大师（Shri Chinmoy）的奥姆（Aum）教派、基督教科学派。它们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社会氛围比其他任何时候更容易被接受。宗教大体上恢复了名誉，但对宗教事务的无知在苏维埃人民中——上自苏联总统下至普通公民——是如此巨大，以致没有什么人能分辨如下二者的差异：一方面是麻原彰晃和文鲜明，另一方面是教皇、牧首阿列克西二世和比利·格雷厄姆（Billy Graham）。例如，一些事件只可能发生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改革期间：1990年4月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会见文鲜明；国家安全委员会书记O. Lobov加入俄日大学（Russo-Japanese University）奥姆协会的领导层；俄国最有声誉的高等教育机构莫斯科国立大学的第一个基督教科学派实验室举行了奢侈的官方剪彩。

在俄国建立势力的传教小教派中，统一教会是第一个也是最热心的一个。比改革早很多的时候，文鲜明就已表示了对俄国的兴趣。20世纪80年代初，他的传教士非法地用旅游签证第一次进入俄国。1985年后，统一教会为发起传教运动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它的登记过程开始于1989年，当时新闻社（Novosti Press）派了12名记者参加文鲜明教会组织的一场会议，居领导地位的苏维埃各出版物在会后刊发了对文鲜明的访谈。在1990年戈尔巴乔夫会见文鲜明后，所有剩下的合法化的障碍迅速消失了，1992年俄国司法部对统一教会进行了正式登记。它在俄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系统，总部在莫斯科，6个支部分布在全国。

直到1994年年末之前，文鲜明教会的活动基本不受限制，它举办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活动。它的努力集中于学生、中小学教师、大学教师以及国家政府中的年轻人。总共有数万名（一些人认为是8万名）前苏联居民参加了众多的会议、研讨班、到独联体和美国各城镇的学习旅行。在20世纪90年代初，文鲜明教会获得了进入学校和高等教育机构的广阔通道，与教育部和地区教育当局密切合作。1994年，2000所俄国学校使用文鲜明教会提供的“道德课本”。对于文鲜明教会，在俄国可以这么容易地接近孩子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伟大成就。

文鲜明教会寻求建立和地方政府的密切关系，并在俄国一些地区获得了成功。例如，在叶卡捷琳堡，统一教会和省长A. Strakhov的行政部门有如此密切的关系，以致文鲜明教会在其职员的鼓动下积极活动，为他获取在竞选中的候选资格而反对其竞争对手E. Russell。

尽管在俄国付出了如此巨大的努力，但文鲜明教会的事业看来并不太成功。根据官方统计数据，甚至在其1993—1994年的顶峰时，它的正式成员数量没有超过500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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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在1994年年末开始了一场反对小教派的运动，把文鲜明教会作为主要目标之一。地方政府逐渐停止与他们接触，到1997年，已没有什么教育机构仍给予他们进入权。政府停止登记文鲜明教会，并在一些地区使他们遭受巨大的压力，以致文鲜明教会不得不停止他们的活动。与此同时，文鲜明在1995年停止为其教会的俄国分部负担财政，想要它自筹经费。

作为这些情况的结果，它的成员数急剧下降；据A. Shtern和其他专家所说，1997年的成员数不到3000名，而且，统一教会俄国分部领导层中外国人逐渐被俄国人接替并没有产生想要的效果。在1995年被任命为俄国分部领导的Nikolai Dikin，也未能带领俄国文鲜明教会走出危机，但失败的不仅是文鲜明教会大规模的经费充裕的运动。

麻原彰晃在1992年春首次出现在俄国，受到了权力最高层的最热烈欢迎。他为他的集会租用最大最著名的音乐厅，并从居于领导地位的广播和电视公司购买广告播放时间。俄国奥姆组织主要吸引练瑜伽和禅定的人，他们中许多人是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瑜伽团体的成员。麻原彰晃对佛教理论和实践的解释的原始风格和易接近性具有广泛吸引力。奥姆集会利用俄国人对东方神秘主义的兴趣吸引了许多人，尽管参加集会的人数很多，但奥姆组织的实际成员数从未超过2000名，即使在1995年年初它盛行的顶峰时也是如此。

在奥姆教于1995年中期在日本被取缔后，俄国警察驱散了俄国奥姆教的领导层。在短暂的抵抗后，该俄国组织迅速衰败，虽然在一些俄国城镇还有这位“开悟的导师”的追随者的几个小团体继续把他当作偶像来崇拜。

拥有“学院”“管理课程”和书店网络的组织良好的基督教科学派的成果只是把整个俄国搞糊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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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深深被吸引而入教的人面临苦涩的失望。

本土新兴宗教运动

尽管他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外国传教士在俄国的成功很有限，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不能适应俄国的现实和心性。看来如此容易地填补俄国的“精神真空”证明对于外国小教派很困难。那些源于俄国本土的小教派通常比外国小教派发展得好。这至少部分地源于如下事实：这些本土俄国小教派将它们的教导一砖一瓦地建立在目前俄国社会最普遍的那些宗教意识形态上。这些小教派很多且各式各样。

折中的俄国小教派

或许最显著最普遍存在的信仰是与健康问题和另类医疗有关的伪宗教教导。通灵者和巫师，食疗和“生活方式”的发明者几乎总是将他们赚钱的职业建立于某种普遍的宗教原理上；在后苏维埃时期，灵性方面的另类医疗在扩张。治疗大众是许多新兴小教派出现的基础。除此之外，它还是建立在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基础上的各小教派必不可少的元素。

简化的东方信仰和它们的残余自从20世纪70年代在俄国也变得更普遍。这些包括佛教、印度教和瑜伽的许多变体。20世纪初涉猎于各种形式的远东和神秘学灵性的一个俄国家庭所发起的勒里希（Rerikh）运动在各种东方信仰对现代俄国境况的适应中扮演着独特角色。虽然勒里希运动被松散地组织成举办讲课和研讨班的各个俱乐部和协会，但它迄今没有将自身形成为一个严密的有纪律的组织。然而，它的许多思想激发了其他小教派组织，例如萨拉托夫省的博格玛（Bogema）宗教和车里雅宾斯克省的巴若夫（Bazhov）运动。这些小教派在勒里希运动的成员中招募，有时在其领导层中进行招募。

俄国当代宗教观点中最重要的思想元素由伪科学意识形态构成。这些信仰包括相信不明飞行物（百分之七十的俄国人如此）、喜马拉雅山雪人、与地外文明的接触，还有关于不论好坏能改变整个宇宙的所谓的伟大科学家的很多理论（或迷信）。伪心理学宗教思想承诺灵魂的转变或获得控制同类的无限力量的手段。社会中几乎三分之二的人被对占星术的信仰所诱惑。关于水瓶座时代和更高等种族的水瓶座人的创造世界的思想到处盛行；这些思想很容易和关于世界末日与拣选一个独特小教派的信仰结合。

由于宗教教育的低水平和今日宗教复兴的混乱性质，甚至东正教的智识环境也变成了宗教教导生长的沃土，导致它们不仅远非东正教信仰，而且远非基督教自身。这种“类东正教”小教派的一个显著例子是所谓的“卡希尔斯克（Kashirsk）主教、莫斯科大主教、西伯利亚大主教、全俄牧首、上帝的话语《约翰启示录》的守护者、拉撒路见证的羔羊和圣母中心”的“地下共同体”。

在90年代中期，相对晚的时候，民族宗教加入了现代俄国小教派的意识形态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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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民族宗教对于俄国不是完全新鲜的；崇拜斯拉夫民族之神佩伦（Perun）的很小团体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就已经存在。然而，复兴古代俄罗斯民族宗教相当困难，因为斯拉夫诸神的万神殿在俄国人心中不能获得承认。此传统已长久地被切断，在民间传说中剩下的元素非常少。因此，俄国人经常在他们崇拜古代日耳曼诸神的地方创建民族宗教社团，采纳美洲印第安人的信仰，在楚克其、高加索或外国的萨满教中找到真理——这一切同时进行！在俄国宗教传统中的民族宗教的弱点的终极表现是发明它们自己的民族宗教形式的小教派的出现。

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几乎所有主要的小教派都具有所有这些粗糙信仰的折中结合。有三个主要的小教派：大白衣兄弟会；末约教会（the Church of the Last Testament），亦称维萨里昂（Vissarion）教；圣母中心。其中第一个是最极端且组织良好的教派。

大白衣兄弟会

大白衣兄弟会产生于有工程学博士学位的乌克兰人尤里·克里沃诺戈夫（Yuri Krivonogov）的灵性寻求。在20世纪70年代末，克里沃诺戈夫对心理学、神秘学和各种宗教教导产生了兴趣，包括通神论、瑜伽、勒里希和Aivankhov的教导。

克里沃诺戈夫在苏联各地旅行以传播他的信仰，在一次旅行中，他遇到一位记者玛丽娜·茨维贡（Marina Tsvigun）；茨维贡为了他而离开丈夫和儿子。克里沃诺戈夫和茨维贡创建了一所称为阿特玛（Atma
 ）或灵魂训练班的医疗中心，它使用另类医疗手段，并与附属于基辅慈善和健康基金会的自我意识和高等瑜伽中心合作。阿特玛附属于莫斯科的秘传机构健康学院（现今在瑜伽学院的名称下存在）。被指控为盗用基金后，乌克兰内务部开始了对克里沃诺戈夫和茨维贡的犯罪调查。于是他们迁至俄国，在这里开始了他们的主要活动，宣布自己是宗教导师，建立追随者的共同体。随着这个小教派人数的增长，它的教导在发展——克里沃诺戈夫和茨维贡宣称自己具有神性（“神圣的一对”，自称约翰大师和玛丽亚女神），并发展出他们自己的折中的宗教教导尤斯玛逻斯（Yusmalos
 ，他们两人名字和单词logos
 的俄文缩写）。

“神圣的一对”制定了基于三年半的时间尺度（1260天）的特别活动方案。在此期间，两人和他们虔诚的追随者将宣扬尤斯玛逻斯的信息，号召所有人悔改并承认“童贞女玛丽亚”（玛丽亚女神）为“活生生的神”。他们相信世界末日将发生在1993年秋，即当玛丽娜·茨维贡达到33岁时。根据他们追随者的期望，约翰大师和这位童贞女玛丽亚将被杀害，然后在3日后复活，最后审判将发生在他们复活后。圣化和永生等待着尤斯玛逻斯的信徒，而不信者将面临“永远的折磨”。1993年10月，该教派几乎所有成员旅行至基辅，他们在那里占据圣索菲亚大教堂来等候世界末日。

但基辅民兵逮捕了克里沃诺戈夫、茨维贡和该教派最活跃的成员，因为该教派在乌克兰被取缔了。它的成员坚决抵抗，甚至在监狱中坚持他们的信仰并进行绝食抗议。多数成员最后被释放，但政府继续拘留克里沃诺戈夫、茨维贡和他们最亲密的同伴——使徒彼得·科瓦利丘克（Piotr Kovalchuk），主要的财产管理员和行政主管。1996年2月，法庭宣判玛丽亚女神4年监禁，约翰大师7年监禁，使徒彼得·科瓦利丘克6年监禁。

在拘留和调查期间，克里沃诺戈夫和茨维贡闹翻，他们的私生活中所有令人不快的细节——打架和家庭暴力等——都被曝光了。茨维贡宣称克里沃诺戈夫是叛徒，诅咒他是“该隐”。在监狱中，她嫁给了科瓦利丘克，并宣称他是使徒约翰—彼得。“白衣兄弟”随后只接受“童贞女玛丽亚”的信，而不接受“堕落的该隐”的信。在她的信中，茨维贡声称约翰大师一贯歪曲她的神圣思想和预言，她显然从未预言过世界末日将在特定时候发生。

在接受《消息报》的访谈中，茨维贡说她一旦从监狱释放，她会重新取得她的教会的领导权。她甚至预言一个闪光的将来：

我们的处境不比克里希纳运动更危险，没有人迫害我们。当然，我的教导更完全——我能将基督教的和东方的教导结合起来，宣扬“尤斯玛逻斯”，它以拯救和复兴斯拉夫文化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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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维贡近来开始准备让自己第一次婚姻生下的现已十八岁的儿子加入该教派的领导层。1997年8月，玛丽娜·茨维贡和彼得·科瓦利丘克在特赦下从监狱被释放。

在大白衣兄弟会的领导们被捕后，该教派一度被瓦解。其成员数显著下降，尽管它原先就不大。但镇压没有导致该教派消失，而只是迫使它采取一种更隐秘的方式存在。

该教派目前的组织结构模仿军队编制，在其中每个军官负责两三名士兵，但在战斗开始时，它以牺牲机动性为代价而变成由普通成员和非成员的支持者草草组成的团体。当女神在监狱服刑时，“使徒”Sergei Solov'ev（Ierofan）、Gennadii Polishchuk（Gibar）、Aleksandr Zhuravel'（Israil'）和被称为“Vulan”的某人是该教派的领导。

尤斯玛逻斯的教导结合了基督教、勒里希运动和克里沃诺戈夫修习多年的佛教与克里希纳教禅定技巧。因而尤斯玛逻斯植根于四个主要来源：瑜伽（饮食）、哈里克里希纳教（禅定技巧）、勒里希运动和基督教。两位领导采用的名字、三位一体的思想（他们给予它不同的解释）、第三日复活和最后审判的思想都来自基督教传统。

起先，克里沃诺戈夫自称为亚当，而茨维贡是埃琳娜·勒里希（Elena Rerikh）。随着“神圣的一对”，约瑟夫和玛丽亚女神的出现，基督教和勒里希运动的结合进一步发展。有可能从大白衣兄弟会的著作推测在约瑟夫和玛丽亚女神的家庭中，基督的角色是为玛丽娜·茨维贡的儿子保留的；在回到他父亲那里之前，他和他们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在那之后不久，玛丽亚接受了一个新名字——玛丽亚女神基督，她宣布耶稣基督之灵和童贞女玛丽亚的联合于1990年4月11日在“伯利恒”［顿涅茨克（Donetsk）］发生。她说从联合之日起，她的身体就是唯一的上帝的容器。然后，茨维贡采用了世界之母——童贞女玛丽亚——基督的名字。“神性的火花”在克里沃诺戈夫身上不像在茨维贡身上那样明显。克里沃诺戈夫是无尽的一系列人物：亚当、约瑟夫、施洗约翰、以利亚、大卫、弗拉基米尔大公、天使长米迦勒。最后他成了约翰大师。

大白衣兄弟会憎恨任何外部权威，无论是共产党、克格勃、叶利钦、克拉夫丘克（Kravchuk）还是库奇马（Kuchma）。尤斯玛逻斯教导“唯一的普世宗教的中心”在斯拉夫土地上：“上帝是俄罗斯的。”144000名圣徒和被拣选者据说都是斯拉夫人。“所有东西都已被出卖给了敌基督的犹太—共济会阴谋集团（美国、以色列）。”他们捍卫“斯拉夫利益”，展示一种缺乏任何真正的文化和宗教传统的喧嚣的民族主义。该兄弟会支持建立强势国家，它应保护“唯一真正的教导”。它支持私有财产原则，反对中央集权的经济，同情小商贩和杂货摊主的利益。大白衣兄弟会是最极端、狂热、苦行、有纪律的后苏维埃小教派之一。为了将自己从“国家灌输”下释放出来，兄弟会成员不得不使自己尽可能地与一切外部影响隔离；电视、电影、广播、磁带、任何印刷品和电子媒体都被禁止。为了辩护此举，领导层说：“撒旦势力遍及各处，人们正被变成生物机器人。”但还要求甚至更严厉的措施。成员不允许一天睡眠多于四小时，他们的食物限于一天一顿素餐。性交被禁止。追随者不允许和人（甚至动物）有任何接触，即便是意外的。他们被建议用凉水浸洗自己和赤足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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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根据茨维贡的声明，在克里沃诺戈夫被开除后，大白衣兄弟会的意识形态逐渐变得较为“自由”。例如，女神拒绝预言世界末日的日期，并号召她的追随者停止禁食和在其他方面普遍放松兄弟会内采纳的苦行生活方式。

有趣的是，和外国传教性小教派的情况一样，尽管有反对该教派的公开的大声疾呼，但它从未有大量的追随者。在社会的极端反应与大白衣兄弟会运动自身的微不足道之间的不相称是引人注目的。在“神圣的一对”被捕前，成员数量不到4000名；1993年后，成员数量降至仅三四百名，尽管在俄国没有类似在乌克兰的严厉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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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约教会：维萨里昂教

维萨里昂教是目前在俄国被采纳的小教派类型更好的例子。该教派的历史产生于它的“活生生的神”谢尔盖·托罗普（Sergei Torop）的生平。他在1961年1月14日出生于克拉斯诺达尔（Krasnodar）的建筑工人家庭。他的父母不是信徒。直到6岁时，他由祖母抚养，她和老派信徒有联系。祖母影响了他的灵性发展，托罗普至今仍将她的相片保存在他的圣像中。1968年，由于工作原因，他的家庭迁至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米努辛斯克（Minusinsk）。上完学后，谢尔盖·托罗普开始服兵役，复员后，他成为民兵低层军官。这之后，他从事过各种职业，研究神秘学和基督教，并从事绘画。托罗普的宗教兴趣源于他致力于武术、瑜伽和勒里希教。他显然是一位很有才能的演说者，能一口气说上5小时（这很好地服务了他的布道活动）。

1990年5月，在他二十九岁时，托罗普宣告他的“记忆被开启了”，“鳞片从他的眼睛上脱落”，他意识到他是“上帝的儿子”，要被称为维萨里昂。据托罗普说，天父亲自在1991年1月14日给他施洗（此前他从未加入任何宗教），并吩咐他去宣扬唯一真正的宗教。托罗普于1991年8月18日在米努辛斯克附近首次布道。对于维萨里昂教徒，这一天几乎被标志为奠基者的节日，它也被联系至反对戈尔巴乔夫的莫斯科政变。在这之后，托罗普旅行全俄，宣扬他的宗教。他在圣彼得堡特别成功，但也在前苏联其他共和国吸引了追随者，尤其在拉脱维亚。

1994年，托罗普宣告人们必须定居在萨彦斯克（Sayansk）山脉来获得拯救。在那里，在苏霍伊（Sukhoi）山上［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的库尔干斯克（Kurgansk）地区］，他的追随者将经历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而幸存。唯一信仰共同体（the One Faith Community）在1994年获得官方登记，1995年，定居者组建的封闭股份公司Tabrat
 开始创建“试验性生态定居地”（在官方文件中被如此描述）。来自全国各城镇的维萨里昂教徒开始卖掉他们的公寓，迁至苏霍伊山附近的各村庄。离地区中心库尔干尼诺（Kurganino）不远的切列姆尚卡（Cheremshanka）村成为了该教派的中心地点。维萨里昂教徒在离村庄不远的地方为维萨里昂建了一座塔。虽然维萨里昂花许多时间在全国各地旅行，但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把家安在了切列姆尚卡。该教派开始在苏霍伊山上的一片土地上建亚松（Asun）城（250公顷）；直到1997年年初才建成通到此地的一条路。1996年，维萨里昂教徒在切列姆尚卡建立了他们的第一座教堂，他们过着有纪律的共同体生活。周围村庄的2000名维萨里昂教徒都待在邻近，因为他们被禁止离开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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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的组织和神职在维萨里昂教内相对缓慢地发展着。在起初几年中，共同体内只有两名被承认的助手。Sergei Chevalkov，前导弹专家、退休的上校，如今是一位“唯一信仰的长老”，掌管行政和财政事务。Vadim Red'kin是主要的神学家，负责记下该教派的教导和编辑神圣文本。维萨里昂终于在1995年祝圣了两位“高级祭司”：Vladimir Kupunkin，前音乐家，他正在发展一系列的崇拜、晨祷、晚祷和圣礼等活动程序；另一位是Aleksandr Beloshapkin。

Vitali Savitsky，国家杜马代表和基督教民主联盟的领导，反对极权主义小教派，在1995年盯上了维萨里昂教徒。Savitsky在大众媒体上谴责维萨里昂教徒，并来到库尔干尼诺号召政府反对维萨里昂的追随者。当地政府颁布了数条规定，但这些只是侮辱了该教派的成员，而没有真正威胁其生存。在Savitsky于1995年年末死于车祸后，维萨里昂教徒大体上就没有人管了。因此，他们的定居地继续发展。尽管存在政府和民意的负面态度，但1997年年末约教会有8个在官方登记的共同体和无疑许多未登记的共同体。

维萨里昂教导说他将终极宗教带到了世界上。在他之前，4种宗教启示了世界：道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维萨里昂利用这些宗教的灵性财富来向人类开启唯一世界宗教的奥秘。唯一宗教的来临标志“强力之国”的终结和“灵魂之国”（即上帝之国）的开端。

虽然维萨里昂关于神性的教导是模糊和摇摆不定的，但的确有一些可辨识的特征。他关于神性的观点包括三位一体（相似于基督教的概念）以及另一位神大地母亲（或自然母亲）的概念。虽然他承认太一（the One，宇宙的伟大父亲，绝对者）是一切存在者的创造者，但托罗普不是严格的一神论者，甚至在关于上帝的第一位格的问题上也是如此。因为维萨里昂不时说到一位独立的天父（有时被称为太一之子），他是人类灵魂之父；有时他还说到一种独立于太一的宇宙理性。虽然有可能随着维萨里昂的教导的发展，三位一体的第一位格的这种三重区分将消失，但也有可能它将导致三位一体转变为四位、五位甚至更多位一体。三位一体的第三位格，圣灵，是“有益的能量，他进入被拣选者，为了他们在其帮助下能在人们当中创造神圣的工作”。三位一体的第三位格也有一位同伴：生命之灵，他给予物理力量，表现为“物质能量”。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格是“唯一的儿子”“基督的肉身化”“天父之光”“生于生命之灵与大地母亲之心的能量的结合的子——神”。这第二位格是维萨里昂自己。

除了对基督教三位一体的这些改变，维萨里昂的教导还将大地描述为实际上另一个神性存在者，他称之为大地母亲。“民族宗教的信徒崇拜她，知道她是某种存在者——心的能量——的形体化。”他继续说，大地对待有害的堕落的人类就仿佛它是要被处理的疾病，要被克服的东西。因此，大地正准备采取极端行动，当人类开始退化，细胞开始变异时，我们已能看到迹象。这些是最后审判的开始，大多数人将在其中毁灭。维萨里昂教导，《圣经》洪水的配对物不久将发生——一场15年的干旱将消灭人类。然而，维萨里昂的追随者将被转变至“新的存在状态”；他们将经历改变。在大地转变至新的存在性质时，俄国将扮演特别的角色，因为正是在俄国，上帝之子将“创造上帝与人之间的新联合”，缔结第三即最后之约。那些“皈依了新国家”的人（即维萨里昂的追随者）将被接进上帝之国，它将以物质形式存在于转变的大地上。

维萨里昂承认敌基督在地上的存在，他在两个人身上显示自己，这两人都在俄国。维萨里昂知道其中一个，但他不愿透露他的名字。他只说那人生于1962年，很有魅力，很聪明，用“心理学武器”工作，将入选俄罗斯杜马。

上帝没有召唤维萨里昂做出神迹，因为人们应自由地而非通过惧怕接受维萨里昂的教导。这些教导包括人能在地上出现十次。每次出现都是灵性增长的机会，之后灵魂将上天堂或下地狱。维萨里昂还教导说，宇宙正根据自利法则而发展。这一法则宣告存在的每一事物根据自利原理而运作，并朝向尽可能少地妨碍它者，但会在互利的基础上与它者合作。自利法则还促成了“业”（karma）的概念或“飞返效应”：你给予世界的每一事物将加倍返还于你。宇宙会对人的活动作出反应，用赐福奖赏善工，打断对共同体其他成员造成伤害的任何行为。自利法则最极端地体现于如下真理：“如果少数妨碍或威胁了多数的活动，那么为了多数的利益它必须被毁灭。”

真心实意的主题处于维萨里昂的教导的核心；每个人应根据心灵而非头脑的指示生活。虽然有六十一条诫命，但婚外性行为不被禁止，因为维萨里昂说性欲不是罪恶的。他还声称任何带来好处的谎言都是明智的和恰当的。严格的素食主义是维萨里昂的教导中的少数严格规则之一；这样的素食主义有时甚至因限制其他的食物而得到强化，包括对面包和蜂蜜的禁令。

正如没有什么诫命是难以承受的，神圣崇拜也没有严格标准。在苏霍伊山上建立他们的定居地之前，维萨里昂教徒只崇拜大地母亲。他们会聚成圈子，举起手，颂赞大地母亲和维萨里昂的教导。他们还会缝制特别的服装，做俄国风格的护身符。自从1996年开始，该教派制定了整套的其他的崇拜和惯例。祭司朗诵赞美诗现在成为了崇拜仪式的主要元素。崇拜天父是维萨里昂教崇拜仪式的主要元素。圣餐只具有次要的重要性，因为基督已肉身化为维萨里昂，当活生生的面包存在于维萨里昂的肉身中时，分享面包和酒是不可能的。因此，维萨里昂教徒将来自“神”之口的话语作为圣餐。在圣礼中举行的“圣餐”或“火之圣餐”有完全不同于基督教圣餐的意义。维萨里昂教徒用“热水”（纯净的泉水）作为他们的圣餐。（只有高级祭司见证发生在尘世领域外的水的“燃烧”）火之圣餐是从上帝天父接受能量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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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母中心

尽管被视为异端，但圣母中心是一个从东正教发展出来的折中特征较少的小教派。它源于东正教内，因作家韦尼阿明·贝雷斯拉夫斯基（Veniamin Bereslavsky）的预言而诞生。这位新先知在1984年“听到圣母的声音”，她向他口授了二十多卷“上帝呼出的”文本。该宗教组织直到1988—1989年的某时才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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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雷斯拉夫斯基的教导声称自从上帝给予人类《旧约》和《新约》之后，物质和灵性世界经历了重大改变。因此，在千年王国能开始之前，需要授予人类第三约。自从1984年（他的第一次异象的日期）开始，上帝专门通过童贞女玛利亚和她“未堕落之心”来启示自己。先前，恩典的唯一来源是圣餐。但如今玛利亚被给予了一种神秘的恩典，没有它，来自基督的圣餐恩典就是无效的。基督的赎罪使命将逐渐被玛利亚的赎罪使命完成和代替，她的心因看到堕落的世界而痛苦。玛利亚将站在审判堕落的世界的位置。

玛利亚在卢尔德（Lourdes）、法蒂玛（Fatima）、默主歌耶（Medjugorje）、开罗和其他地方的显现证明了她想要帮助人类，她指出通过教会，特别是通过东正教会的转变的拯救道路。

东正教会的更新将在圣母教会的怀中养育。在此教会中，没有“红色教会”（俄国东正教会）的罪的祭司职分更新正在发生。然而，只有那些未带有“祖先遗传的诅咒”，保持着“继承的服务他人的能力”的人能成为“童贞女玛利亚的祭司”。这些只可能是男人，或“圣母的神父”。

该教派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对性的贬低。贝雷斯拉夫斯基宣布只有当男人将自己从对女人（即妻子和母亲）的崇拜——停留“在生殖器水平上的”（原文用的是不适合印刷出来的表达）崇拜——解放时，他才能自由。每个人都负有人类的罪，罪通过女人的性行为一代代遗传。为了对抗这种恶，该教派有一个小心保密的“否定母亲”仪式。在此团体中，女人被作为二等公民来对待。圣母中心教导，女人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加强了女人作为世上的罪恶来源的集体形象），然后嫁祸给犹太人。对女人是罪恶来源的信仰基于在圣母中心的神学文本中被“敌基督之母”或“巴比伦淫妇”所象征的女性的隐秘性。

根据贝雷斯拉夫斯基的教导，人类现在正进入基督教历史的最终阶段。“最后的时候”正在来临。但玛利亚终末论承诺世界的转变而非世界的终结。如果悔改和皈依“真正的玛利亚信仰”发生，那么童贞女将以“转变的安静睡眠”替代最后审判。在即将到来的千年王国中，世界将根据真正的灵性原则而进行组织，“国家基督教”将被“基督教国家”取代。圣母中心现在的修道院和共同体将成为那样一个“基督教国家”的典范和中心，而“玛利亚，第一位受膏者”将领导新国家。

圣母中心给予俄国末代沙皇荣誉，甚至将Grigori Rasputin提升进入它的圣徒表。然而，这种向君主制的鞠躬只是象征性的，对社会—政治情况没有任何直接影响。实际上，这些信徒为良心自由和普世教会运动而斗争，因为只有通过遵循这些规范，他们在俄国的生存才有可能。他们还认为民主派的掌权可归功于圣母的神圣影响。他们声称童贞女玛利亚在1991年8月和1993年10月都进行了干预。他们进一步支持自由市场经济体系。这也合乎他们的利益，因为他们的问世和大众事业的发展表明他们正干得非常好。

约翰·贝雷斯拉夫斯基在该教的等级的发展中保有独一无二的地位。此运动将他尊崇为先知，他被称为大主教或牧首。他必须完成开启与玛利亚的特别角色有关的“最后时候的秘密”的特别使命。他以施洗约翰连接《旧约》和《新约》的方式将《旧约》与《第三约》结合起来。此著作说被上帝派到俄国的先知约翰传送“真理的完满”。
[12]



圣母中心是首个出现的俄国本土小教派。它找到了一些慷慨的财政赞助者，且几乎未被政府的镇压性措施所触碰；它的社团中约有15个获得了官方登记。但是，尽管资金充足，没有多少镇压，甚至在1994年经历了一场大众公关运动（为对抗俄国广泛的反小教派运动），但该组织从未积聚起大量人数——维持着仅两三千的成员数。

其他本土团体

虽然圣母中心、白衣兄弟会和维萨里昂教是俄国本土小教派中最广为人知的，但若非数百个，也还有数十个更不著名、组织性较弱、传播不广泛的本土小教派，不可能分辨其中哪个可能在将来吸引重大的公众关注。即使如此，作者认为有两个小教派最可能吸引更多关注——博格玛教和哥萨克宗教运动：克鲁格利科（Kruglik
 ）。

博格玛教

1991年3月20日，当娜德希塔·科索娃（Nadezhda Kosova）在萨拉托夫省巴拉科沃（Balakovo）的家中时，她看到了宇宙创造者——宇宙中心理性——的异象。科索娃声称她和儿子及她的母亲与此理性交流一直到1991年5月15日。它向他们启示了博格玛教的秘密知识和教导。科索娃和其他人分享她的“知识”，他们相信了这一新教导，在1991年6月形成了相似思想者（Like-Thinkers）共同体。他们自称为博格玛人（Bogemtsy
 ）。科索娃逐渐阐明了博格玛教的教导，创造了独特的神话、宗教、崇拜形式、象征、仪式、异类治疗手段、文化（艺术家合作社、诗歌、音乐）。根据官方文献，该教派的建立“以1993年6月22日在巴拉科沃镇建筑者大厦进行对博格玛教的介绍而开始”
[13]

 。因此，博格玛教是娜德希塔·科索娃创立的宗教。

在萨拉托夫登记后，该教派开始创建姐妹组织来传播其教导和异类治疗。从1994年至1996年，他们试图在巴拉科沃组织共同体生活。他们租了一所幼儿园，并试图控制镇上的一所学校。但当地行政部门对他们作出负面反应，通过财政和行政措施限制他们的活动。因此在1996年年初，该共同体多数人（包括科索娃）迁至Khvalinsk附近的切列姆沙内（Cheremshany），他们在那里开始租一所疗养院的一部分——用他们的劳动而不是钱来支付。此疗养院位于原先是一座老派信徒修道院的建筑群内，切列姆沙内在革命前是老派信徒的主要活动中心之一。萨拉托夫的Belokrinitsy老派信徒社团近来提出了归还其修道院的问题，因此博格玛人面临着老问题。

1997年1月在疗养院发生了一场火灾，毁掉了该社团的许多执照和官方文件以及大量财物。不排除这是有人故意纵火的可能性。但当地政府目前对博格玛人有好感，该社团计划在切列姆沙内建一座博格玛中心。该社团过着一种封闭生活，不让陌生人进来。

博格玛教的教导由勒里希、基督教和通过“接触者”获得的综合的宗教印象而构成。博格玛人试图通过基督教来“俄化”勒里希教。《新约》和《阿格尼（吠陀火神）瑜伽》充当主要文献来源。博格玛人的神话基于如下信仰：6000年前地球被称为博格玛，其居民被称为博格玛人。
[14]

 博格玛人是类似神的存在者；他们的生命长度直接取决于更高的宇宙理性影响他们的程度，他们可以活到1000年那么长。根据宇宙法则生活的博格玛人具有提高的灵性，能随意转变能量。博格玛是“处女园”，那里没有人挖掘耕种土地。博格玛人通过转变能量来吃饭穿衣。每个人都“通过心灵感应与造物主交流”，死亡仅标志着在第一级存在上的生命的完成，然后他们返回其他星球上开始第二级的生命。

博格玛过去和现在仍是一个“女性”星球，在这里女人拥有巨大力量。6000年前，那个“类似神的女人”让恶进入了她心里，它产生了像传染病一样蔓延的骄傲。因被恶的力量感染，博格玛停止履行它在宇宙中的主要职能——宇宙的能量交换。博格玛逐渐恶化为“掠夺文明”，它变成了宇宙中恶能量的产生中心。幸运的是，造物主在地球上保留有“接触者”。这些“接触者”是具有提高的灵性潜能的人，能够担当地球不和谐的抗衡力，阻止它屈从于最终的毁灭。娜德希塔·科索娃是这些接触者之一。她的来临标志着掠夺文明的终结和向博格玛与博格玛人复兴的转变的开始。他们的第一任务是重新定向“真正的能量交换”，为了它在正确的方向上流动；作为违背的结果，能量交换的方向曾被倒转。如果地球居民不注意博格玛人的呼吁，可怕的大灾难将发生在2000年：地球将离开自身的轨道。
[15]



在博格玛教中，女性占有第一重要性的地位。女人是正面能量的承载者。男人承载负面能量，只有在女人的帮助下，他才能达到正常灵性状态。地球上的女人—母亲时代开始于科索娃在她公寓中的异象时刻。博格玛教中给予女人的卓越地位及伴随的对男人的否定可能源于科索娃自己家庭内的状况。

博格玛教据信包含了所有世界宗教。在第二个千年的末尾，地球将被交给耶稣基督掌管，他将返回地球来把博格玛人带进代表所有理性文明总和的“宇宙兄弟会”。三位一体——被博格玛人理解为造物主（上帝天父）、童贞女玛利亚和基督的三位一体——掌管着博格玛复兴的整个过程。两个地上的存在者：母与子（童贞女玛利亚和基督），成为“宇宙人类的象征”。两三年后，“神圣存在者”（童贞女玛利亚和基督）的职能将被转移给科索娃自己和她的儿子。

博格玛教使用各种象征：一个绿色圆盘代表造物主；三个圆盘（橙、红、黄）代表世界母亲；一个三色（绿、蓝、橙）等边三角形代表基督。六角星和红玫瑰也是该教派的象征。博格玛教还制定了崇拜火的仪式。圣餐由面包、酒或圣水构成，取决于吃圣餐者的年龄和情况。用水、火和圣灵给信徒施洗。也有婚姻仪式。但最诗意的仪式是“将逝去的灵魂的身体托付给圣火”，这是“保护此星球免于各种有害的病毒、细菌和微生物的蔓延”的葬礼。尸体在有芬芳的香草和红玫瑰的火葬柴堆上被燃烧。该社团很年轻，迄今科索娃的母亲是唯一死去的成员。但据该教派一位成员所说，不可能火葬她，因为巴拉科沃没有火葬场。
[16]



该社团的教导的另一主要成分关乎治疗。真正的信徒经常付一小笔钱，为了“恶能量被净化掉和被准备好过渡至女人—母亲时代”。博格玛人在萨拉托夫省境内的传教工作也很活跃。到1997年，除了继续运作的巴拉科沃社团，博格玛教在萨拉托夫、叶尔绍夫（Yershov）、阿特卡尔斯克（Atkarsk）和克拉斯诺阿梅斯克（Krasnoarmeisk，红军城）建立了固定传教站。

克鲁格利科

克鲁格利科宗教运动，或关于真哥萨克之光（the True Cossack Light）的教导，和库班河（Kuban）哥萨克人的政治分离主义运动直接有关。该团体的领导是季米特里（Dimitri Podlipentsev），一位来自克拉斯诺达尔的电气工程师。Podlipentsev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年间被吸引进入民主运动；因为血统关系，他被哥萨克运动吸引。因为他坚定地反共产主义，反君主制，又是支持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库班）境内建立独立的哥萨克共和国的分离主义者，所以他与红白两派哥萨克人都不相合。于是他建立了自己的哥萨克运动，成为“库班哥萨克派”的首领。他自称为准下士将军：“将军”，因为他是首领；“准下士”，因为他在20世纪70年代初是苏维埃特种部队的准下士。

Podlipentsev起初为进入镇杜马而参加竞选，但未成功。他为了将克拉斯诺达尔重新命名为新瑟奇（Nova Sych）而活动，并通过他的报纸《克鲁格利科》严厉批评当地政府服务于莫斯科的利益。他责骂红派哥萨克人向政府屈服献媚，批评白派哥萨克人拥护君主制和出卖哥萨克的自由。他批评二者忠于莫斯科牧首教廷，他将其描述为俄国利益在当地的意识形态堡垒。于是，Podlipentsev获得了政治极端分子和哥萨克民族主义者的名声。结果是，他既被自由主义阵营的民主派排斥于地区政治之外，也被保守主义阵营的爱国主义者排斥于地区政治之外。因此，Podlipentsev在1997年创建了哥萨克民族党，但很快意识到他的政治事业没有显出什么希望，于是他变得更加致力于宗教活动，而且他对此一直很有兴趣。

起初，关于真哥萨克之光的宗教教导只是充当Podlipentsev团体政治活动的意识形态成分，但当它的政治活动没有结果时，宗教逐渐走到前面，把哥萨克政治激进分子变成了神秘主义者。克鲁格利科宗教运动以比喻和科学两种方式描述宇宙论和宇宙的精神体系。因而有两份文件实际上描述同一事物但使用不同语言。“科学”版由密集打字的五页纸构成，它以干巴巴的学术语言描述关于真哥萨克之光的教导。“比喻”版是一份漫长的文本，模仿《圣经》的教会会议译本的风格，此文本是对基督教《圣经》的独特解释，命名为《克鲁格利科圣书》而被呈现。它揭示了关于哥萨克民族的大西洋起源的基本信息和关于上帝对世界的安排的启示。

克鲁格利科成员认为哥萨克人一直有他们自己的信仰，即使在他们信仰东正教时。对于哥萨克人，东正教只是被用作外表来掩盖他们关于上帝和世界的神秘的秘密知识。这一知识被包含在Mezhigorsk的基督变容修道院（在今天的乌克兰，但在1786年被沙皇政府关闭了）的图书馆里特别的书中。这些书的一部分消失了，但另一部分流传了下来。据推测，选择上东正教神学院的哥萨克人首先在他们的村子里秘密地被有神职者祝圣。例如，Podlipentsev声称，获神职的哥萨克人，秘密信仰的保存者，在斯塔夫罗波尔（Stavropol）的神学院学习，直至1917年。莫斯科的神父们甚至没有对此表示怀疑。克鲁格利科进一步将哥萨克人对佛教和伊斯兰教的宽容归因于这一特别的非东正教信仰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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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萨克人有他们自己的图腾和象征，包括白鹿、白天鹅和最重要的山龙。一个特别的哥萨克圣徒是“神圣的哥萨克乔治，胜利的给予者”。莫斯科东正教徒狡猾地描绘乔治屠龙，制造一个“砍倒哥萨克标志和象征”的哥萨克形象。从那以后，哥萨克人就不再团结，红派哥萨克人在内战中打败了白派哥萨克人。

克鲁格利科的秘密知识在这些年中被部分丧失了，必须完全恢复它。其中一些保留在有神职者的记忆、手稿和传记中。祭司Yu I. Troschei（那一匿名的神圣文本的可能作者）和长老Podlipentsev使用的恢复失去的知识的其他方法称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Stanislavsky）法。当被个人完全掌握时，此方法可使其灵魂进入历史人物，从而可研究历史文件，然后把知识传授给其同时代人。在克鲁格利科中最重要的品质是和被称为绝对者的上帝自己交流的能力。但这被视为特别知识，不被传授给未经认可的人。

根据克鲁格利科的教导，哥萨克人是被称为Ass Aki的“大西洋岛（Atlantis，消失的大西洋岛之城）的第四代”的后裔和继承者。这一名称被保存在哥萨克的俄语词k-az-aki
 中。历史上，哥萨克人是勇敢诚实的民族，他们在心中接受了“光之晶体的火花”。光之晶体的火花，克鲁格利科的基本教导之一，意为秘密知识、神圣启示和被拣选者获得神圣哥萨克语的传授总和；它是“甚至在宇宙存在之前，上帝在他的爱中创造的关于每一事物的所有知识”。因为哥萨克人不同于所有其他人，上帝拣选他们免遭大洪水。

据克鲁格利科教的教导，哥萨克人（Assaki）定居在爱琴海边古老的阿希亚瓦（Akhiyava）土地上。3000年后，其中一些人进一步向东旅行，直到里海之滨。他们将他们的语言教给生活在里海和伏尔加河之间的小部落，把他们的帐篷驻扎在三个内陆海之间的大草原上。一天，一位使者从Ass Aki带来一支箭，震惊了所有哥萨克人：“那位童贞女把真理维度的拯救（the Redemption of the Dimension of Truth）带进了世界。所有人都战栗着，因他们在那刻看到和接受了光之晶体的火花。”

《克鲁格利科圣书》揭露玛利亚和基督的家谱是伪造的。实际上，玛利亚从未遇到约瑟，基督并不属于大卫家。但这一伪造并不令人吃惊，《克鲁格利科圣书》说，因“若有人删减关于那光的教导，上帝必取走他那份，他的名字必从生命册被抹掉”
[18]

 。因此，四福音书中所讲述的故事是被歪曲的，关于那光的教导也是如此。然而，哥萨克人保存着真正的教导，担当光之晶体的火花的主要承负者。复兴关于那光的真正教导是哥萨克人的目标和使命。他们在基督的指引下如此行。因为，如《克鲁格利科圣书》里引述的那样，耶稣说：

“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与你们在一起时，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之子，高贵的白鹿之子。我将白花之旗，真理和圣洁的象征，给予你们这些看见并接受这光的人，因我确信你们与它相配。道路、真理和生命将在哥萨克人的此象征中照耀，你们将通过我来到天父面前。你们相信吗？”他们回答：“是的，主啊。”哥萨克人相信耶稣并崇拜他……他们不知道犹太人已发誓要处死任何相信这光的人。
[19]



克鲁格利科教宣称，有一位具有更高理性的宇宙存在者，称为绝对者。他在重要性上与造物主上帝平等，并与之相平衡。还存在有混沌，它是宇宙性的恶和黑暗，充当混乱性影响力。绝对者影响了每个个人的灵性成长，并在特定时候增强其影响来对个人的内在灵性过程作出回响。每个人在其脑子里有一个“接收器”之类的东西；此接收器是一个光之晶体的火花，它在某些情况下调节接收“绝对者的数据和能量的储存库”。没有充分准备好或灵性处于低水平的人不能从绝对者接受信息，并且，混沌的势力企图扭曲接收器，使光之晶体的火花灰暗。绝对者常常处于创造的状态，被光之晶体火花内的知识支持。只有那些掌握这一秘密知识的人能接受真理的洗礼。只有克鲁格利科拥有掌握这一知识所需的专门技艺。此技艺是一个秘密仪式性宗教体系，被称为关于那光的教导（the Teaching of the Light）或早期基督教（亦即未被东正教、新教或大公教玷污的“纯粹的”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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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鲁格利科教导，只有能“认识沉思的观察者的自由理性”（the Free Reason of the Contemplative Observer）的个人才会获得使他超越死亡权势的力量而获得拯救。这样的个人直接和绝对者对话，没有“把教会带到饲料槽前”的祭司作为媒介。

根据关于那光的哥萨克教导，那光不是教条的仓库，而是等候它的伟大先知和教师的试验性实验室。《克鲁格利科圣书》预言一位先知的出现：“据把光带给人类的童贞女玛利亚所说，为了认识关于那一维度的现实的真理（the Truth of the Reality of the Dimension）而能够抛弃世俗的关切的那人将清除《旧约》和《新约》中另一只手所犯的错误，他将打破锁链。”这位先知很可能将出自克鲁格利科目前的成员中，可能是这一神圣文本的匿名作者。

该社团目前正计划在伊斯普拉夫纳亚（Ispravnaya）村和佩列多瓦亚（Peredovaya）村之间的克鲁格利科山上建一座光之圣殿。初步的计划要求在山脚种一棵橡树并设一座祭坛。另外，克鲁格利科社团的祭司阶层看来可能在发展。例如，一位成员在克拉斯诺达尔一座教堂做了几年辅祭，他打算为祭司Troschei祝圣。然后，他将寻求“伊西多（Isidor）的教会”里的圣职，在莫斯科牧首教廷的克拉斯诺达尔主教管区大主教伊西多的辖下供职于一座主教管区教堂；他打算同时保持为真哥萨克信仰（the True Cossack Faith）的秘密祭司。
[21]



克鲁格利科在哥萨克民族党中有坚定的支持者，该党将捍卫克鲁格利科和所有哥萨克人的利益。该党的目标包括通过重建民族神话来复兴哥萨克民族，促使民族之父（the Father of the Nation）和先知们回到哥萨克人当中，复兴尊荣哥萨克战士的仪式，为哥萨克精英复兴古代圣礼性哥萨克语。

结论

俄国社会和外国观察者，以及俄国东正教会、西方传教士和俄国本土小教派的领导都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都认为在俄国存在着正等待被新兴宗教的某个有才能的先知开拓的“精神真空”。但是，在当代俄国社会中不是一个真空，而是存在着众多的信仰，包括神秘学、民族宗教和伪基督教。俄国人的信仰和迷信是复杂、折中和易变的。它们也很脆弱；几乎没有人会愿意单单为了信仰而加入一个正式组织。

在俄国目前的背景下，反对“极权主义小教派”很像是与一个幽灵战斗。小教派们被轻微的压迫迅速赶走，只留下原先的信徒重新爬起来。但即使当小教派消失后，这些信仰仍保留着。与这些信仰本身斗争——被政府、普遍社会甚至俄国东正教会发动的斗争——困难得多。因为这很像与自己的影子战斗，因为俄国社会所有方面全部被这种非传统的信仰感染了，它在小教派中激起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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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爱的品质——唯一的机会

迈克尔·布尔多（Michael Bourdeaux）

1986年2月11日，一个身材瘦小、满脸笑容的人大步流星地走过将东柏林的一部分连接至西柏林的格利尼克（Glienicke）桥。他的步伐很有活力，但他走得并不自然：他的一只手一直提着裤子。克格勃给他的裤子太大了，而根据规定又不允许拥有皮带，因为这可能被用于自杀。

在他被囚的11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阿纳托利·夏兰斯基（Anatoli Sharansky），作为全世界的犹太游说团关注的焦点，他支持苏维埃犹太人移民至以色列。许多基督教团体和人权活动家参加了夏兰斯基的妻子阿维塔尔（Avital）领导的运动并为她所感动。他们刚结婚不久，她被允许移民，并得到承诺：阿纳托利将在一天后跟随而来。但是，他被捕了，除了“反苏维埃活动”之外没有明确的罪名而被判刑。他不屈不挠地为苏维埃体制下每个人的人权而积极奋争，包括移民权。对这对夫妇的行为的卑鄙报复给运动增加了力量和激励。“对不起，我迟到了一会儿。”据报道，这是阿纳托利12年来第一次看见妻子时对她说的第一句话。在这一事件过去10年后，如今已改名为纳坦·夏兰斯基（Natan Sharansky）的阿纳托利将成为以色列国的贸易部长。

对于在电视上看到这一幕的数百万人，很明显，某种根本的东西改变了。正值进入戈尔巴乔夫作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时代一年后，夏兰斯基有些不体面地通向自由的第一步是一个信号：克里姆林宫的确有了新的人权议程。词语glasnost
 （开放、公开，字面意义是说出）和perestroika
 （重建、重塑）在全世界的话语中流行。

两个月后，切尔诺贝利爆炸使克里姆林宫里那些正向世界宣告开放的人沉默了。戈尔巴乔夫甚至没有在他的写作和讲话中公开反映这一悲剧对他自己思想的巨大影响，但结果是清楚的，那就是一个决定让苏联成为一个更人道的生活地方。戈尔巴乔夫将另一位伟大的被压迫的人权运动领袖、科学院院士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从他在高尔基市的强制流放中释放出来，召他回到莫斯科参与改革进程。在一年内，代表东正教、大公教和新教几乎所有运行的宗派的约两百名基督徒囚徒中的大多数获释，给政府不仅宽容而且鼓励的宗教自由运动注入活力。唯独立陶宛大公教活动家没有从这一特赦中获益，这表明共产党对于宗教和民族主义的有力混合仍是多么的惧怕。

1988年在这些变化上打上了永久封印。到这一年年底，甚至立陶宛人也被释放了，但在这之前，在4月29日，一次前所未有的会见发生在克里姆林宫。戈尔巴乔夫召见东正教会的领导们，向他们提出一项基于基督教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共同利益”的新交易。
[1]



在其他方面，1988年也是苏联基督教向西方引进和关注打开的关键一年。由于巧合或神意的作为，戈尔巴乔夫开放恰好与1988年庆祝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受洗一千年的俄国东正教千年庆典同时进行。长久以来，皮缅（Pimen）牧首和主教们如何能在无神论社会中得到来自戈尔巴乔夫的准许来扩大他们已在组织的这一国际庆祝活动，仍是一个疑问。1988年5月，里根总统访问莫斯科，参观了正在恢复中的丹尼洛夫（Danilov）修道院，它被选定为全世界在电视屏幕上见证的庆典中心。接下来的一个月，来自全世界的引人注目的代表们，包括像坎特伯雷大主教、比利·格雷厄姆和代表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维勒布兰兹（Willebrands）红衣主教这样的人物，开始涌进莫斯科，后来分散到列宁格勒和基辅。之前，俄国东正教会从未得到过世界如此程度的关注；苏维埃媒体的报道表现了对于那些直到近来仍被压迫的人的大部分人的心理突破。

慈善与教会

直至1990年年末，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兑现关于将会有一部新的宗教法律来代替1929年通过的为了镇压宗教的斯大林蓝图的承诺。但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和新法律通过之间的两年半中，教会干脆无视尚存的对基督教参与社会活动的法律禁令。1917年革命后的将近70年中，俄国东正教会——实际上，所有信徒——不仅被禁止参与媒体和教育活动，而且不准参与慈善工作。与此同时，自由世界的基督教在俄国教会忽视的社会责任领域经历了巨大改变。在开放的全盛期之后幸福的几年中，当苏联开始向全世界打开国门时，充满感激和热情地利用了外部世界的教会经验。

有一段时间，慈善（miloserdiye
 ）成为了描述领导层想要建立的社会类型的响亮词语之一。这个词字面含义是“好心的，有爱心的”，与基督教很有关联。它是表示“仁爱”的《圣经》词语，相当于拉丁文中的caritas
 ，亦即英文词“charity”的词根。但是，说苏联的教会现在可以从事“慈善活动”并未开始传达这个俄文词里的丰富意味——当不仅慈善活动被禁止了70年，甚至这个词本身几乎从苏维埃词典中被删除，只有标签“废词”在它身上时，它特别突出。

然而，可以预期会有来自共产党内部的对教会从事慈善活动的相当大的反对。本应成为改革倡导者的宗教事务委员会主席康斯坦丁·哈尔切夫（Konstantin Kharchev）首先以典型的直率方式表达他的不满。在对莫斯科的最高意识形态机构之一的工作人员讲话时，他问，在这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允许一个人垂死时看见的景象是信徒带给他一个便盆，这是否正确？他应该在死去前知道苏维埃国家不能组织人带给他这一小小的安慰吗？1988年3月的辩论是关于苏维埃国家在允许信徒帮助社会关怀的这些最基本方面存在如此巨大的失败是否正确。哈尔切夫继续说：“我们不能允许教会从事慈善活动的另一个原因是，大公教徒将抓住机会：那个著名的特蕾莎修女已提出要来帮助，新教徒、浸信会信徒和复临会信徒也是如此。只有东正教会被过于困扰而目前没有可获得的财政资源用于从事像那样的任何事情。”
[2]

 在如今正被公开承认的社会服务中巨大增长的各需求领域号召基督教资源提供救济，哈尔切夫的话实际上是抵制这种号召的最后堡垒。在开放时代，这个在世界上宣称自己是人类迄今所知最人道的国家的一些秘密如今向公共观察开放了。

公开辩论持续至1989年年底。一位神职人员提出如下论证：同情怜悯的美德在革命前的社会是极其常见的，以致贵族用可获得的最好医疗设备来创建医院并不稀少，一些有头衔的妇女有时甚至放弃她们继承的遗产所保障的舒适安逸，为了将她们的生命奉献于照顾病人和践行那些今日如此缺乏的美德。
[3]



一连串的灾难

随着1986年切尔诺贝利灾难的发生，这个国家从一开始就表明它实际上缺乏提供所需规模的援助手段，因而留下了巨大的缺口需要国内和国际教会的慈善工作来填补。在最初反应时期，人们可以看到俄国东正教会在为运用防卫性宣传做准备；例如，明斯克的菲拉雷特（Filaret）都主教在1986年5月21日说一些外国人正企图“从别人的悲痛中获得政治利益”，尤其在如今的新背景下：历史上第一次，西方基督教援助可以被直接送达苏维埃灾区。这是严重不公正的评论。
[4]



比俄国成为传教士和劝诱改宗者的“入侵”对象早很多的时候，俄国就已作为援助的接受者而开放。西方对切尔诺贝利有相当多的回应，甚至今天还在以其他形式继续着。然而，一些西方反应仍似乎吻合关于东西方问题的陈旧宣传。苏维埃报刊引用一位来自西德的访问牧师的话，他说世界面临的真正危险不是不可避免地不时出现事故的核反应堆，而是美国核武器的使用。
[5]

 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Ivano-Frankivsk）大主教马卡里（Makari）非但不感谢一个重要的西方机构（“援助危难中的教会”）提供了帮助，反倒批评它为乌克兰大公教会谋利。
[6]



然而，在一两位最有远见的苏维埃教会领导的发言中也有新的声调。两年半后亚美尼亚使徒教会首脑瓦兹根一世（Vazgen Ⅰ）大主教看到他的人民被他自己家乡的地震悲剧所吞噬，宣布开启一项灾难基金来募集十五万卢布，帮助来自切尔诺贝利的难民。基辅强大的浸信会教会也是如此做法，并提供临时收容所，甚至派人员进入灾区中心。康斯坦丁·哈尔切夫已用不同的声音说话，他在1987年11月接受无神论月刊《科学与宗教》访谈时说教会已捐赠300多万卢布来救济切尔诺贝利难民。
[7]



在这一事故发生三年后，约有两万人聚集在西乌克兰利沃夫（Lviv）圣母升天大教堂外，为死者、孩子的健康、被认为负有责任的人而祈祷。当时仍然非法的乌克兰大公教会的神父们带领了仪式。
[8]

 在所有这些活动中都有西方的存在，或明白可见，或隐于幕后。

对于教会，这是一个新的启程。它们惯常捐赠给苏维埃平安基金，但这纯粹是一个政府机构，普通人不能管理它，也不清楚它的运作。因此，支持它不能被视为真正意义上的“慈善”行为。现在这种情况将是可能的，甚至是合理的：苏联教会成为西方援助的接受者，首先为救灾，但很快有益于它们自身的发展。这场灾难的震动无疑是使人们提出疑问的一个因素：为何共产党没有准备好去应对社会和人道主义需求？苏联基督徒以他们的行动表明他们比共产党更关心这一灾难，其他国家的信徒（和非信徒）也同样关心。

在切尔诺贝利灾难之后，跟着发生了格鲁吉亚的洪灾和数起火车碰撞、飞机坠毁事故。在1988年6月的会议期间，俄国东正教会的主教们为一场严重的铁路灾难组织募捐。所有灾难中其直接后果最为恐怖的是1988年12月摧毁亚美尼亚的斯皮塔克（Spitak）和列宁纳坎（Leninakan）的大地震。现在不仅瓦兹根大主教，而且所有其他教会领导都在他们的公众讲话中发出了新声调。

心灵的改变

慈善（Miloserdiye）
 现在在苏维埃报刊中成了一个术语。较早前，老的宗教术语的复活是不可想象的，但在1988年，这变成了现实。苏维埃公民不得不开始使自己习惯于像“为所有人的慈善”
[9]

 和“急于行善”
[10]

 这样的大字标题。成群的人们开始组织慈善社团来回应这一号召，他们总体上向来自西方的支持开放。

虽然仍有对这些创举的顽固反对，但事情还是有了一些进展。列宁格勒的仁爱协会在1988年4月5日注册，恰好在戈尔巴乔夫会见俄国东正教会的领导们之前，它成为第一个登记的。两个月内，运动蔓延至20个城市，9月16日，第一届全苏苏维埃仁爱和健康基金会议召开，这显然是一个与仁爱协会平行的组织。12月，全苏仁爱协会成立。1989年6月14日，Literaturnaya gazeta
 列出了可以在其中找到重大反对势力的城市。与此同时，一些城市的议会则热情得多，并积极倡导，例如罗斯托夫在1989年5月举办了“仁爱周”，使所有当地学校都参与到举行募款义卖活动中。然后，俄罗斯共和国用包括有来自国内外的许多重要演奏家的一系列慈善庆祝音乐会，拉开了6个月（从1989年8月至1990年2月）的“仁爱行动”的帷幕。为纪念亚美尼亚地震一周年，同时也为迎接圣诞节和新年，国家发行慈善邮票来继续为无家可归者和生活困难的家庭募款。不仅对于苏维埃信徒，而且对于普通公民，所有这些是一个崭新经验的世界，外面的基督教世界也乐意回应，至少在几个地方。

尤其具有敏感性质的慈善活动是1989年2月阿富汗战争退役军人协会的成立，它将救济伤残的受害者和失去亲人的家庭放在其议程的前端。此机构建立了一个外国银行账户，不仅为了募集国外捐款，而且为了能订购诸如假肢这样的必需品，它们的制造在苏联还停留在原始水平并且（直至今日）主要依赖西方供给必需的东西。那些持续需要注射的人也将能为此目的获得外国注射针，从而避免感染艾滋病的很现实的额外危险——因为苏维埃医疗行业自身的揭露将很快表明供应系统中的另一个关键缺口在这里，它使所有人处于危险中。

仁爱修女会

数十年来，所有来自国外的给予慈善援助的提议都被政府立即拒绝，他们经常在海关没收来自外国基督徒的物资，通过骚扰接受方来阻止捐赠者。有几年时间曾有一种后来被废止的以包裹寄送的合法方式，但它总是伴有惩罚性的征税。

在所有来自国外的努力中，值得特别提及的是可敬的加尔各答的特蕾莎修女为了获准为其仁爱使团建立桥头堡的游说。在1989年下半年疾病中断她的生命之前，特蕾莎修女在7个月内不少于三次拜访苏联，看到她的工作成效在这段时间中在那里被牢固建立起来。可以理解，一些苏维埃信徒对此事表达出近乎不可自控的冷嘲热讽，这种嘲讽最后被官僚传达给了她并被反映在媒体上。一位虔诚的神父的反应是：“为何我们自己的修女不能在中心的城市地点获得房屋和地皮来做相似的工作？我们有数百名甚至不能公开追随她们呼召的修女，我们自己的大公教会连一所女修道院都没有。”然而，从长远来看，这一发展意义重大，不仅由于这一行动自身固有的善，而且因为它为西方基督教援助开启了一个重要渠道；约五年后，有异象的大公教神父Werenfried van Straaten和他的慈善组织“援助危难中的教会”仿效了这一先例。这也有助于说服政府不应再禁止本土宗教组织的工作。

比1988年更早的时候，特蕾莎修女已要求允许开展她的工作；早在1987年秋时，她就被拒绝了。然而，用慈善（miloserdiye
 ）运动最重要的人物之一Mark Smirnov神父的话来说：“悲痛使我们更智慧。”
[11]

 特蕾莎修女在1988年12月的第一次访问是紧跟亚美尼亚地震之后的紧急访问。第二次访问在第二年的2月，到那时她同意了在莫斯科的Burdenko医院帮忙的合作项目，这里有一个在Arkadi Lifshits教授领导下治疗脊髓紊乱的部门，并有几名地震受害者在接受治疗。这个小组中的所有人都是训练有素的护士，按协议将在那里待6个月，但教授说，此安排有希望到时会继续进行。据特蕾莎修女说，另有四位修女将直接去亚美尼亚参与那里持续中的救济工作。她接着表达了如下希望：一些苏维埃妇女将能参加该组织并继续这一工作。在该组织的3000名修女中，已有三十五个国家代表，在苏联的小组有意大利、印度、波兰和南斯拉夫的代表。

在1989年6月底她第三次访问苏联时，特蕾莎修女收到了来自戈尔巴乔夫的夫人的欢迎电报，并宣布到现在已有不少于13位修女在莫斯科工作。Lifshits教授报告：“所有有幸遇到仁爱修会的修女们的患者都说感受到来自这些人的前所未有的心灵温暖。特蕾莎修女访问了在第比利斯和斯皮塔克最近开办的新中心，她说人们几乎整日整夜地来到她这里接受祝福和寻求帮助。”
[12]

 莫斯科市政府答应为了她发展如此被急需的工作而提供所有必需的东西。

这实际上是一段黄金岁月，它给予了苏联的迫切需求和西方与国外基督徒自发的慷慨之间公开合作的希望，虽然合作后来未能实现。没有迹象表明特蕾莎修女的活动，或任何其他类似活动，是使俄国皈依大公教信仰的隐蔽手段。1989年10月8日，《莫斯科新闻》报道了首都两座永久建筑物的地址，它们是有花园的两三层小楼，包括艾滋病人的重病者或无家可归者将能在这里得到庇护。工作由一位神父管理的苏维埃志愿者来做。一位阿尔巴尼亚族人——她的人民此时仍被拒绝给予甚至崇拜上帝的基本权利——能在其晚年亲自参与瓦解苏维埃无神论堡垒和建立基督教修女去照料和爱的权利，这些事情的意义是非凡的。

监狱探访、医院、精神病诊所、养老院

即便在明显的反对下，信徒仍建立了探访监狱中的罪犯并带给他们基督拯救信息的先例，这是另一个突破性的例子，它对于几代基督徒良心犯人意义重大——当与狱友共命运时，他们努力传讲福音。或许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这是苏维埃基督徒不需来自西方的驱动和培训而乐意领先的一个领域。在里加（Riga），主要的各新教宗派共同成立了拉脱维亚基督教使团，其主要目标是社会行动和传播福音。他们将监狱工作列为目标之一：“劳教所是我们特别关注的一个领域。最初的实践经验表明了非常积极的结果。”
[13]

 三个月后，一家新的基督教福音出版物刊发了一篇题为“在监狱大门内”的引人注目的文章，继续讲述拉脱维亚基督教使团的故事。拉脱维亚内务部官员的“大胆”给了基督徒在监狱里传讲福音和分发基督教印刷品的机会。作者注意到参与这一活动的约250人所属民族的多样性，并遗憾没有更多拉脱维亚人参与。对一所女子监狱的第一次探访很感人，尤其因为一个浸信会唱诗班的歌唱和来自一位罗马大公教徒花匠的引人注目的友好表示：“他给了每位女囚一朵水仙花。后来这些女人告诉我，这朵花甚至比伴随这一友好表示的话语更令她们感动。她们中许多人一生中从未收到过这样一份礼物。她们还说，虽然她们还不理解很多从她们耳中掠过的话语，但温暖和爱的感觉存留于她们心中。灵魂中的这种光明不可能与任何其他东西混为一谈。”
[14]



1989年4月的第二次探访专注于崇拜仪式、祈祷和问答时间，每个人都感觉到了向上帝话语的广阔开放。不是所有人都对基督教信仰完全陌生：一些人曾受其教养，但后来抛弃了它。有些人要求她们自己本地的教会为她们祈祷。监狱官员后来证实狱囚们的态度和行为有较大的改善，以致他们想把这些服务建立为惯例性活动。但作者悲哀地指出，可获得的后续的拉脱维亚语基督教印刷品是如此稀少，并没有充分利用这独一无二的机会。这为西方基督徒可以帮助提供相关印刷品敞开了机会之门。在后苏维埃时期，在为建立系统的监狱牧养服侍而制订更长期计划方面，俄国人请求来自西方的建议。

基督教工作在医院、精神病诊所、养老院的发展不如在监狱那样给人深刻影响，但却很坚实。为了照料人们而建的每个机构中普遍存在的可怕条件获得民众的认识和承认，这是开放的一个结果。因没有旅行的可能性，民众将现状接受为标准的和不可避免的。主要问题可归为两类：缺乏员工和很差的物质条件。包括在此文中引述的哈尔切夫的讲话等一些言论，宣称单在莫斯科地区就缺少两万名医护人员；这一短缺不利于医院员工和患者之间的比例关系。此外，还有污秽弥漫、拥挤，有时甚至缺乏最基本的临床医学必需品；令众多西方人惊奇的是，呈现出来的景象是比第三世界一些地方更差的条件。


Literaturnaya gazeta
 中讲述慈善运动的发展的一篇文章在开头描绘了在莫斯科以南300英里、人口约100万的城市沃罗涅什（Voronezh）的一所养老院里令人惊骇的腐败和失职。在给予最基本的护理照料之前，护士期望额外的私下报酬；卫生条件如此恶劣，以致200人只有一个淋浴室。很明显，1988年年初高层有人作了一个决定：如果有可能召集来自唯一可获得的不花国家任何东西的帮助来源，即当地教会和可能的来自国外的补充性帮助，那么有可能减轻员工严重短缺的后果和改善员工与患者的关系。1988年4月，戈尔巴乔夫会见俄国东正教会的领导们时实际上提议了这样的行动。

回应迅速而不一致。俄国东正教会的领导们毫无疑问地声称这样的“慈善”活动自古便是基督教关注的基本部分。然而，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们没有做好准备，因为自1929年以来，苏维埃法律明确禁止任何这样的工作。如莫斯科牧首教廷大教堂主任Matvei Stadnyuk神父在接受改革派报纸Ogonyok
 的访谈时所说的——这篇文章附带有一张神父们穿着长袍而其他信徒从事他们的医院探访任务的照片——人们已变得消极，失去了采取主动的驱动力：“他们在每个地方都等候指示……一个决定、一个命令、一个电话。你可以强迫某人去做subbotnik
 （所谓的志愿周六劳动，例如植树）——我们去，我们习惯如此。但你能强迫某人去做慈善吗？几乎不能。”
[15]



志愿做慈善工作的人远远少于所需要或期望的，但也因此更容易地为来自西方的行动提供了舞台。例如，据阿列克西都主教（后来的牧首）所说，在像列宁格勒这样大的城市里只有84名志愿者。
[16]

 一些志愿者刚一开始做，就马上扔下了工作：

许多在一时的激励下开始从事慈善工作的教区成员在一两个月内就放弃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尤其年轻人，证明在心理上尚未准备好去面对重病者和垂死者的悲惨。教区信徒的分散与缺乏和当地神职人员的接触也有负面作用。停滞时期的惰性仍存在。教会与公共生活的疏远——这不应归咎于她——导致信徒对社会采取一种防范谨慎的态度。今天，当基督徒的公共活动条件变得有利时，我们中很多人在精神上没有为之做好准备。
[17]



这篇文章很重要，因为它发表在一直列于最胆小的出版物中的《莫斯科牧首教廷期刊》上，并且这一反省成为新开端，这与后来俄国东正教会对来自西方的行动的批评不无关系。这篇文章接着说在一个地方，“参加医院工作的40个志愿者中约半数放弃了”，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架桥跨越神职人员和他们的会众之间的疏远。如果没有历史或实践经验，那么必须有教区图书馆，积极分子可以在那里间接地学习其他人的知识，但那一资源也不存在。这是与西方的合作敞开的一扇门，但东正教会自己很快将它关闭。同时，这篇文章清楚地表明甚至这些有限的开端也正在取得积极的结果：

例如，有一组很活跃的男女青年。有趣的是，在他们探访医院后，很多患者表达了接受圣餐、在胸前戴十字架、拥有小圣像、背诵祈祷文的愿望。一些护士也想接受圣餐……一位约60岁的妇女走进病房。她拿着一本书。她告诉我她是圣尼古拉斯教堂的教区成员。她来给病人们读圣徒传记……莫斯科首席神经病理学家Anatolia Fedin教授说：“自从志愿者首次出现在我们的病房，护士和其他员工就对病人表现出了更多的关心。在医院里我们确实有粗暴和失职的情况，这已不是秘密。当护士们看到人们在他们的自由时间来到这里关怀病人，她们对自己的工作也开始做得更好。志愿者的工作尤其对年轻护士产生强大的教育性影响。”
[18]



显然，即使寻求来自国外的最适宜的帮助，东正教会也将需要几年，很可能几十年，才能够利用所有新机会。

孩子们

教会在其社会行动中获得最重大突破的领域是关怀孩子。因企图普遍地强制推行共产主义道德，以司法裁决的结果的方式，苏维埃国家常常把孩子从父母身边带走，并把他们放在寄宿学校里。孩子们被置于什么样的境况下？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有数十个令人心碎的故事讲述了受害孩子的恐惧和惊扰与他们有时成功的逃离。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在开放政策下那些地方的可怕情形向公共视察开放，人们看到的景象很不乐观。改革政策大转变的极端反讽之一是很多地方公开邀请基督徒进来收拾乱局。虽然从未达到像在罗马尼亚所发生的那样程度，在一些情况下，西方人接到视察邀请，这也常导致他们亲身参与。

每天发行的Sovetskaya Rossiya
 在1989年12月16日发表了一篇关于苏维埃孤儿院悲惨境况的文章。它揭露不少于110万儿童目前正生活在苏维埃孤儿院。这篇文章接着聚焦于几个收养孩子的家庭，这对于苏联是一种全新的实践。在西方，有人想要收养苏维埃孩子，但这样的情况从未大量发生。一群东正教信徒的经常探访导致了精神病儿童医院员工们自己要求让那里的孩子受洗的行动。Vladimir Chuvikin神父叙述：

我们决定每个孩子都应该有一套洗礼用具。我们买了48套白衬衫、蜡烛、小十字架和礼物，与一群教区成员一起去了儿童院。每个人都有节日的心情，把那个周六当作重大节庆来期盼。两周后，4月15日，孩子们接受了圣餐（东正教传统中没有坚振礼）。将来我们会在灵性上支持他们，并帮助这些多么需要和人接触与获得温暖的患病孩子。
[19]



失去的机会

笔者在1990年写下这些话：

现在需要来自外界系统的鼓励和帮助来改善由官能衰退症产生的不可避免的缺陷。已有了很多慈善工作，而尚无慈善工作的地方，在目前的气候下应该有可能去培养。从邻近波兰的布列斯特（Brest）到太平洋之滨的海参崴，需要大规模地培训当地组织者的项目。说明在别的地方人们正在做什么的视觉教具，尤其是录影带，能鼓励全国范围的信徒。前景是无限的，令人惊骇的是，在西方为它们所作的准备极其缺乏。
[20]



这些话宣告了一个半真半假的开端，结果证明最后一句话所表达的担忧太真实了。以前，俄国东正教会的宣传性发言人声称所有社会福利都安全地掌握在这个人道的国家手中，因此那时不可能存在东正教会向外国机构求助的问题。数十年来，俄国人在西方的基督教公共论坛上表达的这种态度产生了自身的后果。重复苏联一切都很好的信息，导致西方在援助机构本来可以活跃于其中的那些领域出现官能衰退症。由于没有形成一种传统，所以准备好和能够去回应戈尔巴乔夫年代在苏联敞开的人道主义机会的人非常少，这样的人很宝贵。相反，紧接着发生的共产主义崩溃使得（往往未经训练的）福音传播者涌入。在西方只是零零落落地有建立培训或交流项目的愿望，即使当有这种愿望时，也缺乏支持它的语言技巧。

人们不禁会想，如果西方基督徒为穿过敞开之门走向空前的欢迎而作了更充分的准备，这是否可能增加理解与缓和因东西方之间关于劝诱改宗而导致的今日的紧张局势？看看加尔各答的特蕾莎修女的例子，人们可以有把握地说第三世界基督徒的参与本来也会有很实际的帮助。




[1]
 关于1988年事件的完整叙述，参看布尔多，Gorbachev，Glasnost，and the Gospel
 （London，1990年）。


[2]
 Russkaya mysl
 ，巴黎，1988年5月20日。


[3]
 Literaturnaya gazeta
 ，莫斯科，1989年10月4日。


[4]
 Keston News Service
 ，1987年6月12日，第252页。


[5]
 Keston News Service
 ，1987年6月12日，第252页。


[6]
 Keston News Service
 ，1987年6月12日，第252页。


[7]
 “Guarantees of Freedom”，Nauka i religiya
 ，莫斯科，1987年11月，第11页。


[8]
 Keston News Service
 ，1989年4月27日，第325页。


[9]
 Sovetskaya Moldavia
 ，1988年3月7日。


[10]
 Pravda
 ，1988年9月17日。


[11]
 “I Believe in Goodness”，Molodyozh Estonii
 ，塔林，1989年2月18日，对Mark Smirnov神父的采访。


[12]
 Keston News Service
 ，1989年7月20日，第330页。


[13]
 Informatsionny byulleten
 （新的浸信会报纸），莫斯科，1989年5月。


[14]
 Khristianskoye slovo
 （重新命名的Informatsionny byulleten
 ），1989年8月。


[15]
 Ogonyok
 ，莫斯科，1988年9月，第38页。


[16]
 Moscow News
 ，莫斯科，1989年4月9日。


[17]
 Journal of the Moscow Patriarchate
 ，莫斯科，1989年3月，第3页（英文版，逐字引用；1989年6月再版于俄文版）。


[18]
 Journal of the Moscow Patriarchate
 ，莫斯科，1989年3月，第52—54页。


[19]
 Moskovsky tserkovny vestnik
 （新的东正教月刊），莫斯科，1989年5月，第3页。


[20]
 布尔多（Bourdeaux），前揭Gorbachev
 ，第208页。


在前苏联的新教传教士

马克·埃利奥特（Mark Elliott）

安妮塔（Anita Deyneka）

一场现代传教圣战

因为俄国东正教是沙皇俄国的国教，所以数世纪以来，已受洗归入东正教的人皈依新教是违法的，这种情况在1905年的宽容敕令后才得以改变。此外，除了最后几年，在帝俄的所有岁月里，传统新教传教拓展和外国传教士几乎一直都是被法律禁止的，然而，到1917年福音派人数增长至几十万人。这主要是因为：《圣经》被译成俄国的本地语；俄国的德国人聚居地的虔信派运动及其在邻近的斯拉夫农民中的传播；在圣彼得堡贵族中出现并迅速传播到其他阶层的和这个国家其他地区的福音派社团。

虽然几个福音派传教士的努力，例如F. W. Baedeker博士和拉德斯托克（Radstock）勋爵Granville Waldegrave，在19世纪促进了新教的发展，但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在俄国从事传教的外国福音派传教士相对较少。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使俄国开始了官方无神论运动，它迅速导致对外国传教士的禁止，并如此逼迫所有宗教信仰的苏维埃公民，以致到20世纪30年代末所有信仰都濒临建制上的灭绝。

然而，即使在最严峻的宗教迫害时期，外国新教徒仍在铁幕后努力支持他们的教友，携带基督教印刷品秘密进入苏联，从外部提供其他援助，例如基督教短波广播。因为这些援助，这些外国传教士被苏维埃信徒尊敬，也同时被苏维埃政府谩骂。

到1989年，由于戈尔巴乔夫的掌权和他的改革与开放政策，新教传教士开始公开进入苏联。1990年10月，新的宗教法不仅向苏维埃宗教信徒提供了空前的自由，而且向外国传教士打开了苏联的门。1991年12月苏联的解体使通向俄国的大门更加敞开。

变化惊人。一些在共产主义下不能获得签证的西方新教徒现在发现自己受邀会见政治领导们。例如，1991年11月，19位美国福音派领袖会见了当时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以及空军将军和克格勃副主席Nikolai Stolyarov，他们说：“在有真诚的悔改，即人民回归信仰之前，政治问题不可能被解决……我成为党员已有20年。当我们学习科学无神论时，我们得到的教导是宗教分裂人们。现在我们看到的正相反：只有对上帝的爱才能使人们联合。”
[1]



因为获得苏维埃社会所有阶层的公民温和地接纳，在20世纪80年代末之前进入苏联的外国传教士的细流很快汇聚为河流，有来自美国、加拿大、韩国、德国、瑞典、芬兰和其他国家的传教士。到1993年，反西方主义在俄国盛行，民族主义情绪的潮流开始转向敌对西方传教士。1997年9月，俄国杜马通过了限制宗教自由和外国传教士的国家法律。增多的地方法律和行政惯例对“非传统”信仰的限制已有好几年，并对外国和本土福音派的努力造成了紧张气氛。

为东欧共产主义统治画上句号和导致苏联自身解体的政治巨变也改变了该地区的教会和在东欧的传教。关于后苏维埃土地上的新教传教活动，过去10年震撼世界的变化促成了许多重大发展，包括传教重构、传教扩张、与独立传教士的空前增多并行的合作努力、传教专业化。

重构

戈尔巴乔夫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对开放和改革的强调也触发了在东欧传教的重大重构。随着苏联放松宗教压迫和对外国联络的限制，对于福音派机构，像通常那样运作变得越来越不合理。在许多机构中，关于运作的程度、派往国外的人员数量、国内人员应重新部署的程度的争论变得激烈。此外，随着共产主义统治的终结，强调反共产主义的传教机构适应新政治有困难，并遭遇财政缩减。
[2]



扩张

出乎预料的是东欧和苏联政治障碍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的移除导致在此地区工作的外国传教机构数量的激增：从1982年的150个，到1989年的311个，到1993年的691个，到1997年的近1000个。1997年约561个团体活跃于前苏联。
[3]

 最迅速地利用新机会的是比教会官僚机构更灵活的平行教会（parachurch）传教机构；来自此地区的斯拉夫移民领导的传教机构，他们亲自了解此地区的语言和文化；有遍布世界的项目的传教机构，它们能迅速将大量资源和人员重新配置给前苏维埃集团的国家。

虽没有1997年在前苏维埃领土上的外来传教力量大小的统计数据，但可获得基于可靠信息的估计。1993年，英国作者Patrick Johnstone发表了被公认为保守的估计：前苏联有1113名外国传教士，东欧有864名，总数为1977名。
[4]

 1995年，《东西方教会和传教报告》做的调查工作确定单单25个最大的差传机构在前苏联就有3190名非本土的传教士。
[5]

 在众多较小的传教机构中，有几百个致力于像出版、广播和救济工作之类的支持性服务，但没有驻前苏联的传教士。其他数百个较小的机构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平均每个赞助大概4名传教士。鉴于这些考虑，1995年在前苏联总共约有4390名西方传教士这一数据看来是比较可靠的。
[6]

 1996年年末，《东西方教会和传教报告》的一项调查表明与超教会团体相对的西方各宗派在前苏联的传教士人数一年增长了31%。
[7]

 因为相比于增长得更快并可能较早时已达顶点的超教会团体，各宗派的动量看来好像在1996—1997年间正达到逐渐增强的阶段，所以在1995—1996年间更全面的对西方传教力量在前苏联的增长估计可能是15%，这使总人数达到了5049名。
[8]

 加上557名韩国传教士，1997年在前苏联的外国传教士总数为5606名。
[9]

 最后，如果25个最大的差传机构所谓的35:65职业——短期比例可被用于所有团体，那么1997年约有1962名外国职业传教士在前苏联服务。一方面，相比于1986年在苏联不公开的少量传教士，这代表着惊人的增长；另一方面，鉴于其近2亿8700万人口，前苏联在全世界新教传教努力中得到的份额并非不成比例。
[10]



除了外国传教活动的明显增长，开放也给了前苏联的本土新教徒新机会。一个回应是宗派的增多。部分原因在于，新的教会结构是针对苏维埃强加的意识形态而进行联合的反动，这一联合将门诺派甚至五旬节派束缚于福音派基督教—浸信会协会的覆盖下。新的自由也允许西方和韩国宗派进入或重新进入未受阻碍的地区。在1986年克里姆林宫只承认一个全苏新教宗派（福音派基督教—浸信会协会）和在特定地区的其他几个宗派（路德宗在波罗的海地区，卫斯理宗在爱沙尼亚，匈牙利改革宗在西乌克兰），但到1997年前苏联有35个新教宗派。
[11]



过去十年还发生了区别于原有教会结构的独立草根传教机构的激增。现在有数百个这样的本土机构从事福音传播，基督教出版及其出版物的分发，在医院、孤儿院、监狱和施粥所的慈善服务，基督徒律师、医生、艺术家和企业家的职业协会。
[12]

 单单成立于1988—1999年间的3个这样的团体——罗夫诺（Rovno）的“福音之光”、里加的拉脱维亚基督教使团、顿涅茨克（Donetsk）的可能性使团——就支持了540名全职和兼职工作者。
[13]



本土传教机构和西方机构，例如学园传道会（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导航会（Navigators）、校园基督徒团契（Inter Varsity）、共命团（CoMission），正在建立培养（常常和以前包罗一切的福音派基督教—浸信会协会无从属关系的）研经小组和新的自治团契。这些新成立的教会尤其对新皈依者有吸引力，他们一方面不信任与旧政权合作的许多东正教高层和神父，而另一方面他们发现很难遵从浸信会和五旬节派的律法主义与文化隔绝。最终，不同的新的新教宗派很可能会产生于这些超教会的努力，如像“在传教中服侍”的尼日利亚的西非福音教会、东方传教会（Oriental Missionary Society）的韩国圣洁教会这样由传教机构赞助的教会在过去所经历的那样。
[14]



对合作的更进一步支持和更多的独立活动

似乎矛盾的是，在前苏维埃集团国家，空前的传教合作与空前众多的单干的独立传教士共存。在积极的一面，单单在1987—1989年间就有包括约28个宗派、传教团和《圣经》公会之间存在《圣经》递送合作关系。
[15]

 其他正在进行的合作努力包括前东欧集团国家的8个新的福音派联盟和23个新的《圣经》公会；共命团使85个机构参与一项在后苏维埃公立中小学里的基督教伦理和拓展项目的努力；有65个成员的阿尔巴尼亚鼓励项目；多机构的教会栽培联盟（Alliance for Saturation Church Planting）。
[16]

 为专门担任斯拉夫传教机构合作关系的顾问和催化剂而成立于1991年的彼得（Peter Deyneka）俄国传教团给现今在前苏联工作的270多个教会和超教会传教团提供咨询和援助。
[17]



其他合作项目也值得注意。威克里夫（Wycliffe）《圣经》翻译会和5个宗派［阿拉斯加摩拉维亚教会、育空（Yukon）长老会、阿拉斯加联合卫斯理公会、阿拉斯加福音圣约教会、阿拉斯加路德宗福音教会］组织了楚克奇原住民基督教传教团。
[18]

 美国《圣经》公会正在帮助俄国《圣经》公会将《圣经》翻译成俄国75种民族语言和7种方言语群。自从1987年起，这些《圣经》公会在前苏联出版了4462576本《圣经》、1997259本《新约》、1226579本《圣经》小册子、4073337本《圣经》节选，包括孩子的《圣经》。
[19]

 为加强已存在于前苏联的约120个新教神学培训机构，神学教育海外议会、麦克莱伦（Maclellan）基金会和俄国传教团共同为一座包括约5000个不同主题的俄文书籍的福音派神学研究图书馆提供书籍。选自此图书馆和其他地方的主题的30万册80种不同的神学课本出版或重印，由寄宿学校和推广课程的约3000名学生和数百个教会使用。
[20]



不幸的是，另外数百个较有独立精神的新的积极参与者声称知道如何在西方从事基督教拓展，并依靠一套使人迷惑的“被证实的方案”大胆前进，他们确信这套方案将在东方有效。无拘无束、孤身一人、过于频繁的传教方式的结果是可称作打了就跑的传教，造成了对训练新信徒的忽视和对与原有教会恭敬合作的疏忽。很多传教士以粗糙的方式对待文化的不敏感部分，源于他们认为“西方知道得最多”。甚至当西方和韩国传教士没有意识到他们骄傲的不合《圣经》的自负感时，东方的基督徒已轻易察觉到了。后者不得不应对太多的更想推动预先制定的策略的新来者，而这些人不是来倾听与共享斯拉夫信徒的需要和梦想。

传教失误常源于对相关文化的缺乏重视甚至无知。今天在后苏维埃土地上的传教适应性存在的最大缺陷可能不是时间短促，虽然这经常是一个严重的缺点。最大的缺陷可能是针对特定国家、特定文化的准备不充分或无准备（亦即，对相关的语言、文学和历史的研究严重不足）。教牧培训通常聚焦于可被称为一般准备的训练——培养适用于任何跨文化经验的技能和观点，无论是在博茨瓦纳（Botswana）还是在白俄罗斯——而忽略了针对特定目的地的充分准备。我们想通过传教培训营做什么呢？目前的培训营是使传教士为在世界各地服侍而作准备，更确切地说，把他们一起派到南加利福尼亚进行为期10周的实习，跨文化地牧养讲西班牙语的人。更为合理的是，如果要求赴实地之前的跨文化的亲身经验，为何不把要去俄国的人选派到萨克拉曼多（Sacramento），派到它的很多斯拉夫移民教会之一去第一线体验更多的俄国文化？为何不把要去尼日利亚的人派到芝加哥、纽约或伦敦的非洲移民当中进行教牧实习？更多地关注针对特定文化的适应和培训将要求更多的职员工作和更多的非集中化管理，这将降低文化冒犯造成的伤害，以长期在当地服侍而收获丰厚回报。例如，来到俄国而不知道圣像和东正教、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契诃夫、柴可夫斯基和拉赫玛尼诺夫的传教士不会得到认真对待。

专业化

认识到后共产主义传教的失误，忆及这个地区与特定民族一体的国家教会的久远传统，人们能更容易解释限制西方传教活动的各种法律规定的起源，但缺乏明智和无知的基督教传教仅仅解释了充满敌意接待的部分原因。共产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前国家教会的高层反对福音派传教士，因为他们常常是热心的、可爱的、有爱心的，同时他们又是鲁莽的、厚脸皮的、缺乏文化知识的。因此，反对既反映了福音派做得差的地方，也反映了他们做得好的地方。可以认为如此多的传教机构在如此多的地方和如此多的方面产生了如此有益的结果，以致福音派的恶意批评者不能容忍。结果，他们通过树立歧视被任意定义的“非传统”信仰的政治障碍来努力限制良心自由。

与此同时，众多的西方传教机构正在前苏维埃集团国家或许尽最大的努力通过所有方式的专业援助来做有益的事情，包括如下方面：（1）推动国内的无线电广播、出版、电影和录像生产；（2）与本土教会合作，帮助提供周日的从中小学到神学院水平的培训；（3）分享在婚姻、家庭、青少年、监狱、戒酒和戒毒辅导方面的专门技艺和知识；（4）引入运动、野营和戏剧教牧，这些只是新萌生的属于西方福音派传教努力的各种事物中的一例。

要求不寻常的专门技能和独特资源的福音派努力的具体例子比比皆是。通过将基督教印刷品袖珍图书馆派送给俄国教育部管理下的1000所孤儿院，“俄国的孩子项目小册子”正在为20多万名孤儿提供基督教印刷品。
[21]

 “共同创造”是一个立足于莫斯科的“旨在影响从事媒体和表演艺术的有创造力的俄国人的文化社团”
[22]

 。“为基督而运输国际组织”正在牧养距莫斯科3500公里范围内的卡车司机。
[23]

 “聋人的机会服务”为聋人组织《圣经》学习，并推动基督教伦理和道德课程在聋人学校的使用。
[24]

 救世军在街上、剧院里和监狱里宣扬福音；帮助酗酒者康复；在俄国和前苏联其他共和国分发成吨的食物和衣服。
[25]



基督教桥梁、基督教广播网、福音圣约教会、门诺派福音传教辅助会议、远东广播公司、国际俄国无线电广播、电视、密苏里路德宗教会会议、俄国基督教无线电广播、横跨世界无线电广播、世界无线电广播传教团契及其他西方机构帮助全国性的教会建立无线电广播台和演播室，制作无线电广播和电视节目。
[26]

 美国基督教书商协会、福音之光出版社、俄国传教团和其他组织在前苏联帮助建立基督教印刷品发行网。
[27]

 基督教医学和牙科协会、多卡丝（Dorcas）援助、医学福音传播协会团契、撒玛利亚人基金会、世界异象和其他组织帮助建立基督教医疗中心和其他与医疗有关的服务。
[28]

 将信仰、商业和经济发展关联起来，门诺派经济发展协会推动提供商业培训的项目和帮助基督徒发展小企业的机构。
[29]

 除了培训411名咨询者之外，“国度冒险”于1996年在8个前苏维埃共和国为2.3万名年轻人组织了114场基督教野营。
[30]



重新思考在东欧的传教团和本土新教徒与东正教徒之间关系的需要

在东欧的传教机构可以从两个世纪以来西方新教传教团体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成功与失败中学到很多东西。
[31]

 同时，即使成立时间久远、因其在其他地方的成效而被高度尊重的机构，在后苏维埃土地上也需要以适度的谦卑、以更多的问题而非答案来服侍。不仅在政治发展和经济方面，而且在长期受折磨的公民的精神方面，72年共产主义的灾难性后果怎么也不会被高估。来自国外的传教团必须记住在长期被马克思主义威权统治造就的人们当中的传教面临着世界传教史上独特的境况。
[32]



当然，传教机构应该注意到在困苦和贫穷方面，博茨瓦纳和白俄罗斯遭受了同样的境况。同时，在后苏维埃白俄罗斯有辨识力的福音派服务必须考虑到当地20世纪苦难所导致的痛苦的特殊性：斯大林、希特勒和切尔诺贝利施加的恐怖、死亡和毁坏。来到白俄罗斯的外国传教团还需要意识到这里不像博茨瓦纳的情况，西方传教士并非在这片动乱的土地上传扬基督教的第一批人。东正教徒和大公教徒在这里已有1000年，甚至本土的新教徒在这里也有一个多世纪了。Leonid Kishkovsky神父，美国东正教会的普世教会运动官员，不止一次地在公共论坛上谴责1991年《今日基督教》上的一个传教广告：它在一幅复制的圣像下呼吁，帮助它把真正的基督带给俄国的运动。
[33]

 它所隐喻的是尚没有这一运动，真正的基督仍不存在于俄国的意味显然冒犯了东正教基督徒。而历经100多年来沙皇和苏维埃对其存在的攻击而努力存活的斯拉夫福音派也可能感到被冒犯。英国福音派传教联盟出版的、在东方传教的指导方针与Kishkovsky神父的观点一致：“任务组说‘我们正把耶稣带给俄国’，表明他们根本不了解情况。没有人正把耶稣带给俄国。他一直在那里！在西方的基督徒能去到那里之前，他的圣灵一直在铁幕后运行。记住，你所遇到的很多基督徒生活在迫害下，而你生活在宗教自由中。”
[34]



在东欧的传教团应首先承认本土的福音派和东正教基督徒的存在，然后给予他们应得的尊敬，因他们是从共产主义下挺过来的。

重新思考在东欧的传教团和本土新教徒之间的关系

为了评价在东欧的传教团和本土新教徒之间的关系，对1990年西方传教士大量涌入前夕的苏联福音派进行简要概观是适宜的。新教徒包括120万名成员，社团总人数（包括孩子和支持者）为300万。路德宗信徒有110万人，主要是非斯拉夫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或德国人），在俄国中心地区之外（集中于波罗的海国家或分散在中亚和西伯利亚的德国人聚居地）。可在所有苏维埃共和国找到福音派基督教—浸信会（74.6万人），包括很多民族的信徒。地理上，它的最大势力在俄国的欧洲部分和乌克兰。五旬节派（70万人）在1990年刚刚首次获得独立的合法地位，他们也从各个民族吸收信徒，但最多的是斯拉夫人，而且有较多信徒在乌克兰和西伯利亚。其余新教团体包括基督复临安息日会（16万人）和两个被法律限制于西部边陲的团体：西乌克兰的匈牙利改革宗（20万人）与爱沙尼亚的卫斯理宗（2500人）。由于大规模移民国外，德国门诺派（7000人）到1990年时已经只是他们以前的残余。
[35]

 对比于1990年时被承认的寥寥几个宗派，到1997年约有33个新教宗派存在。

关于来自国外的传教机构与本土新教徒的关系，有两种盛行的相对比的观点。第一种强调福音派从无神论漫长凶残的对其存在的攻击下挺过来；他们首当其冲地被精炼炉之火试炼；因其忠贞，他们应获得称赞。结果，一些人认为他们应获得国外教友的最大一份支持。第二种传教观点强调前苏维埃集团的许多福音派的律法主义、脱离主流社会的文化隔绝、威权主义领导作风、缺乏西方标准的财务会计、经常没有能力吸引新皈依者——他们有时感到传统的福音派亚文化是冰冷的、压抑强迫人的、论断人的。因此，第二种观点认为应主要关注新酒袋，亦即新的教会，在那里，那些在共产主义之后来到基督面前的人将找到甘愿的接纳和爱。实际上，每种结论都可进行辩驳，但两种观点中的每一要点又都可被轻易证明。情况就是这样，对于福音派传教机构，与原有宗派合作和建立新教会看来都是合理的策略。同时，如果两种方式的倡导者在言辞上都不把那些和他们不一致的人扔到外面的黑暗中去，那么这将对人更有启发。作为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即使那些致力于新酒袋的外国传教机构也不应在任何地区或城市开始工作，而没有对通常的谦恭礼貌进行延展——将他们的计划告知当地教会，请教建议，在可能的地方给予物质援助。

虽然俄国东正教和西方福音派传教士之间的关系常常是对抗性的，但俄国福音派起初张开手臂欢迎他们的西方教友，迅速向外国基督徒请求援助，并重复他们对这样的帮助是多么感激。考虑到西方的和俄国的福音派之间悠久深厚的关系，即使在共产主义压迫最重的岁月，这样一种接待并不令人惊讶。

很多本国人，包括像福音派基督教—浸信会协会前主席Grigori Komendant这样的宗教领袖，以如下的话表达了欣赏和感激：

但是，感谢上帝，有人来到我们这里，寻找我们的教会和我们的兄弟姐妹，留下来作为同伴和我们一起在传播福音信息的工作中劳作。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不能成为“我们中的一员”，然而他们的语言能力的欠缺或关于我们的文化、历史和传统的知识的欠缺，因他们的甘愿顺服于上帝、他的工作和我们的俄国与乌克兰团契而被漂亮地克服了。他们劳作，不是为了栽培美国风格的教会，而是合乎我们的团契（fellowships）和信徒的精神及传统的教会。看到他们专注于亲身参与和谦卑的奉献，我们本国的工人深受挑战和激励。结果，我们的很多非神职传道人愿意信靠上帝，离开他们的世俗工作，投身于全职基督教服侍。当他们看到美国传教士愿意丢下舒适的生活，在俄国为基督赢得灵魂，我们的很多年轻人被深深感动，并以勇气和信仰回应上帝的呼召。
[36]



圣彼得堡的基督徒出版人Alexander Sorokin注意到外国传教运动带来的赐福：

数千名传教士现在来到俄国帮助它的灵性复兴，我深深感激他们的时间和行为。愿上帝赐福给他们！我看到生命通过那些传教士被主耶稣基督完全改变的人们。在他们皈依之前，人们看起来很焦虑，但之后，他们的面容变得明净，充满笑容。这表明上帝的平安来到了他们心中。当他们在夏令营通过传教士接受上帝的爱时，我看到孩子们的眼睛。很多孩子来自破裂的家庭，缺乏关爱。但如今他们将一直把基督教信仰和传教士的仁爱关联起来。我看到囚犯在传教士的帮助下获得希望和力量来忍耐他们可怕的境况。为那些将光明带到俄国的传教士颂赞上帝。
[37]



在一封反映了提供基督教广播、《圣经》和其他物质的西方传教士所收到的数千封回应的信中，一位俄国妇女描述了这些广播对她的意义：

我为你们感谢我的主。为你们的讲道、为拯救的好消息感谢你们。为向我显明通往上帝的道路、为他在我生命中的意义感谢你们！我每周在周六和周日等待你们的节目……我的一些同事以及我能和他们分享认识他的喜悦的一些邻居开始收听你们的节目。我读了你们送给我的节目单，并把它们传递给其他人看。
[38]



然而，尽管福音派传教士和许多本国新教徒保持着紧密牢固的联系，但一些俄国福音派也变得越来越多地批评他们的教友，并在决定和什么样的外国传教士合作方面变得越来越有辨识力。在传教协调会议1993年致所有西方传教组织的公开信中，来自10个前苏维埃共和国的本国基督徒感谢西方传教团“数十年来当基督的教会在我们国家是迫害的对象时”的努力。
[39]

 虽然怀有感激，但这些本国人批评了在1993年正压倒本土教会的西方人：

单单在莫斯科，就有100多个西方组织进行了登记。每一个西方组织都想使用仍如此虚弱以致在组织上和灵性上都不能抵制压力的现有教会基础结构来成就它的计划……本土传教组织不能与强大的西方传教团竞争，优秀者更愿意为西方组织工作，当然是为了更多的报酬……最后，当地传教团不是从西方传教士获得援助和支持，而是不得不捍卫他们自己传教服侍的异象。在西方炫耀性的影响下形成的福音传播运动导致了把新教作为一种异于他们的西方思考方式和文化来反对的情绪。
[40]



甚至像Grigori Komendant这样赞扬美国传教士的本国基督教领袖也批评他们：

我们必须说，也在等待这一时刻的外国传教士带着很多不同的议程和安排涌到我们这里。有必要在这里报告一下正面的以及负面的结果。不幸的是，当来到我们这里时，很多外国工作者没有考虑要和我们一致，成为“我们的一员”。有些人可能外表上看起来很像我们，甚至到了学习我们语言的程度，但他们不能为基督的缘故而顺服……他们看来在“奴役”他人方面有更多成功：有的人，他们用美元来诱惑；有的人，他们用人道主义援助来收买；有的人，他们用随心所欲的教会服侍或自由散漫的生活方式来引诱。
[41]



重新思考在东欧的传教团和东正教徒之间的关系

在转向认识外国传教机构和东正教徒之间的关系时，一些初步的神学反思是适宜的。东正教和福音派基督徒都对《圣经》持一种相似的认识，即便不是同样的高度尊重，二者也都相信三位一体，基督完全的人性和完全的神性，基督的死和复活作为人类免于罪和死的拯救途径。这些和许多其他共同持有的历史性的基督教教义被列于两种传统都确认的《尼西亚信经》中。鉴于对信仰中主要内容的共同珍视，看来福音派和东正教之间在神学上比起任何一个对无论改革宗或路德宗的现代主流新教之间有多得多的共同之处。
[42]



先前在顿涅茨克基督教大学执教的剑桥大学博士生Don Fairbairn注意到“划分东正教和福音派的神学差异比文化差异更多”
[43]

 。对于Fairbairn，根本区别包含比较福音派和东正教对拯救的理解：福音派的因信称义在基督教生活的开端，而东正教的theosis
 （神圣化），即“因我践行爱、仁慈和公义而变得可为上帝所接受的过程”，以上帝的最终确认，即与上帝的永恒联合，为结果。
[44]



Fairbairn认为东正教与福音派之间的一个根本差异可能源于东正教重叠或合并了关于拯救和成圣的《圣经》段落。
[45]

 有趣的是，被东正教读作关于拯救的一句关键经文（《彼得后书》1：4：“他的神圣权能已赐给我们……成为神性的分有者”）在历史上被卫斯理宗和加尔文宗读作关于成圣的关键经文。虽然应认真寻求两种信仰之间更好的关系，但福音派仍需要记住在相关的神人之间的中介问题上，他们的信仰看来也和东正教有分歧。对于福音派，唯有基督担任人的罪和上帝的圣洁之间的中介。然而，根据新教的观点，东正教看起来在这二者之间包括了额外的中介：教会、祭司、圣礼、圣像、祈祷圣徒代求。如东欧神学家Peter Kuzmic所认为的，根据福音派的观点，东正教看来“以附加的东西”贬低了基督。
[46]



与仔细得出的神学区别相反，在东欧，流俗所感知的东正教与福音派之间的差异没有显明事情真相，而只是激起情绪。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苏联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中，一位回答者报告：“当我们说‘教会’时，我们总是指东正教会，而非其他教会。”
[47]

 “它被基督建立，既未向左也未向右偏离。所有其他都是走入歧途的假的教会或宗派。”
[48]

 在同一项调查中，俄国福音派常常表达同样不宽容的意见，把东正教当作让“醉汉”作祭司的“死的教会”而拒斥。“除了如何给自己划十字，他们不知道别的……崇拜那些圣像、点蜡烛、为死人祈祷，这些都是拜偶像。”
[49]

 在帝俄和苏维埃时期，大多数草根新教徒和东正教徒罕有超越关于彼此的这样负面的僵化形象。可以证明，如今情况更坏，因为越来越多的新教传教机构在东欧和前苏联工作。现在，历经数世纪建立起来的在西方大公教徒、新教徒和东正教徒之间的相互宽容和尊重常常在席卷巴尔干半岛到波罗的海的民族和宗教冲突的大锅炉中瞬间蒸发。

在共产主义崩溃之后不久，俄国东正教牧首阿列克西谴责外国传教士的活动：

当东欧的土地向公开的传教努力和福音传播开放时，对于从外面来到此新市场的自称为传教士和布道者的众多狂热者，植根于千年东正教传统的各民族成为了劝诱改宗的目标……当然，我们的人民也将挺过这场侵略，像它挺过了甚至更恶劣的来自无神论宣传的迫害和攻击的时期那样。
[50]



1993年，牧首阿列克西二世要求限制外国传教士进入俄国，并呼吁限制俄国电视上的西方宗教广播。在俄国报纸Nezavisimaya Gazeta
 恰于1996年复活节前刊发的访谈中，牧首说：“俄国人，尤其年轻人，继续落入外国传教士的网罗中。”
[51]



莫斯科牧首教廷外部教会关系部的副主席Viktor Petluchenko大主教声称：“我不在那些说俄国只应该有俄国东正教会的人之中。但传教士必须被限制……我们的人民很容易受影响，很容易被外国传教士收买。他们看到美国人一手拿着食物、一手拿着十字架走来。”
[52]

 他赞成加强对外国传教士的控制。

东正教对西方传教士的反对有时更不加掩饰。1997年2月3日，2名俄国东正教神父指导焚烧了乔希·麦克道尔（Josh McDowell）传教团提供的约200本有插图的儿童版《圣经》，这个美国组织从1991年起提供基督教书籍和约价值3.1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当来自该组织的志愿者到达莫斯科以北约50英里的Semkhoz村的第二十三小学时，2名神父和约24名好斗的东正教徒拦住了他们的路。其中一位神父弗拉基米尔宣称：“改变你们的信仰是背叛。如果美国人想在多年的无神论后帮助俄国，那么让他们恢复我们的教堂和修道院或者出版我们自己的印刷品。在礼物的伪装下，他们正企图宣扬不同的信仰。”
[53]

 相似地，1997年2月26日，在莫斯科的全俄基督教组织的董事会议上，会员们声称：“在莫斯科有十个浸信会教会被市长Yuri Luzhkov拒绝给予教会建筑用地的权利。在市长和牧首教廷之间有明显的同谋：通过拒绝给予用地权利来限制新教发展。”
[54]



虽然西方传教士需要努力研究历史和文化来理解促使俄国东正教如此敌对福音派的原因，但他们不应感到因在没有马克思的俄国分享福音而需要道歉。这样做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人口统计学给出的数据结果。福音派传教机构被支持约300万本土新教徒的运动的愿望所推动。
[55]

 并且，来自国外的福音派和本土的福音派被俄国巨大的不信教的人群所促动。来自1996年6月大选前的调查数据表明，多达67%的俄国男人和38%的俄国女人不认为自己是宗教信徒。
[56]

 虽然最近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声称属于东正教会的俄国人百分比有大量增长（从1991年的30%到1996年的50%），但虔信东正教并践行他们信仰的回答者的百分比是另一个问题。
[57]

 1996年6月俄国大选前的调查表明信徒中（50%的回答者）不遵守教规者（37.3%）远远多于遵守者（12.7%）。甚至在自称遵守教规的信徒中，共同崇拜证明是令人吃惊的和不稳定的。当被问及在过去十二个月中去教堂的频率时，只有10%的自认为遵守教规的信徒回答一周一次，13%的人回答一月一次，而55%的人回答他们在宗教节日和家里有事时去教堂。
[58]

 基于全俄民意研究中心调查分析的结论正如东正教崇拜参加的低程度一样有揭示性，它显示“在信教和个人道德表现之间没有关联”
[59]

 。

福音派认为他们有义务向非信徒以及名义上的信徒作见证。但除了名义上的信徒之外，目前关于俄国非信徒的民意调查数据是如此庞大，以致本土福音派和来自国外的福音派传教机构有丰富机会牧养前苏联数千万名灵性上的漂泊者，而根本不必从事劝诱改宗，亦即，不必特别盯上某教会的信徒，企图引诱他们到另一教会。

然而，在俄国，东正教徒和福音派很难达成对劝诱改宗的一致定义——冲突源于对怎样才算是信徒的理解。福音派认为那是个人的有意识的交托给基督，将他视之为唯一的拯救者，在崇拜和生活中演绎出这一交托。不同的是，如果一个俄国人在婴儿时受了洗，即使其信仰是蛰伏的或不存在的，东正教徒也认为福音派向此人作见证是劝诱改宗。实际上，很多东正教徒想象他们在东方拥有一种甚至更膨胀的特权。因为俄国——以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历史上和传统上主要信东正教，于是这些国家的教会领导们想要获得至少对它们的斯拉夫人群的区域性的灵性保护权。因此，一些东正教徒将福音派向即使自称为非信徒的俄罗斯人作见证也解释为劝诱改宗。说来很奇怪，这样一种理解看来因如下发现而得以强化：当一些回答者自称为东正教徒时，他们的意思是“我是俄罗斯人”，他们对基督教教义知道得很少或者无知，即使曾经参加过崇拜，那也是极少的。例如，一项民意调查揭示“俄国东正教徒中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的人的比率低于总人口中相信者的比率”
[60]

 。

当然，对劝诱改宗和合理的福音传扬的不同理解在东方以及在西方可以有争议。思考一下Martin Marty和Frederick Greenspahn编辑的《传播信仰：多元世界中的劝诱改宗和举止文明》的一卷论文集的内容。
[61]

 在一连串充斥了不仅对劝诱改宗而且对实际上每种福音传播的观念的宽泛谴责的文章后，在其结尾评论中，Marty得出结论：如果这些撰稿人的论证被推至其逻辑结论，那么在教会墙外分享任何个人灵性反思的适宜场合将非常稀少。
[62]

 今天，政治上正确的西方基督徒看来决心崇拜这样一种宽容：它如今以如此方式被定义，以致将几乎任何信仰表白等同于公开的侮辱和冒犯。Marty说，如果每个人真的不管其他个人，“这将是一个更舒服但很可能令人昏昏欲睡的世界”
[63]

 。

尽管20世纪苏联的协同反宗教的攻击，东正教仍是并很可能将保持为俄国显著的文化和宗教现实。尽管一些人不愿接受这一事实，但持不同信仰的新教徒可以向俄国，甚至东正教本身，提供很多东西。首先，由于过去和苏维埃国家的联系，一些俄国人将东正教高层视为妥协性的而不信任，对于他们，福音派目前看来是唯一的信仰路径。与此相似，一些受过较好教育的俄国人看来被福音派的而非东正教的基督教所吸引，因为新教教会倾向于更接受作为信仰的补充的知识和智识寻求。其次，正如宗教改革刺激了罗马大公教内部的真正改革，福音派可以给予东正教同样的服务。福音派在特定地区的活动能够并常常的确充当催化剂，使东正教徒脱离出自传统和名义上的优势的自满而重新焕发活力。
[64]

 如Martin Marty注意到的那样，现状的挑战者能提供“巨大刺激而促使社团定义自身”，并“使停滞的文化重新有活力”
[65]

 。如今必须提出这一问题：俄国的主要信仰，即东正教，有足够自信来宽容持不同信仰者吗？或者，它将重复历史，退却至依赖国家来给它提供法律优势——即使不是垄断？基于欧洲的国家教会的悲惨经验，看来对于东正教的灵性生命力，没有比对一个特权教会的人为而世俗的支持更致命的了。

福音派对东正教徒的援助

在东方工作的福音派传教机构当然应该要求他们的传教士研究语言、文化和历史。
[66]

 那些要去俄国的人应常常祈祷能令自己满意地明白东正教和福音派之间共同的神学理解和不可化解的差异。即使上述问题解决了，实际日常关系的问题仍显得很突出。没有一致的结论。然而，西方传教机构至少应鼓励俄国东正教会内有改革精神的力量，其中很多来自Alexander Men神父所作的榜样的激励，这位可爱的心胸开阔的东正教神父在1990年被未知的攻击者谋杀。可以认为“没有一个基督教宗派能单独为基督影响整个俄国……因为俄国文化欠东正教一笔巨债……如果没有一个重新焕发活力的东正教会影响他们，很多俄国人在灵性上可能仍将是迷失的”
[67]

 。

在开放之前，基督教青年协会在1917年后俄国流亡者中的工作或许是新教协同援助东正教最有战略性和最成功的例子。在能干的圣公会信徒Paul Anderson有辨识力的指导下，巴黎的俄国基督教青年协会出版社在保持和加强俄国东正教文化生活方面起了关键作用，否则当时苏维埃的反宗教攻击和西方的冷漠可能已使之灭绝。
[68]

 这个不寻常的例子的历史在今天值得广泛研究，以作为有效的但不是侵犯性的以恩人自居的宗派间援助的模式。

基督教各传统之间更多的理解是很多行动和组织的主要关注。其中之一是东正教和福音派研究协会，它的领导者是Bradley Nassif博士，一位对两个宗派都有广博深入理解的东正教徒学者。
[69]

 从1991年起，在伊利诺斯州惠顿（Wheaton）的惠顿学院比利·格雷厄姆中心举行例会。大量写作关于当代俄国东正教问题的圣公会信徒Jane Ellis也在莫斯科组织了三场对话（1994—1996年），直接处理东正教—福音派的紧张关系。一个有望成为改善宗派间关系的成功媒介的第三方团体，基督教宗派间咨询委员会，产生于1996年10月1日—3日在白俄罗斯明斯克举行的有21个教会团体的132名代表参加的会议。来自前苏联各共和国的与会者都支持“完全尊重个人的灵性选择”，并谴责“通过不合乎基督之爱的精神和侵犯个人自由的方式和手段”使人从一个教会转至另一个教会。
[70]



自从开放以来，新教对俄国东正教会直接的援助并未泛滥，但比通常所意识到的要广泛。美国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工作团队和主流新教姐妹教会的项目提供了一些援助。另外，丹麦路德宗、圣公会、联合卫斯理公会救济委员会通过莫斯科牧首教廷提供了大量人道主义援助。然而，整体上，普世教会运动和主流新教与俄国东正教的联系近年变得更不稳定了，通常是由于草根东正教徒增长的对西方的不信任，特殊时候是由于主流新教神学的谨慎。
[71]



俄国东正教徒对因30年来支持苏维埃集团的宗教权利而著名的凯斯顿（Keston）研究所有两种态度。高层不感激圣公会神父迈克尔·布尔多领导的这个宗派间声援团体的工作，因为凯斯顿在过去一直为苏维埃和教会权威所不喜欢的东正教异议分子代言。在青年时，布尔多受到苏联教会问题的先驱分析家Paul Anderson本人的影响。他一直感到自己和东正教会很亲近，并且是实践性普世教会运动的坚定支持者。目前，凯斯顿新闻服务持续地指证和谴责牧首教廷为获得国家特惠待遇的花招。相反，因信仰而被共产党迫害的那些东正教徒高度尊敬凯斯顿，因它在数十年压迫中为他们代言。
[72]



人们可能认为西方福音派和俄国东正教的联系比主流新教少，因为后者自从1961年通过普世教会运动与莫斯科牧首教廷有长期的可见联系。自此开放以后，情况有所改变。“和安德烈兄弟一起开门”向俄国东正教会提供了100万册《新约》；泰泽团体在法国加尔文宗的强大支持下向牧首教廷提供了另外100万册《新约》；瑞典《圣经》翻译研究所向俄国东正教会捐赠了7.5万册俄国东正教研读版《圣经》。
[73]



美国圣经公会和联合圣经公会，与福音派及主流新教捐赠者一道，向复兴的俄国圣经公会提供主要资金和技术支持。数年来该组织中东正教、浸信会和五旬节派有效的工作关系使这项本土东正教—福音派合作成为了前苏联迄今可能最重要的宗派间行动。从1987年至1996年，美国圣经公会、联合圣经公会和俄国圣经公会在苏联和后苏联（post-Soviet Union）负责出版了6459835册《圣经》和《新约》。
[74]



位于加利福尼亚的福音派出版社“福音之光”正在一项可能空前的事业中和俄国东正教教育部合作。“福音之光”和莫斯科牧首教廷共同生产在东正教教区使用的大量的分级主日学印刷品，目的是生产东正教和福音派都可接受的教材。
[75]



学园传道会在前苏联做了大量的努力来联合东正教徒，显然这些努力并不总是成功。在1992年，“伏尔加河传教”，一项作为学园传道会和东正教徒的共同努力而设立的福音传播行动，凸显了合作的可能性和隐患。莫斯科牧首教廷考虑批准此行动，但在最后一刻又拒绝了。但一些东正教神父参与了船上的传教，而其他东正教徒则在几个沿途停靠港口抗议此行动。
[76]



导航会、国际福音派学生团契及其从属组织校园基督徒团契协同努力来研究东正教，发展和东正教徒有意义的关系，赞助宗派间神学对话。丹麦欧洲传教团、挪威东方传教团和彼得（Peter Deyneka）俄国传教团赞助重新广播1990年殉教的俄国东正教神父Alexander Men的无线电广播讲道。俄国传教团还资助了1994年关于俄国的小教派的东正教/新教会议，并资助东正教徒作者Andrei Kuraev写作的关于小教派的一本书。
[77]



结论

被早先的努力和失败所耗尽的俄国社会发现自己处于某种呆滞、冷漠、精神麻木、沮丧状态之中。俄国国家仍不得不展示对于它如此生死攸关的恢复活力和变得强壮的迹象……因多种致命的惩罚、犯罪的惊人增多和风俗礼仪的普遍衰败而盲目的俄国公民在逐步地堕落。俄国文学被色情和感官贩卖的强大浪潮所淹没。
[78]



俄国神学家塞奇·布尔加科夫在1909年如此写道。他的话在20世纪之末听来如在之初一样真实，这不仅凸显了俄国民众的漫长苦难，而且突显了急需新的途径来处理这个国家的多种危机——政治的、经济的，但最根本的是，道德和灵性的。在俄国，所有善意的基督徒，东正教的和非东正教的，本国的和外国的，都不应把焦点投向彼此，而应投向真正的敌人——腐蚀破坏性的自我主义的邪恶，它不是沿着任何东西方之间的错误界限而划分，而是如索尔仁尼琴所说的，穿过每个人的心灵而分裂。
[79]

 1909年，在其著名随笔《路标》中，神学家布尔加科夫写道：“恶的根源存在于每个个体的自我主义。”因此，“只有那些从里面被更新了的人能实现在俄国所需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更新”
[80]

 。

正如1909年那样，今天俄国最严重的危险根本上是道德和灵性的。若无法治，没有任何社会能持存。但今天在俄国有很多人因遵守矛盾和多变的法律而内疚。当黑社会控制国家经济命脉和经济犯罪猖獗时，一个社会也不能持存。戈尔巴乔夫的前心腹，试图改革克格勃但失败了的Nikolai Stolyarov将军在1992年宣称俄国已抛弃了十诫，结果，整个国家正在招致可怕的后果。
[81]

 1989年，作家Yuri Barabash在捍卫果戈理长期被查禁的宗教思想时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看来，最终，一点点地，以几乎致命的时间迟滞，我们开始抓住要点：文化和宗教、道德和基督教、创造和信仰是如此不可分解地相互关联，以致亵渎圣物、违犯十诫、对曾作为正常事物而被铭记于我们心中的东西的犬儒嘲讽，实际上见证了一个可怕的裂开的虚空深渊。
[82]



俄国的东正教徒和福音派一定能同意这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危机的原因是道德上的，依次地，对道德危机的解决是灵性上的。然而，如果东正教徒和福音派不为相互诽谤而向对方道歉——双方都需要这样做——来同心协力，那么这将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悲剧。最终，双方都必须专注于目前的道德崩溃及其灵性治疗。就东正教徒而言，他们应承认宗教多元化在一个自由社会是不可避免的，国家强制的东正教特权的恢复只会排干其灵性生命力。
[83]

 就福音派传教机构而言，他们应通过充分改进传教适应性和清醒认识自己文化的局限来给予俄国合理的更为敏感的关注。在俄国有很多建设性工作要由所有有善心的基督徒来做。已没有时间去削弱“相互的妖魔化”，如保罗·莫伊泽斯（Paul Mojzes）所称谓的那样。
[84]

 解决之道是基督的爱、顺服和谦卑。


附表1　来自25个最大差传机构的在前苏联的西方传教士（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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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全是职业的

2　多数是职业的

3　全是短期的（3—24个月）

4　20个职业的，300个短期的

* 为避免重复计数862名为期一年的共命团传教士中的很多人，这项包括12个差传机构的合作努力未被单独列出。

** 基督的教会的总数未包括200—300名传教旅行的参加者（1—6周），因为这种短期服侍的时间不到为短期传教士指定的3—24个月。

来源：《东西方教会和传教报告》（1995年春），第10页；（1995年秋），第3页。Pamela Meadows编。


附表2　来自12个最大宗派差传机构的在前苏联的西方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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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是职业的

2　40个职业的，17个短期的

3　25个职业的，62个短期的

4　29个职业的，40个短期的

5　10个职业的，31个短期的

来源：Sharyl Corrado、Mark Elliott和Pamela Meadows编。


附表3　在前苏联的新教宗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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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各宗派之外，西方和本土超教会传教团建立的非附属性新教教会正出现在前苏联。

来源：Mark Elliot、Robert Richardson和Sharyl Corrado编。




[1]
 此文是作者以前论文的摘录，原文见Emory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1998年第12期，第361—412页。


[2]
 Mark Elliott，“Eastern Europe：Responding to Crisis in the Household of Faith”，Eternity
 ，1986年7—8月，第26—27页。


[3]
 Mark Elliott编，The East European Missions Directory
 （Wheaton，Ill.，1989年），包括267个团体——如果包括分支，是402个——排除了44个不引人注意的组织。Sharon Linzey等人编，The East-West Christian Organizations Directory
 （1993年），包括691个团体。路德宗世界联合会欧洲秘书长Paul Hansen在1979年估计有80个团体，Religious News Service
 ，1979年2月27日。


[4]
 Patrick Johnstone，Operation World
 （Carlisle，1993年），第646—647页。基于Operation World
 的各国数据表，见“Non-Indigenous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Former Communist States of Eurasia”，East-West Church and Ministry Report
 ，1994年冬季，第5页。


[5]
 “Missionaries to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and East Central Europe”，East-West Church and Ministry Report
 ，1995年春季，第10页；East-West Church and Ministry Report
 ，1995年秋季，第3页。见下文的附表1。


[6]
 1995年前苏联的4390名西方传教士的总数基于3190名（来自25个最大的机构）加上1200名（来自300个机构，平均每个机构4名）。作者们感谢俄国传教团的Peter Deyneka帮助获得这一估计数字。


[7]
 见下文的附表2。


[8]
 5049名的总数基于1995年的4390名加上每年15%的增长（659名）。


[9]
 作者们感谢研究生助手Sharyl Corrado在1996年秋季对前苏联新教传教士所做的广泛的调查工作。韩国传教士的数字来源是GM Torch Center的David Lee在1996年12月3日给Sharyl Corrado的电子邮件。


[10]
 如果前苏联的15个加盟共和国仍算是一个国家，那么1997年在那里工作的5606名新教传教士构成了世界上单个国家内最大的新教传教团份额（没有各共和国的最近的数据）。另一方面，鉴于其约2亿8700万人口，1997年在前苏联的新教传教士按人口数计算少于5个有最大的新教传教士份额的国家：巴西（3397名，人口1亿4620万）；日本（3015名，人口1亿2476万）；菲律宾（2958名，人口6565万）；肯尼亚（2322名，人口2930万）；巴布亚新几内亚（2278名，人口385万）。Johnstone，前揭Operation World
 ，第644—649页；Brian Hunter编，Statesman's Yearbook
 （London，1996年）。（上文的比较中所使用的East-West Church and Ministry Report
 的调查和Johnstone的数据都包括短期传教士。然而，这些数据不完全有可比性，因为前苏联的总数包括3个月到24个月的短期传教士，而Johnstone的数据只包括12个月以上的。）


[11]
 Mark Elliott与Robert Richardson，“Growing Protestant Diversity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收于Russian Pluralism：Now Irreversible？
 ，Uri Ra'anan等人编（New York，1992年），第189页、204页（列举了21个宗派，但现在还有更多的教会在那里工作）。见下文的附表3。


[12]
 “Indigenous Christian Missions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East-West Church and Ministry Report
 ，1994年冬季，第6页。


[13]
 前揭Elliott与Richardson，“Growing Protestant Diversity”，第198页。


[14]
 前揭Elliott与Richardson，“Growing Protestant Diversity”，第198—200页。


[15]
 Mark Elliott，“New Openness in USSR Prompts Massive Bible Shipments to Soviet Christians in 1987-88：A Statistical Overview”，News Network International
 ，1989年3月20日，第24—31页。


[16]
 Elliott，前揭“East European Missions”，第11—12页；美国圣经公会的Paul Stawasz给东西方基督教研究所的Amy Staufer的信（1997年2月24日）。1997年2月28日，世界福音派团契的Dwight Gibson报道了如下地区的八个福音派联盟：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匈牙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


[17]
 “关系网的类别”，可获得于美国伊利诺斯州惠顿，俄国传教团档案馆。


[18]
 Gary Brumbelow，“The Other Side of Russia：Evangelical Ministries in Siberia”，East-West Church and Ministry Report
 ，1995年春季，第1页。


[19]
 1996年11月26日对美国圣经公会的Doris Fisher的采访，可获得于美国伊利诺斯州惠顿，俄国传教团档案馆。


[20]
 Jack Graves，“Russian Protestant Theological Textbook Project”，East-West Church and Ministry Report
 ，1996年秋季，第1—2页。


[21]
 “俄国的孩子项目小册子”，可获得于伊利诺斯州惠顿，东西方基督教研究所档案馆。


[22]
 “耶稣之名国际传教团之Beverly Nickles通讯”（1996年9月18日），可获得于伊利诺斯州惠顿，东西方基督教研究所档案馆。


[23]
 “为基督而运输通讯”（1996年11月），可获得于伊利诺斯州惠顿，俄国传教团档案馆。


[24]
 “聋人的机会服务使命公告”（1994年），可获得于伊利诺斯州惠顿，东西方基督教研究所档案馆。


[25]
 翻印自Salvation Army Year Book
 （London），第183—184页，可获得于伊利诺斯州惠顿，东西方基督教研究所档案馆。


[26]
 一般性了解参见伊利诺斯州惠顿，俄国传教团档案馆。


[27]
 俄国传教团电子邮件（1995年9月12日），可获得于伊利诺斯州惠顿，俄国传教团档案馆。


[28]
 一般性了解参见伊利诺斯州惠顿，俄国传教团档案馆。


[29]
 “门诺派经济发展协会公告”，可获得于伊利诺斯州惠顿，东西方基督教研究所档案馆。


[30]
 “国度冒险通讯”，可获得于伊利诺斯州惠顿，东西方基督教研究所档案馆。


[31]
 Mark Elliott，“New Opportunities，New Demands in the Old Red Empire”，Evangelical Missions Quarterly
 ，1992年第28期，第36—37页。


[32]
 见Juraj Kusneirik，“Post-Modern Culture in Post-Communist Countries”，East-West Church and Ministry Report
 （1994年冬季），第1页、第2页；Annette J. Ford，“Mission Trends in Eastern Europe”，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1996年2月）。


[33]
 此广告出现在Christianity Today
 ，1991年9月16日，第35期，第61页。见Leonid Kishkovsky，“The Mission of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after Communism”，East-West Church and Ministry Report
 （1993年夏季），第1页、第2页；Miroslav Volf，“Fishing in the Neighbor's Pond：Mission and Proselytism in Eastern Europe”，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
 ，1996年第20期，第26页、第28页。


[34]
 福音派传教联盟，Working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Guidelines for Christians
 （1994年），第3页。


[35]
 见Elliott与 Richardson，前揭“Growing Protestant Diversity”，第205页。


[36]
 Grigori Komendant，“Certainly”，East-West Church and Ministry Report
 （1996年冬季），第2页。


[37]
 Alexander Sorokin，“A Russian Perspective on the Missionary Movement”，East-West Church and Ministry Report
 （1996年冬季），第16页。


[38]
 来自图拉的A. P. Kuznetsova的信，被引用于“俄国基督教广播通讯”（1996年8月），第1页，可获得于伊利诺斯州惠顿，俄国传教团档案馆。


[39]
 Otonas Balchunas（立陶宛），Semen Borodin（俄国），Andrei Bondarenko（拉脱维亚），Anatoly Bogatov（摩尔多瓦），Vassily Davidyuk（乌克兰），Piotr Lunichkin（奥塞梯），Pavel Pogodin（高加索），Franz Tissen（哈萨克斯坦），Henri Fot（吉尔吉斯斯坦），Victor Shiva（哈萨克斯坦），“传教协调会议致所有有兴趣于在前苏联传福音的西方传教组织的公开信”（1993年3月23日），可获得于伊利诺斯州惠顿，俄国传教团档案馆。


[40]
 Otonas Balchunas（立陶宛），Semen Borodin（俄国），Andrei Bondarenko（拉脱维亚），Anatoly Bogatov（摩尔多瓦），Vassily Davidyuk（乌克兰），Piotr Lunichkin（奥塞梯），Pavel Pogodin（高加索），Franz Tissen（哈萨克斯坦），Henri Fot（吉尔吉斯斯坦），Victor Shiva（哈萨克斯坦），“传教协调会议致所有有兴趣于在前苏联传福音的西方传教组织的公开信”（1993年3月23日），可获得于伊利诺斯州惠顿，俄国传教团档案馆。


[41]
 Komendant，前揭“Certainly”，第2页。


[42]
 见Mark Elliott，“For Christian Understanding，Ignorance Is Not Bliss”，East-West Church and Ministry Report
 （1993年夏季），第5页。关于斯拉夫福音派与东正教共同点的讨论，见Mark Elliott，“Eastern Orthodox and Slavic Evangelicals：What Sets Them Both Apart from Western Evangelicals”，East-West Church and Ministry Report
 （1995年秋季），第16页。


[43]
 Don Fairbairn，“Eastern Orthodoxy：Five Protestant Perspectives”，East-West Church and Ministry Report
 （1995年春季），第6—7页。


[44]
 Don Fairbairn，“Eastern Orthodoxy：Five Protestant Perspectives”，East-West Church and Ministry Report
 （1995年春季），第6—7页。


[45]
 Don Fairbairn，“Partakers of the Divine Nature”，未发表的手稿，第61页。


[46]
 Mark Elliott，对Bradley Nassif的回应，“Evangelical Missions in Eastern Orthodox Lands”，Trinity Forum
 （1996年冬季），第5页。


[47]
 Eugene Grosman，“A Contribution to Protestant-Orthodox Dialogue in Russia”（惠顿学院研究生院，1986年），第7页、第9页（存档于作者处）。


[48]
 Eugene Grosman，“A Contribution to Protestant-Orthodox Dialogue in Russia”（惠顿学院研究生院，1986年），第7页、第9页（存档于作者处）。


[49]
 Eugene Grosman，“A Contribution to Protestant-Orthodox Dialogue in Russia”（惠顿学院研究生院，1986年），第7页、第9页（存档于作者处）。


[50]
 Volf，前揭“Fishing in the Neighbor's Pond”，第26页。


[51]
 Patrick Henry，“Russian Church seeks Curbs on Other Faiths”，Moscow Times
 （1996年4月30日）。


[52]
 Frank Brown，“The Next Crusade”，Moscow Times
 （1994年11月19日），第3页。


[53]
 Alan Philips，“Bible-Burning Cloud over Russian Freedom”，Electronic Telegraph
 （1997年3月3日）。


[54]
 俄国传教团电子邮件（1997年2月26日），可获得于伊利诺斯州惠顿，俄国传教团档案馆。


[55]
 Elliott and Richardson，前揭“Growing Protestant Diversity”，第205页。


[56]
 Susan Goodrich Lehmann，“Religious Revival in Russia：Significant or Superficial？”，呈现于华盛顿特区，凯南（Kennan）高等俄国研究所（1996年10月21日），图表6。作为参照，1992年更早的一项调查发现69%的俄国男人和46%的俄国女人不将自己视为信徒。Mark Rhodes，“Religious Believers in Russia”，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Research Report
 （1992年4月3日），第60页、第61页。大不相同的是，在“二战”后期，或许只有10%到15%的人信教。William C. Fletchers，Soviet Believers：The Religious Sector of the Population
 （Lawrence，Kan.，1981年），第67页。


[57]
 “Dramatic Increase in Russians Claiming Religion”，Religion Watch
 （1997年1月3日），基于全俄民意研究中心的一项民意调查。


[58]
 Lehmann，前揭“Religious Revival”（图表1，第4列）。将自己视作信徒的50%的回答者中，83%的人认为自己是东正教徒。同上，图表4。


[59]
 Mark Rhodes，“Russians' Spiritual Values”，East-West Church and Ministry Report
 （1993年秋季），第13页。


[60]
 “Disparity between Faith and Practice in Russia”，East-West Church and Ministry Report
 （1996年春季），第14页。亦见Paul Mojzes，“Ecumenism，Evangelism，and Religious Liberty”，Journal of Ecumenical Studies
 ，1996年第33期，第6页。关于领土主义以及民族身份与宗教身份的等同，见Cecil M. Robeck Jr.，“Mission and the Issue of Proselytism”，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
 ，1996年第20期，第3—4页。Volf，前揭“Fishing in the Neighbor's Pond”，第26页；Harold J. Berman，“Religious Rights in Russia at a Time of Tumultuous Transition：A Historical Theory”，收于Religious Human Rights in Global Perspective：Legal Perspectives
 ，Johan van der Vyver与John Witter Jr. 编（The Hague，1996年），第301—302页。


[61]
 Martin E. Marty，“Conclusion：Proselytism in a Pluralistic World”，收于Pushing the Faith：Proselytism and Civility in a Pluralistic World
 ，Martin E. Marty与Frederick E. Greenspahn编（New York，1988年），第155页、第158页。


[62]
 Martin E. Marty，“Conclusion：Proselytism in a Pluralistic World”，收于Pushing the Faith：Proselytism and Civility in a Pluralistic World
 ，Martin E. Marty与Frederick E. Greenspahn编（New York，1988年），第155页、第158页。


[63]
 Martin E. Marty，“Conclusion：Proselytism in a Pluralistic World”，收于Pushing the Faith：Proselytism and Civility in a Pluralistic World
 ，Martin E. Marty与Frederick E. Greenspahn编（New York，1988年），第155页、第158页。


[64]
 Kent Hill与Mark Elliott，“Are Evangelicals Interlopers？”，East-West Church and Ministry Report
 （1993年夏季），第4页；W. Cole Durham Jr.，“Perspectives on Religious Liberty：A Comparative Framework”，收于van der Vyver与Witte编，Religious Human Rights
 ，第16页。


[65]
 Marty，前揭“Conclusion”，第158页。


[66]
 见本书中Anita Deyneka所著的文章。


[67]
 Hill与Elliott，前揭“Are Evangelicals Interlopers？”，第3页。


[68]
 Matthew L. Miller，“The Russian Ministry of the YMCA：1899—1939”（人文硕士论文，惠顿学院研究生院，1994年）。


[69]
 Bradley Nassif，“Evangelical Missions in Eastern Orthodox Lands”，Trinity Forum
 （1996年冬季），第2—4页。


[70]
 “Churches Talk in Minsk”，Christian Century
 ，1996年第113期，第1002页。


[71]
 根据在“为了与东欧的关系而联合的基督徒”（芝加哥，1994年11月17日—18日）会议上的评论，以及Mojzes，前揭“Ecumenism，Evangelism，and Religious Liberty”，第4—5页。对东正教—主流新教联系的考察，见Mark Elliott，“How the Churches Have Seen Their Roles in the USSR”，Pulse
 ，第22期（1987年1月9日），第2页。


[72]
 一般性了解，见Jenny Robertson，Be Our Voice：The Story of Michael Bourdeaux and Keston College
 （London，1984年）。原先由Jane Ellis领导的基督教人道主义机构“对俄国教会的援助”从1973年起专门援助俄国东正教会。


[73]
 Elliott，前揭“New Openness in the USSR”，第28—31页。


[74]
 Anita Deyneka对美国《圣经》协会的Doris Fisher的采访（1996年11月26日），可获得于伊利诺斯州惠顿，俄国传教团档案馆。


[75]
 “闪耀国际”的主席William T. Greig Jr. 给Mark Elliott的信和支持性文件（1997年2月17日）。


[76]
 R. Vito Nicastro Jr.，“Mission Volga：A Case Study in the Tensions between Evangelizing and Proselytizing”，Journal of Ecumenical Studies
 （1994年），第223—243页；“Witnessing on the Volga”，Christianity Today
 （1992年10月16日），第77页。


[77]
 与惠顿学院研究生院的James Stamoolis的谈话（1997年2月25日—26日）。关于异教的书是Soblazn Neoiazychestva
 （《新异教的诱惑》）（Moscow，1994年）。


[78]
 转引自Peter Sawczak，“Reconstruction，Deconstruction，and the Restoration of Literature in Russia”，收于Russia in Search of Its Future
 ，Amin Saikal与William Maley编（Cambridge，1995年），第178页、第185页。


[79]
 Aleksandr I. Solzhenitsyn，The Gulag Archipelago，1918-1956
 （New York，1973年），第168页。


[80]
 William van den Bercken，Christian Thinking and the End of Communism in Russia
 （Utrecht-Leiden，1993年），第24—25页（对布尔加科夫的阐释）。


[81]
 Nikolai Stolyarov将军在惠顿学院的讲演（1992年10月2日）。亦见Yancey，Praying with the KGB
 ，第33页。


[82]
 转引自van den Bercken，Christian Thinking
 ，第127页。


[83]
 Elliott与Richardson，前揭“Growing Protestant Diversity”，第189—214页。俄国增长的宗教多样化看来是如下因素所造成的：严厉的苏维埃意识形态控制的崩溃，因之而发生的来自国外的基督教与异教活动的显著增长，以及本土异教、伪宗教和秘教影响的复兴。在今日的俄国，人们在对“超自然的、奇异的、神秘的、秘传的事物”的兴趣的高涨中发现本国与外国影响难解难分的混合。Valentina G. Brougher，“The Occult in Russian Literature of the 1990s”，Russian Review
 ，第56期（1997年1月），第110页、第124页。


[84]
 Mojzes，前揭“Ecumenism，Evangelism，and Religious Liberty”，第8页；亦见Berman，前揭“Religious Rights in Russia”，第4页。



第二部分　法律视角


关于俄国历史上教会与国家关系的反思

菲鲁兹·卡齐姆扎德（Firuz Kazemzadeh）

1997年杜马通过的“关于良心和宗教结社自由”的法律，令未预料到新采纳的法律的根本改变的一些俄国人和很多外国观察者吃了一惊。在剧烈改革的振奋人心的时期，当旧的束缚被一扫而空而自由的希望升起时，较早时所采纳的法律（1990年）将平等给予所有宗教和宗教团体，规定任何宗教或宗教团体都不可享有任何优越地位或受到比其他宗教更多的限制，并承诺国家将在涉及崇拜和信仰自由时中立。1990年自由主义的法律的取消和1997年限制性的法律的通过适合东正教会和俄罗斯国家之间关系的传统模式。如它们在数世纪中所做的那样，教会和国家再一次结为双方都认为自然和有利的同盟。主要从西方输入的宗教自由的启蒙观念不能抵抗根深蒂固的传统和危机中的国家需要所产生的压力。

俄国的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与它们的相互依赖有一段漫长曲折的历史。东正基督教在9世纪从皇帝以最高权力进行统治的拜占庭输入基辅罗斯，因而没有独立于世俗权力的自治传统。历代基辅大主教都是君士坦丁堡牧首任命的希腊人，他们与其东道主（即历代大公们）共存，专注于传播信仰、建造教堂、建立修道院、教化未开化的人群、在1054年后保卫东正教免遭鼓动分裂的西方之害。教会勤勉地服务于国家，国家保护教会。毕竟，是弗拉基米尔大公使罗斯受洗，反过来，如他的早先皈依基督教的祖母奥尔加（Olga）女公爵那样，被教会封圣。实际上，教会轻易地封圣基辅和古罗斯其他侯国的统治者。在10世纪基督教引入和13世纪蒙古征服之间被封圣的180人中，足足有三分之一的人是统治者。“当然，统计学数据只透露了故事的很小一部分；但它们确实揭示了俄罗斯人和他们教会经常地或许相当轻易地封圣他们的公侯的倾向。”
[1]



当基辅国家实际上分裂为独立的各侯国时，由君士坦丁堡牧首任命并管理所有教区的灵性和行政生活的基辅大主教设法保持教会灵性的和行政的统一。

蒙古侵略有效破坏了古罗斯政治凝聚的残余，但没有打碎教会的统一。甚至当被摧毁的基辅在1240年的劫掠后缩小为一个村子时，大主教仍继续从这里对这片分裂、流血的土地运用一定程度的灵性和行政权威。鞑靼人宽容的、几乎保护性的宗教政策有助于使教会成为唯一行使职能的全国性机构。

到1300年，基辅实际上已荒废，不适于居住，当时的大主教马克西姆（Maxim）向北边的弗拉基米尔侯国寻求支持；其统治者要求拥有罗斯大公的头衔，并急于利用教会增加其影响以对抗传说中的基辅罗斯国家建立者留里克（Rurik）的家族成员中的各位要求拥有最高权力者。马克西姆将其都主教之座从基辅移至弗拉基米尔，但十年后，他的继任者彼得大主教与其东道主米哈伊尔侯爵争吵，被劝诱而迁至当时不重要的城镇莫斯科；其统治者尤里·丹尼洛维奇（Iurii Danilovich），亚历山大·涅夫斯基（Alexander Nevskii）的孙子，希望通过担任教会保护者的角色来加强自己的地位。大主教之座移至莫斯科使之成为了罗斯的精神首都和它唯一的全国性机构的行政中心。彼得和穆罕默德·乌兹别克苏丹（金帐汗国的可汗和它接受伊斯兰教的第一位统治者）的亲密关系进一步巩固了娶了乌兹别克姐妹的尤里侯爵和他的鞑靼领主之间的纽带。莫斯科成为鞑靼人在罗斯最亲密的同盟。

在尤里侯爵和他的很多罗斯敌人与要求最高权力的竞争者的斗争中，彼得站在他的一边，并在尤里死时忠诚地支持他的兄弟和继任者伊凡一世·卡利塔侯爵（人称“钱袋”），后者继续与金帐汗国完全合作和赞助教会的政策。
[2]

 这样，伊凡侯爵和彼得大主教的地位实际上都变得难以动摇，但彼得是以服务于莫斯科侯爵和他们的鞑靼领主的利益为代价来确保他作为罗斯教会首脑的地位。在1326年彼得死后，伊凡一世进行了一场成功的活动来使他被君士坦丁堡牧首封圣，从而使莫斯科成为了朝圣之地并进一步确保了莫斯科在罗斯各侯国中灵性上的首要地位。教会与国家的共生关系现在被牢固建立起来。

在这里必须注意到，在14世纪，看来没有关于教会与国家之间关系的理论问题被提出来。教会高层和世俗统治者同样被眼下的需要和注重实效的关注所牵引。并且，罗斯的文化状况在鞑靼人统治下降至如此低下的水平，以致连侯爵们也往往是文盲，多数神职人员几乎不知道教会历史或神学。在15世纪晚期，当莫斯科获得独立及其文化生活迅速复兴时，几个根本的神学问题以及教会和国家之间关系的问题以充满戏剧性的突然和力量出现了。

对于俄罗斯，15世纪下半叶是充满压力和混乱的时期。君士坦丁堡在1453年被穆斯林土耳其人攻陷，这从根基上撼动了东正基督教。莫斯科人不能理解Tsargrad——恺撒之城，即第二罗马，真正信仰的居所——如何能陷落于不信神的夏甲之子。这一灵性灾难必定预兆了普遍的大灾祸，一些人甚至说这是世界末日。

15年前，在希腊教会于1438年向佛罗伦萨的教皇教廷屈膝，接受教皇的首要地位和被憎恶的“和圣子”（filioque
 ）之后所发生的破裂进一步孤立了莫斯科，使它的教会不得不依靠自身的资源。异端出现在独立的诺夫哥罗德侯国，他们的毒害蔓延到了莫斯科并感染了统治家族的一些成员。一些异端否认对圣礼的需要；一些人不承认三位一体。在教会内部，一名被称为Sorskii的圣徒般的修道士Nil Maikov领导了一场产生于他在索拉（Sora）河岸创建的隐修所的运动。Nil曾旅行到圣地巴勒斯坦，并在阿索斯（Athos）山上的一座修道院待了一段时间，在那里，他拜倒在静修主义——可能受佛教影响的寂静主义和心灵宁静的教义和实践——的魅力下。

在静修主义的教导中，尼尔·索斯基（Nil Sorskii）强调作为通向最终光照的步骤：弃绝欲望、内省、净化的内心祈祷、心灵的宁静、瑜伽似的对身体和呼吸的控制、对上帝的默想、出神和经验到上帝之光。
[3]



当将他的原则运用于教会时，Nil及其追随者宣称修道院不应拥有土地和农奴，而应跟随耶稣的榜样，从世上的财物中解脱。Nil及其追随者被称为外伏尔加河长老、“不贪婪的”修道士或“不拥有者”。虽然人数很少，但因动机纯洁、真诚和宣传他们观点的技巧，他们获得了相当大的影响。伊凡三世大公赞同不拥有者。修道院拥有莫斯科公国约三分之一的土地。大公垂涎于修道院巨大的财富，正寻求教会内部的支持，而不拥有者能提供这样的支持。

Nil的观点遭到沃洛科拉姆斯克（Volokolamsk）的修道院的建立者和院长约瑟夫·萨宁（Joseph Sanin）领导的多数教会高层的强烈反对。
[4]

 约瑟夫在他的时代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是优秀的管理者，精力充沛、顽强，使其修道院成为了教育神职人员和被选定来服务于国家的真正的世俗学院。

约瑟夫首先作为异端检举者而著名。在这方面，他追随诺夫哥罗德主教根纳季（Gennadii）——无情的异端搜寻者，起源于根纳季自己城市的犹太化者小教派的主要敌手——的先导。1471年，诺夫哥罗德迎接了一位新侯爵米哈伊尔，他身边带着一位博学的立陶宛犹太学者Skhariia或Zachary。Skhariia致力于和诺夫哥罗德的几个神父的神学讨论，后者形成了一个否认三位一体、道成肉身、圣礼和教阶制的教派。该教派大约在1481年出现于莫斯科，在那里它的成员很快就包括了修道士Zosima——一位将来的大主教，以及大公的儿媳和最高层贵族中的其他几名成员。有传言说伊凡三世自己也赞同该异端。

约瑟夫不择手段地反对犹太化者。他绝不容忍对东正教的偏离，认为异端是对教会和国家的罪行，异端就是叛国，叛国就是异端。在他反异端的主要著作《阐明》中，约瑟夫宣称异端应受监禁和受死，绝不可信任悔过的异端，世俗政府必须处死被教会鉴定为异端的人，民众必须向国家告发任何涉嫌异端的人，允许用欺诈来诱陷异端（“神圣的不诚实”）。
[5]



异端问题被土地持有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伊凡三世不仅正引进意大利建筑师来建造新的圣母安息大教堂、新钟楼、克里姆林宫的新墙，而且正扩大新的军人阶级；它在旧的封臣体系之外，由大公支付薪酬，只效忠于他，从而在反对传统封臣阶级的最后斗争中为他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武器。为了支付薪酬给这个新的服役阶级，大公需要土地，而最大和最容易获得的土地来源是教会。

伊凡想要使修道院地产供俗用，这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他早期对异端和外伏尔加河长老的仁慈。这些人能削弱教会对征用修道院地产的抵抗，从而有助于伊凡增加他摆脱旧贵族的独立，后者警戒地捍卫其特权，不愿屈从于正逐渐使其阶级降至仅为国王仆从的地位的专制。

贵族们也盯上了教会土地，一些人是由于经济原因，还有少数人出于道德信仰而站到Nil的不拥有者一边。这使得担心这两个团体结盟的伊凡三世不可能保持他早期对宗教异议分子的宽容态度。

面临对教会财产的这一威胁，约瑟夫欢迎伊凡的撤退。争夺俄罗斯的身体和灵魂的宏大斗争中的三方必须被解决。解决就是教会和国家的古老联盟的重新确定。“在同盟的条款下，教会将用它自己的道德声望来支持大公的上升的专制，而大公将近乎原封不动地留下教会财产……教会和统治者之间的同盟……使它成为了屈从于大公的工具，是通向教会对国家的完全屈从的很重要一步。”
[6]



约瑟夫和国家的妥协有影响深远的后果。这位沃洛科拉姆斯克修道院院长被封圣。他的宗教形式主义和仪式主义、他对大公权力的颂赞、他对异端和一切非同派者的憎恨、他对教会财富的捍卫都成为了官方教会的规范标准。虽然继续容纳灵性上纯洁的个人，但这些人被边缘化对教会制度没有影响，甚至俄国教会公会议也屈从于国王。

关于莫斯科及其统治者的至高权力的意识形态在普斯科夫（Pskov）的修道士菲洛费（Filofei）致瓦西里（Vasilii）三世的著名书信中被给予了一种普遍的超历史的维度。菲洛费遵循俄罗斯思想家早已熟悉地将历史视为被上帝拣选的三个民族的世界帝国的连续模式。第一个是罗马，正统基督教的虔敬首都。但教皇们背叛了信仰而拥抱错误，把罗马领向了厄运。然后，第二罗马在君士坦丁堡兴起，真正的信仰在此兴旺，直至一位牧首和一位皇帝向拉丁异端（罗马教会）屈服。上帝的报应迅速又严厉，君士坦丁堡陷落于不信神的以实玛利后代（穆斯林）的手中，真正的信仰被践踏和压迫。

但在第二罗马陷落后，俄罗斯沙皇帝国在北方兴起，成为上帝所启示的信仰的唯一守护者。以沙皇（恺撒）的头衔称呼大公——这一头衔未被莫斯科的统治者正式采用，直至瓦西里的儿子伊凡雷帝加冕——菲洛费鼓吹道：“看呐，虔敬的沙皇，所有的基督教疆土都会属于你的。两个罗马陷落了，第三个屹立着，不会有第四个。”
[7]



对莫斯科大公们的歌颂不限于菲洛费。伪造的家谱企图通过虚构的普罗斯（Pruss），奥古斯都皇帝的兄弟或同父异母的兄弟，来表明留里克家族的大公和罗马皇帝有亲戚关系。另一些同样虚幻的故事讲述拜占庭皇帝康斯坦丁九世（1042—1054年）的领土据称被基辅的弗拉基米尔·弗谢沃洛多维奇（Vladimir Vsevolodovich）大公（1113—1125年）攻击。为确保和平，皇帝将其皇冠、十字架和项链送给弗拉基米尔，吩咐他加冕成为独立的沙皇。弗拉基米尔在康斯坦丁死后59年成为基辅大公，这是神话编造者忽视的一个小细节。
[8]



统治者对教会的绝对权力被伊凡四世或伊凡雷帝，显著地展现在理论和实践中。在其写作中，伊凡明确宣称世俗权力的首要地位，并禁止神职人员对沙皇意志的任何干涉。在实践中，他如其所宣称的那样把教会作为较低下的地位来对待。当菲利普都主教，一位具有非凡的道德品格和坚毅的修道士，敢于抗议伊凡的特辖制——沙皇设计的为了根除其敌人（大多数是他想象的）的镇压体系——带来的蹂躏，并公开谴责沙皇在这片土地上释放的恐怖时，伊凡使主教们罢免了菲利普的都主教之职。在那之后不久，这位勇敢的修道士，俄国教会的领袖，被Maliuta Skuratov——半疯的沙皇的残忍的犯罪同伙——谋杀。教会温顺地屈服，虽然一个世纪后它将菲利普封圣为殉教者。

伊凡雷帝的统治给这个国家造成了可怕的后果：不加约束的无目的的恐怖；在利福尼亚（Livonia）的失败战役；贵族阶级的道德败坏；农民沦为农奴并随后逃至东方和南方的开放地区，于是国家变得动荡、枯竭。伊凡的继承人，他患病不常活动的儿子费奥多（Feodor）将政府权力交给他的不正直但能干的内兄鲍里斯·戈多诺夫（Boris Godunov）手中。

鲍里斯敏锐地意识到教会作为国家工具的有用性。为加强他自己在俄国社会中的地位，他结交教会高层，并为了将莫斯科大主教提升至牧首的等级而进行了一场名副其实的运动。东正教会的四个普世牧首——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安提阿和亚历山大的牧首——都是奥斯曼穆斯林苏丹—哈里发的臣民。在此前数十年中，他们变得依赖莫斯科的支持并渴求财政援助。莫斯科于1586年迎来了安提阿牧首的访问，两年后迎来了君士坦丁堡牧首耶利米——东正教会最高等级的教士——的访问。鲍里斯利用他们的财政需要，劝说他们召开会议将莫斯科大主教提升至牧首的等级，使之成为东正教会的第五位牧首。君士坦丁堡牧首耶利米在莫斯科第一位牧首约伯的就职典礼上的发言说明了因为君主的权势，莫斯科教会配得如此崇高的荣誉。他说，“如今全世界只有一位虔敬的沙皇……普世牧首应该在这里，而在旧的恺撒之城（君士坦丁堡），基督教信仰因我们的罪正被不信的土耳其人逐出。”
[9]



教会首脑的新等级虽然在莫斯科和外国的关系中有用，尤其在东方，但没有减少沙皇在国内对教会的权力。在1598年无子嗣的费奥多死时，约伯牧首为报答鲍里斯而提议全俄公会议选举他登上空缺的皇座。在此二人之间随后的关系中，关于谁处于支配地位，这是毫无疑问的。

在俄国历史上被称为动乱时期的十年骚乱在鲍里斯死后发生，这几乎毁灭了这个国家，并致命性地危及教会。一个冒称是伊凡雷帝很久前已死去的最小儿子季米特里（Dmitrii）的投机者短时期地占据了皇位。伪季米特里被波兰贵族支持，而后者则被怀有使俄罗斯人皈依大公教希望的梵蒂冈所鼓励。之后还有其他几个沙皇和伪沙皇，但没有一个能阻止国家的解体或保护它脱离大公教的波兰人、路德宗的瑞典人和来自南方边境的无政府的哥萨克匪帮之手。最后，城镇居民、服役阶级和一些贵族的广泛运动在教会的大力支持和祝福下赶走了入侵者，恢复了些许秩序。1613年，全俄公会议推选16岁的男孩米哈伊尔·罗曼诺夫为沙皇，他的父亲费奥多曾被迫成为名为菲拉雷特（Filaret）的修道士。菲拉雷特完全支配着他温和顺服的儿子，直到死时他不仅以其儿子的名义统治俄国，甚至使用之前专门保留给沙皇的大统治者（Great Sovereign）头衔。菲拉雷特是一个富有经验的政治家，聪明、精力充沛、顽强，因而被推选上牧首的位置，将国家和教会有效地结合在他身上。然而，菲拉雷特更多致力于世俗的而非宗教的事务，并使用他独一无二的位置来促进国家的利益。动乱时期结束了，世俗权威的支配地位被完全重建。

由教会，或更确切地说，由一位牧首个人向国家支配地位提出的唯一和最后挑战发生于下一代。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Aleksei Mikhailovich）沙皇让聪明、博学、意志坚强的尼康做了他的牧首。尼康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部分莫斯科统治阶级的智识变化，它的产生源于与西方日渐增多的接触、来自新近被吞并的乌克兰的影响以及奥斯曼帝国的东正教会更紧密的关系。随着对希腊文神学著作了解的增多激发了对不准确地被译为俄语的神圣文本纠正的愿望，而与大公教思想的接触产生了对教会屈从于国家的合理性的怀疑。

作为沙皇的长者长达二十五年，尼康获得了对温和、易受影响的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巨大的影响力。牧首常常和沙皇共餐，和他长时间交谈，并自由地提出国家事务的建议。尼康坚持在官方文件上把他的名字写在沙皇的旁边，并开始使用大统治者头衔，此头衔是只为沙皇保留，先前仅被一个未加冕的人使用过，即菲拉雷特牧首，阿列克谢沙皇的祖父。这样的自高自大在统治圈内引起了很多猜忌，并使沙皇本人警惕起来。

尼康意识到希腊语神圣文本的俄语译文的不准确与数世纪中悄悄混入莫斯科圣礼惯例并被传统和1551年教会公会议的正式决议神圣化的众多偏离问题，他积极支持遵照拜占庭模式来纠正它们。针对关于他背叛神圣罗斯的恶意指控，牧首回答说虽然他是俄罗斯人，但他的信仰是希腊的。
[10]

 尼康将莫斯科教会视为其标准的是已在君士坦丁堡确定的普世教会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拥有一切真理的自治团体。这样明显的背离对于众多神父和修道士是不可接受的，他们将尼康视为异端倡导者并反对他的改革。

尼康大声表达他对教会不应屈从而应高于世俗权力的确信，这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在一个深信沙皇的神圣及其绝对权力的神圣来源的社会里，尼康关于教会地位更高的宣称被看作是对东正教的另一偏离，是引入大公教教皇制观念和歪曲古老真理的企图。当被指控接受教皇制时，尼康傲慢地回答：“为何不该因善而尊敬教皇？在那里（罗马），地位最高的使徒是彼得和保罗，他服侍他们。”
[11]



在尼康之前和之后，没有任何莫斯科教会高层如此清晰明确地宣称灵性权柄地位更高。1662年，尼康发表了对贵族Simeon Streshnev以问题的形式表达的某些观点的反驳，此反驳包含的言论堪比教皇卜尼法斯（Boniface）八世的《唯一至圣》通谕。尼康写道：“主教的权威是灵性的，而给予沙皇的权威是世上的；天上或灵性权威的事务远远高于世上或世俗权威的事务。因此，很清楚，沙皇必须低于主教并服从他，因为我还说神职人员是被拣选者，是被圣灵膏立的。如果所有基督徒都应服从主教，那么用剑强迫不顺从者服从主教的君王就更应服从。”
[12]



然后，尼康将主教的权威比作太阳，将君王的权威比作月亮：

正如月亮从太阳获得其光芒……沙皇亦是如此。他被主教神圣化、膏立和加冕，因此他必须从主教这里获得他完美的光芒，亦即他最正当的权力和权威……神职人员是比国家本身更有尊荣、更高的权威……神职人员的座位被建立在天上。谁说的？天上的君王自己！“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因此，是沙皇被祭司膏立而非祭司被沙皇膏立……祭司权威高于国家权力，如天高于地，诚然，是远远地高于。
[13]



如此极端的教会权威的宣称不仅是沙皇不可接受的，而且惊吓了主教团，甚至为保护和财政支持而依赖莫斯科的东方普世牧首们。莫斯科教会，从约瑟夫派到核心，匆忙向沙皇重申忠诚和服从，并废黜了尼康。1666年12月，不仅俄罗斯主教们而且在安提阿和亚历山大的普世牧首也出席的教会公会议上，教会高层们宣布被废黜的牧首冒犯了沙皇，“整个大、小和白罗斯的独裁者”，使国家陷于混乱。于是，公会议正式认可对牧首的废黜，并将他排除“在任何祭司职能之外”
[14]

 。

尼康没有有力的支持者。他和国家对抗的结果只是增加了君主的权势。官方教会如今正面临内部的重大反抗，既是因为老派信徒的分裂，也是来自被西方或东方所激发的一切改良和革新的敌人。因此，教会需要专制君主国家来将其从以往那些排外的信徒中拯救出来。在它热心于根除老派信徒时，教会再次乞灵于国家权力，屈膝于其至高权威，如它两个世纪前所做的那样。

西方思想对俄国的影响看来没有多大威胁。阿列克谢沙皇，像至少从伊凡三世时期以来的前任们一样，将外国军官、医生和各种技师带到莫斯科。教会意识到，通过沙皇雇用的外国人、群集于莫斯科的乌克兰神职人员和学者、俄国人国外旅行的增多，西方思想正在莫斯科上流社会中传播。费奥多沙皇，阿列克谢的长子，继续恩宠外国人；他的两个弟弟和继任者，并立沙皇伊凡五世和彼得一世也是如此。保守的教会呼吁国家拯救神圣的罗斯，但它无力阻止西方的信仰、观点和行为方式给俄国造成的污染，这种污染得到君主国家的鼓励和促进而变得越来越多。

在保卫传统和重申教会的些许权威的一次徒然努力中，约阿希姆（Joachim）牧首于1690年3月在遗嘱中向并立沙皇伊凡和彼得讲话，呼吁他们捍卫信仰，并陈述教会对西方影响的立场——直至今日此立场没有实质改变。牧首呼吁沙皇们“不要允许他们领土内的任何东正教基督徒保持和异端与持不同信仰者——拉丁人（罗马大公教徒）、路德宗信徒、加尔文宗信徒、不信神的鞑靼人（他们被我们的主憎恶，并因他们的诡诈为上帝所恨恶而被上帝的教会诅咒）——的任何亲密友好关系；而要把他们当作上帝的敌人和教会的诽谤者来避开”
[15]

 。牧首以惊人的当代精神想要沙皇们颁布法令：“来到这片虔敬土地上的持不同信仰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宣扬他们的宗教，不可在谈话中贬损我们的信仰，或引入源于他们的异端的相异习俗进行诱惑基督徒；应禁止他们这样做，违者处以严厉惩罚。”
[16]



在这些听起来很现代的想法的附言中，约阿希姆牧首补充说，在任何情况下，沙皇们都不要允许“异端和持相异信仰者在你们的帝国或领土的任何地方建造罗马（大公教）教堂、路德宗教堂或鞑靼清真寺，带来任何拉丁人的或相异的新习俗，或引入外国服装的穿着：因为虔敬在基督教帝国的传播或对我们的主的信仰的增长不是通过这样的行为”。这就是莫斯科教会在17世纪末实质上保持的立场。

约阿希姆生前没有看到彼得成为唯一的沙皇并开创改革，这场改革向西方打开了不只是一扇窗户，而是数扇大门。虽然在宗教上和他的多数同时代人一样，但彼得是反教权的。他在儿童和青少年时期所处的环境使他害怕和憎恨老派信徒，其成员中包括很多一心阻止他登基的贵族。在彼得统治的整个时期，老派信徒被迫害。彼得因对被珍视的传统的攻击、他和外国人的友谊，甚至他的烟斗，被很多人视为敌基督，老派信徒对他的抵抗有时如此激烈，以致导致了自我牺牲。似乎教会再次被国家权力保护而免于持不同信仰者的破坏。

然而，彼得并不信任教会高层，因它也抵制他的改革，尽管是消极的。在艾德里安（Adrian）牧首，一个胆怯无能的主教，于1700年死后，彼得让牧首之座空着，将教会的管理委托给一个博学的乌克兰修道士Stefan Iavorskii。后来，沙皇用另一个乌克兰人Feofan Prokopovich，一个完全依赖其主人而获得他在俄国的社会地位的机会主义者，作为他管理教会的代理人。牧首之职就这样被废止了，彼得建立了一个委员会——至圣教会治理公会议——来代替它，公会议的运作规则由Prokopovich编写、彼得亲自修订。

教会公会议的组织像任何其他政府部门一样置于沙皇的直接权威下，他以不合宜的外来头衔“大代理人”来任命其中一位官员，一个代表沙皇权威的俗人。公会议的建立意味着教会自治被完全废除，教会自身降至一个政府部门的地位。教会高层没有也不能抗议对教会的彻底接管，因为它没有独立的传统，没有道德力量来抵挡专制的压倒性权力。随着老派信徒一道，它失去了它最坚定、狂热的成员。

值得注意的是，在彼得统治的最后岁月，管理俄国教会的人也是无限君权最突出的倡导者。Feofan Prokopovich是致力于沙皇神圣地位的众多论文、讲道、劝诫和政府公文的作者。由于他在基辅，在克拉科（Cracow）和利沃夫（Lvov）的大公教学院，并在罗马受过教育，Prokopovich很精通古典和西方经院著作。然而，他的政治思想深受同时吸引彼得的路德思想的影响。Prokopovich以矫揉浮夸的充满《圣经》引文和古典非基督教象征的语言，以一种必定冒犯了很多俄国教士的敏感性的风格宣扬他的世俗化的布道。然而，他们保持沉默，甚至当群众因对不虔敬的沙皇的愤怒而沸腾时，官方教会仍忠诚地服务于国家。

在彼得的统治之后的几乎两个世纪中，教会充当国家的一个部门，教导对政府的服从，崇颂专制，担任精神警察。神圣公会议通常由最保守倾向的俗人来管理。只需提到其中一位，亚历山大三世的心腹和未来的尼古拉二世的教师Konstantin Pobedonostsev，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大体上，教会领导层对这种安排感到满意。沙皇们从不介入教义信条的领域。他们资助金顶的教堂和无数修道院与修女院。他们让教会滞留在鄙视科学、惧怕革新和不信任西方的僵化态度与理念中而不受搅扰。教会感激国家的保护、对老派信徒的歧视、强加于大公教和新教的限制、对外国和国内小教派的严厉限制、对于在穆斯林中的传教活动的时不时的帮助。令人并不奇怪的是，像S. S. Uvarov伯爵这样保守的政治家提出了东正教、专制和民族的三方公式作为抵御在他看来在西欧造成了巨大损害的“破坏性”思想的蔓延的堡垒。Uvarov的公式被沙皇们热切拥护，成为俄国官方意识形态的中心元素，至少直到1905年都是如此。直至今日，它仍在一些人的心中存活，尽管是用有些不同的语言来表达。实际上，当代大俄罗斯民族性与东正教的同一不仅是莫斯科的排他与仇外的一个方面的残存，而且是细心栽培的被沙皇政权促进的19世纪反动哲学的遗留。然而，有意味的是，教会在20世纪的意识形态斗争中是消极的，当时俄国的宗教思想被恰达耶夫、果戈理、Kireievskii、霍米亚科夫（Khomiakov）、阿克萨科夫（Aksakov）、陀思妥耶夫斯基、索洛维约夫、托尔斯泰（他因其异端观点被教会开除教籍）等俗人所支配。

1917年11月后，习惯于在国家的家长式控制下生存的教会发现自己在革命的动荡海洋中漂流。好斗的无神论政权取消了官方对教会的支持，没收了它的财产，亵渎了它的教堂，焚毁了它的圣像，杀害了数千名神父和修道士并剥夺了余者的公民权，将这个骄傲的机构降至了被鄙视的半合法组织的地位。为试图应对这一新的令人惊恐的局势，教会努力自立。它推选了两百多年来它的第一位牧首。它的新领袖，吉洪牧首，是与帝俄一些最反动的组织有旧关联的极端保守主义者。吉洪强烈反对苏维埃政权并敢于违抗它，但教会既没有物质的也没有精神的手段来抵抗国家，而且这个国家恰恰是一个决心摧毁一切宗教的无神论国家。吉洪被逮捕、审讯、宣判和监禁，于是他屈服了，并公开承认苏维埃政府。

接下来的七十年中，教会经历了“二战”期间发生的和国家关系改善的时期——当时在国家与德国侵略者的殊死搏斗中斯大林需要动员俄国人民的精神资源——与赫鲁晓夫统治下的严峻压迫时期。在教会这方面，它从不犹豫称斯大林为上帝给予苏维埃人民的领袖，并对赫鲁晓夫破坏数千座教堂和骚扰修道士与神父保持沉默。教会如今被苏维埃秘密警察的代理人彻底渗透，比起过去教会更不能保卫自己了。如果有什么的话，那就是它坚持寄望于和解，回到数百年来把教会和国家都伺候得好的共生关系。随着苏维埃政体的瓦解，恢复这样一种关系、重获国家保护以对抗竞争的宗教、在国家生活中获得受尊荣的地位的梦想开始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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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权角度看关于良心自由与宗教结社的俄罗斯联邦法律

T. 杰里米·冈恩（T. Jeremy Gunn）

1997年《良心自由和宗教结社法》

1997年9月26日，俄国总统鲍里斯·叶利钦签字批准了俄国东正教会和莫斯科与全俄牧首阿列克谢二世大力推动的《良心自由和宗教结社法》（以下简称1997年法律）。
[1]

 1997年法律将范围广阔的特权给予俄国东正教会和其他从1982年就在俄罗斯联邦运作的“宗教组织”。但同时它拒绝将那些特权给予其他宗教社团。1997年法律在杜马以压倒性的358:6（4票弃权）的投票，并在联邦议会以全体一致的投票而获通过。

如今1997年法律是俄罗斯联邦管理教会与宗教社团的法律地位的首要法律。它废止了1990年《良心和宗教信仰自由法》（以下简称1990年法律），并从它公布之日起生效。
[2]

 1990年法律保证所有宗教社团都将被国家平等对待。它规定：

所有宗教和宗教结社在国家法律面前平等。相比于其他宗教，任何宗教或宗教社团都不可享有任何有利地位或受到任何限制。在涉及崇拜和信仰自由时，国家须中立，亦即，不可支持任何宗教或观点。
[3]



不像保证所有宗教组织平等的1990年法律，1997年法律的突出特征是它在两类宗教社团之间所作的明显区分：被给予了一系列特权（包括拥有财产、建立学校和进口宗教印刷品的权利）的受关照的宗教组织，和实际上被拒绝给予除了崇拜资格之外的一切权利的较少受关照的宗教团体。

因为给予宗教组织的各项权利和给予宗教团体的单一权利之间的巨大差异，1997年法律最重要的规定是确定成为“宗教组织”的标准的条款。相关条款规定：

地方宗教组织必须有不少于十名俄罗斯联邦公民作为其成立者，他们结合为一个宗教团体，它必须有来自当地政府机构的确认，证明它已在特定地区存在了不少于十五年，
 或来自同一信仰的中央化的宗教组织的确认，证明它构成了其结构的一部分。
[4]



因此，宗教组织和宗教团体的权利之间的差异实际上取决于宗教实体是否被当地政府承认为自从1982年就已在俄国运作，或是否是像俄国东正教会这样的中央化的宗教组织的支部。积极推动1997年法律的俄国东正教会轻易获得成为特权宗教组织的资格。在1997年法律下，在共产主义垮台后成立的或在共产主义时期在地下运作而不被当地政府承认的宗教社团则没有获得资格。因此，如果1997年法律的条款如其所规定的那样被执行，那么，倘若某个教会不在苏维埃国家下运作——这样的运作必然伴随有彻底妥协——这个教会就不准行使职能。

1997年法律和国际人权规范

1997年法律通过废止1990年法律和建立宗教社团的二等级体系而违背了包含在俄罗斯联邦宪法和俄罗斯联邦承诺遵守的国际人权公约中的人权法四项主要原则。
[5]

 这些国际人权公约包括《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简称ICCPR）和1950年《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欧洲）公约》（简称ECHR或《欧洲公约》）。
[6]

 俄国认可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欧洲公约》。
[7]

 被违反的第一个主要原则是一般性的平等权（或“无歧视”）。其余三个原则是实质的权利：（1）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2）言论自由；（3）结社自由。

俄国宪法

依据保证被列举出来的确定权利的宪法条款以及包含国际人权法的宪法条款，人权法是俄罗斯联邦内的统驭法。至高地位条款要求所有联邦法律遵守宪法：“俄罗斯联邦宪法必须有至高的法律效力和直接效果，必须运用于俄罗斯联邦全部领土。俄罗斯联邦的法律和其他活动不可违背《俄罗斯联邦宪法》。”
[8]

 因此，就1997年法律违宪而言，它是无效的或可被废除的。

此外，宪法不仅保证人权必须在俄国被尊重，而且保证俄国法律必须符合国际人权标准。导言承认宪法的创立部分是为了宣布“人的权利和自由”在俄罗斯联邦必须被尊重。因此，宪法要求国家担当那些自由的保证者角色。“必须保证国家对俄罗斯联邦内的人的权利和自由的保护。”
[9]

 宪法不仅将国际法包含进国内法，而且规定国际法取代相抵触的国内法：

俄罗斯联邦的国际法和国际条约中被共同承认的原则和规范必须是它的法律体系的构成部分。如果俄罗斯联邦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规则异于法律所规定的规则，必须运用国际条约的规则
 。
[10]



宪法将国际法置于相抵触的国内法之上，这明确地运用于国际人权法。第17条规定：

（1）符合国际法中被共同承认的原则和规范的基本权利与自由必须在俄罗斯联邦并依据这部宪法被承认和保证。

（2）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必须是不可剥夺的，必须自出生就属于每个人。

（3）个人和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的运用不可侵犯他人的权利和自由。
[11]



俄国宪法不仅保证相关于平等、宗教、言论和结社的权利，而且明确规定成文法被俄国宪法和国际人权规范所取代。就任何法律违背宪法或国际人权标准保证的权利而言，该法律在俄罗斯联邦不应有效。

1997年法律违背四项人权规范

俄国宪法和国际人权公约保证的实质权利——包括宗教、言论和结社自由——通常在两个分开的条款中被阐述。首先，一个保证条款确定特定权利的范围。然后，一个限制条款确定政府可适当限制被保证的权利的范围的境况。在《欧洲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保证条款和限制条款被包含在同一条款中，通常分别作为部分1和部分2。例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关于结社自由的保证条款规定：“每个人都必须有和他人结社的自由权。”
[12]

 对这一保证的限制条款规定：“不可对此权利的运用施加任何限制，除了在民主社会中为了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公共秩序、保护公共健康或道德、保护他人的权利和自由而被法律规定的和必要的限制之外。”
[13]

 在俄国宪法中，保证条款被包含于整部宪法分开的各条款中，而在第55条第3项中找到的唯一的限制条款运用于所有保证条款。

因此，为确定一项政府行为是否侵犯人权规范，必须分别进行两步的分析性调查。第一步调查问此法律（或国家行为）是否侵犯某个保证条款所保护的权利。如果此法律没有这一权利，那么它是合乎人权法的，没有必要作进一步分析。然而，如果发现有侵犯，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确定依据人权规范，此侵犯是否有足够理由被证明为正当。并非所有侵犯权利的政府行为都是对人权法的违背。欧洲人权法庭逐渐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笔者将在下文以它来分析。

1997年法律违犯平等权和无歧视原则

平等标准

俄国宪法、《欧洲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包含保障平等权和禁止歧视的一般性条款。


平等和无歧视条款

[image: 228-01]


这三个条款禁止基于特定的不允许的标准，包括种族、性别、国籍、宗教和语言，对人们作区别对待。三份文件都禁止基于宗教信仰对人们作区别对待。《欧洲公约》规定：“必须确保享有（在《欧洲公约》中）被宣布的权利和自由，而没有基于诸如……宗教的任何理由的歧视。”
[14]

 欧洲人权法庭解释第14条意味着：“本质上单单基于宗教差异的区别是不可接受的。”
[15]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同样规定：“法律必须禁止任何歧视，并对所有人予以平等有效的保护以反对基于诸如……宗教的任何理由的歧视。”
[16]

 在这一方面，俄国宪法或许是这三个宪章中最先进的，因为它不限于只是禁止基于不允许理由的歧视，还肯定性地责成“国家保障权利和自由的平等”
[17]

 。

在《欧洲公约》中被明确提及的不允许的歧视种类并非是详尽无遗的。第14条禁止基于诸如那些被明确鉴定的原因的任何理由的歧视，欧洲人权法庭确认还有其他未被明确列举出来的理由。
[18]

 宪法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都未表明被禁止的歧视种类的列表是完全的。不像《欧洲公约》只说到“无歧视”，俄国宪法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都将“平等”确定为普遍规范，并明确责成政府承担促进平等的角色。

俄国宪法、《欧洲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保证公民和非公民的平等权利。宪法的第19条包括一个明确保护“所有人”的句子
[19]

 ，一个看来似乎保护所有人的句子
[20]

 和一个仅指涉公民的权利的句子
[21]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没有任何对公民身份的指涉，它也规定：“所有人在法律面前平等，无任何区别地有权享有法律的平等保护。”
[22]

 虽然ECHR的第14条未明确声明它的保证是针对所有人的还是仅针对公民的，但欧洲人权法庭认为在《欧洲公约》中被列举出来的基本权利，包括宗教、言论和结社的权利，适用于一个国家的公民和非公民。此外，宪法、《欧洲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关于宗教、言论和结社自由的实质权利条款都保证“每个人”的权利而不论公民身份。

除了上文描述的无歧视和平等条款之外，俄国宪法还包含两个独特的影响深远的条款，它们保证不仅在公民之间的而且在俄罗斯联邦内的社团之间的平等。第13条第4项规定：“公共社团在法律面前必须平等。”同样，第14条第2项规定：“宗教社团必须与国家分离，在法律面前必须平等。”因此，依据它本国的宪法，俄国国家禁止对相似境况的社团的不同种类作区别对待。

1997年法律的歧视性规定

1990年法律保证所有宗教社团的范围广阔的权利。依据1990年法律，每个宗教社团有权主张宗教节日；成为“法人”（如果其成员不少于10人）；建立和维持教堂与朝圣地；出版和获取宗教印刷品；从事慈善活动；维持和外国教友的联络；拥有建筑和不动产；租赁不动产；从事商贸活动；雇用劳工；因慈善捐赠而获免税资格；为神职人员和其他人获得社会保险。

然而，1997年法律只在一个问题上保障宗教社团的平等：“良心和信仰自由。”
[23]

 虽然1997年法律保障所有人持有宗教信仰的基本权利，但这一权利极其基本，它实际上只是宣布显而易见的东西：任何现代的文明社会都不可侵犯个人的内在信仰。在承认这一重要的但不值得注意的权利后，1997年法律立即在受关照的宗教组织和受冷待的宗教团体的权利之间划了一条明显的区别对待的界线。1997年法律规定了一系列利益和特权，受关照的宗教组织，例如俄国东正教会，可获得这些权益，但不在共产主义政权下运作的宗教团体被排除在外。宗教组织至少应享有五种不同类型的被拒绝给予宗教团体的利益。

第一，最重要的是，宗教组织有权成为法人，而宗教团体则没有。
[24]

 随着成为法人而来的权利包括拥有不动产的权利，这项利益对于任何想要公开运作教堂或为其神职人员提供住宅的宗教社团都是至关重要的。

宗教组织（但非宗教团体）可拥有建筑、土地，为了生产、社交、慈善、教育与其他目的的实物，有宗教意义的物品，财政手段，以及它们的活动，包括历史的与文化的纪念物，所必需的其他所有物。宗教组织（但非宗教团体）有权拥有通过它们自己的手段、通过公民或组织的捐赠而获取或创造的，或被国家转让给它们的，或通过其他合乎俄罗斯联邦法律的手段而获取的所有物。
[25]



第二，1997年法律允许受关照的宗教组织从国家获得“纳税豁免和其他特权”
[26]

 。这一规定确立了凭此宗教组织可免税而受冷待的宗教团体可被征税的依据。通过留下其他未指明的特权的开放可能性，如今宗教组织有法律认可来接受杜马可能提供的任何额外拨款。另外，1997年法律规定国家可以提供“财政的……物质和其他援助……（用于）有历史和文化纪念意义的建筑和实物的恢复、维持和保护”
[27]

 。国家还可以向宗教组织开办的学校提供利益，包括“教育机构中的普及教育科目的授课”
[28]

 。

第三，宗教组织获准拥有和开办教育机构
[29]

 ，拥有商贸企业
[30]

 ，建造和维持宗教建筑和设备
[31]

 ，开办神学院
[32]

 。

第四，根据1997年法律，只有宗教组织可从事慈善活动
[33]

 ，可以为了牧养而进入医院和监狱进行活动
[34]

 。

第五，宗教组织获准根据它们自己的确认而获取、进口和分发宗教印刷品。
[35]

 它们获准邀请外国公民来布道和从事宗教活动。
[36]

 在宗教社团中，只有宗教组织获准经营大众传媒。
[37]



1997年法律不仅在宗教社团之中，而且在公民和非公民之间作区别对待。它包含一项例行公事的声明，承认居住在俄国的外国人有权持有宗教信仰。
[38]

 但不像1990年法律允许公民和非公民成立宗教活动社团，1997年法律以数种方式将重大限制强加于非公民的宗教活动。
[39]



第一，1997年法律不仅拒绝承认外国人发展宗教团体或宗教组织的权利
[40]

 ，甚至不承认他们成立宗教社团的权利，除非他们持久地居住在俄罗斯联邦
[41]

 。可能有成员居住在俄国的外国宗教社团也被禁止运作非正式的社团。
[42]

 因此，依据1997年法律，一群在莫斯科工作的印度工程师在法律上不被允许形成一个讨论克里希纳和毗湿奴的社团。

第二，1997年法律宣布：“外国宗教组织的代表机构不可从事仪式性的或其他的宗教活动，不能获得这部联邦法律确立的宗教社团的法律地位。”
[43]

 根据此规定，一群对俄国进行官方访问的罗马大公教神父在法律上不可一起祈祷。

第三，1997年法律规定宗教组织，但非宗教团体，“有权建立和维持国际联系和接触，包括为了朝圣、参加会议和其他事业，接受宗教教育的联络，他们也有权为了这些目的而邀请外国公民”
[44]

 。此外，宗教组织，但非团体，“有专享的权利，为了职业的目的而邀请外国公民，包括合乎联邦法律的在上述组织中的布道和宗教活动”
[45]

 。

总之，1997年法律明显有利于有特权的宗教组织，而歧视宗教团体。“一边倒”地给予宗教组织以及衍生地给予那些组织成员的利益无疑违背了俄国宪法、欧洲公约和国际公约的一般性的无歧视条款。“一边倒”的利益也违背了保护公共社团和宗教社团的“平等权”条款。最后，1997年法律基于公民身份而作区别对待，并将歧视性负担强加于外国人。

1997年法律违犯宗教、言论和结社自由的实质权利

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

像《欧洲公约》的第9条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第18条一样，俄国宪法的第28条直接关乎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


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保证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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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限制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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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的解释宗教自由范围的裁决中，欧洲人权法庭考虑希腊——它的绝大多数公民是希腊东正教会的成员——是否可以合法地将限制强加于少数派宗教活动的问题。
[46]

 在Manoussakis
 案中，希腊政府认为它关照希腊东正教会的宪法、法律和条例是可以允许的，因为东正教在希腊的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和相关的“历史考虑”。
[47]

 希腊政府进一步认为基于“公共秩序的理由”，允许法律限制少数派宗教开放崇拜场所的资格，因为那样的教会和崇拜场所可能成为削弱东正教会传统角色的非法劝诱改宗活动的中心。
[48]



欧洲人权法庭否决了希腊政府的理由，认为“保障真正的宗教多元化的要求是民主社会观念的内在特征”
[49]

 。欧洲人权法庭支持宗教多元化的裁决相似于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第18条的一般性评注。在评论有国教化的教会或占优势的宗教信仰的国家的法律时，该委员会说：

某一宗教被承认为国家宗教，或被设立为官方的或传统的，或它的信徒构成人口的多数，上述事实不可导致损害对公约所规定的任何权利的享有，包括第18条和第27条，也不可导致对其他宗教的信徒或非信徒的任何歧视。特别是，歧视后者的某些措施，例如……将特别的限制强加于其他信仰的践行，不合乎对基于宗教或信仰的歧视的禁止与对第26条所规定的平等保护的保证。
[50]



因此，一种宗教在某一国家占优势不是颁布进一步关照优势宗教和歧视新的或少数派宗教的法律的正当理由。实际上，人权委员会“关注由于任何原因——包括如下事实：它们是新近建立的，或代表可能是占优势的宗教社团敌视对象的宗教少数派——而歧视任何宗教或信仰的任何倾向”
[51]

 。当考虑和宗教与良心相关的权利时，正当的试金石不是多数派的直接利益，而是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国际标准。

关于思想、良心和信仰，国家的目标不应是避免歧视——虽然这样的目标是合适的出发点——而应是积极促进宽容和尊重。1989年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维也纳结论性文件——俄罗斯联邦是参加会议的成员之一——要求各国政府“在不同社团的信徒之间以及信徒和非信徒之间培养相互宽容和尊重的氛围”
[52]

 。1997年法律至少在三个不同的方面未能满足《欧洲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维也纳总结性文件》的这些标准。
[53]



第一，通过使国家对宗教社团的相对权利进行实质审查，1997年法律违犯了宗教自由。相关于宗教和良心的最明显的人权规范或许是国家应避免卷入对信仰体系相比较的价值作实质性判决。
[54]

 在Manoussakis
 案中，欧洲人权法庭认为：

公约所保证的宗教自由权拒绝由国家方面来裁决，宗教信仰或用来表达如此信仰的手段，是否正当的任何判断。（只允许关于宗教社团的行政规章）来核实是否满足（登记法）中所规定的形式条件。
[55]



1997年法律将国家置于人们和他们从事宗教活动的正当性之间。

第二，1997年法律侵犯宗教社团从事促进其宗教传教的实际活动的能力。该法律将一系列限制强加于宗教团体拥有财产、教堂、教育和慈善机构，获得法人身份的权利。对宗教在现代世界运作的实际能力如此限制违背了人权规范。1981年的《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的所有形式的不宽容和歧视的联合国宣言》宣布宗教团体有权“进行相关于某一宗教或信仰的崇拜或集会，并建立和维持为了这些目的的场所”
[56]

 。对于很多社团活动，使用财产的能力不是奢侈的而是必要和构成性的方面。所有宗教团体，包括俄罗斯东正教会，都会合理地认为能拥有教堂、建筑、学校和设备对于它们的有效运作是必需的。因此，宗教自由不仅包括崇拜的权利，而且“包括宗教团体对其基本事务的管理行为的权利，例如选择其宗教领袖、祭司和教师的自由，建立神学院或宗教学校的自由，准备和分发宗教文本或出版物的自由，以及其他”
[57]

 。

第三，1997年法律侵犯了在教友之间接受和交流宗教信息的权利。
[58]

 依据人权法，宗教团体有权自由交流和分发宗教资料、与外国教友交流。
[59]

 传播信息的权利被包含在俄国宪法中，它规定了“自由选择、持有和传播宗教的或其他的信仰”的权利。
[60]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8条同样确定了宗教团体“准备和分发宗教文本或出版物”的权利。
[61]

 《维也纳结论性文件》强调了要求“尊重个体信徒和信徒社团获得、拥有和使用神圣典籍、他们自选语言的宗教出版物、与宗教或信仰的践行有关的其他文章和资料的权利”
[62]

 。这包括“宗教信仰、机构和组织生产、输入和传播宗教出版物和资料”的权利。
[63]

 然而，根据1997年法律，只有宗教组织获准从事国际交流：“为了职业的目的而邀请外国公民，包括合乎联邦法律在上述组织中的布道和宗教活动，宗教组织对此有专享的权利。”
[64]



言论自由

俄国宪法、《欧洲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包含类似保护言论自由的语言。


言论自由保证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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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自由限制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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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节的主题，宗教自由，常常被理解为更宽泛的言论自由权利的特别情况。在一位评论者看来，“宗教和信仰的公共自由因此通常是言论自由状况的缩影。”
[65]

 因此，上文提供的关于宗教自由的说明在替换新的词语后也适用于言论自由。欧洲人权法庭认为言论自由是一种关键的和敏感的权利，特别是在民主国家中。

言论自由是构成民主社会的必要基础之一，也是社会进步与每个个人的自我实现的基本条件之一……它不仅适用于被肯定接受的、或被视为不冒犯人的、或被视为无关紧要的事物的“信息”或“思想”，而且适用于那些冒犯人的、令人厌恶的或令人不安的“信息”或“思想”；这是作为“民主社会”构成要素的多元化、宽容和宽宏大量的要求。
[66]



言论自由条款不仅保护表达观点的权利，而且也明确包括接收信息的权利。因此，如果国家以某些思想是“外来的”或“异己的”，或它们会“使国家或民众中的任何部分感到不安”为由要限制这些思想的传播，那么这看来是一种分别的和独立的对人权的侵犯。
[67]

 因此，“接收信息自由的权利根本上禁止政府限制一个人接收别人想要或可能愿意告知他的信息。”
[68]



1997年法律限制信息的传递和接收的规定违犯了言论自由的另外的这一方面。

结社自由

像《欧洲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相应规定一样，俄国宪法的第30条第1项规定了结社自由的权利。


结社自由保证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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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社自由限制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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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社自由的范围在国际人权法中未获得充分发展。就结社自由在俄国宪法、《欧洲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被解释为只是保证人们聚集在一起的权利而言，1997年法律似乎没有抵触这一有限的标准。

然而，就结社自由不只是意味着非正式结社的权利而言，1997年法律遭遇到了困难。例如，欧洲人权法庭确认了一个少数派的可审理的权利，他们的结社自由曾被同业商会成员中的多数派限制。

多元化、宽容和宽宏大量是“民主社会”的标志。虽然个人利益在必要时必须服从集体利益，但民主不是简单地意味着多数派的观点必须总是盛行：必须达成一种平衡，它确保公平正当地对待少数派，并避免对支配地位的任何滥用。
[69]



多数派必须在《欧洲公约》施加的限制内活动。

国际法庭未充分考虑的一个关乎结社自由的重大问题是社团可以享有获得法人身份的固有权利到什么程度。俄国宪法、《欧洲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文本本身未直接谈及结社自由是否必然包含社团获得法人身份的权利问题。对于寻求以社团而非成员个人的名义购买或租赁房地产、为货物或服务签订合同或获得免税地位的任何社团，获得法人身份的能力无疑是很重要的。对于想要拥有或租赁教堂、大教堂、清真寺、建筑或寺庙的宗教社团，获得法人身份的权利对于有效地实现其目标可能是必需的。Manfred Nowak教授认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暗含保证社团获得法人身份的权利。他断言：“因为人们组成的团体通常努力追求它们合乎法律承认的形式（通常作为法人）的长远利益，参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各国也有不容置疑的义务为建立法人身份提供法律框架。”
[70]



就俄国宪法、国际法或俄罗斯联邦的其他地方法规被解释为确立社团获得法人身份的权利而言，1997年法律违犯了此权利。
[71]

 不像1990年法律允许所有宗教社团获得法人身份，1997年法律只允许有特权的宗教组织获得这一身份。
[72]

 虽然可论证，为了运用人权法向它们保证的其他权利，宗教实体必须获准得到法人身份，但这样一种权利获得承认迄今并不明显。

没有足够理由证明1997年法律对受保护的权利的违犯是正当的

对可能违背人权公约的第一阶段分析，聚焦于是否有对某种受保护的权利的违犯的问题，例如平等权或宗教、言论或结社自由等实质权利之一。一旦表明有对宗教、言论或结社自由的实质权利的实际妨碍，分析就转向依据各人权公约的限制条款，是否有足够理由证明这样的妨碍为正当的问题。
[73]

 虽然表达上有些不同，但各限制条款提供了政府可以正当地限制权利运用的相似理由。一般而言，如果这样的限制对于促进公共健康和安全或保护国家安全是必需的，政府被允许限制权利的运用。

对限制条款的最权威的国际分析可在欧洲人权法庭的司法规则中找到。欧洲人权法庭使用一套包括三部分的分析来确定依据其限制条款，政府对宗教、言论和结社自由的违犯是否是可被允许的。首先，法庭确定对某行为的限制是否是“法律所规定的”。其次，法庭确定政府是否有“正当目的”来限制此行为。最后，法庭判定此限制是否属于“在民主社会中所必需的”类型。
[74]

 关于分析的前两部分，欧洲人权法庭通常尊重成员国提出的理由。只是在关乎第三部分时——此限制是否是“在民主社会中所必需的”问题——欧洲人权法庭才以一种有目的的方式来运用它对成员国的“监督性裁判权”。
[75]

 法庭分析的三部分将在下文予以考虑。虽然《欧洲公约》的平等保证没有限制条款，但欧洲人权法庭为评价对违犯《欧洲公约》第14条的正当性提出了相似的指导方针。
[76]

 因为平等分析很相似，下文的分析只关注实质权利的限制条款。

“法律所规定的”

在政府可以依据《欧洲公约》合法地将限制强加于宗教、言论或结社自由之前，它必须能表明这样一种限制是“法律所规定的”
[77]

 。欧洲人权法庭解释这一特别的措辞意指此法律已向公众公布（通常通过发布在官方公报上），并且此法律运用于手头的案子是可预见的。
[78]

 作者注意到欧洲人权法庭基于“法律所规定的”因素而否决法律的案例只有一个，并且没有特别关乎第9条、第10条或第11条的案例。
[79]

 除非1997年法律以现在不可预见的某种方式被实际运用，否则欧洲人权法庭很可能发现它在这一初步调查下通过了检阅。

“正当目的”

《欧洲公约》的语言没有明确要求当它们的法律、条例规章和行为违犯宗教、言论和结社权利时，政府要有“正当目的”。然而，欧洲人权法庭认为这样的要求是暗含于《欧洲公约》的限制条款中的。因此，当政府采取违犯人权的行为时，法庭要求它们这样做是为了促进在限制条款中被指明的“正当目的”之一。下面的表格确认了被包括在宪法、《欧洲公约》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限制条款中的“正当目的”。


政府可为之而限制基本权利的“正当目的”

[image: 241-01]


虽然欧洲人权法庭形式上要求政府在采取违犯受保证的权利行为时有“正当目的”，但欧洲人权法庭极度尊重各成员国。在依据《欧洲公约》第9条、第10条和第11条而出现的案例中，作者并没有发现欧洲人权法院认为政府的“正当目的”缺乏限制条款支持的情况。在Manoussakis
 案中，法庭最接近于基于可能缺乏正当目的而质疑政府行为，但法庭未能这样做，因为发现存在维持公共秩序的充足理由。
[80]

 依据“正当目的”条款，欧洲人权法庭迄今只要求政府能够为违犯上述权利的行为，作出清晰的合理解释。法庭不查究政府所谓的“目的”是否只是借口或是否的确看来是有道理的。虽然欧洲人权法庭尚未使用“正当目的”要求来使任何法律经受有目的的审查，但这样一个要求应被认真对待。

在限制条款中被确认的“正当目的”很模糊，并且，取决于被如何解释，它们能被用来辩护甚至最压迫性的政府行为的正当性。例如，持久的24小时宵禁可被辩护为促进“秩序”。对所有公共集会的禁令可被辩护为通过减少可传染疾病的传播而促进“公共健康”的手段。国家可以强加严厉的穿着标准作为促进道德的手段。然而，就认真对待限制条款的“正当目的”要求而言，考虑1997年法律是否被正当目的推动是适宜的。不幸的是，1997年法律通过之前的大多数关于提案的官方谈判和讨论秘密地发生于幕后。然而，1997年法律主要被俄国东正教会的支持者、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和现在与从前的共产主义者的联盟所推动。
[81]



早在1993年，俄国东正教会就开始活跃地推动意图为限制“新”宗教和传教士的宗教活动的立法。这些努力导致杜马在1993年通过了限制性的法律，虽然这样的法案最后被叶利钦总统否决了。
[82]

 俄国东正教会强烈批评他的否决并发誓要努力施压。1996年12月，杜马给叶利钦总统递交了一封信，告知总统杜马认为新兴宗教崇拜正在妨碍俄国人的健康。
[83]

 到1997年晚春时，杜马通过了一部关于宗教结社的新法律，但也被叶利钦总统否决了。
[84]

 在否决信中，叶利钦辨识出该法案中数十条违背俄国宪法和国际人权公约的条款。
[85]

 在1997年夏和初秋的一系列大体上秘密的谈判后，叶利钦和杜马起草了实际上完全遵循了他仅在两个月前否决的法案的“折中”法律。新的法案没有处理最近刚刚被叶利钦总统批评为违宪和违犯国际人权规范的众多条款。

推动1997年法律的制定颁布似乎有两条相互关联的理由。首先，俄国的传统教会认为自己遭受了外国传教士的猛烈冲击，他们来到俄国，携带着相对大量的财政资源和能力来推动他们的传教和劝诱改宗活动。其次，人们发现一些新兴宗教团体是像日本奥姆真理教那样可能会进行谋杀、集体自杀和洗脑的邪教。这两条理由被夹杂在像俄国东正教会主教议会的声明这样的发言中。该议会宣称：

我们表达对如下情况的担忧：新教的假传教士在俄国持续的劝诱改宗活动，以及有组织的伪基督教的与伪宗教的宗派、新的异教团体、秘教教徒与魔鬼崇拜者在独联体与波罗的海各国的增长……议会对这些伪宗教组织的追随者与保护者发动的反东正教运动深感不安……这些极权主义宗派的领袖实际上剥夺了他们追随者的这些权利（良心自由），并敌对于对他们行为的任何批评。那些试图反对他们的人正遭受宗派领袖与他们的地位更高的保护者的残酷迫害，包括威胁、心理压迫、收集表明对象有罪的信息、诽谤与反复搜查他们的财产。
[86]



牧首阿列克西大力推动新的立法。他赞扬新法律，因为它将除去“破坏性的极权主义教派”并“使外来教派和准传教士的活动有序化”
[87]

 。他断言：“俄国法律应承认‘我们自己的传统和历史’……劝诱改宗应被禁止，因为它企图‘诱惑信仰他们祖先的宗教的人们进入一种不同的信仰’。”
[88]

 阿列克西将新法律描述为恰恰是实现了对俄国人的人权的保护：

因试图限制传教活动的侵略，我们常被指控违犯良心自由权利与束缚个人权利。但自由并不意味着泛泛的许可……外国传教士将来自陌生的宗教与文化环境的观点与原则侵犯性地强加给我们，这实际上是对我们宗教与公民的权利的违犯。
[89]



如果认真对待这些话，而不只是视为宣传，那么它们表明1997年法律后面的目的是要保护俄国文化免于那些资金充足、无原则的宗教传教士从事赢得灵魂的欺骗性工作的破坏。就法律的颁布是为了改善诸如心理操控、减小骚扰和贿赂这样的问题而言，它或许的确有“客观理由”和“正当目的”。

然而，对1997年法律本身的考察削弱了这些所谓的理由。它没有包含处理伤害性的劝诱改宗活动、宗教绑架、谋杀、自杀、洗脑或“极权主义行为”的条款。颁布法律的这些表面理由没有在这部法律中得到任何处理。1997年法律甚至没有论及这些行为，而是限制过去15年中未在俄国活跃的所有宗教团体的活动。为支持1997年法律而提供的理由，看来只是歧视所有在政府眼里似乎对于俄国是新生的宗教团体的借口。

政府颁布1997年法律的原因不是为宗教社团的登记提供规章制度——那已被1990年法律完成。1997年法律的真正目的是削弱既存的宗教社团的地位，削弱传教活动、限制宗教信息的传播和支持俄国东正教会（及俄国其他“传统”教会）的活动。就认真对待限制条款调查的“正当目的”部分而言，1997年法律并未促进某一正当目的。

“必需的”（或“相称的”）部分

《欧洲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俄国宪法规定只有当满足某些指定的条件时，政府才可以强加对权利运用的限制。《欧洲公约》的宗教、言论和结社自由条款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结社自由保证允许限制，只有当它们对于促进上文确认的“正当目的”之一是“民主社会中所必需的
 ”之时。
[90]

 关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宗教和言论自由保证，限制条款允许对于促进正当目的“所必需的”限制而没有强加和民主社会有关的任何要求。
[91]

 与此相似，尽管措辞有些不同，俄国宪法只允许对权利运用的限制到保护指定的利益“所必需的程度”
[92]

 通过使用“只到所必需的程度”和“必需的”措辞，宪法和国际公约阻止俄罗斯联邦颁布非必需地限制受保护的自由的法律，而不论此法律的目的或益处。

为1997年法律辩护的支持者所给予的主要公开理由是，限制“破坏性的”和“极权主义的”教派的活动。因此，就1997年法律有正当目的而言，它大概本应阻止不择手段的团体使用像贿赂和心理操控这样的手段来获得皈依者。另外，它本应有确保宗教团体负责任和遵循已制定的刑法与民法的正当目的。

即使我们假设政府有限制“破坏性的”教派的活动的正当目的，但很明显的是，1997年法律不加区分地惩罚所有新的宗教团体，而不论它们是否劝诱改宗、实行洗脑或只是想要和生活在国外的教友联络。如果该法律的理由是它将限制“破坏性的”和“极权主义的教派”的活动，那么该法律应被精细地制定来应用于极权主义教派，而非新兴教派或外来教派。1997年法律未包含为鉴定对健康、福利或道德有害的宗教而确立标准的任何条款，除非有人认为新兴的和外来的按其定义就是“有害的”。实际上，好像是对新兴的和不同的教派的担忧在推动1997年法律；这种动机是不可在国际人权法之下审理。因此，即使就某些新兴宗教的确从事危险和不道德的行为而言，1997年法律的治疗功效与发生的伤害相比，大不相称。

结论

人权法以政府——无论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不应使用政治权力来违犯被普遍承认的权利为先决条件。它还认识到政治多数派会企图抓住权力工具以牺牲少数派为代价来扩张它们的利益。在共产主义下，苏维埃国家使用其政治权力来压迫宗教信徒。1990年法律提供了受欢迎的戏剧性的方向改变而摆脱国家对宗教生活的控制。然而，随着1997年法律的颁布，俄国倒退回国家干涉公民和非公民践行他们选择宗教权利的时代，并且是退回了大大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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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的宗教自由
[1]

 ——第三人为被告辩护的意见陈述

哈罗德·J. 伯尔曼（Harold J. Berman）

我想要为牧首教廷支持给予它自己和生活在苏维埃压迫下的其他所谓传统宗教宗派的大量特权并支持对来自国外的宗教社团的劝诱改宗的限制提供辩护。然而，在提出可被称为为被告辩护的非当事人意见陈述的观点时，我不想被理解成将它的理由主要建立在法律上。该观点立场的本质建立在《约翰福音》中所说的恩典和真理——耶稣基督给予的恩典和真理——之上。莫斯科牧首教廷尊重他人的权利，包括他们的合法权利，但它使它们服从于神圣义务，现在尤其服从于在俄国人民的灵魂有丧失的危险的危机时期，帮助恢复俄国人民的灵性身份的义务。用牧首教廷的一位代表的话说：“我们当然不想违背国际法或我们自己的宪法或人权原则。但我们希望那些法律和道德规范能被调整以适应和应对俄国教会如今面临的严重灵性危机。”
[2]



在此背景下还可以参考俄国东正教神学家塞奇·布尔加科夫的话，他在1909年写道：“被早先的努力和失败所耗尽的俄国社会发现自己处于一种精神麻木、沮丧的状态之中。”
[3]

 这是在1905年革命4年之后和布尔什维克革命8年之前说的，如果布尔加科夫的话在今日听来如同在它被说出之时一样真实，就像埃利奥特与Deyneka所认为的那样，那么我们必须留心在接下来的岁月中，另一场剧变并未压倒俄国人民。

莫斯科牧首教廷认为，非常多的，或许是大多数的俄国人也认为，俄国灵性危机的治疗不在于俄国人皈依外来宗教信仰，无论是新教的还是大公教的，而在于加强作为俄国人民主要传统信仰的俄国东正教信仰。

一边是俄国人民，亦即民族，另一边是俄国东正基督教，二者之间的紧密联结在70年中经受住了苏维埃政权对所有类型的宗教信仰的猛烈攻击。尽管存在所有相反的压力，两者联结的故事被包含在俄国文学和艺术中，并被祖母们重新讲述给下一代的苏维埃儿童们。这一故事的重大事件包括：弗拉基米尔大公和基辅罗斯的人民在988年皈依基督教，像亚历山大·涅夫斯基（Alexander Nevsky）和拉多涅日（Radonezh）的谢尔盖（Sergius）这样的伟大圣徒在形成俄罗斯性格和抵抗西方罗马大公教十字军与东方蒙古人的侵略中的角色，本杰明（Benjamin）大主教为反对伊凡雷帝而殉教，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这样的基督徒作家的伟大小说。“二战”时，其军舰在英国海域上的一位苏维埃海军将军私下对一名俄罗斯血统的英国口译员说：“不要忘记，真正的俄国是圣谢尔盖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俄国。”因此，灵性的理由关联于历史的理由：俄国的灵性身份被建立在俄国教会的形成俄罗斯性格并给予这个民族共同体感和共同目标的历史角色之上。

那么，很明确地，这里要处理的问题是俄国东正教会的特权地位的确立和强加于外国传教士活动的大量限制——如俄国国会在1997年制定的、叶利钦总统签署的法律中所规定的那样——是否是对在国际上被接受的宗教自由人权的违犯，或者相反地，当被运用于俄国时，在国际上被接受的宗教自由权利是否必须被修改以根据俄国的历史经验来考虑俄国目前的灵性危机。

为解决这一问题，有必要首先考虑前苏维埃和苏维埃时期以及目前后苏维埃时期的俄国的教会—国家关系历史。

前苏维埃时期

在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革命前，俄国东正教会是俄罗斯帝国的国家教会，沙皇是教会的领袖。然而，帝国本身包括很多不同民族的和宗教的文化，其中每一个都被允许有一定程度的自治。瑞典在18世纪早期割让的芬兰主要是信新教的，波罗的海的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也是如此。维也纳国会在19世纪早期割让的波兰主要是信罗马大公教的，波罗的海的立陶宛亦如是。原本从蒙古人手中继承的中亚地区主要是信伊斯兰教的。众多原本被凯瑟琳大帝邀请来定居在俄国伏尔加河地区（条件是他们不可与俄罗斯人通婚）的民族上的德国人保持信路德宗。550万名俄国犹太人中的绝大多数被要求生活在从里加到敖德萨（Odessa）、从波兰的西里西亚（Silesia）到基辅的聚居区。构成帝国人口多数并统治帝国所有疆土的民族上的俄罗斯人主要信俄国东正教，但一个人数众多的少数派支持分裂出来的老派信徒教会，还有更少数人支持各小宗派教会［杜科波尔派（Dukhobors）、莫洛肯派、史敦达派（Stundists）］。帝国内的其他民族—区域性的东正教会包括自治的格鲁吉亚东正教会和亚美尼亚东正教会。虽然在20世纪初，一些民族中的俄罗斯人皈依了罗马大公教和外来的新教宗派（例如浸信会），虽然在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中有一些俄国东正教的皈依者，但帝国的宗教地图在相当大程度上和民族地图一致。实际上，传统俄国东正教神学和总体上的东正基督教的一个原则是宗教归属紧密关联于民族归属，并在较小程度上关联于区域（血统的和土地的关联）。

只是在20世纪早期，尤其在1905年革命后，俄国东正教的至高地位和俄国东正教会的从属于沙皇的境况才慢慢开始被挑战。1905年沙皇发布的宽容法给予俄罗斯人离开东正教的权利，离开东正教的父母在新的宗教中教养他们孩子的权利，原先认为东正教违背自己意愿的人不被视为异类的权利，抚养被遗弃的孩子的人按照他们自己的信仰给孩子施洗的权利。这部法律也给予老派信徒和基督教各宗派新的权利，包括拥有崇拜场所的权利、拥有财产的权利、开办他们自己的提供宗教教育的小学的权利。也很重要的是，1905年宽容法将建立教堂和祈祷场所并为孩子提供宗教教育的权利给予外来基督教宗派的信徒。
[4]

 这些条款大大减少了早先对外国人传教活动的禁令的效果。
[5]



1905年后的发展也导致了俄国东正教会更多地享有摆脱沙皇和神圣公会议（彼得大帝在1721年创建的统治教会的平信徒机构）控制的自由。在20世纪头20年中，在教会内部有恢复彼得于1700年废除的莫斯科牧首之职的运动。在沙皇于1917年2月退位和临时政府建立后，首届全俄教会会议在1917年8月召开，并在11月5日推选了一位牧首。
[6]

 两天后，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党夺取了权力，并实际上宣告了一个无神论国家的建立。

苏维埃时期（1917—1987年）

苏维埃无神论部分源于马克思理论，但对于马克思，无神论主要是一个哲学原则，一个从其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得出的推论，然而对于列宁及其俄国追随者，无神论是一种富于战斗性的信仰，是对上帝的反叛的观点，深深植根于俄国无政府主义。列宁愿意重复19世纪俄国革命者巴枯宁的话：“如果上帝真的存在，那么必须使他无效。”列宁的无神论不仅是要被相信的东西，而且是要被信仰的东西，要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被践行的东西。它建立在如下的热烈信仰——它的伟大使徒是列宁而非马克思，它更多是俄国的而非西方的——之上的力量：人类是自己命运的主人，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地上建立天堂。对于列宁创建的俄国共产党，无神论代表人依靠自己、依靠自己的智力和意志、通过集体行动来做俄国基督教教导只有上帝能做的事，亦即在人心里创建普遍和平。

可以说，从布尔什维克革命到戈尔巴乔夫统治末年的70年中，战斗无神论是苏联的官方宗教，而苏联共产党实际上是国家教会。从苏维埃人民的头脑和心灵中根除所有异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系统是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国家公开宣布的任务。这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曾被发动的对传统宗教信仰最大规模最强有力的攻击。
[7]



苏维埃政府对宗教的政策确定在1918年1月名为《关于教会从国家分离和学校从教会分离》的关于宗教的第一部法律中。在美国人听来，这一题名毫无不妥，但当苏维埃说“分离”时，他们是真确的如此意味！原则上，国家不会给予教会任何哪怕最小的支持，教会被禁止从事任何在国家责任范围内的活动。这在国家和党覆盖公民社会的苏维埃类型的社会主义体制中有特别意味。教堂、清真寺和犹太会堂被禁止除举行崇拜仪式外的几乎所有活动。此外，学校不仅避免宗教教育，还积极推动无神论教育。

这些原则被清楚地写在1929年法律中，它一直是关于宗教的基本法律，直至20世纪80年代晚期的戈尔巴乔夫改革。有宗教崇拜的自由，但教会被禁止将任何物质援助给予它们的成员或任何种类的慈善机构，或为孩子、年轻人或妇女举办任何特别的聚会，或为宗教学习、娱乐或任何类似目的举办任何一般性聚会，或开办图书馆或持有除履行崇拜仪式所必需外的任何书籍。1929年法律的准则在1936年宪法和1977年宪法中被重复：宗教崇拜自由和无神论宣传自由意指：（1）除崇拜仪式本身外，无宗教教育的自由，以及（2）在学校里、媒体报刊上，无神论宣传员为使人们相信宗教信仰的愚蠢而组织的特别会议中的强劲运动。此外，既然党是公然无神论的，并且党员身份是绝大多数职位的前提条件，所以公开的宗教信徒通常丧失在绝大多数世俗职业中升迁的任何可能性。

1960年的俄罗斯共和国刑法对违犯教会从国家分离和学校从教会分离法征收罚款，并对重复违犯者剥夺长至3年的自由。
[8]

 违犯的情形包括组织宗教集会和游行，为未成年人组织宗教教育，为倡导此类活动而准备书面材料。其他类别的宗教活动遭受更严厉的处罚：对公民的健康造成伤害或侵犯个人权利，或试图劝说公民勿参加社会活动或履行公民义务，或吸收未成年人加入的宗教团体的领导和活跃成员可被罚剥夺自由长至5年。
[9]

 此条款主要针对福音派—浸信会、耶和华见证会、五旬节派和其他宗派。

刑法的这些条款的颁布作为赫鲁晓夫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发动的严峻的反宗教运动的一部分，当时约有14000座俄国东正教堂——占整个苏联教堂总数的三分之二——连同培训神父的8个机构中的5个被关闭，神父职位的自主性在全国和地方都被削减。其他宗教团体遭受了类似的对待。反宗教运动随着勃列日涅夫在1964年掌权而结束。然而，在赫鲁晓夫时代被夺走的信徒权利未被恢复。被关闭的教堂、修道院和神学院仍旧关闭。给他们的孩子施洗的父母必须登记，因而可能遭受骚扰。教会婚礼遭遇实际的阻碍。布道被严格控制。

尽管存在这一压迫传统宗教信仰的巨大努力，或者可能部分地因为这种压迫，实际上基督教信仰增强了。基督教不仅经受住了对它的攻击，而且被此攻击清洗和净化。尽管存在苏维埃官方的相反宣称和西方观光者的肤浅印象，但宗教在苏维埃俄国没有灭绝，而且持有宗教信仰的不仅是老年人。或许，甚至很有可能，在俄国所占的苏维埃人口的一半中，多数成人是基督徒。实际上，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在学生和其他年轻人中，有大量人回归基督教。在20世纪70年代，苏维埃作者们自己估计信徒数量占苏维埃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约五千万人。胜任的非苏维埃观察者认为是百分之四十或更多。

至此所描述的是两种基本信仰即基督教和无神论的基本对抗，在苏联存在了70年的对抗。一个是相信人依靠自己的集体理性和意志而达到富强的政治秩序，并最终达到普遍的和平与博爱的乌托邦社会秩序的力量。另一个是相信上帝对人的弱点和自私的慈爱的宽恕，相信上帝将免于痛苦和死亡的拯救给予所有效仿耶稣基督的人。这两种信仰在苏联都表现出非凡的存活能力，尽管存在它们的信徒经常背叛的情况。

1990年，莫斯科和俄国牧首阿列克西二世针对在过去屈从于共产主义的指控为俄国东正教会高层辩护，他说可选择的唯一办法是使他们的羊群暴露于毁灭的危险之中。他说：“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家中，教会及其数千万信徒不可能潜入地下。我们犯了罪。但……为了人民，为了防止数千万人今生永远离开。”为了拯救那些持守信仰的人，他说：“教会高层在他们的灵魂中承担了罪，沉默的罪，谎言的罪。我们一直为此在上帝面前以苦行来悔罪。”
[10]



然后，他补充了对于理解今日的俄国东正基督教很重要的一些话，他说：“我们拒绝将教会带入地下的做法结出了甚至更深邃的灵性果实。我们俄国东正教会的信徒没有在心里种植仇恨和对报复的渴望。我担心一种地下心理恰恰会驱使我们变成那样。”
[11]



应注意到，虽然俄国东正教会——以及俄国其他宗教团体——在屈从于苏维埃国家和共产党时犯了罪，或许是不得不犯的罪，但通过在崇拜仪式中宣告上帝的存在，他们和其他登记了的教会一道在70年中构成了唯一公开的异于马克思—列宁教义的基本原则的声音。

此外，俄国东正教会在共产主义下为将来保存了俄国过去的遗产。圣礼以及它的教会斯拉夫语祈祷和圣歌，它的圣像和蜡烛，它的柴可夫斯基弥撒，最重要的是，它向天使和圣徒的更高世界的祈求，代表着超越共产主义的世俗乌托邦的俄罗斯异象。我记得在赫鲁晓夫反宗教运动高潮时在列宁格勒听过一次布道，当时神父朗读《圣经》中约瑟解梦的故事，法老梦见七头美好肥壮的母牛被七头丑陋干瘦的母牛吃尽，并且七个肥大饱满的麦穗被七个细弱枯槁的麦穗吞噬。神父告诉会众——在每周三夜晚的仪式上的2000名虔诚的教区成员：“俄国教会现在正度过7个贫瘠之年，但我们有过去所有的财富来支撑我们。”

戈尔巴乔夫改革

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戈尔巴乔夫政治改革包括推行言论自由和终结一党体制，并伴随着恢复宗教自由的运动。1988年，苏维埃国家庆祝了基督教传入俄国1000年。1988年12月，戈尔巴乔夫总统在致联合国大会的重要讲话中承诺新的关于良心自由的苏维埃法律将达到“最高的（国际法）标准”
[12]

 。1989年新的民选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成员包括神职人员以及原先因宗教活动而被迫害的平信徒。在广泛讨论后，1990年，在苏联和俄罗斯同盟社会主义共和国颁布了新的关于宗教自由和宗教组织权利的法律。

1990年10月1日名为《关于良心自由和宗教组织》
[13]

 的苏联法律在第一章（“一般性条款”）中宣告：“每个公民应享有单独或与其他人一起宣称信仰或不信仰任何宗教，表达和传播关联于他与宗教的关系的信仰权利”
[14]

 ；这样的自由的运用必须仅受制于“与苏联的国际承诺相容的”限制
[15]

 ；“所有宗教和宗派在法律之下平等”
[16]

 ；必须有“教会（宗教组织）和国家的分离”，但“宗教组织的神职人员应有权与所有公民平等地参与政治生活”，并且“国家必须促进在信仰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之间建立相互宽容和尊重的关系”
[17]

 ；“其章程遵照既定程序而登记的宗教组织必须有权为儿童和成人的宗教教育而成立教育机构和团体”
[18]

 。

这些条款构成了对列宁主义理论基本原则的彻底否定和70多年的苏维埃政策的彻底翻转。然而，在这部名为《关于良心自由和宗教组织》的法律第二章中，保留了一些国家控制。虽然公民被允许“为了共同宣告信仰和满足其他宗教需要”自由地形成“宗教社团”——显然意指集会——而不必通知国家机构，但其他类型的宗教组织，包括宗教中心和管理机构以及这样的中心和管理机构建立的修道院、会社、传教团和教育机构，被要求向它们所在地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实际上即政府，提交它们的章程并进行登记。
[19]

 这样的章程应包括关于该宗教组织的性质和结构、财产、能力、它的活动特点及相关事物的详细信息。
[20]

 登记给予宗教组织能够拥有财产和签订合同的法人实体身份。
[21]

 如果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决定拒绝或未能在一个月内登记某宗教组织，那么它可以向法院上诉。
[22]

 然而，关于法院取消这样一个决定的理由，1990年苏联法律没有提及。

并且，依据1990年苏联法律，苏联内阁会议组建的苏联宗教事务国家机构将行使国家监督。相似的机构将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组建。苏联机构将是“信息、咨询和专家评论的中心”，按照规定，其目的完全是善意的；然而，它的权力未被界定，它的名称“苏联宗教事务国家机构”
[23]

 令人不祥地想起以前的苏联宗教事务委员会，它在数十年中强制遵守前戈尔巴乔夫时代严苛的反宗教的法律。

1990年苏联法律以如下条款作结：“如果苏联作为其签约方的国际条约所确立的规定异于良心自由和宗教组织法中所包含的规定，那么必须运用国际条约的规定。”
[24]

 既然苏联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缔约国，那么此条款是迈向戈尔巴乔夫总统实现他在1988年致联合国的讲话中所设目标的重要一步。然而，1990年苏联法律并没有遵循国际协议，达到条约确立的高度。这样的协议中最重要的或许是1975年《赫尔辛基最后备忘录》成员国的所谓的《维也纳结论性文件》。
[25]

 1989年1月签订的这一文件代表着签约方关于国际法中宗教自由意义的一致看法。
[26]

 它远远超越了既存的、规定宗教权利的国际条约。参加维也纳会议的苏维埃代表团领导后来宣称：“维也纳协议并非从外界强加于我们；它们是苏联自己设定的目标，是我们的社会所要求的。”
[27]

 苏联法律的第3条的规定可能非直接地指涉《维也纳结论性文件》，它可被解释为规定只可允许“与苏联的国际承诺
 相容的”对良心自由的限制。
[28]



在1990年10月25日颁布并在1997年废除的俄国法律重复了苏联法律的很多规定，但在保护宗教自由方面大大超出。对照于苏联法律，它名为“关于宗教自由”，这是比“良心自由”更广泛的措辞，暗含通过宗教组织的活动来表达一个人的宗教信仰的自由。
[29]

 这在1990年俄国法律的第1条中被证实，它宣称该法律的目的是确保“遵守……良心自由原则……以及实现公民运用此自由的权利”。1990年俄国法律还在“导言”中宣称宗教自由是“受俄国宪法和俄罗斯联邦的国际义务保证的俄国公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当前这部法律出于国际协议和公约中包含的原则，它们规定持有宗教或无神论信仰和从事相应于这样的信仰的行为的自由只受制于法律所确立的和为了保护他人的权利和自由所必需的限制”。使用词语“协议”而不是“条约”无疑是意欲包括《维也纳结论性文件》，它不仅强调持有宗教信仰的权利，而且强调从事这种信仰的相应行为的权利。

1990年俄国法律超越了苏联法律，还因为它明确规定不仅公民而且外国人和无国籍者“可独自或通过创建适合的社团共同运用宗教自由的权利”
[30]

 。这样的社团，无论是公民的还是非公民的，如果它们想要享有法人的权利，只被要求登记它们的章程。此外，对比于苏联法律的登记要求，章程的登记不是经由当地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而是经由俄国司法部，“只有当其内容不合乎当前这部法律和俄国其他法规的要求时”，它才能拒绝登记某章程。
[31]

 像苏联法律所规定的那样，对拒绝宗教社团章程登记的可被上诉至法院；然而，对照于苏联法律，1990年俄国法律未将裁决留给法庭判断，而是要求法庭依据“当前这部法律和俄国其他法规”来裁决。然而，应注意到俄国的“法规”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包括行政机构的条例规章，只是在近年，这样的被授权的立法权力才开始受到严格审查以确保它的运用符合成文法。

否决1993年法律和颁布1997年法律

1990年《苏联良心自由和宗教组织法》在1991年12月8日随着苏联的终结而终止，留下1990年《俄国宗教自由法》在俄国继续生效。然而，1993年7月，俄国国会（官方名称仍为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名为《关于引入对〈俄国宗教自由法〉的修改和增加》的新的综合法。
[32]

 这部法律未被签署就被叶利钦总统退还给最高苏维埃主席。
[33]

 1993年8月，它被最高苏维埃重新制定，作了较小的修改，但实质上再次被否决了，因为在总统于1993年9月解散国会之前它未被总统签署。

虽然被否决的1993年8月的法律像7月的法律一样名为《对〈俄国宗教自由法〉的修改和增加法》，并经常在英国和美国的出版物中被称为对1990年法律的“修正案”，但它实际上是那部法律的完全新版本，重复了它的许多规定，而又删减和增加了一些规定。
[34]

 主要增加了给予“传统信仰团体”特别权力和严重限制外来宗教社团权利的规定。

以最强烈的措辞规定平等对待所有宗教和宗教社团的1990年俄国法律的第10条在1993年8月版中被删除，一个新段落插入第8条，要求国家向“俄罗斯联邦的传统信仰团体”“提供支持”
[35]

 。这些团体被定义为“它们的活动保存和发展了俄罗斯联邦各民族的历史传统和习俗、民族—文化原创力、艺术和其他文化遗产的宗教组织”。但哪些宗派是“传统信仰团体”未被指明。

1993年8月版的第21条明确禁止外来传教活动，邀请外国公民和无国籍者从事“职业性宗教工作”须获得国家机构在严格审查后的批准。
[36]

 此外，在1990年10月25日（1990年法律的颁布日期）之前未登记其章程的外国宗教组织要求在它们的登记申请被考虑时等待长至12个月——在此期间它们不能作为法人实体来行使职能。
[37]

 这将意味着俄国很多既存的外国宗教组织将不得不中断它们的财产、合同和其他民法关系与活动，至少暂时如此。

依据“流产”的1993年法律，仍然允许外国人和无国籍者形成宗教团体和举行崇拜及其他宗教活动，但他们须预先通知内务部门在这些方面的行动。它进一步规定：“司法和内务部门必须有权向（这样的团体的组织者）索取关于他们宗教活动的详情信息和指挥他们遵守法律。”
[38]



1995年，在表决通过被重新命名的“俄罗斯联邦”或“俄国”——没有“苏维埃”和“社会主义”——的新宪法的同时，在1993年12月选出的现在称为国家杜马的新俄国国会的下议院再次考虑对宗教法的修订。V. A. Lisichkin议员、Vladimir Zhirinovsky领导的极端民族主义党的成员，于1995年5月提交的提案未通过社会团体和宗教组织事务委员会的评审。此提案宣称俄国东正教会是“俄罗斯联邦的多数派教会”，并授权政府同俄国“传统”宗教——被鉴定为东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和佛教——缔结“伙伴协议”。它还对外国宗教社团的登记及其传教活动设置大量限制。
[39]



1995年稍后，政府提出一项草案，它明确重申所有宗教组织平等，并宣称“必须禁止确立一个或多个宗教组织的任何特权”。此草案强烈地重新肯定俄国国家的世俗性，保证国家和地方教育机构中教育的世俗性，禁止举行和国家机构活动有关的公共宗教仪式或庆典，禁止宗教组织履行国家机构或地方自治机构的职能，禁止参与政治运动或党派的活动或向它们提供物质或任何其他种类的援助。它还承认其较高级机构或总部位于俄罗斯联邦边境外的宗教组织的登记权利。

政府发起的草案遭到俄国东正教会领导层支持者的强烈反对，并最终被挫败；俄国东正教会无疑是大多数——据它自己的估计为70%——俄国人的教会。

1997年《良心自由和宗教组织法》与被否决的1993年法律基本上一样——在一些方面对外国传教士甚至更具限制性。主要的差别是，在一些犹豫之后，叶利钦总统签署了它。别人已对它作了详细讨论，在这里不需要作进一步的阐述。
[40]

 只是应注意到它的确将特权地位不仅给予俄国东正教，而且给予挺过了苏维埃时期压迫的其他三种“传统宗教”：先前已登记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然而，无可否认，某些信仰的相互宽容并未达到国际人权法中宣告的绝对宗教自由的目标。莫斯科牧首教廷的立场是：在现今正发生在俄国的危机性甚至灾难性的过渡期间
[41]

 ——从一党政治体制到多党民主，从庞然一统的信仰体系到意识形态多元化，从计划经济系统到市场经济——国际法中公认的文化适应原则允许它支持将优先地位和享有国家特别支持的权利给予所谓的传统宗教的法律。

为莫斯科牧首教廷辩护

关于对外国教会的劝诱改宗的严格限制，莫斯科牧首教廷不是从法律的而是从宗教的立场出发，亦即，外国基督徒劝诱俄国基督徒改宗这事本身是敌基督的。牧首为此引用圣保罗的《罗马书》，这位使徒在其中说：“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传播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罗马书》15：20）圣保罗补充说那是为何他先前没有来到罗马人中的原因，但他打算在去西班牙的旅途中拜访他们。因此莫斯科牧首教廷欢迎来自其他国家的其他宗派的基督徒的友好访问，但反对他们劝诱俄国基督徒改宗。

神学上的辩护

有时外国传教士说他们的目的不是使俄国基督徒皈依基督教会的另外的分支，而是使俄国无神论者皈依基督教。莫斯科牧首教廷对此作了两点回应。第一，它认为俄国教会是所有在其中受洗的人的教会，包括那些现在不是信徒的人。因为即使在苏维埃无神论统治下，大多数俄国婴孩通常仍被他们的祖母带到俄国东正教会受洗，使他们皈依非东正教信仰并可能给他们重新施洗的外国传教士冒犯了关于洗礼的功效的俄国东正教神学教义。关于所有受过洗的俄国人，俄国东正教会的领导们说：“他们的根是东正教的。使他们回归东正教是我们的任务。”
[42]



牧首教廷的第二点回应是外国传教士正从事不公平竞争。他们比起俄国东正教神职人员有显著优势，后者实际上没有传教活动的经验，因传教在苏维埃政权下被严厉禁止：教会可以为信徒举行崇拜仪式和履行圣礼，但被禁止从事任何其他宗教活动。只是现在俄国东正教会才开始培训神职人员在非信徒中进行传教活动。此外，外国传教士经常通过给予他们的会众物质利益——饰物和衣服以及《圣经》和其他宗教印刷品——来强化这一优势，而俄国教会没有钱来给予这些。他们还将大笔的钱倾注于传教上，付钱做广告和电视节目来宣传美国布道家，租体育场来传播他们的信息，所有这些也超过了俄国东正教会的手段。

另外，并非所有在俄国的外国传教团的影响都是良好的。从像文鲜明教和哈里克里希纳教这样的宗教那里，俄国遭受了很狂热的甚至自杀性的宗教的侵入，它们造成了很大伤害，尤其在年轻人中。俄国教会的领导们说有两百年民主多元化的美国能宽容和同化这样的团体。
[43]

 他们说：“我们只是刚开始我们的民主。你们的多元化现在会毁了我们。”

基于历史的辩护

一部基本的法律必须不仅反映起草者和表决通过者的政治意愿与它所表达的道德价值，而且反映它所属的社会的历史经验——它对过去的记忆和对未来的期望。甚至全民投票表决通过的宪法也必须根据这样的历史经验来解释。
[44]

 实际上，如果一个民族关于某个问题的历史经验足够重要，以致它构成宪法本身的一个基础，那么它甚至可以证明违背特定宪法规范的词语的普通意义的正当性。这样的一种历史论证在《俄国宪法》自身中获得了一些支持，它规定：“个人和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只可被联邦法律限制到为了保护宪法体系的基础，保护他人的道德、健康、权利和合法利益，确保国防和国家安全所需要的程度。”
[45]



莫斯科牧首教廷参与推动1997年法律的通过并随后为它辩护，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历史论证：宪法体系本身建立于俄国人民的遗产之上，包括其宗教遗产。如果最终要在生活在俄国的外国基督徒和俄国东正教会之间，以及俄国东正教会和各自以其方式来努力恢复被扭曲的俄国灵魂的灵性健康的其他俄国教会之间建立宗教和平，那么必须认真对待这一论证。

特别重要的是，外国人应理解莫斯科牧首教廷反对数千名外国传教士（主要是美国人）的宗教基础，后者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成群涌入俄国，并在1993—1997年间为强烈抗议俄国东正教限制其活动的努力而动员广泛的国外支持。牧首教廷反对的核心是它的如下信仰：俄国东正教会是俄罗斯人——亦即俄罗斯民族，被视为一个单一的集体性实体、一个民族的人们——的教会。

大多数西方基督徒很难接受甚至很难理解对民族性基督教会的信仰。在现今体现于大多数国家的世俗宪法并被人权公约采纳的西方基督教传统中，宗教自由主要根据个体信徒的宗教信仰而被理解，包括他或她在被理解为志愿性社团的集体中表现其信仰的权利。民族文化的集体信仰的最生动范例是希伯来人的犹太教信仰。一个民族上的犹太人或许不信教，但犹太教被大多数犹太人——无论他们是否信教——视为犹太民族固有的宗教信仰。

1994年，在和莫斯科牧首教廷教会外交部的Joseph Poustooutoff修士大司祭进行关于这些问题的两小时谈话中，我谈到在我参加过的外国基督教传教士在俄国举行的宗教崇拜仪式中，没有任何敌对于俄国东正教的东西。我说他们把《圣经》带给先前对它缺乏了解的俄国人，他们的布道反映了对基督教的信、望、爱的简单信仰和有些异于但并非不相容于俄国东正教教义的拯救教义。他回答道：“这很好，但如果在布道结束时你们的布道者能告诉聚会里的俄国人，他们可以在他们自己的俄国东正教会里找到同样的这些真理，那就更好了。”

然而，俄国东正教会领导们反对来自国外的劝诱改宗的历史论证比民族主义和传统主义深刻得多。这是一个不仅指向过去而且朝向现在和未来的历史论证。再次引述Poustooutoff修士大司祭的话：

现今在俄国发生的变化要求人民中具有一种新的后苏维埃心理。三代人曾在一种现在被拒斥的简单而庞然一统的意识形态中受教育。对苏维埃优越性的信仰过去了。对朝向光明未来的进步的信仰过去了。这个民族感到迷失。

外国传教士知道有灵性危机，但他们不理解它。实际上，他们正在向人们提供另一种简单的解决办法。像共产主义者一样，他们提供不需要什么努力和献身的拯救。“只要相信，你就得救了。”这强化了先前的心理，在其中，只需提供简单的口号，就可带来直接而最低的回报，但不会在未来获得大回报。俄国东正教更复杂和困难。它教导的不是回报而是牺牲。它教导苦难的正面价值。它对灵性有很高的要求。

在过去，无论何时有这么强烈的灵性危机，这个民族都会求助于俄国教会。在拿破仑战争时期是这样，在“一战”时是这样，甚至“二战”时在斯大林统治下也是这样。如今我们处于一场可与这些相提并论的危机中。此外，右翼的民族主义者和左翼的极端民主主义者可以在这一点上达成一致，亦即，为了应对我们的灵性危机，很重要的是不仅俄国东正教会而且俄国其他传统宗教团体也要扮演重要角色，这些团体被70年的压迫所试炼并形成了相互间的兄弟关系。
[46]



外国人以及非东正教徒的俄国人，很容易将莫斯科牧首教廷使俄国东正教会成为国家教会和限制外来劝诱改宗的努力，简单归因于它对权力的渴望。如国会图书馆馆长和著名俄国历史学家詹姆士·比林顿最近所说的那样，的确有“一场俄国宗教传统内部的斗争，一边是其更内在灵性的、以地方为基本的、共同参与的维度的恢复，另一边是更熟悉的帝国的、专制的维度——这种倾向被称为缺乏基督精神的东正教——的重申”
[47]

 。但这场斗争不仅在整体上的俄国宗教传统内而且在牧首教廷自身内展开，对牧首教廷政策的反应应导向支持其“内在灵性的、以地方为基本的、共同参与的维度”。去到俄国的外国基督徒的使命不应是与俄国东正教会竞争，而应以一种普世教会的精神与它合作。

现今在俄国教会内部、在内在灵性的基督精神的东正教与寻求权力的政治性的东正教之间发生的“斗争的结果”，用比林顿的话来说，不仅对于俄国而且对于美国是“一场巨大的危机”。他强调如果一个有核能力的敌对的威权主义势力获得对跨欧亚大陆的控制，那么美国将面临着地缘政治危险。他还注意到如果俄国的自由化试验失败，那么如今被很多俄国人视为一种模式的美国本身将成为被指责的目标。他宣称：“美国不能控制结果，但至少应认识到这一过程中决定性的因素或许将是俄罗斯民族处理如下事件的方式：20世纪可能最伟大的基督教殉教史（在苏维埃统治的头五十年间）和发生在这最后十年的此世纪最大规模的皈依基督教。”
[48]



结论

今日的俄国社会一方面经历了突然和重大的人权扩大，包括宗教人权，另一方面经历了革命性的经济、政治和灵性变化；在这样一个时候和这样一个社会，莫斯科牧首教廷的理由值得认真和同情的考虑。

毫无疑问可以得出结论：在俄国、在俄国公民之中和俄国人与外国人之间将继续存在的强烈的教会间和宗派间冲突的最终解决，必定不是从法律层面而是从冲突所有各方之间的对话和谈判层面来开始。关于此，在俄国东正教传统中有一个响亮但几乎不可翻译的词：聚议（sobornost'
 ），意思是调和、集和，或者可以造一个新词来表达——communification（聚合），各不同团体通过话语的力量、实际上是祈祷的力量一起形成共同体。的确，所有激烈斗争的宗教团体，国内的和国外的、传统的或非传统的，都应寻求神圣的引领来调和它们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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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的联邦和地方宗教自由法
[1]

 ——捍卫和反对联邦制与法治的斗争

劳伦·B. 霍默（Lauren B. Homer）

劳伦斯（Lawrence Uzzell）

导言

本文考察1993—1996年之间俄罗斯联邦（“俄国”）89个行政区划中的三分之一多的区划中被颁布或提议的法律。
[2]

 这些法律试图管理和限制宗教工作者和宗教组织在传播他们信仰时的活动，尤其当他们属于“外来”或“非传统”宗教时。在很多方面，它们从字面上看与俄国宪法以及管理宗教自由和宗教组织并声称优先于不一致的地方法律的1990年和1997年俄罗斯联邦法律不一致。

然而，这些法律中只有一部经法庭裁决而遭到反对的是乌德穆尔特共和国的法律。它在1997年3月被该共和国最高法院废除。虽然联邦司法部发布了一份报告，宣称很多法律在它看来是违宪的，但迄今尚无其他地区或联邦法院考虑这些法律的有效性。
[3]

 唯一的联邦诉讼是1995年年末90名国家杜马议员向俄国宪法法庭提出的对图拉州和秋明州的法律的反对。在一些议员退出此案后，它因权限不足而被驳回。中央政府、宗教团体或法庭实际上没有作过废除这些法律的其他努力。

1997年9月的俄罗斯联邦法律《关于良心自由和宗教结社法》
[4]

 （即1997年法律）包括对外国宗教工作者和新兴宗教社团的活动的限制，一些人认为它将导致各地废弃它们自己的条例规章。这一点并未得到证实。1997年法律实际上强加的限制少于原本对它的期望；仅仅只是它的通过和颁布，加上缺乏联邦对地区法律的干涉，致使很多地区行政机构得出结论：他们可以任意且不负责任地处理宗教少数派和新兴宗教组织。

此外，虽然中央政府试图通过宽宏的解释和忽视它最违宪的方面的非正式指示来限制1997年法律的负面影响，但地方政府倾向于按照字面或者甚至比它的条款所允许的更限制性地解释它。因此，地方法律和地方政府对1997年法律的不合理执行看来很可能在未来一些年中将继续向俄国很多地区的宗教自由提出实际的和法律上的挑战。

地方宗教法律

各地关于宗教的新法律是中央集权化势力和地方自治推动力之间的更广阔的历史冲突的一部分。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帝国和苏联为了保持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的政治统一和稳定，从中央努力控制生活的一切方面，包括宗教信仰。然而，在一个像俄国这样广阔的国家里，很难达成统一。从北极圈至里海，从波罗的海至日本海，俄国跨越了11个时区。在这些辽阔的边境内存在着众多的地区、省份和城市以及数以百计的民族群体、语言和宗教传统，更不必提各种不同的经济的、关键的利益。
[5]

 因此，在历史上，中央使信仰标准化的努力在地方遭到顽强抵抗，有时通过战争，但更经常的是通过官僚政治的顽梗、腐败或暗中的抵制。

自从1992年开始，随着苏联解体和中央的政治、军事、警察和民事统治权的瓦解，联邦和地方统治权力与权威之间的张力成为俄国政治最突出的部分。这样的因素，加上变化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以及国家法律的大规模重写，使今天的俄国变成了一个很大程度上没有法律的国家和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发生“法律战争”的国家。地方和联邦法律之间的冲突发生在生活的所有领域——地方政府拒绝向中央政府交纳税收，宣布自己是由与之分别的一套法律所管理的自由贸易区，等等。在很大程度上，地方成功地蔑视了中央政府的权威。
[6]

 小小的车臣地区成功脱离联邦政府控制只是最戏剧性的例子，宗教因素在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注意到地方宗教法律与联邦标准不一致的同一份司法部报告中宣称，法律专家所分析的在3089条当前规章条例中有四分之一被发现是违宪的。然而，对于它和地方日益混乱的关系，中央政府明显缺乏意志和资源来做任何事。

地方法律的泛滥

地方政府不是坐等中央政府的立法者行动，而是自己动手处理问题，迅速颁布法律或考虑立法来应对他们眼里的混乱情况，亦即一些人所谓的“传教侵略”。从1993年至1997年，超过俄国89个地方政府
[7]

 中的三分之一颁布了法律或政令来缩小外国宗教组织、宗教少数派甚至主要宗教组织的权利。

最早有文件为证的上述努力在1993年发生于鞑靼斯坦的喀山市。市长的一项法令《关于喀山市个别宗教团体的代理人的活动》应对“激起了居民抗议的……卡里斯玛型新教社团的外国代理人”
[8]

 。1994年9月，鞑靼斯坦共和国有人建议禁止“极权主义卡里斯玛型教派”
[9]

 。莫斯科以南120英里的图拉地区于1994年末颁布了最早的新的地区法律之一。它成为了其他地区的模板。地区法律的颁布在1996年加快了，它们变得有越来越多的限制、歧视和对联邦法律的违背。

总共颁布了多少这样的法律？目前不可能获得精确的数据。没有集中储存所有地方法律信息的数据库。此外，各省政府缺乏充分的公开化。规则的制定有时仍以不遵循程序的和非公开的方式发生。例如，几条来源于距莫斯科之东南方450英里远的、伏尔加河畔的乌里扬诺夫斯克（Ulyanovsk）的消息告诉“凯斯顿（Keston）新闻服务”，那里的地方政府向它自己的官僚们下达了一个苏维埃风格的秘密命令，指示他们不要将公共礼堂租给五旬节派和其他宗教少数派。然而，此命令从未被公布。尽管缺乏任何被公布的法律，1997年在莫斯科发生了对教堂的任意关闭，理由是公共建筑不可再被租给宗教团体。科斯特罗马（Kostroma）地区关于外国传教士的法律在暗中进行讨论，不予公布，并且当地政府拒绝给予“凯斯顿新闻服务”的记者一份副本。

Viktor Kalinin，牧首阿列克西二世的首席法律顾问和苏维埃时期的宗教事务委员会的前官员，在1996年10月的访谈中告诉凯斯顿，各省的法律或行政命令的总数约为25个。莫斯科国家服务学院宗教部的主任Yuri Zuyev于1996年12月告诉凯斯顿，总数约达到了30个。然而，1998年5月的司法部报告只鉴定了27部这样的法律。作者检查了来自俄国24个地区和城市的地方法律、政令和条例规章的代表性样本。
[10]



在看到这些事件和这些地方法律文本时，人们一定会想起在本书的其他文章中所讨论的俄国宪法条款，它们公开保证俄国领土上的每个人践行和公开宣称他或她的宗教信仰的权利，并公开保证一切信仰将享有平等的法律权利和国家对待。甚至最扭曲的逻辑也不足以使新的地方法律与这些宪法保证和解。实际上，那些立法者甚至没有尝试这样做，而只是把这些宪法规定当作不存在。

地方法律的特性

虽然各地方的法律很不相同，但其中很多有共同的规定和特性。实际上，众所周知，地方法律在某些情形中从别的地方已颁布的法律获得相当多的引导。这一节将讨论地方法律中一些较常见的规定和处理方式。

“审核”或登记是宗教活动的前提

除了依据1997年联邦法律登记之外，这些法律都要求宗教组织和宗教工作者个人每年在当地政府进行登记或“审核”。审核包括发给从事各种宗教表达或团体活动的某种“许可证”。对于申请者，此过程包括填写详细的文件，支付大笔申请费，经受对申请者的信仰和活动的诸多检查。检查长达一个月或更久。未被鉴定为合格的团体或个人的宗教活动被禁止。违反者可能遭受刑事起诉。依据这些法律，实际上，从小家庭的《圣经》学习到个人和朋友分享信仰，再到团体宗教仪式、大规模传福音和向公众分发宗教印刷品，所有这些宗教活动都需要地方政府的预先批准。

即使对于已在联邦司法部合法登记的团体，大多数地方法律也要求合格鉴定。只有一个例外，梁赞（Ryazan）的法律自动给予宗教组织审核。其他地方则强加双重的、昂贵的、经常不一致的标准，例如，禁止像卡里斯玛型基督教这样类型的已在联邦政府登记的团体的活动。此外，地方法律通常要求每个宗教工作者或传教士个人申请审核，即使其宗教组织已在此地登记或被审核。因此，这些法律增加了联邦法律未预见到的级别管理。

对宗教信仰的监控和限制

在它们可获得合法运作的许可之前，几乎所有这些法律都规定对寻求审核的团体和个人的信仰和活动进行调查。因此，审核过程向政府提供了禁止不喜欢的团体的明显机会。

专家委员会被组建起来以确定“新的”信仰是否可接受。此外，这些法律都包含一个活动和信仰类型的列表，它们是取缔宗教组织或拒绝给予或撤回审核的原因，各地的列表各不相同。许多法律列出了不能在其地区运作的宗教活动、信条教义甚至信仰的类型。

对“外国”宗教的歧视和对外国公民的特别监视

这些法律中的大多数只运用于外国公民或组织。然而，依据有些法律，甚至俄国其他地方的居民也可能被视为外国人。还有，如果某宗教起源于国外，那么即便它由当地公民中或已在俄国存在了数百年，它也可能被称为“外国的”。另一方面，“传统的”俄国宗教或特定信仰常常明确地不受这些法律制约。

此外，很多法律要求既存的或新的管理机构检查和重新检查从事宗教活动的外国人的签证，如果他们的宗教活动与他们的签证状况不一致，则命令他们离开。一些法律规定广泛地调查外国学生或工作者，看他们是否从事宗教活动。

强调限制外国人和以外国为基地的团体是基于历史悠久的俄国仇外和拒绝承认给予外国人和没有公民身份的人与俄国公民同样的权利的宪法和成文法规定。
[11]

 鉴于因后苏维埃移民，据确信有两千多万没有公民身份的人正生活在俄国的事实，这一点有特别的利害关系。此外，1997年法律允许有有效签证的外国公民在已登记的宗教组织的邀请下作为“职业性”宗教工作者在俄国工作，而无须进一步调查他们的个人背景或信仰。

对使用公共集会场地和宗教言论的限制

即便宗教团体依据地方法律被鉴定合格，很多法律仍禁止宗教团体，尤其外来的宗教团体，使用公共建筑和集会场所，包括学校、剧院、体育馆和广播台与电视台。一些法律还把某些活动，例如儿童服务和印刷品的出版或分发，限制于某些地点，如服务组织的主要事务所。自从1992年以来，使用公共集会场所进行宗教活动成为了常规，而且是关键性的，因为绝大多数新的教会没有别的地方聚会。

设立新的宗教管理机构

除了它们的限制性内容之外，这些法律还在其通过和颁布方式上煞费苦心。大多数法律设立了类似于苏维埃时期的宗教事务委员会的新组织来监控宗教组织和工作者及其信仰和活动。

对法治的违背

很多法律和政令是秘密的或未公布的。然而，它们被用来限制宗教组织的权利。一些法律被选择性地执行，而一些法律颁布了但未被执行。

地方法律看来与俄国宪法中给予所有人践行和表达其宗教信仰的自由的普遍规定不一致。它们有效地压制无论是来自国外还是俄国其他地方的旅行布道者和传教士，因为申请过程花费的时间长于通常的访问时间。即便俄国东正教会牧首阿列克西二世在从事宗教仪式前也需要当地政府的审核，如果他访问诸如乌德穆尔特共和国这样的地方。

地方法律也不符合1990年和1997年俄国法律，后两者未包含要求从事宗教言论或团体活动之前的国家许可的规定。
[12]

 实际上，1997年法律明确允许未登记的宗教团体的宗教活动，包括“崇拜仪式、宗教礼仪和庆典，以及宗教教育和对儿童信徒的宗教培育”
[13]

 。这些宗教团体——由十个或更多的公民组成——的权利只有当它们违背1997年法律的某些标准时才能被限制，而这些标准无疑不是基于它们是否是“传统的”，或是否属于被列出的一组信仰之中的。

允许基于信仰内容而拒绝审核申请禁止和否宗教言论的规则，违背了俄国宪法的第28条，后者保护所有向非成员传播其信仰的宗教。实际上，它们令人回想起苏维埃时期反劝诱改宗的法律。

这一过程花费昂贵，对很多俄国信徒个人的活动设置了障碍。因为“向全世界传福音”是基督教信仰的中心原则，并且实际上是从9世纪起的巡回传教士使东斯拉夫人基督教化的基础，所以要求申请、等待和许可不合乎基督教和大多数其他信仰的核心教义。这些规定与1990年法律直接冲突，并继续与1997年法律冲突。二者都给予所有宗教团体无须登记而运作的权利，允许在多种公共场所进行宗教活动，并允许儿童对参加宗教活动独立地作决定。
[14]

 它们警惕外国人完全不合乎1990年法律和1993年俄国宪法，这两部法律赋予所有人，包括外国人，与公民平等的权利。1997年法律的情况较复杂，因为它的确要求在从事职业性宗教活动之前，有来自己登记的俄国宗教组织的签证邀请。
[15]

 然而，可以证明，其他类型的宗教活动并不同样受制于这些限制。此外，这样的邀请一旦发出，使个人经受进一步的检查就不合乎联邦法律了。

况且，这些规定反映了向其他苏维埃原则倒退的不祥征照。和宗教有关的任何事物都必须被严格控制；未被明确允许的都被禁止。不是将宗教践行视为基本人权，而是像开飞机或做手术那样对待它：只有在国家详尽无遗地监督、检查、管理和许可下才被允许的一种活动。

地方法律的例子

成为了很多其他地方模板的1994年图拉州法律只运用于“来到本地的外国组织、代理和代表”。它没有定义术语“外国的”，而只是暗示它是一种团体，适用于作为被合法地建立于另一国家组织的一部分。
[16]

 它要求这样的团体经历包括提交申请的“审核”程序；申请包含来自其祖国的文件被公证的副本、关于计划中的活动和团体结构的信息、支付20倍于法定最低工资的费用。
[17]



在图拉州，被鉴定合格的团体仅获得“代理”权，它不具有法人实体的多数权利。
[18]

 如果在它们的申请中有谎报，或者其活动“包含煽动民族、种族或宗教纠纷，伤害公民的健康，对他们的人身和权利的其他侵犯，从事其他非法行为或违反法律”，那么它们会被取缔。
[19]

 这部法律要求它们的活动“主要……在为宗教目的而指定的地方”进行，它们“只有依照未成年人的意愿并获得来自其父母或监护人的书面许可，才能与他们打交道”
[20]

 。

一部典型的稍后的法律是1996年1月通过的库尔干（Kurgan）地区的法律。它也是只处理外来团体，宣布它适用于被定义为“代表一个宗教组织的为了传播其教义而来到本地的一群外国公民”的“外来宗教传教团”
[21]

 。传教组织和传教士个人都受该法律影响。其规定不适用于“已在俄罗斯联邦登记的宗教组织”。因此，以外国为基地的团体可以通过成立它们自己的在俄国登记的组织来避免该法律的影响。

该法律要求在从事任何未被定义的传教活动之前向司法部的当地分支正式登记。
[22]

 申请者必须（直接或通过当地邀请组织）提交申请、他们的团体章程和来自他们祖国的声誉良好的证书副本（连同合适的公证文件）、护照和俄国入境签证。
[23]

 审查需要10到40天，且必须支付十倍于最低月工资的费用。
[24]

 如果申请获得同意，将发给一份登记证书，允许从事传教活动一年。如果没有发生违法行为，登记可连年被延续，而不必支付费用。
[25]



登记可因多种原因而被“取消”，这些原因揭明了库尔干地区对外国传教士的担心的性质。取消可能发生的情形：

如果传教团（传教士）在其活动中使用非法的强迫手段，或宣扬战争、暴力或厌恶人类（憎恨）……对人们的生理、心理或道德健康造成伤害，包括使用致幻毒品或其他改变意识的物质，进行色情行为或违背社会道德的行为，或者如果活动包含对公民的权利或人身自由的侵犯；……如果传教团（传教士）煽动公民拒绝履行法律义务或家庭义务或进行其他非法行为，包括以伤害家庭成员或残疾人利益的方式处理公共或私人财产。
[26]



库页岛地方长官的政令（第315号，1996年7月4日）也完全把目光对准外国宗教团体。它禁止在国家、地方或其他教育机构中的“传教性宗教活动”，并禁止“为举行崇拜仪式、宗教礼仪和庆典……租用国家或地方教育机构、医疗机构、养老院或残疾人院、孤儿院或寄宿学校的建筑”
[27]

 。这些是俄国东部较新的宗教团体通常使用的聚会地点，在那里，专供宗教使用的建筑很缺乏。

库页岛的政令也设立了特别的程序来审查和发鉴证给外国宗教工作者和学生。此外，它命令调查外来宗教团体的活动，并“在查明事实的情况下”授权政府采取措施，“直至取消它们的审核证书”
[28]

 。换句话说，如果当地政府发现宗教团体令他们不快，那么无论它们的宗教信仰如何正当，它们都可能被取缔。如果外国学生利用他们的空余时间从事宗教工作，他们会有被当地大学开除和被驱逐出境的危险。

莫斯科以东约1300英里的秋明地区的1996年法律也对准外国人，它将传教士定义为“外国宗教组织的代表”，并宣称其规定不适用于国内宗教团体。
[29]

 在莫斯科西北方90英里远的特维尔（Tver）地区的1995年行政命令仅要求作为“位于俄罗斯联邦边境之外的外国宗教组织的结构性子单元”的宗教团体进行登记。
[30]

 特维尔的行政命令还宣布这些团体不能从国家获得免税房地产转让以用作教堂建筑。
[31]

 实际上，依据俄国法律，外国团体根本不能拥有房地产，除非它们设立当地的法人实体。然而，术语“结构性子单元”可能超出了这一差别。

特维尔行政命令中的这一术语和其他法律中针对宗教工作者国籍的术语，甚至将对已登记的俄国组织和来自俄国公民历史悠久的强大支持的团体产生不利后果。例如，即使大公教会已在俄国合法登记，罗马大公教教区在法律上仍是服从梵蒂冈的灵性和管理权威的外国组织的“子单元”。因此，依据特维尔命令，它可能被禁止获得教会房地产，而这违背了俄国宪法和1997年法律的反歧视规定。并且，目前俄国的多数大公教神职人员以及东正教、浸信会、其他新教和犹太教的很多神职人员不是俄国人。这是苏维埃时期培训本土神父和神职人员的神学院几乎被根除所导致的不可避免的后果。

多数地方法律将大公教教区神父和其他外国神职人员作为“外国传教士”来对待，即便他们为已登记的俄国组织工作，并且他们的多数会众是大公教世系的俄国公民。事实上，莫斯科以南约400英里的别尔哥罗德（Belgorod）地区在1997年2月正是这样对待Joseph Gonchaga神父的。因此，除了1997年法律规定的中央政府签证对于正式邀请这些工作者的限制和要求以外，他们还必须被鉴定合格。这显然对于他们的教会设立了法律的和实际的明显障碍；除了为频繁地进行国外旅行（每三月一次）更新签证之外，教会还经常不得不为每年昂贵的审核付费，并要忍受讲道坛无人的情况。所有依赖外国神职人员并从国外获得灵性指导的俄国教会和公民不利地被这些法律设立的多种规章重担所影响，并在他们自由的宗教信仰践行中受到违宪的阻碍。

然而，并非所有地方法律都针对传教工作中的“外国”因素。一些法律表现出更普遍的反宗教偏见，可能由于想要显得公平，于是管制所有宗教组织和工作者。例如，在圣彼得堡市被提议的起草于1996年3月的一部法律将“传教活动”定义为“以在人们中学习、宣传和传播任何信仰为目的……而进行的宗教、教育、慈善、信息、文化、房地产、金融和其他活动”
[32]

 。因此，所有俄国东正教神父以及像无神论这样教义的所有宣传者都被要求在从事他们的工作之前申请和获得审核。实际上，根据这些标准，任何认真对待《马太福音》28：19
[33]

 的基督教团体的任何虔信成员都是“传教士”，而无论他是俄国人还是外国人，是神职人员还是平信徒。值得注意的是，该法律两度被Anatoly Sobchak市长拒绝签署，理由是它超出了圣彼得堡市议会的权限。Sobchak明确提到了俄国宪法第71条。

有两部已颁布的地方法律适用于所有宗教工作者：在牧首阿列克西二世直接提议下通过的彼尔姆边疆区（Perm）法律和很相似的乌德穆尔特共和国法律。二者都明确包括从事它的合格鉴定要求范围内的“传教活动”的俄国公民和所有其他人。

彼尔姆边疆区法律规定：

传教活动的主体是俄罗斯联邦宗教组织的传教士。外国传教士（传教团）是以从事传教、慈善或其他活动为目的而来到彼尔姆边疆区的没有俄国公民身份的人群或没有任何公民身份的个人……在彼尔姆边疆区的领土上进行的任何形式的传教活动都须被鉴定合格
 。
[34]



虽然所有种类的信徒都被包括在彼尔姆边疆区法律中，但它尤其抵触性地对待外国人和其他前苏维埃加盟共和国的公民。它要求他们有预先被当地管理机构或地区管理部门批准的来自当地宗教组织的邀请。
[35]

 甚至来自俄罗斯联邦其他地方的俄国团体在可以从事传教活动之前也必须有来自当地组织的邀请，虽然这些邀请无需政府的预先批准。
[36]



乌德穆尔特法律平等地适用于俄国人和非俄国人，将“传教活动”宽泛地定义为“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宣传/教育工作，组织集体性神圣崇拜、宗教仪式和庆典，针对个人的工作和其他形式的活动——在不同信仰的追随者以及不信教的公民中传播宗教教导，目的是吸引他们加入宗教组织”
[37]

 。它禁止“传教士”从事“传教活动”，除非他们明确地被共和国政府审核通过，为此，他们要付费，并每年申请重新审核。在从事传教活动之前被要求登记的人包括“外国公民、没有公民身份的人、非俄罗斯联邦公民的前苏联公民、来自俄国其他地方的俄罗斯联邦公民”
[38]

 。

与彼尔姆边疆区和乌德穆尔特共和国将其法律运用于所有宗教的做法稍有不同，一些地方法律运用于所有传教活动，但豁免某些宗教信仰。豁免通常运用于当地“传统的”团体。奇怪的是，这些豁免的运作无关乎该团体是否有“外国”起源。

例如，在叶利钦总统的家乡斯维尔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地区，关于宗教传教活动的地方法律宣称：

本法律的运用覆盖所有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地区的领土上从事传教活动的宗教社团，除了俄国东正教会、东正教老派信徒公会、穆斯林精神理事会、罗马大公教会、路德宗福音教会和犹太宗教组织之外。
[39]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这些社团是外国赞助的路德宗、穆斯林或犹太教团体，它们也不受此法律影响。然而，所有其他的，包括以俄国为基地的在俄国有数百年甚至上千年历史活动的团体都必须被审核——例如，浸信会、五旬节派和佛教。

根据在每一特定地区被信奉的传统信仰的范围，被豁免的团体在各地各不相同。例如，在摩尔曼斯克（Murmansk），豁免只被给予“俄国东正教会、东正教老派信徒社团和穆斯林精神理事会”
[40]

 。俄国浸信会、五旬节派、大公教会，所有其他团体甚至摩尔曼斯克的原住民宗教都必须被审核。在布里亚特，早于基督教的萨满教和自然崇拜的复兴导致将这些宗教包括在特权类别中。

其他地方法律不是聚焦于信仰的国家起源，而是区分受管制的“小教派”（sects）与不受管制的“传统宗教”。例如，梁赞的法律规定宗教信仰受司法部和“梁赞地区宗教事务管理专家咨询委员会”审查。“宗教小教派”被定义为“公民为了共同信仰和传播一种不同于传统宗教教导的教义而组成的宗教社团”。“传统宗教”被定义为“在历史上被生活于某一具体地区的人口中很大一部分人所接受的宗教”
[41]

 。“小教派”被要求在其申请中提供如下信息：“（他们的教义）如何不同于传统宗教，成立该组织的原因和目的、教义陈述、历史、可预见的领导层人物和成员数量的描述、吸收新成员的形式和方法、在该教派成员对传统宗教的态度上有何要求。”
[42]

 因此，如果卫斯理宗在俄国革命前活跃于梁赞，而浸信会没有，那么后者不得不通过这些额外的程序，而前者则不必。

在俄国极北部、在莫斯科以北700英里、濒临白海的阿尔汉格尔斯克（Arkhangelsk）地区的法律中可找到相似的规定。
[43]

 1997年1月颁布的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法律是最新近的地方法律之一，或许也是最具压迫性的。它因而表明了地方立法中倾向甚至更多的宗教自由限制的趋势。阿尔汉格尔斯克法律以“小教派”为管制目标，而豁免被定义为“历史上被（当地）人口中很大一部分人所接受”
[44]

 的信仰的所有“传统宗教”
[45]

 。实际上，阿尔汉格尔斯克法律在此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致公开使少数派信仰处于二等地位。
[46]

 阿尔汉格尔斯克法律还以苏维埃风格否认“非传统”信仰的信徒传扬和践行其信仰的基本权利，除非在被严格限制的基本上不引人注目的地方。它将“传教士”定义为“在宗教集会以外从事宗教、宗教教育或慈善活动”的任何人
[47]

 ，他们遭受管制——须获得特别的许可。此新法律的第5条还禁止“小教派”和“外国宗教组织”要求任何种类财产的捐赠，包括现金。
[48]



阿尔汉格尔斯克要求宗教信仰有历史传统的概念看来即使不是荒谬的，也完全是矫饰的。在那里，苏维埃政权将有数百年历史的东正教修道院变成这个国家最残忍的一些惩罚犯人的机构，包括良心犯。人们本来期待阿尔汉格尔斯克法律会以善意的方式被运用于像俄国五旬节派这样已在俄国存在了一百多年的团体。五旬节派在苏维埃时期被残酷无情地迫害，只是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初才被允许登记。

然而，在1997年5月与凯斯顿的谈话中，俄国五旬节派协会的Nikolai Makuyed牧师说，阿尔汉格尔斯克正大力执行新的法律以反对他的教会，尽管他的教会已在当地登记，并且是已在俄国司法部登记的一个中央化组织的成员。他说，在该法律被颁布后，属于他的协会的阿尔汉格尔斯克教会被禁止租用聚会场所，即便是私人公寓也被禁止教会租用，除非他们通过审核，为此他们须付50倍于最低月工资的费用。有一个教会已被从它租的阿尔汉格尔斯克的礼堂逐出。因此，该法律中的术语“传统的”并不意味着历史上存在于俄国的宗教团体。

俄国五旬节派遭遇的对待明显违背了俄国宪法，甚至1997年法律，后者限制在苏维埃时期未登记的团体权利，但仍给予所有俄国宗教团体聚会和崇拜的权利，而不需政府的预先批准，并给予所有已登记的组织接受捐赠、租借或拥有房地产、在各种公共集会场所传播其信仰的权利。

在少数地区，包括卡尔梅克、车臣和鞑靼斯坦，当地政府更加苛刻，以致禁止除个别宗教之外的所有宗教。因此，依据当地法律，甚至已在联邦层面登记的宗教组织也不可在这些地区有聚会，这明显违背了俄国宪法和1997年法律。这些法律使用不同语言来定义它们想要限制的团体的范围。这些定义经常显得很模糊。例如，梁赞的法律完全禁止“极权主义教派”的活动，而此术语在该法律中未被定义。在卡尔梅克共和国，总统在1993年发布了一道迄今仍载于名册的政令，将佛教、伊斯兰教和俄国东正教确定为其共和国内仅有的合法宗教。他还将自己树立为某种神祇，担任他的跨宗教的宗教会议的领导，然而，这并未阻止他自己主动建立一个大公教教会。
[49]



近乎所有俄国地方法律都提供了基于其宗教信条及其陈述的内容而阻止宗教组织和信徒个人的活动或施以惩罚或罚款的理由。上文已引述了库尔干地区法律中带有这种意思的规定。另一个例子是梁赞的法律，它禁止如下活动并规定可因此取消登记：

（1）违犯公共安全和秩序；（2）宣扬战争、暴力、厌恶人类（憎恨）、对传统宗教的敌意、宗教优越性思想，在其成员中煽动对他们自己的文化、政府、民族习俗的敌意，激起社会、种族、民族或宗教纷争；（3）在其活动中违背公共道德的普遍习俗规范；（4）通过掩饰其活动的性质和目的而误导公民，或从事其他非法活动，违反俄罗斯联邦和梁赞地区的法律。
[50]



这类规定经常极其模糊，并根据地方的不同而变化。它们给予政府宽泛的任意决定权来调查宗教言论的内容，包括核心教义和特定讲道的内容。对于周期性地从事它们所认为的预言性见证但被政府称为“倡导不服从国家政府”或“激起宗教纷争”活动的教会，这些规定可以轻易被用来取缔它们或拒绝给予它们审核。例如，对于像公开批评轰炸车臣平民这样的俄国政府活动乃至新的1997年法律，都可能被视作宣扬对政府的敌意。关于宗教践行的公开争论，例如俄国东正教对圣像的尊崇或卡里斯玛派基督徒中的医治性祈祷和灵性恩赐的显露，也可能落入这些范畴。这些是宗教信徒中普遍的兴趣和争论点。实际上，在很多国家，它们经常是基督教信徒中激烈的宗教争论的主题。

禁止“损害精神或道德健康”或“造成对普通教育的阻碍”的教导措辞，能够并已被用来反对相信医治性祈祷、禁止其成员接受输血或提倡特别形式的非公共教育的团体。对“鼓励公民拒绝履行其公民或家庭义务”的团体的禁止，可被用来反对宣扬和平主义、独身或修道生活的宗教团体。

禁止宣扬“宗教优越性思想”或“宗教纷争”，几乎可运用于所有传统信仰，它们中很多团体认为自己的真理声明优越于其他信仰。例如，东正教会教导说，它优越于所有其他基督教信仰，但在这些法律之下，它的神父控诉其他宗派是恶魔工具的强硬声明不太可能招致惩罚。

此外，大多数信仰的基本真理声明固有地敌对于其他信仰体系。因此，这些反纷争规定可成为阻止基本教义宣传的理由。如果它们被用来禁止所有与其他信仰或宗派的原则相冲突的宗教教导，那么这些规定可能很快激起更多的宗教冲突。此外，这样的限制明显违背了保护对自己的信仰的宣传的俄国宪法甚至1997年法律。

像所谓的传教士的许可要求一样，这些规定很可能被选择性地执行，不反对东正教，而只反对那些缺乏政治联系的宗教团体。最近，卫生部与俄国东正教会之间达成了关于为外国小教派的“受害者”提供精神健康治疗的协议，这一发展只是凸显了这些规定所带来的危险。
[51]



地方法律因限制甚至已被鉴定合格的团体和已在司法部登记的团体从事宗教活动的场所与方式而违反联邦法律。一些法律将分发或售卖宗教印刷品的权利限制于该组织的法定崇拜地址与场所。
[52]

 这意味着，例如，禁止在街上分发印刷品——近年来很常见的一种做法，甚至禁止通过当地书店或街边书报亭售书。诸如《梁赞法律》禁止被审查合格的团体在教育和儿童机构、传统宗教崇拜场所与朝圣中心的“附近”活动。
[53]



这些规定很可能被用来作为目前做法的合法化依据，例如不允许在被认为距既存的东正教堂太近的土地上建新的浸信会教堂。《梁赞法律》还禁止“大规模医治的降神会”，尤其是涉及大众传媒的。
[54]

 “大规模医治的降神会”此术语相当模糊，因而这一措辞很可能被用来禁止电视医治性仪式。在一些地区，这已成为了一个令人很不快的问题。例如，雅罗斯拉夫尔（Yaroslavl）地区的一个卡里斯玛型教会因教导医治性祈祷而几乎被取缔，尽管奇迹性的医治，包括特定圣像或圣泉带来的医治，也是东正教的基本教义。

地方法律的辩护理由是联邦法律中有一个空隙：关于给予地方政府控制这些活动的权力，它未作规定。然而，并不存在针对百事可乐推销员的法律。审查要求明显是要禁止外国访问者乃至来自俄国其他地方的访问者布道。无论布道者是比利·格雷厄姆还是普世牧首巴多罗买，他都必须提交包括其护照和签证的申请。申请提交后的等候期从10天到6个月不等。此外，一旦他们获得布道权，布道者可能发现由于当地法律关于租借房屋设施的限制，自己不能在除当地森林之外的任何公共场所布道。这样的事确实在莫斯科地区的一个教会身上发生了，它被剥夺了先前租作崇拜场地的礼堂。据报道，一位政府官员告诉教会成员，他们可以干脆在户外——在莫斯科的冬天，在当地公园——聚会。

已有在分配房地产给宗教团体时选择性执法的证据。在这方面，宗教自由与经济自由紧密相关：当国家实际垄断了所有权时，它几乎总是用这种垄断来关照一些团体（既有宗教性的，也有非宗教性的）并冷遇另一些团体。这正是俄国大多数省份的情况，政府仍掌握几乎所有适合大型崇拜仪式或其他公共集会的地方，例如苏维埃时期建的“文化馆”、“运动馆”和影院。实际上，举行宗教仪式的权利是无意义的，如果没有地方这样做。

近年来，地方政府发展出来的一种普遍做法是命令这类场馆的主管不要租给浸信会、复临会或其他少数派聚会，即使在像周日早上当这些建筑空着时。在莫斯科以东3000英里的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地区的一位官员在1996年10月告诉凯斯顿，他正起草计划以禁止在所有区属或市属文化、教育和运动场馆内的所有宗教活动，尽管他承认这些建筑中有很多经常被租给像摇滚音乐会之类的活动。乌德穆尔特试图走得更远，它正式禁止一切“传教活动”，即使是在运动馆或学校建筑内的。此禁令的宽泛措辞甚至能扩展至限制私有房地产内的“传教活动”。很多非东正教团体发现要获准建新教堂极度困难，即使当地方政府已为此给予了它们地皮。它们常被告知，它们只被允许在遥远的步行和公共交通无法到达的地点建教堂。在大多数人仍没有私车的国家，这是一个严重的困难。

1997年8月19日颁布的《莫斯科市管理条例》设立了新的“莫斯科市政府与宗教组织关系委员会”。此委员会负责对该市宗教组织的活动与信仰进行专业分析。然后，市政府将制定关于用于宗教目的的建筑与土地的建设、租赁和使用的新条例规章。
[55]

 紧随这一新的管理条例颁布后，有几个报道称，持有市房地产租约的组织被告知，它们不能再为宗教聚会而使用它们。

图拉地区的法律只运用于外国宗教组织和传教活动。除其他限制之外，它还规定它们只有在被审查合格后才能聚会，并且只能在专供宗教之用的建筑内聚会。
[56]

 然而，此地甚至发生了拒绝将公共建筑租给已在联邦登记的俄国宗教组织的事，包括复临会和大公教团体。与此同时，政府用公共资金为东正教建新的教堂建筑。
[57]

 即使不是彻底将东正教信仰设为国教，这也明显构成了基于宗教信仰的歧视，违背了俄国宪法和成文法的规定。这样做还使某些类别的宗教信徒，尤其新教徒、老派信徒和其他少数派团体的会众，成为了二等公民；这些团体在很多城镇没有历史上属于自己的在1917年之前的教堂建筑，因为它们在绝大部分的沙皇时期不被允许拥有房地产，或因为它们的建筑被布尔什维克完全摧毁了。

最令人烦恼的是，新的地方法律的执行由新设立的（或新近重新开办的）在不同名义下运作的当地官僚机构来决断。在乌德穆尔特，相关的当地官僚机构是“为了与宗教社团合作的专家咨询委员会”。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地区，是“关于良心和信仰自由问题专家咨询委员会”。在莫斯科，被称为“莫斯科市政府与宗教组织关系委员会”。但无论它们有什么名称，所有这些新的委员会都有一个关键的共同特性：都是专门被委派以调查新的宗教团体的教义和信誉的新组织。例如，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新委员会明确被授权来评价宗教团体的宗教教义、仪式与俄国文化传统之关系的特性，分析该团体活动的“社会心理结果”，为了决定它是否应被登记而从其他组织和个人收集关于它的信息和舆论。

在苏维埃时期，相似的监视和管制由联邦管理的宗教事务委员会系统来执行。宗教事务委员会系统被1990年苏维埃关于宗教自由的法律撤销。1990年法律还严厉禁止重新设立相似的机构。它宣告：“不可能为处理相关于公民行使宗教自由权利的问题在俄国领土上设立国家权威的行政或管理机构和国家职位。”
[58]

 不幸的是，这些禁令从1997年法律中被删除了。相反，1997年法律规定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和专家委员会来评价宗教信仰的内容。

联邦司法部负责宗教组织登记的官员在1997年9月通知美国赫尔辛基调查团的官员，从前的宗教事务委员会实际上于1997年9月在俄国三个地区——鞑靼斯坦、巴什科尔托斯坦（Bashkortostan）、达吉斯坦——被重新设立和运作。这些地区都是非基督教的宗教传统占优势，并且近年来发生了压迫性的立法和反对少数派的法律外行为。1997年12月17日，俄国国家杜马要求Chernomyrdin总理组建新的联邦宗教机构来监督1997年良心自由和宗教组织法的执行。
[59]

 杜马说新机构应监督新法律被遵循，特别是被“破坏性的教派和伪宗教组织”遵循。
[60]



新的地方机构中很多是过去的宗教事务委员会当地办公室直接或间接的继承者，仍由反宗教的官僚掌权。新机构的官员是苏维埃时期为了极权主义无神论国家的利益与克格勃密切合作，以镇压独立宗教活动的宗教事务委员会的前雇员，通常他们在教会—国家关系方面有着丰富经验。

原先服务于那些被认为已不存在的宗教事务委员会的官员现在不仅在这些地方机构，而且在联邦政府，甚至在东正教莫斯科牧首教廷，占据着塑造教会—国家关系的关键职位。当评论者提到过去它和克格勃的众多关系时，他们就以少见的厚颜无耻的态度来抗议。这就像“二战”结束后，前盖世太保官员立即形成了关于如何对待当地非日耳曼民族人群的策略。

可以预期由于缺乏关于新法律气候的重新培训，这些官员将以区别对待的乃至一律反宗教的态度来工作。然而，有限的司法资源、人权和宗教自由律师的短缺、少数派团体所怀有的惧怕和跟踪机制的缺乏，以及俄国的辽阔领土和复杂的法律和规章结构，意味着行政部门的任意法令和骚扰将难以克服。短期内，这些新法律意味着当地官员可以轻易践踏不被喜欢的团体和个人的宗教自由。

不可避免的还有世俗政府将用他们许可和管制教会的权力来促进或保护他们自己的政治或经济利益。俄国有一种长达三个世纪的几乎未间断的习惯：对待神职人员就仿佛他们是公务员，其首要的忠诚对象是国家，而不是上帝。
[61]



实行中的新法律：两个案例研究

在从圣彼得堡到东西伯利亚的旅行中，凯斯顿发现各省份的做法差别很大且不可预测。在人权方面，像在经济改革和其他领域一样，俄国——千年历史上最超级的中央集权化、最极权主义的国家之一——正变成真正的而不只是名义上的联邦。长期来看，这一发展可能是正面的，尽管这是以无政府主义的方式发生的，尽管目前多数地方政府仍被保守派官僚控制。实际上，中肯地说，人类所发现的把像俄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家作为真正的自由国度来治理的唯一方法是将它组织为非中央集权化的联邦，如美国和加拿大的例子所证明的那样。

一方面，俄国官员在颁布如上文所描述的那些法令和采取任意的歧视性的行动来反对宗教少数派时，明目张胆地选择无视宪法和其他法律。一些官员以甚至比文本本身看来所要求的更压迫性的方式来执行这些法律和其他违犯人权的法律。然而，充满悖论的是，如今这些官员违法性地运作政治文化来对待宗教并非总是有害于宗教自由。一些省份实际上没有执行它们颁布的法律。一些省份迄今没有通过压迫性的法律，并在实际上显示了向新宗教团体和法治开放的种种迹象，这种开放很可能减轻压迫性的联邦法律所带来的影响。

这些情况导致了一些地方性境况，在那里，具体实际做法不像书面上的新法律那样属于威权主义。因此，对于理解宗教自由的实际状况，对法律文本的严格法律分析在俄国比在西方是更有限的工具。近距离观察这些法律实际上如何被执行更为重要。

图拉地区是这样的省份之一：在那里，具体实际的做法比正式法律更具压迫性。由于几个原因，图拉的案例尤其有趣。在1994年11月通过的该地区法律是关于教会—国家关系的新的地方法律中的第一部。充满悖论意义的是，它最活跃的倡导者不是一个斯大林主义的保守反动分子，而是当时的地方长官Nikolai Sevriugin，他通常被视为是亲改革的，尤其在经济问题上。即使在亲改革政党于1993年国会大选失败后，Sevriugin仍然是前总理Yegor Gaidar的亲改革政党的成员。

图拉法律的重要还因为它作为其省份法律甚至联邦法律的模板而被广为传播。例如，秋明地区在1995年5月26日通过的法律在很多细节上沿袭了图拉法律。1995年夏，一位凯斯顿代表观察到俄国杜马——国家立法机构——的代表在彼此分发图拉法律的复印本。在1995年稍后，凯斯顿新闻服务访问了伏尔加河上游的、在莫斯科东北方约250英里远的科斯特罗马（Kostroma）地区。在经历相当大的困难后，凯斯顿获得了当地东正教神职人员向科斯特罗马州杜马提交的法律草案的副本。结果表明它和图拉地区的文本相似，尽管在科斯特罗马通过行政命令而实际采用的语言没有那么强的压迫性。

如上文所描述的，图拉法律一个核心的而非偶然的特征是歧视在法律地位或组织注册地方面属于外国的宗教组织。该法律宣称它只针对“外国的组织、代表机构和代表”
[62]

 。它还宣称：“未被审查合格的外国组织不可在本地区开设代表机构。”
[63]

 该法律明显只针对在俄国没有已登记的姐妹组织的团体，因为依据俄国法律，只有外国组织才需要开设代表机构。因为规定合格审查是任何宗教活动的强制条件，所以图拉法律违背了1990年和1997年俄罗斯联邦法律。依据联邦法律，合格审查并非所有活动所必需，而只是想要有某些法律权利团体的许可条件，例如共同拥有财产、持有共同的银行账户或雇用员工的权利。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因为俄国有数以千计像initsiativniki
 （一个持不同信仰的浸信会派系）的教会那样根据其原则拒绝向国家登记的国内教会。1990年和1997年法律中关于未登记团体的活动的规定意欲保护它们。

图拉地区政府在宗教问题上的全权委员被授权通过或否决审查申请。其头衔与过去的宗教事务委员会领导们的头衔明显相似。此官员有权决定外国宗教团体的代表是否将获准行使被1993年宪法宣告为基本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

该法律宣布“外国”教会可以邀请传教士来访。然而，这样的短期访问者只有“在审核机构同意其活动计划后”才可在该地区从事其活动。
[64]

 因此，如果一位外国宗教领袖，即使是像特蕾莎修女那样有国际声誉的人，被邀请来图拉，并携带有效的宗教工作者签证而至，想要在图拉布道或带领祈祷会，那么当地政府能完全随意地禁止原计划的活动。

图拉地区的一个独特特征在于，它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在整个俄罗斯联邦最重要的中心。该地区的首府有一个播音室，复临会在那里录制通过与俄国国家无线电广播公司的合同向整个跨欧亚大陆播放的节目。图拉市以北、奥卡（Oka）河畔的乡间小镇Zaokski有一所培训来自前苏联所有地区的未来复临会牧师的神学院。值得注意的是，广播节目和神学院——二者都非常令人瞩目，有众多国际联系，并为当地经济带来收益——在新的地方法律之下都未遭受骚扰。那些遭受骚扰的复临会信徒是在基层即完全由本土的俄国公民构成的当地教会的信徒，尽管依据图拉法律，他们或他们的组织都不能被视为“外国的”。虽然被严重迫害，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在苏维埃时期之前和整个苏维埃期间都登记了。

图拉复临会牧师Pavel Zubkov在1996年3月向凯斯顿讲述了两起这样的事件。第一起发生在1995年春，当时复临会试图在新莫斯科斯克（Novomoskovsk）市举行公开聚会。Zubkov发现所有宣传此聚会的海报都被撕下了，明显是因为该市的东正教神父向市长施压来阻止此聚会。于是复临会向地方上管理宗教事务的全权委员Ignor Shelopayev申诉，Shelopayev告诉他们，在实行计划之前，他们必须获得当地东正教神父的同意。Zubkov告诉凯斯顿，“据我所知，自那时起，新教徒都不能在那个城市租借会堂了。”

第二起事件于1996年年初发生在叶夫列莫夫（Yefremov）市。在复临会有了在新莫斯科斯克的经历后，当地复临会的领袖们预先与Shelopayev接触，问他新的地方法律是否允许在叶夫列莫夫聚会，他们说此聚会是“跨宗派的”。全权委员再次指示他们去和当地东正教神父商议。弄清楚神父反对这样一场聚会后，该市市长告诉复临会信徒，虽然他很想帮他们，但他没有权力这样做。他建议不要找他们正试图为聚会租借的文化宫，而要找一处私宅，最好是市郊不显眼的房子。

这些事件都与复临会在1996年年初从Shelopayev接到的警告协调一致。据图拉的复临会播音室主任Petr Kulakov所说，全权委员当时告诉他，复临会和其他非东正教教会必须立即停止为崇拜仪式而使用文化宫和其他公共建筑。

罗马大公教会也在图拉遭受到了压力。一组大公教平信徒积极分子告诉凯斯顿，该地区首府唯一的大公教区的成员们所创办的圣波纳文图拉（Bonaventure）学院发现，甚至获得一个聚会的地方也变得越来越困难。教师Avgustin Manko说，他已被警告，如果他继续“宣扬大公教教义”，他将失去他在附近一所世俗大学里的教职。他说该大学的校长告诉他，出身于克格勃的官员们要求关闭该学院。

当凯斯顿与全权委员Shelopayev直接会面，就图拉地区的宗教自由访问他时，他否认有任何歧视乃至对所谓的歧视抱怨。他说，该地区的“所有宗派都享有平等的条件”。关于该地区的新法律，他说：“经验表明，新的制度没有问题。没有抗议，没有人说他被压迫了。”但Shelopayev向来自俄国科学院的访问学者表达了不同观点，承认国家官员为了“稳定”而“优待俄国东正教会”。奇列巴耶夫告诉凯斯顿，由于外国传教士经常对俄国历史和文化以及俄国语言无知，他们“败坏”了传教活动的理念。他说：“他们自己缺乏专业性和缺乏对俄国人民的尊重是造成问题的原因。”当凯斯顿问他是否认为只有那些有较高文化和良好举止的人才可享有言论自由时，全权委员转换了话题。更重要的是，复临会和大公教会所经历的问题牵涉俄国人，尽管只是那些选择信奉在俄国存在只有一百年而非一千年历史的宗教的人。

罗马大公教积极分子告诉凯斯顿，比地方法律的正式规定更重要的是图拉政府的态度：非东正教徒都是低等的。他们说，该法律主要作为那一态度的表征而重要。政府对复临会的行为明确肯定了这种观点。该地区的复临会机构都是由俄国人领导的，其中一些人的家庭几代都是复临会信徒，尽管他们宣扬的是在美国形成的教义，正如俄国东正教会宣扬的是从君士坦丁堡输入的教义。如果俄罗斯联邦确实是法治国家，图拉地区确实是法治省份，那么明确针对外国人的地方法律将不关涉这样一个团体。但实际上，该法律向图拉当地的地区级和市级官员发出了一个信号，使他们确信他们可任意压迫少数派宗派而不顾其成员的国籍。

科斯特罗马地区新的条例规章可能是另一种信号——地方法律有时可能是地方世俗政府安抚东正教神职人员，但实际上不做任何严肃的事情来限制非东正教信徒活动的方式。虽然科斯特罗马缺乏真正的开放，使得甚至要获得该地区1995年5月关于教会—国家关系的政令的完整官方文本都很难，更不用说对地方政府动机的真诚说明，但至少有两点是清楚的：第一，新政令明显违背1990年联邦法律和1993年宪法；第二，该政令实际上完全未被执行；对科斯特罗马的宗教少数派而言，它仿佛不存在。

虽然科斯特罗马地区杜马的临时草案按字句仿照图拉法律，但科斯特罗马颁布的政令比图拉法律简短和温和得多。它的规定中有几条明显单独针对声称从事“大众医治”的“超感官”的江湖医生。对这些“江湖医生”，该法令禁止他们使用公共礼堂和大众传媒。此限制是有理由的。欺诈性的“大众医治”和其他类型的宗教“施法”在俄国正如在美国那样导致了对相信此道者的哄骗钱财和诈骗。不幸的是，科斯特罗马法令的起草未明确区分这样的医治者和只是把为病人祈祷作为他们全部服侍工作之一部分的真正的神职人员和信徒。

在该政令的“第四点”中可以找到对俄罗斯联邦宪法和法律的较严重违反，它命令当地警察阻止外国传教士分发宣扬“对历史和文化的负面态度”或“歪曲或违反文明社会普遍原则和规范”的出版物。很难明白该政令的起草者心里所想的是何种出版物。

1995年10月，凯斯顿研究所的两位代表访问了科斯特罗马地区政府在和宗教团体的关系方面的专家Mikhail Kuznetsov，以讨论该地区的宗教情况。Kuznetsov在苏维埃时期担任该地区宗教事务委员会的全权委员。他告诉凯斯顿，在科斯特罗马，没有西方传教士抱怨新政令；但在质疑下，他承认他从未让他们中任何人看过文本，无论是在它被正式通过之前还是之后。当凯斯顿向他索取副本时，他回答说，文本只提供给国家官员，而不给记者或其他公众成员。凯斯顿指出1993年俄国宪法要求所有法律都应公布。Kuznetsov坚持此文件不是法律，而是政令，因而免于那条宪法规定的效力。凯斯顿问道：“如何能期望人们遵守他们从未被允许阅读的法令？”Kuznetsov最终同意让凯斯顿代表看一份手写的文件，他说这就是该政令的副本。然而，后来，在通过其他渠道获得该政令的完整文本后，凯斯顿发现此副本并不完全准确。但Kuznetsov办公室里的文件的确包含了有争议的“第四点”的大部分。

凯斯顿向这位全权代表提示东正教圣像画是俄国“历史与文化”的基本部分，并询问谁将判定一本称圣像画没有《圣经》依据的新教小册子是否违反了“第四点”的禁令。他回答说，该地区司法部的律师将作判定。他补充说：“我个人认为第四点很可能没有必要。”凯斯顿问：“它没有违反联邦宪法中关于言论自由的规定吗？”Kuznetsov回答说：“或许吧。让每个教会自主会更好。”然而，尽管当在这一点和其他方面被质疑时，他愿意放弃原主张，但他并未表现出准备呼吁撤销或修订该政令的迹象。

在凯斯顿访问科斯特罗马之前四个月，当该政令刚刚下达时，一位当地俄国记者知道了它。Kostromskiye Vedomosti
 报纸较倾向于改革的科斯特罗马市政府而非州政府主管，作为该报一篇文章的一部分，这位俄国记者采访了好几位西方新教传教士来揭示此新政策对他们的影响。令他惊奇的是，结果表明，传教士们甚至从未听说过该政令，他们仍继续当众分发小册子，而没有警察干涉。实际上，他们没有经历任何压迫。这位记者告诉凯斯顿：“对于他们，这整个事情都是新闻。”当凯斯顿在十月亲自采访传教士时，回答是同样的。一位美国牧师说，他的教会的崇拜仪式和教育课程仍完全未被打扰；他知道居然存在这样一项政令的唯一原因是他四个月前与那位俄国记者的谈话。

科斯特罗马的情况并非孤例。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地区于1996年11月通过严酷的新法律数月之后，当地消息来源告诉凯斯顿，地方官员实际上无视它，因为他们认为它是不可执行的、违宪的，或兼具二者。但不幸的是，看来图拉更具典型性。在1996年对伊尔库茨克地区、库页岛共和国（在莫斯科以东约5000英里）、乌里扬诺夫斯克地区和鞑靼斯坦共和国（在莫斯科以东约500英里）的访问中，凯斯顿发现它们的做法差别很大，其中，库页岛宗教自由最多，而乌里扬诺夫斯克的最少，但在每个地区，具体的做法都达不到书面上的正式法律规定自由的程度。

1997年法律在各地区的影响和解释

1997年法律的通过本应终止地方上的多数争议，澄清如何对待外国人、外国宗教组织和较新的宗教组织。它在1997年10月至1998年3月期间，当执行性条例规章被颁布时，暂时禁止登记。它要求目前已登记的组织在1999年12月31日之前重新登记。

然而，1997年法律有它自身的一系列问题。它明确宣布了削减在俄国“存在”不到十五年的宗教组织和未登记的宗教团体的权利方案。特别是，该法律规定，不能证明这点的组织不可发给外国宗教工作者邀请、在学校和其他公共机构工作或从事其他各种活动。
[65]

 此外，中央政府向各级司法部，包括地区和地方支部，下达了对于在1997年法律被通过之前已合法登记的组织，忽略十五年规则的“指示”。

然而，涌现了一连串关于地方行为的新报道，它们或不符合1997年法律的规定，或不符合中央司法部指示地解释该法律，或在歧视不被支持的团体方面远远超出了该法律的条款。例如，一些地方政府试图在这部新法律通过后立即取缔目前已登记的组织，尽管法律只是要求这些团体在1999年12月之前重新登记。

例如，在叶利钦总统签署该法律的当天，哈卡斯共和国的一个俄国路德宗教会被告知，它因新法律而被取缔。然而，这个教会是俄国的，在当地登记过，本来只需在1999年12月之前重新登记。此外，执行性条例规章当时尚未颁布，并且该法律要求在取缔宗教组织之前进行法庭听证。在遭到抗议和接到来自莫斯科的一系列电话之后，当地司法部在1997年年末撤销了取缔路德宗团体登记的命令。然而，州政府在教会—国家关系方面的顾问宣称，他将继续努力取缔此教会。

在接下来的数月内，此路德宗教会的牧师报告说，登记申请的所有签名者都几次受到当地警察和更可怕的联邦安全局（从前的克格勃）的特别针对性访问，被问及为何同意发起此宗教团体。为了取缔此教会，另一项诉讼被提出，但被驳回了，因为它是向一个没有对此类争议有裁判权的法庭提出的，在程序上有问题。另外，发生了实际上的起诉并使该教会遭到警告，全都是因为该教会从美国路德宗组织接受了一些援助。

当地政府还试图阻止一个五旬节派教会在当地孤儿院里的传教性活动。
[66]

 1998年1月州政府在教会—国家关系方面的顾问Nikolai Volkov在无线电广播访谈中将“颂赞”教会称为“把人们变成生物机器人”的“破坏性邪教或极权主义教派”之一。他告诉听众，依据新法律，此教会将被迫关闭它所有的教育机构，并被禁止获得或分发宗教印刷品。但他补充说，“不幸的是”，不可能彻底取缔此教会。当被问及“非传统宗教”如何会在俄国出现时，Volkov回答说：“美国的一条污水沟，当它被挖成时，各类贱鄙民众群集在那里，新教和各类非传统宗教在那里产生。”实际上，“颂赞”教会与以瑞典为基地的“生命之言”运动有关联；而新教的发源地当然是在西欧。

这位官员还表达了只有两种宗教“值得尊重”的观点：东正教和罗马大公教。
[67]

 Volkov说，他的目标是推动“对哈卡斯传统宗教的保护主义”政策，保护它们免于新来者的竞争（然而，他如何苛责以致竟要求“颂赞”教会的牧师停止说方言）。当凯斯顿新闻服务问及在该省哪些教派应被视为“传统的”教派时，他列举了东正教、老派信徒、罗马大公教、路德宗、浸信会、五旬节派、耶和华见证会、莫洛肯派（Molokans，东正教的一个小的类似新教的旁支）、犹太教和伊斯兰教。

鉴于这份列表，他攻击一个路德宗教会和一个五旬节派教会的理由可能更多的是因为它们与外国存在联系和经济相对富裕，而非真正的宗教因素。但同时，各大公教会没有受到干扰，虽然鉴于Volkov对新法律的解释，它们应以相同方式被对待。在处理路德宗和五旬节派教会时，这位官员明显想要按字面意义来解读1997年法律，并依此行动，仿佛在这些教会重新登记和证明它们或在俄国存在了15年或具有某个中央化的宗教组织的成员资格之前，第27条第3项是有效的。这些事例清楚地表明了地方官员有权力骚扰不受欢迎的宗教团体。虽然这两个组织都雇用了律师并成功地挫败了Volkov终止它们活动的努力，但这严重消耗了它们的精力和资源，而中央政府官员对此境况并不能施加什么影响。

哈巴罗夫斯克（Khabarovsk）的一起广为人知的事例是关于突然而无理地驱逐一个已登记的独立的浸信会教会的美国牧师Dan Pollard。在此事件中，当地官员也将第27条第3项解释为完全生效的，因此宣称该教会无权给予外国宗教工作者签证邀请。

自新法律被颁布以来，发生了很多在地方上骚扰新的或不被喜欢的宗教团体的例子。例如，1997年11月，就在莫斯科南边的伊兹迈洛夫斯基（Izmailovsky），一个五旬节派教会从它为晚上和周日崇拜仪式而租借的一间教室里被逐出，并被迫在其成员的公寓里聚会。该教会是作为中央集权化的宗教组织而登记的福音派—五旬节派联合会的成员。存在关于来自东正教会的幕后压力的传闻。

在围绕但不包括莫斯科市的莫斯科州，有其他事件包括从逮捕来自该市中心、在私人公寓里进行探访的牧师到终止长期租约等被报道。莫斯科州司法委员会的首脑Yuri Vlasov在1997年11月18日告诉凯斯顿新闻服务，成立不到15年且在1997年10月前未登记的教会将无资格进行任何形式的登记。他说，他计划不允许在开放前的苏维埃政权下半合法或非法运作的教会登记，那样的教会只有通过提出并赢得法庭诉讼才能获得登记。

俄国其他各个地区也都有众多骚扰和威胁宗教团体的事件。最常见的受害者是俄国人领导的教会牧师和聚会者，而不是有更便利联系方式的外国人。看来，每个教会都必须寻求法律顾问和其他的纠正形式，并且，各地区知悉并愿意遵循中央政府对新法律的解释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截至1997年1月1日，在俄罗斯联邦登记的14688个宗教组织中，有3000多个不隶属于莫斯科牧首教廷、伊斯兰教、佛教或犹太教。这些组织中的绝大多数似乎作为地方性的而非中央化的组织进行登记。如果地方官员看到新法律导致的对信仰的压迫后，很大一部分组织很快就遭遇到他们相似的任意对待，那么，要求行政或法律干涉的诉讼将如潮而至。

两起反对地方法律的法庭典范

过去两年发生了两起意义重大的法庭对地方法律公然违法和违宪的方面的反对。一起是国家杜马议员在俄罗斯联邦宪法法庭提出的对图拉州和秋明州法律的反对。虽然它最终失败了，但仅仅是90位国家领袖支持该起诉的事实就已表明了在俄国存在一个为宗教人权而奔走的有原则、有见识的游说团。另一起反对甚至可能意义更加重大，因为它导致乌德穆尔特共和国地方法院通过理由非常充分的鉴定否决了压迫性的乌德穆尔特法律。

依据宪法反对图拉州和秋明州的法律失败

作为今日俄国法律和正义的超现实主义性的典型例子，莫斯科的联邦官员虽然直率地承认这些地方法律是违宪的，但没做什么努力来反对它们。截至1997年年初，没有一个地方官员因颁布或实施那样的法律而受到来自中央行政部门权威的严重处罚、压力或批评。例如，在回应美国大使馆对哈卡斯共和国福音派路德宗传教团即将被取缔的抗议时，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Victor Chernomyrdin）总理办公室宣称依据新的俄罗斯联邦法律，该取缔是完全非法的。然而，此办公室的官员们宣称他们对此事无能为力。尽管作了不承担责任的声明，但莫斯科显然向哈卡斯共和国打了电话，威胁被撤销了。这表明在目前各地区违法的状况下，“电话司法”可能仍有一些作用。在与司法部的一位官员关于此问题的私下谈话中，本文作者中的一位被告知，由于缺乏听证乃至对诉讼程序的记录，各地方的法庭常常不符合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因此，地方所威胁的执行打击宗教少数派的法律并不优先于执行联邦高等法律。

前杜马议员和宗教自由专家Gleb Yakunin和Vyacheslav Polosin在1996年年末准备的一份文件详述了他们在1995年为处理这些问题所作的努力。与仍是杜马公共性和宗教性组织委员会副主席的Valery Borshchov议员一道，Yakunin和Polosin使用写信运动和其他压力来呼吁关注图拉和秋明新的压迫性法律。
[68]

 1995年12月，他们的活动导致了向俄罗斯联邦宪法法庭提出反对图拉和秋明法律的起诉。

他们注意到，地方法律的辩护理由是，联邦法律在保持对地方上的传教工作和外国传教士个人的关注方面有缺口，因而要求进行审查。
[69]

 此外，地方政府认为当地居民和神职人员的抗议要求采取诸如不允许使用公共建筑，只允许被预先批准的布道者演讲，减少接近儿童、学校、媒体、广告和其他公共传媒的权利等措施。在联邦议员们要求图拉检察长办公室干涉的呼吁被拒绝后，他们在1995年12月初向俄罗斯联邦宪法法庭提出的直接起诉中反对图拉法律。如宪法法庭的制度规章所要求的那样，90名俄罗斯联邦杜马议员签署了此起诉。（被某一法律影响的组织也可以提出上诉）秋明法律也在同一起诉中遭到反对。
[70]

 然而，在12月稍后时的1995年杜马选举中，那些杜马议员中的很多议员没有重新获选；
[71]

 在两名议员撤回签名后，此讼案因缺乏起诉权而被驳回。
[72]



然而，Polosin和Yakunin认为议员们的努力结出了“一些果实”。俄罗斯联邦副检察长给杜马写了一封信，宣称秋明法律不平等地对待外国传教士和组织以及不平等地向他们收费是违法的。这封信导致该法律被修订，如上文所述。Polosin和Yakunin报道说，他们还劝说检察长干涉哈巴罗夫斯克（Khabarovsk）边疆区的收费问题（虽然此行动最终被当地议员们拒绝），并在图拉、加里宁格勒和特维尔（Tver）地区进行干涉。
[73]



反对乌德穆尔特法律成功

唯一完全成功的反对是由一群俄国公民针对乌德穆尔特共和国法律发动的，他们作为当地各城镇的各福音派教会成员反对该法律。这些教会是中央集权化的俄国五旬节派协会的一部分，但其根源可追溯至上帝之公会的美国分支。他们的领袖们在苏维埃时期被监禁，他们被拒绝给予登记的权利，直至1990年法律被颁布后。这些教会中至少有一个依据1990年法律向乌德穆尔特共和国登记了，其章程宣称其目标之一是传教活动。其他起诉者解释说，传播福音和寻求新皈依者是其基督教信仰的本质元素。此讼案及其结果更加引人注目，因为该协会缺乏资金将律师送至伊热夫斯克（Ishevsk）或雇用当地律师。起诉者被迫凭着莫斯科的律师在电话里提供的法律咨询，自己处理讼案。

乌德穆尔特法律于1996年5月26日通过，并于1996年8月28日开始执行。基于在这之后很快发生的事件的证据，七名原告向乌德穆尔特共和国最高法院提起诉讼。
[74]

 总之，在一系列直接运用该法律精神的情况下，当两名教会成员试图在一个乌德穆尔特村庄进行传教活动时，他们因缺乏准入资格和乌德穆尔特居住许可证而被逮捕。
[75]

 为了获得审核和免去当地警察的搅扰，他们被迫支付7.59万卢布的罚款，他们的教会后来被要求支付75.9万卢布（约152美元）的费用。
[76]

 其他教会的租约立即取消，从文化中心和原先用于宗教仪式的其他建筑物里被逐出，这导致公共崇拜场所和一所主日学校被关闭。
[77]



这之后还有各种形式的官方骚扰。当地政府开始拒绝将建筑物租给宗教团体。有志于从事劝诱改宗的信徒不得不担心罚款和其他惩罚。在至少一次案例中，政府拘捕了一对夫妇，仅仅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公寓里举办祈祷聚会。简而言之，虽然声称只影响了俄国公民的传教和劝诱改宗活动，但该法律也导致依据1990年法律享有权利的已完全登记的宗教组织活动实际停止。
[78]



原告们基于数条理由认为乌德穆尔特法律违宪。第一，根据宪法第71条，他们指出它篡夺了俄罗斯联邦专有管辖权限内的管理领域。第二，他们声称该法律与全面规定对宗教活动管理的1990年联邦法律相冲突。第三，他们断言它对接受和传播宗教信仰的限制构成违宪（在这方面，他们还指出乌德穆尔特法律违背了1990年法律以及俄国的国际人权承诺）。第四，原告们指出该法律违背了宪法，因为它歧视非乌德穆尔特地区居民的俄国公民。
[79]



当地政府的立场是，该法律产生自“与本地区宗教活动的重大活跃发展和国外积极支持和资助的非传统宗教的传播和传教运动有关的活动的客观需要，以及保护公民免受极权主义破坏性教派活动危害的必要性”
[80]

 。他们的代表宣称几乎没有宗教团体抱怨过。他们声称该法律本质上是许可性的，而非限制性的；它控制的不是传教活动的实质，而是其范围；它在乌德穆尔特共和国的法律权限内。
[81]

 当地护照和签证办公室的一位代表的证词是没有专门针对外国宗教工作者的联邦签证制度，而是在签证邀请的层面上进行控制。当地政府也承认联邦法律并不支持该法律中关于访问者须在抵达24小时内登记其签证和护照的要求。
[82]



法庭实际上同意原告们的所有宣称。在16页的判决声明中，法庭意义重大地判决乌德穆尔特法律违犯了该共和国的受宪法限制的权限。它判决，根据规范法或实定法，《俄罗斯联邦宪法》第14条、第19条、第28条、第55条第2项、第71条和《乌德穆尔特共和国宪法》第15条、第17条、第28条中的相似规定，以及1990年法律的颁布，使对宗教组织建立和个人宗教活动的管理成为了属于联邦专有管辖权限的事务。由于联邦法律在效力上优先，各共和国只许保护和详述联邦所赋予的自由；它们不可强加额外的限制。

法庭判定，关于俄国领土上个人和公民宪法权利的行使和实现的问题的解决必须依照俄罗斯联邦宪法和联邦法律，尤其俄国“关于信仰自由”法和其他联邦法律来进行。俄罗斯联邦各属国只可通过关于保护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法律和其他规范性法令。俄罗斯联邦各属国通过的违反俄罗斯联邦宪法和联邦法律并限制公民行使和实现宪法权利和自由的规范性法令是违法的。
[83]



在分析了那些公民所控诉的法律后，法庭判定“关于乌德穆尔特共和国领土上的传教活动”法规定了一套特别的侵犯了《俄罗斯联邦宪法》第28条所确立的公民宪法权利的法规。此外，该法庭判定乌德穆尔特共和国议会因通过了引入一套特别的关于乌德穆尔特领土上传教活动的规定的法律而越出了俄罗斯联邦属国的权限。

此判决本身足以使乌德穆尔特法律以及俄罗斯联邦其他属国所通过的其他此类地方法令无效。实质上，它以相似于涉及美国宪法“最高条款”的美国裁决的方式判定，一旦联邦政府着手管理某个领域，行使宪法委托给联邦政府的某个领域的立法权力，那么此法令不仅抑制了不一致的地方法律，而且独占了对于所涉及的事物的法制管理的整个领域。因此，一旦俄罗斯联邦政府着手制定处理它的依据《俄罗斯联邦宪法》第71条的专有管辖权领域的法律，那么地方政府只可进一步保障公民权利或执行联邦法律的规定，而不可制定他们自己在该领域的管理方案。

此外，该法庭还处理了对关于选择、持有和传播宗教信仰的良心自由的宪法权利的实质侵犯。
[84]

 它注意到“传教活动是传播和表明信仰的形式之一，并因而是《俄罗斯联邦宪法》所保障的个人和公民的信仰自由权的必要构成部分”
[85]

 。它拒斥乌德穆尔特共和国的以下声称：它的法律是有效的，因为它赋予从事传教活动的权利；并宣称这些权利是“依据俄罗斯联邦宪法和乌德穆尔特共和国宪法的宗教活动的必要构成部分”。该法庭注意到《俄罗斯联邦宪法》的第18条直接赋予这样的权利；这些权利的有效性不依赖于任何额外的立法性确认，更不用说立法性赋予。
[86]



法庭进一步判定，由于禁止未被审核通过的传教士的活动并把审核通过作为传教活动的条件，该法律的第3条“粗暴地侵犯”和限制了《俄罗斯联邦宪法》第28条和第29条与1990年法律所保障的公民信仰自由权利。
[87]

 它判定，对可从事传教活动的时间限制（审核通过之后一年）和要求在到达乌德穆尔特24小时内登记是违法的，前者侵害了“从出生起就属于每个人的不可剥夺的个人权利和自由”，引用《俄罗斯联邦宪法》第17条第2项。它还判定，把“书面材料考虑期的规范”和费用支付作为宪法赋予的传播信仰权利的条件之规定是违宪的。后者也被认为“粗暴地侵犯了”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因为特定的宪法权利的行使受制于物质依赖，这违反了俄罗斯联邦宪法和乌德穆尔特共和国宪法，它们将如下原则奉为神圣：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是直接有效的”。换句话说，要求公民为了运用“自动生效的”宪法权利而付费本身是违宪的。
[88]



此裁决的这一方面可用来质疑对宗教组织登记的一切收费行为，依据1990年法律，明确不要求此项，但却是地方条例规章的共同特点。
[89]

 同样，如下判决——条例所规定的在从事宗教演讲之前等候政府批准的时期是违宪的——对新的联邦法律以及各地方法律所规定的各样等候期有重大暗指。

法庭还判定，对可进行传教活动的场所的限制“严重限制了宪法赋予的公民良心和信仰自由权利”，“对所有公共场所内的传教活动的绝对禁止……违背了《俄罗斯联邦宪法》第31条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信仰自由法》第22条的第五部分”
[90]

 。此外，法庭判定，对传教活动形式的限制以及将资格审查作为散布宗教印刷品、举行音乐会、放映电影和录像、举办慈善活动的条件违反了宪法第28条和第29条与1990年法律第15条、第17条和第24条，它们都赋予这些权利而无论是否获得了法人实体的地位。
[91]



该法庭还废除了《乌德穆尔特法律》第14条中对来自乌德穆尔特共和国之外的公民的区别对待，认为这违反了《俄罗斯联邦宪法》第6条第2项，“它规定‘俄罗斯联邦的每个公民在其领土上享有与承担在宪法中被奉为神圣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与平等的义务’”
[92]

 。

法庭还判定，该法律中要求报告传教组织人事变动的规定“不是依据目前联邦法律”，后者并不要求这样的报告。（虽然1997年法律的确要求每年提交报告，但没有像《乌德穆尔特法律》中所规定的那样要求在人事变动发生后三天内报告。）它进一步判定，管理条例和对违章罚款的整个方案“粗暴地侵犯了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因为，依据《俄罗斯联邦宪法》的第71条，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和管理存在于俄罗斯联邦的权限之内”
[93]

 。

对于俄国的宗教自由积极分子，此判决是一个真正精彩的胜利。虽然它只运用于俄国的一个地区，但此判决在法律或政治上更有勇气。它不可被视为自由的地区或政治结构的产物，因为它在法庭上被当地官员强烈抗辩。
[94]

 此外，其分析的广度和对乌德穆尔特共和国法律所有关键条款的全面废除，为可能被要求考虑同样问题的其他地方法庭提供了蓝图。此判决应作为俄罗斯联邦宪法法庭的典范，如果该法庭有机会考虑地方法律或1997年法律和《俄罗斯联邦宪法》之间的冲突。

对于外国观察者，重要的是要意识到法治和司法独立在俄国是很晚近的发展。在依据对公民的宪法保护来确定联邦权力相对于州权力的范围和对立法及行政部门裁决的司法审查的原则方面，乌德穆尔特的判决相应于美国最高法院在马布里诉麦迪逊案（Marbury v. Madison
 ）
[95]

 中的判决。如乌德穆尔特最高法院所判决的那样，本章所讨论的诸地方法律是违宪和违法的，违背了《俄罗斯联邦宪法》、诸地区宪法和联邦法律，甚至包括新版的《关于良心自由法》所赋予的被明白宣告的权利。

不确定的前景

今天俄国面临的重大决定是它的政府和民众是否愿意服从他们在其统治性文件和国际协议中为自己树立的高标准。1997年年初，乌德穆尔特共和国的判决和各共和国、州层面上的其他迹象给予了一些希望：新的地方法律所造成的最坏结果可能不会发生。在1997年的前四个月，圣彼得堡的行政长官第二次否决了市议会通过的反传教法律；在收到莫斯科法律和宗教研究所起草的摧毁性批判后，雅罗斯拉夫尔（Yaroslavl）地区的行政部门不再考虑一项特别严苛的反传教法案；当地官员拒绝执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地区同样严苛的新近颁布的法律，部分因为叶卡捷琳堡市长的受尊敬的教会—国家关系顾问忠告她的同僚们，该法律是违宪的。1997年稍后时，依据新颁布的联邦法律，哈卡斯共和国政府非法取缔一个已登记教会的连续两次企图都失败了。

虽然因在1997年9月通过了较为限制性的1997年法律，俄国国会放弃了自由主义的1990年法律，但它在1998年3月接受了《欧洲人权公约》，表明它愿意继续朝西方人权和宗教自由标准迈进。唯一的另一种选择是返回过去的标准：法律并不意味着其所说的受制于多数派（或者至少那些掌权的多数派）任意的执行和支配。

有大量证据表明俄国的联邦和地方法庭正在迎接通过司法裁决来建立法治的挑战。此外，律师发挥的作用使得很多案例中与地方政府的争论取得积极成果。统一的联邦法律与地方自治之间的斗争在未来一些年中还会继续。

压迫性的1997年新法律的通过激起了渴望，对俄国宗教自由问题的真正“联邦制的”解决的可能性，但远非完全令人满意。在该法律被通过之前，关于教会—国家关系的政策制定的地方分权看来意味着决定的作出从相对宽容的亲改革的国家政府转移至通常不宽容的反改革的各省政府。但既然国家政府本身拥抱较压迫性的法律，所以，如果国家的倒退运动继续，那么联邦制模式可能为在地区和当地层面保存和创建自由的岛屿而提供希望。正如一些地区设法创建支持自由市场和小企业发展的当地法律环境那样，一些地区可能确认宗教自由与平等对待公民和外国人对它们最有利。

诸如乌德穆尔特判决那样，由当地法院作出的废除限制性法律的判决、管理者所作出的不执行限制性法律的决定、地方立法机构所作出的不制定限制性法律和无视压迫性的国家法律的决定，可能意味着宗教少数派的权利在不同地区之间将继续存在很大差异，正如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在美国那样。

这可能给予俄国一个机会来看到不同的教会—国家关系和宗教自由模式的结果。虽然从法治与国际条约和协议的视角来看，极可能并非最好的结果，但联邦制模式现在可能为让俄国人亲眼看到何种教会—国家关系模式最好而提供最佳机会。教会领袖们将有机会从结果中看出，在那些依赖强制而非自由竞争的政教关系的省份，东正教是否能更有活力。看到极端的伪宗教的“邪教”被驱赶至地下时是否比公开和可见时造成较少伤害，这将是很有趣的。最终，人们被说服来拥抱自由，不是通过抽象论证，而是通过他们自己的经验。

我们在结尾处只能说，地方法律是75年的极权主义统治以及随后通向自由市场和民主的无政府主义道路的普遍的社会、经济和精神后果的症候。它们与法律规范的不一致是显而易见的。当俄国的法庭和公民继续根据那些法律规范来评价这些法律并决定是服从规范还是——与几百年的俄国传统一样——无视规范时，对俄国人民服从法治的意愿的真正考验不久就会到来。此外，各省政府使其法律符合联邦标准的意愿将是正在进行的为了新的联邦—地方关系的斗争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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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新征程的路标


给在俄国的美国传教士的指导

劳伦斯（Lawrence A. Uzzell）

在宗教方面，像在生活中的其他领域一样，不良的行为方式通常不应被视为非法。对于国家应宽容对待对宗教自由的甚至粗野的侵犯的观点，宗教自由的支持者正确地争辩道：如果政客和官僚被给予权力去限制那些似乎咄咄逼人或讨厌的宗教活动，最终他们将用那一权力来禁止不受欢迎的宗教观点的表达，仅因为它们不受欢迎。不过，不良的行为方式终归是不好的。

不仅粗鲁，而且傲慢、偏狭、故意的无知与彻底的欺骗或贿赂相差无几的操纵性伎俩——所有这些行为方式都应被一切严肃的传教士拒斥，尤其是那些坚持这样的行为不应被法律禁止的传教士。这样的主动拒斥是基于以下的普遍原则的逻辑推论，即各行各业的基督徒应为自己树立更高的标准，而不只是遵守世俗法律。很多非信徒也接受这一原则：其中包括医疗或法律从业者，他们信守他们要遵循职业的伦理规则的誓言，作为他们对服务对象的福利和自己职业廉正贡献的一部分。

尤其对于在俄国的美国传教士，早该有一套伦理规则了。这些传教士中大概没有人会接受如下的抽象命题，即目的证明手段正当。但他们未能向别人或自己说明，对于促进他们的目标，什么手段可接受，什么手段不可接受。当被服务于自己的相对主义所诱惑时，他们所需要的也是我们都需要的：一套明确、客观的原则，加上即便会痛苦也要躬行这些原则的决心。

下面是一个美国人起草这样的志愿行为规则的尝试，它基于在俄国六年多的亲身经验，并结合凯斯顿研究所提供的他人经验的信息财富。欢迎来自任何受此规则影响者的评论，无论是传教士还是他们潜在的皈依者。从长远看，这样的行为规则只有经过讨论，才能扎根。


第一，传教士应不怕麻烦地学习他们想要“拯救”的语言、文化和历史。
 在俄国大门向外国传教士打开后的十多年中，新教徒时常聚集在莫斯科开会。在会上，每句话都要被译为英语，因为在场的多数美国人不懂俄语。实际上，这些传教士在传达这样的信息：他们的俄国东道主应适应他们，而非相反。俄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在这里，数千万人深入地学习英语，同时他们从未期望去关注其他西方国家的语言；在这里，对一些经典美国作家的作品，比在今日的美国人中还要更广泛。俄国是世界上有最伟大的文学传统的国家之一——此传统只是在一个世纪前才达至其顶峰，因此其经典仍是相当易懂的，即便一个人只学现代俄语也可以读懂。如果美国人连续数年生活在俄国而未严肃地学习俄语，这简直就是侮辱。

一个人可能掌握俄语，但仍是文化上的文盲。没有认识到今日的俄国人的祖先在哥伦布起航前数百年就已生活在一个基督教国家中的美国传教士，就如同他们不知道圣彼得和圣保罗的区别一样，简直没有资格在俄国服务。美国人在20世纪90年代初神气十足地进入俄国，就仿佛俄国是从未听过福音的信异教的野蛮人的土地，这些美国人要为随后而起的憎恨和冲突承担很大一部分责任。正如一位有在俄国的广泛经验的美国新教徒告诉凯斯顿的那样，如果美国只派它实际所派遣的传教士的十分之一到俄国，如果这些传教士有十倍的准备，那么新教的事业会进展得更好。

如果传教士把在拉丁美洲传播新教设为自己的目标，却从未体验过罗马大公教弥撒，人们会对他们作何感想？凯斯顿的经验表明，在莫斯科的美国新教传教士当中，这样故意的无知不仅常见，而且很典型。那些对东正基督教崇拜仪式浅尝辄止的传教士通常只是听了几分钟用古代教会斯拉夫语进行的未翻译的仪式介绍——这对于外国人（即便是学习过现代俄语的）大概就像未改写、未注释的莎士比亚戏剧对于俄国人那样难懂。

绝大多数美国人生活在距离部分或完全用英语崇拜的东正教教区几个小时的车程内；访问一个这样的教区，如同买一本旅行指南一样，应是任何严肃的基督徒为了去俄国旅行而做的准备的一部分。那些已在俄国的传教士可以尝试学习美国东正教会在莫斯科的前哨——紧挨以色列大使馆的圣凯瑟琳教堂。圣凯瑟琳教堂有来自美国和英国的神父、说英语的俄国人唱诗班、出售用古代教会斯拉夫语进行的有英文对照翻译的东正教仪式册子的书店。有少许新教传教士顺便访问了一下那里，但并不多。


第二，传教士应避免视福音与美国生活方式是同一的行事方式
 。美国传教士往往似乎想当然地以为，美国的经济和政治体系比俄国的更成功，由此自动得出的结论便是美国的宗教习俗也更优越。1996年，凯斯顿采访了曾在莫斯科一所浸信会神学院学习的一位学生，他后来因该神学院的美国赞助者想要他学英语而非希腊语而退学；他如今是一位俄国东正教会神父。还有一次，凯斯顿参加了美国赞助的在莫斯科奢华的奥林匹克五环大酒店举办的“祈祷早餐”。除了翻译成俄语，这次聚会几乎就是在“美国圣经地带”进行的；组织者甚至未作丝毫细微改变来适应俄国习俗，甚至俄国新教徒的习俗。例如，他们不知道或不关注俄国浸信会信徒，和俄国东正教徒一样，是站着而非坐着祈祷的。

当易受影响的年轻俄国人开始将其内在化时，这样的对美国文化优越性的无意识的（希望他们是无意识的）假设达到了其荒谬的极端。东正教和新教的俄国基督徒都向凯斯顿抱怨说，美国资助的新教神学院的俄国学生开始用美国腔来说他们的母语——俄语，这有些像19世纪的俄国贵族迷恋法语。

公正地说，在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和俄国的新教徒都很容易掉进这样的陷阱。在任何美国事物都狂热、无理性地流行于俄国的时候，新教的最大卖点是，它已被视作美国的宗教。但当钟摆开始摆向另一边时，乘潮而来的传教士付出了基督徒在搭乘短暂的世俗风尚时通常所付的代价。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访问诸如伊尔库茨克这样的俄国省份城市时，凯斯顿发现美国传教士建立和管理的新教教会在缩小，而俄国本土牧师领导的教会仍在增长。如今是新教在俄国的敌人继续强调其美国联系——以致西伯利亚的一个旧式共产党官僚甚至在1998年年初告诉收音机听众：新教产生于美国！


第三，传教士应避免如此行事：仅将那些受当今西方潮流影响的东正教基督徒视为“进步的”或“改革派”。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莫斯科牧首教廷的一位代表向凯斯顿抱怨说，访问莫斯科的西方基督徒常常如此行事：仿佛莫斯科只有两个东正教教区值得参观——在敬拜中用现代语言的两个最激进的中心，这种抱怨不失公正。似乎这些西方人暗自想当然地认为：在东正教中只有那些反映自由的现代主义的新教或天主教的元素才值得重视。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他们在奉行一种年代上的地方主义，这正如那些想当然地认为基督教的唯一正当形式是“美国圣经地带”类型的基督徒在地理上的地方主义一样狭隘。他们向俄国人传递这样的印象：他们所感兴趣的对话不是和东正教传统的主流，而只是和那些已非常相似于他们自己的东正教徒进行的。

当该行为表现为否认东正教会规定自己的教会和圣礼边界的权利时，这样的行为尤其具有冒犯性，即便不是故意的。凯斯顿一再地见到在莫斯科的西方基督徒试图在东正教会里接受圣餐——仿佛东正教会有和许多西方宗派一样的规则，它们允许任何已受洗的基督徒参加其圣礼，而无论他或她的信仰是什么。东正教神学在这样的问题上完全异于当代西方神学；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从东正教的观点来看，没有教义上一致的交互性圣餐相当于婚外性关系。当西方人不经意地违犯了他们所不属于的教会的法规时，便不自觉地强化了这样的印象：他们轻视东正教。


第四，传教士不应收买皈依者。
 几乎在凯斯顿就此主题与俄国东正教会的代表们进行的每次谈话中，他们都提出了钱的问题。一位助祭（deacon）认为西方的经济扩张和“宗教扩张”是紧密联系的，仿佛麦当劳的经理和浸信会的牧师都是一个庞大组织的齿轮。无论这样的观点多么缺乏根据，西方传教士都应记住，对他们来说似乎只是附带的“额外之物”的，例如一顿免费餐，对于月收入仅有一百美元的俄国人的预算却显得相当大。俄国的经济现实是这样的：花一小时聆听美国布道者来换取一本《圣经》，然后以相当于半天工资的价格卖掉，这是非信徒对时间完全理性的投资。给地方上的俄国人一本免费《圣经》来诱导他参加宗教讲座或崇拜仪式，这相当于为此目的而付给美国人约50美元；正如传教士在美国不会如此行贿（至少希望他们不会），他们在俄国也不应这样做。免费赠予物品或服务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错误。但传教士应让所有需要的人，而不仅是传教士自己的活动项目的参加者，可获得这些东西。

对于慈善活动，此原则尤其应坚守不移。受美国广告业影响，美国传教士太容易忘记基督说的是“背起你的十字架，跟我走”，而非“利用我们新的特别供应”。免费的施粥所或食物小包裹应面向所有饥饿者，而不只是那些愿意耐着性子听完新教布道的人。免费英语课程不应像凯斯顿于1996年采访的一位美国传教士在伏尔加河畔一个城镇开设的暑期《圣经》学习课程那样，关联于皈依或以导向皈依为目的的学习课程。听众在第一堂课上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有分开的完全用英语进行的讨论组吗？”回答是“有”。很明显，至少对于一些参加者来说，对新教的向往不如学习英语重要。

甚至更可疑的是向新的或预期的皈依者提供数百万俄国人所梦想的一种诱惑：免费到美国旅行。无论双方个人的意图多么良好，沉浸于美国大型购物中心文化对于回到俄国地方上的严峻条件的生活并非最佳准备。到美国的旅行很容易变成只是度假、购物机会或永久移民的跳板。除了罕有的例外，美国传教士不应将在美国的长期居留的机会，提供给学童、大学生或尚未表现出严肃、长期的献身俄国基督教服侍的其他人。即使当一个学生明显有这样的献身时，美国人也应严肃评估他们是否在提供真正必需的、在俄国的确无法获得的学术经历。


第五，传教士应避免为了对自我扩张的渴望而牺牲其俄国听众的需要。
 1996年，一位从事无线电广播传教的俄国新教徒告诉凯斯顿，很难让他的美国合作者支持在俄国原创的基督教广播作品，而现在的作品只是翻译过来的为美国听众设计的节目。这位俄国广播从业者想要的是俄国人为俄国人编写、制作和表演的节目——使用俄国人而非西方人所熟悉的文学和历史参照。他说，美国人想要的是，通过回国后夸耀多少俄国人在收听同样为美国广播听众所熟悉的著名布道者的节目，来宣传自己形象的机会。

当一批又一批满飞机的短期“传教旅行者”涌入俄国，来为彼此拍摄在返回他们舒适的酒店房间之前在莫斯科闹市区分发《圣经》的场景时，一种更有教益的模式是年轻人的模式——大公教、新教和东正教都如此，他们将暑假花费在劳动上，建造或修复俄国内陆深处的教堂。


第六，传教士在确定自己的身份上应诚实。
 浸信会或卫斯理公会信徒应这样称呼他或她自己，而不是一般的“基督徒”。对于很多俄国人，“基督徒”和“东正教徒”这两个词几乎是同义的；当其信徒因这一误解而最后加入了非东正教的聚会时，可以理解俄国东正教神职人员被激怒了。即使在西方自视为“无宗派的”并且只是自称为“基督徒”的独立传教士也应不嫌麻烦地说明他们在俄国的活动与东正教会无关。

凯斯顿一再听到这样的抱怨：有的团体邀请没有疑心的人参加声称是为了学习各种宗教传统的中立座谈会，但实际上是巧妙设计的宣传特定宗派教义的研讨班。当面对诸如学童这样的天真、易受影响的听众时，像这样的欺骗性伎俩尤其无可辩解。


第七，传教士应避免利用受约束和控制的听众。
 凯斯顿在1998年采访了一位美国新教传教士，他探访了俄国的一所监狱，向服刑犯布道。他讲述一个犯人告诉监狱长，他不想听该传教士的布道，而监狱长回答说，他没有选择，他被命令去听。这位传教士在讲述时带着明显的得意，表现出一种相当有选择性的关于宗教自由的观点。在20世纪90年代初，其他美国传教士寻求并经常得以进入公立学校，在平常的上课时间段里向学童布道。如此厚脸皮的不尊重并不信仰新教的俄国父母们的权利，进一步激起了如今在相反方向上的过分反应，例如禁止将教室租给少数派教会，即使在星期天学校空着的时候。


第八，传教士应避免行贿。
 1997年，西伯利亚的一位地方官员向凯斯顿讲述西方传教组织向其前任和同事赠送现金和到西欧的免费旅行，而有些赠送被接受了。虽然这样的伎俩可能达成对传教士自己的组织的获取有利待遇的短期目标，但却使信徒整体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它们鼓励已经腐败盛行的俄国官僚将如下做法制度化：给正常宗教生活设立人为障碍，然后暗中为选择性地移除那些障碍而索取费用。最没有能力负担这样的费用的团体是缺乏富裕的国外赞助者的纯粹本土教会——恰恰是未来俄国长远的精神最依赖的那些团体。在1998年细致的观察者不可避免地注意到，当时新的宗教法的执行更有力地反对国内的而非国外的宗教团体。如果行贿成为惯常，这一模式可能变得甚至更明显。

即使诸如给政府机构的“爱心”礼物或给关系良好的“承包人”的“顾问费”这样的间接贿赂也腐蚀了诚实的人们，尤其是基督徒。应努力在俄国促进的道德和法律风气。所有为辩护这样的做法而提供的论证实际上都是对目的证明手段这一观念——任何真正的基督徒都不可能接受此原则——所作的细微变更。在较实效的层面上，这些做法有导致在输送慈善捐赠到俄国的问题上已产生了同样的后果的风险：海关官员在索要贿赂上变得如此贪婪，以致一些最有能力和愿意帮助的团体如今已厌恶地放弃了。


第九，传教士应支持和捍卫所有人的，而不仅是他们自己的同教派者的宗教自由。
 1997年8月和9月，俄国宗教少数派团体的主要领导人允许世俗政府把他们拖进一场“划分与征服”的游戏，在其中，克里姆林宫官员与单独的团体分别会面和谈判。当两个最大最有力量的少数派——罗马大公教会与福音派—浸信会协会——的代表，表示愿意接受更多地威胁较小的少数派教派而非像大公教会和浸信会协会这样的“中央集权化”组织的“妥协性”法案时，貌似反对压迫性的新法律的共同阵线破裂了。

这样愿意在议价中牺牲掉他人的自由不仅在原则上是错误的，而且对于大公教会与浸信会自身也是危险的。一旦国家有权力把一些宗教团体划为第一等级，把另一些团体划为第二等级，那么其官员根据时下的政治环境来改变那些划分就不困难了。甚至其教区有强有力的国际联系的神职人员也知道他们所做的很多事情，例如教育或出版项目，根据对俄国新法律的严格解释在形式上是非法的。这一意识对总体的宗教生活和宗教言论造成了泄气效果；例如，俄国主流基督教团体在诸如堕胎和死刑这样的问题上远不如西方教会那样畅所欲言。


第十，美国传教士和人权积极分子不应要求每个国家都严格模仿美国目前的教会—国家关系模式。
 当宗教自由的倡导者坚持无论当地的情况如何，某些基本的自由是普遍的，应被每个国家尊重，他们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中有许多不同方式来确保那些自由。在各个特定问题上，多数美国人在自己国家会反对的一项法律或规章条例可能在其他地方是完全可接受的。例如，将最紧密地等同于一个特定民族传统的信仰正式设为官方的教会的做法——例如英国的圣公会或挪威的路德宗。

只有最偏狭的现代美国人——既是作为美国人又是作为现代性的奴隶而偏狭——才会坚持认为仅仅这样一个国家教会的存在本身就是与不信国教者的自由不相容的（这样的国教地位对于该教会自身是否有益是另一个问题）。坚持教会与国家彻底分离——并且实际上通常变成国家对宗教的敌意——的极端的雅各宾派观点，几乎如同不相容于俄国传统一样，与美国原初政体格格不入。只是在20世纪末，美国法院的裁决，诸如那些关乎宗教与教育的，才把上帝赶出了“公共广场”。

理论上，设想这样一个俄国并不困难：宪法将东正教会正式确认为文化特性和道德正当性的载体。这样的政体将充分保护宗教少数派的权利，但同时也渗透（bathed）于作为俄国遗产一部分的东正教象征中。为实现这样的理论，俄国将不得不修改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的1993年宪法。这样的修订必须伴随对宗教少数派权利的加强，因为连目前列在宪法上的权利实际上也未获得尊重。更重要的是，为使这样一种温和的国教形式实际运作，东正教和世俗的权威都必须展示必需的善意。

当然，事实上，政府并未做这样的努力来平衡宗教少数派的权利与东正教在法治内的特殊角色。相反，他们延续苏维埃的统治作风：向所有人一再保证，他们尊重宪法和国际协定所保障的自由，而实际上，在便利时他们完全无视这些保障。

但这并不是美国人可以同样进行沙文主义的借口。声称服务于一个不属于此世的国度的美国传教士应对如下事实有敏锐的判断：他们自己的祖国如今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世俗力量——因此也是对这样的力量的傲慢、乌托邦式的滥用的最大潜在源头。他们应勇敢但谦卑地进行服侍的事业。


给在前苏联的外国传教士的指导

安妮塔（Anita Deyneka）

外国福音传教士在俄国的角色是有争议的。在获得很多人感谢和赞扬的同时，他们也被一些人批评和谴责。批评者来自俄国东正教会、俄国政府、俄国新教教会的成员，甚至来自某些西方传教士当中。一些俄国人请求更多的传教士来到他们的国家，而在另一些俄国人看来，理想的外国传教士根本不会进入俄国。宗教与法律研究所是一个与本国和国外各个团体的基督徒有广泛接触的组织，其主任Anatoli Pchelintsev断言：“俄国仍需要西方传教士，但我们需要正确的那种帮助。”
[1]



在俄国，理想的外国传教士应是什么样的？有可能树立这样一个典范吗？传教事业的本性总是产生争论吗？或许最成功的福音传教士，根据他们自己对传福音的定义标准，更可能被那些将其行为视作劝诱改宗的人所反对。

最终，对过去和将来在俄国的福音传教努力的唯一完全值得信任的评判是属于上帝的。虽然这不是基督易犯错的信徒能确定地辨识的，但来自各方的普遍意见的确表明某些态度和行为比其他似更可取。虽既不全面亦非毫无谬误，但从诸多渠道收集而来的以下建议却可以给在俄国的外国传教士以指导。


第一，我们必须了解和重视俄国文化。
 通过跨世界广播台（Trans World Radio）向俄国人传教35年的俄裔美国人Paul Semenchuk敦促在俄国的西方传教士尊重该国的文化：

我们洋洋得意地侵入（invade）俄国，而没有任何准备，没读过一本俄国的书，甚至没读过一本关于俄国的书。如果我们想要理解俄国人，我们需要阅读他们的经典作家和诗人的作品……因为其独特的过去，俄国人的性格是非常复杂的。如果我们不熟悉他们的历史、文学、艺术，我们绝不会触及斯拉夫人的灵魂。……知道和有些理解俄国的历史是一件事；知道和理解俄国当前的时局同样必要。……但不存在权宜之计。……文化吸收需要时间。我需要实地的、亲身的经验。我必须融入其中，俄国文化也要体现在我身上。……通过关注、求知、观察、仔细研究、质疑、相互结合，通过不受限制地无保留地参与（完全沉浸于）该社会。
[2]



在确认西方传教士学习俄语或至少在他们不懂俄语时借助胜任的翻译者之必要性之后，Semenchuk补充说：“懂文化语言比懂口语更重要。在独联体，很多善意的西方人发现他们自己在文化上是隔离的。再多的语言学习也不能弥补这一障碍。”
[3]




第二，我们必须避免福音的西方化。
 乌克兰福音派—浸信会协会的主席Grigori Komendant宣称：“在承认俄国不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方面，西方需要更现实些。教会存在于此已有很长时间，我们对我们教会的美国化不感兴趣。”
[4]



俄国不是一片野蛮的、未被开发的土地——等待我们爱冒险的、有进取心的侵入、征服、统治和开发。俄国人——无论是否是信徒——绝不会接受西方模式的基督教。……当我们西方的价值被投射于俄国场景时，它们产生各种紧张、冒犯、负面的思想和情绪、不健康的态度。
[5]



在1993年2月由神学教育海外委员会、东西方基督教研究所与俄国传教团（Russian Ministries）主办的关于促进独联体神学教育的协商会上
[6]

 ，俄国人的意见表明了与西方合作但同时又避免西方化的愿望：

我们想知道什么正在发生……什么是可以得到的。

我们如何能成为这个循环的一部分？

我们渴望信息和伙伴关系。

我们不希望每样东西都被给予我们，但我们必须知道可获得什么。

我们不希望陈腐的西方基督教倾泻给我们。

我们希望拥有办法（toocs），这样我们可以独自解决问题。
[7]




第三，只要有可能，我们必须尊重所有宗教的权利，并与其他基督徒合作。
 外国传教者，自身已成为愈发难以容忍的对象，当他们自己的法律和宗教权利被侵犯时，他们也必须表现出对所有宗教的尊重。如果本国和外国的传福音者想要经历真正的宗教自由，那么活动合法的所有其他宗教团体也都必定如此。然而，当自由被侵犯时，这样的宽容并不阻止对自由的捍卫。

俄国东正教神父Alexander Men既不否认差异或在根本的信仰上妥协，又提倡不仅宽容而且欣赏基督教的多样性：

我希望你们能感到教会内的多样性，甚至各宗派如新教、大公教、东正教之间的矛盾，但这些并非败坏和分裂的征兆，而是我们必须在更深邃之处方能达到的合一的整体的各部分的表现。……这似乎是，知道人们的不宽容倾向，于是上帝将他们分开，以便每个人在他的位置上……园子里……育出（bring forth）果实。
[8]



惠顿学院（Wheaton College）的东西方基督教研究所的主任——Mark Elliott博士，鼓励福音派和东正教为了俄国宗教复兴的这一更大利益，在每当有可能时寻求合作：

当福音派前进至东正教视为他们的专属领土的地域时，东正教和福音派之间的共同点常常无足轻重。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在从前铁幕的东方，福音派是否是闯入者。例如，很多东正教徒认为新教徒在俄国没有位置。特别是，他们将最近来自国外福音派的活动视为对一千年的拜占庭基督教所滋养的灵性风景不受欢迎的冒犯性入侵……

西方传教士在具有长久的东正教传统的国家工作，他们需要致力于学习历史和文化来理解遗传下来的促使俄国东正教敌对于福音派的东西。然而，即使当福音派能赏识东正教、俄国文化的卓越成就与一个长久受苦具有非凡坚韧精神的民族时，他们也不应感到需要为在没有马克思的俄国共享福音而怀有歉意……

因为俄国目前的经济和政治困境，以及意识形态所导致的道德和精神破坏，在这片土地上重建基督教支柱和改变生命的信仰，看来向东正教、新教和大公教共有的所有资源和努力提出了非常严峻的挑战。在如此境况下的劝诱改宗是无爱心的、制造分裂的、起反作用的，并且，由于把精力转移至无用的宗派间斗争，它损害了影响数千万俄国非信徒的前景……

在今日的俄国东正教—福音派关系是紧张的，热忱的关系只是例外，而非常规。但这些例外能鼓舞我们去期盼更有成果的合作，并为之而劳作。一个新近来到俄国的西方传教团与俄国东正教的一个主教管区迅速建立了非常有成效的关系。如下文的匿名信中所描述的这一协同努力值得被推荐和广泛复制：

“主帮助我们发展与俄国东正教会当局的良好关系。我们反复与大主教的内阁成员协商，会议在大主教的祝福下进行。这些带来了良好的相互理解和在一些层面上进行合作的提议。例如，我们提供法兰绒图像材料，训练东正教神父从事针对儿童的福音工作。大主教提供东正教神父做培训师，帮助我们进行事业定位和培养理解俄国东正教会在俄国代表着什么以及正在做什么的短期传教士。东正教会还以有限的方式参与了我们的暑期青年营会项目，并向我们提供了一些他们在政府广播台的节目时间安排。

“我们小小的福音派传教团是如何发展了与东正教会和政府的良好关系呢？以很多的方式。或许最重要的是，我们总是主动与东正教徒会面，表明对他们正在做的益事的尊敬与欣赏，表达我们向他们学习并合作的兴趣。有一些，也许很多，俄国东正教会领袖对外国新教团体有怀疑和敌意，因而担心我们可能正在做的事。这种担心有时被一些团体无意的活动和引导人们偏离《圣经》真理的邪教的存在所证实。我们的哲学是，如果东正教会对我们的活动没有直接的了解，会担心我们可能做的事，而我们实际上在做的事将是可令他们安心的。因此，我们与他们会面，亲身并写信与他们交流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教义、我们目前的活动与我们计划的活动。我们把他们当作我们在俄国的兄长，通过向他们请教关于《圣经》的翻译、文化的问题、如何避免不必要地冒犯性的活动的建议来表示尊敬。我们避免劝诱俄国东正教徒改宗，我们的传教工作面向占大多数的实质上的无神论者。我们尽力强调我们的共同点，而又不在《圣经》的诫命上妥协。其次，我们把我们教会的完全合法登记作为高度优先考虑的事——既在莫斯科司法部的联邦一级又在被要求的地方各级的要求。

“我们传教团完全遵从法律为我们开启了的很多扇门，例如财产所有权、签证、与政府机构的合作，包括青年部与教育部。”
[9]




第四，我们必须以言和行来宣告福音。
 作为基督教传教一部分的人道主义援助的给予应不带有皈依任何宗教团体的强迫性。俄美基督教大学（the Russian American Christian University）的校长John Bernbaum体验到：“多数俄国人认为新教徒只操心得到他们怪异的神学信条的拥护者；我们必须表明，我们的目的比这更有意义和益处。”
[10]



Paul Semenchuk敦促传教士培养同情心：

如果我们想在独联体传教，我们的责任可能比我们起初打算或期望的要大得多。前苏联处于如此严峻的经济境况下，去到那里工作却未提供某种实际援助似乎都是“有罪的”。如果我们在他们之中行动，我们怎能让他们挨饿？有很多人需要食物。如果世界上有人被期望去关照与分享，那就是基督徒。
[11]




第五，我们必须侍奉本土教会。
 总部在英国的福音传教联盟准备的《给在中东欧工作的基督徒的指导》，劝诫传教士保持做仆人的态度：

像仆人那样到你将遇到的人群那里。愿意把你所遇到的基督徒当作主里（in the lord）的兄弟姐妹来接受和尊重，并以同情和爱来服务于他们的需要。……说来很可悲，一些西方人对东欧人表现出优越的态度；东欧很多人受过良好教育，他们憎恶在一些国外来宾身上看到的家长式或帝国主义的态度，对分享你们要提供的东西保持警觉。……寻找你能从你所访问的人身上学习的东西。……如果你打算去满足真实的需要，你需要对自己问一些重要的问题：你在教牧或援助方面要提供的东西是真正被需要的吗？你有资源来支持你要提供的帮助吗？你将能够完成工作吗？
[12]



在由洛桑委员会于1991年召开的协商会产生的建议中，本土和西方的基督徒敦促传教士“使这些国家的教会和传教组织承担起向他们自己的人民传教的工作”
[13]

 。

俄国传教中心的主任Peter Sautov于1992年在一篇文章中评论了财政问题，外国—本土关系最敏感的领域之一。他注意到支持一位美国传教士的花费是支持一位懂俄国文化和语言的俄国工作者的花费的20倍。“应该由俄国信徒来为俄国工作，”Sautov评论说，“我不想培养一代懒惰的俄国信徒。我们需要帮助，但帮助意味着教育我们，培训我们，展示我们，让我们自己来做。”
[14]

 敖德萨（Odessa）神学院院长Sergei Sannikov宣称：“西方传教士应避免两种极端：自己过来做每件事和不加控制地给钱。”
[15]



乌克兰的顿涅茨克（Donetsk）圣经学院的行政主任Alexei Melnichuk如此建议西方传教士如何能最好地服务于本土教会：

我们需要西方传教士到我们国家。然而，我们需要的是很少数富有经验、受过良好教育、能帮助我们预备我们自己的传教士的人。我们有很多人愿意做传教士，但他们没有支持。我想西方基督徒愿意花很多钱到前苏联旅行。这不是坏事，但如果我们想在全世界传扬耶稣基督，我们需要更好的方式，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方式、看法和想象。美国人要理解，影响俄国文化需要时间。他们要懂得，他们并不理解俄国文化。这很重要。我遇到很多生气的俄国基督徒，他们说西方传教士给他们引来问题。传教士来了，说他们会提供帮助：然后，几个月后，他们带着钱与很多最好的俄国基督教工作者和他们一起，继续按他们自己的计划前进。
[16]




第六，有一条规则高于所有规则——黄金规则。
 自从现代传教运动在俄国开始，外国传教士就对于为他们的传教建立指导表现出相当大的关注。无数传教组织和机构在西方举办讨论会、协商会和座谈会来考虑传教士在俄国和前苏联的行为举止如何才能做到最好。
[17]

 此外，美国的东西方基督教研究所出版了主要致力于该主题的季刊《东西方教会与传教报道》。

生活在俄国的外国传教士也努力通过诸多论坛来建立指导，包括“聚会”，即莫斯科的外国传教士每季一次的会议。1996年11月成立了名为“聚会”的电子会议，来促进在俄国工作的外国传教士间的交流，并提供讨论教牧问题的媒介。

在1996年5月的“聚会”会议上，由来自东正教和新教团体的代表组成的全俄小组就“什么是传福音”和“什么是文化在传福音中的角色”的主题向外国传教士讲话。
[18]

 为了促进更多的理解，国外和本土基督徒在1995年的一次“聚会”上会面，双方公开表达了他们的关注。西方一方向自己提出挑战，来考虑如下的一些问题：

我们的俄国兄弟认为什么是传教士在俄国的适当角色？西方资金的角色是什么？某天不再有资金了，怎么办？我们犯了什么文化错误，如何纠正？为何必须通过既存的本土教会来工作？尽管有差异，我们如何建立互信？为何本土教会领袖担心适合新兴社会阶层的新教会模式？西方的定义和模式威胁了本土教会吗？
[19]



即使当传教士认真检审他们的态度和活动时，特定的指导仍难以提出。很多问题是复杂的、有争议的。例如，如果外国人不懂俄国语言和文化，他们有可能在俄国从事基督教服务吗？外国人的长期传教服侍总是比短期的更可取吗？在对俄国的传教中，本国人和外国人如何能最有效地一起工作？外国人总是应该屈从于本国人吗？外国基督徒应该向本土基督徒提供资金援助吗？如果这样，在什么样的责任情况下？外来传教产生的更大的宗派多样性是可取的吗？或者这不可避免地助长了竞争，应如何与本土宗派内部的各分支相处如福音派—浸信会运动的登记和不登记的各派传教士？有了本土的讲道人、牧师和传教士，还有多少角色留给西方人来在俄国做这些教牧工作？在教导和帮助俄国人的同时，外国人如何向他们学习？传教士应在什么程度上与其他团体和宗派合作？传教何时变成了劝诱改宗？

甚至最认真的传教士也会发现这些复杂的问题不容易解决。此外，非常在乎他们传教结果的与对此显得不关心的传教士都会犯错误。然而，俄国的传教士在最近5年中的成就令人瞩目。数千人抛弃舒适与安全，常常带着家庭，去到俄国边远地区，有时还打算无限期地留下。他们努力把灵性的帮助和治疗带给这样一个社会：留有70年的无神论所造成的伤痕，如今又遭受政治、经济和社会混乱。在过去的6年中，传教士与本土基督徒合作，建立了多达6000个新的新教团契和教会，并扩大了既存的组织。外国传教士还帮助在前苏联建立了约1000个本土的并行的教会（parachurch）组织，甚至服务于被社会最忽视的部分。
[20]



俄国人Val Komissarov如此分析这一现象：

致力于在全世界宣扬福音的传教教会在西方并不稀罕。这样的教会将其成员送往世界各地，支持他们的传教培训和准备，定期为他们的安全、在教牧上的成功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灵魂得救而祈祷。在我看来，当我的同胞问他们为何来这里时，这对于他们是最难理解的事。答案是，他们来宣扬福音，正如他们在自己的国家试图把人们从未开化的无神论和物质主义的懵懂中唤醒那样。或许在来到俄国的传教士中，有些人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实际上，这样的人不能被称为传教士；他们是宗教商人。然而因为这样的人，我们就应该要求在俄国的所有传教活动都被停止，并且不允许所有想要来宣扬福音的人这样做？我不这样认为。……当千千万万的西方基督徒持续为人道主义援助、医药、治疗致命疾病患者和帮助教育机构而收集资源时，谁能说他们缺乏爱心呢？我们相信同一位基督，阅读同一本《圣经》，向同一位上帝祈祷。
[21]



在俄国与西方基督教工作者于1995年2月的一次协商会上，当被问及他们会向想促进俄国教会发展的西方人建议什么样的指导时，俄国人敦促传教士“融入俄国信徒的文化，理解、关爱、接纳他们……并与之成为一体；当圣灵指教时，作出改变”
[22]

 。移民至俄国的传教士Johannes Reimer敦促西方传教士要“人格化而非机构化”，如果他们希望他们的传教成功；“成为我们中的一员，我们就会听你的”
[23]

 。

这样的建议看来非常类似于黄金规则。虽不是关于在俄国的传教应如何进行的详细描述，但基督在《马太福音》7章12节的训诫是一项以众多的不确定和争议为特征的事业最可靠的指导：“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外国传教士都可能获得最大的效果，如果他们在俄国人的位置上设想：假若境况颠倒过来，大批俄国基督徒涌入美国或英国传福音。这样的情景并非不可想象。在20世纪80年代，一位捷克斯洛伐克物理学家被派到苏联的一个研究所工作，在那里，他在同事中秘密地组织了《圣经》学习。在他自己的国家，他受到限制和压迫，然而他却在苏联帮助建立和领导了一个教会。他在1984年评论道：“在我们的国家，共产主义和它带给信徒的苦难已扫除了败坏和冷淡的基督教会，它在数百万人中产生了真空……这只有有生命力的基督教才能真正填满。这恰是正在发生的——净化了的、重生的基督教正在我们全国蔓延。也许这一天会到来，那时我们正遭受着苦难的教会将向你们国家派遣传教士。”
[24]



同时，外国传教士必须面对一个曾被共产主义和苦难所压迫而且最近通过了一部限制宗教的法律的国家。
[25]

 根据这一新情况，西方基督徒应更多地支持俄国传教士并为之祈祷，而非推进他们自己的传教计划。他们也应为俄国东正教会的灵性力量在政治权力中找到安全而祈祷。俄国对灵性的兴趣很大，俄国人将继续求助于他们的历史性教会。但可悲的是，任何以牺牲其他教会为代价来加强一个教会的企图都可能延误东正教会生命力的更新。

然而，总之，最终的训诫是，俄国历史揭示了一个适合于灵性事物并可能将继续如此保持的国家。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来说：“对于真正的俄国人，上帝存在和不朽的问题……是首先的和最重要的。……因为人的存在的秘密是，不仅要活着，而且要有为之而活的东西。”
[26]

 外国传教士必须意识到本土东正教在培养这种文化气质中的角色，以及对这一角色的亏欠和应有的尊重，并利用和发展这一植根于俄国文化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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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kodim，Metropolitan of Leningard

Nikon，Patriarch

Nikon of Volga，Archbishop

Niyazov，Abdul Vakhed

Novik，Veniamin

Nowak，Manfred

occultism and occult，See also
 paganism

Olcott，Marth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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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sputin，Grigo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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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ssian Orthodox Church Abroad

Russian Orthodox Free Church

Rutskoi，Alexander

Sachedina，Abdulaziz

Sadur，Valiakhmed

Sagadeev，Arthur

Said，Edward W.

Saikal，A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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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Petersburg Stat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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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of Troubles（1598-1613）

Tischner，Józ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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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zbeck，Sultan Muhammad

Uzzell，Lawrence A.

Vagabov，M.

van den Bercken，William

Van Der Vyver，Johan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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